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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主编序言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下文简称《文库》）的出版，是中国心理学界的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文库》编撰工作的启动，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应《中国科学院院刊》之邀，中国心理学会组织国内部分优秀专家，编撰了“心理学学科体系与方法论”专辑（2012）。专辑发表之后，受到学界同仁的高度认可，特别是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热烈欢迎。部分作者在欣喜之余，提出应以此为契机，编撰一套反映心理学学科前沿与应用成果的书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心理分社彭呈军社长闻讯，当即表示愿意负责这套书系的出版，建议将书系定名为“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邀请我作为《文库》的总主编。

中国心理学在近几十年获得快速发展。至今我国已经拥有三百多个心理学研究和教学机构，遍布全国各省市。研究内容几乎涵盖了心理学所有传统和新兴分支领域。在某些基础研究领域，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国际领先水平；心理学应用研究也越来越彰显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发行了多套应用和基础心理学教材系列。尽管如此，中国心理学在整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它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学界力量，编撰和出版一套心理科学系列丛书，反映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的概貌，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要完成这项宏大的工作，中国心理学会的支持和学界各领域优秀学者的参与，是极为重要的前提和条件。为此，成立了《文库》编委会，其职责是在写作质量和关键节点上把关，对编撰过程进行督导。编委会首先确定了编撰工作的指导思想：《文库》应有别于普通教科书系列，着重反映当代心理科学的学科体系、方法论和发展趋势；反映近年来心理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和进展，以及应用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反映和集成中国学者在不同领域所作的贡献。其目标是引领中国心理科学的发展，推动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展示心理学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我国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心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争取更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支撑条件。

根据这些考虑，确定书目的遴选原则是，尽可能涵盖当代心理科学的重要分支领域，特别是那些有重要科学价值的理论学派和前沿问题，以及富有成果的应用领域。作者应当是在科研和教学一线工作，在相关领域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学识广博、治学严谨的科研工作者和教师。以这样的标准选择书目和作者，我们的邀请获得多数学者的积极响应。当然也有个别重要领域，虽有学者已具备比较深厚的研究积累，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参与《文库》的编撰工作。可以说这是一种缺憾。

编委会对编撰工作的学术水准提出了明确要求：首先是主题突出、特色鲜明，要求在写作计划确定之前，对已有的相关著作进行查询和阅读，比较其优缺点；在总体结构上体现系统规划和原创性思考。第二是系统性与前沿性，涵盖相关领域主要方面，包括重要理论和实验事实，强调资料的系统性和权威性；在把握核心问题和主要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突出反映最新进展，指出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第三是理论与方法学，在阐述理论的同时，介绍主要研究方法和实验范式，使理论与方法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编委会对于撰写风格没有作统一要求。这给了作者们自由选择和充分利用已有资源的空间。有的作者以专著形式，对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系统阐述自己的理论创见，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有的作者则着重介绍和阐述某一新兴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重要发现和理论体系，同时嵌入自己的一些独到贡献，犹如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条新的地平线。还有的作者组织了壮观的撰写队伍，围绕本领域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手册（handbook）的形式组织编撰工作。这种全景式介绍，使其最终成为一部“鸿篇大作”，成为本领域相关知识的完整信息来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尽管风格不一，但这些著作在总体上都体现了《文库》编撰的指导思想和要求。

在《文库》的编撰过程中，实行了“编撰工作会议”制度。会议有编委会成员、作者和出版社责任编辑出席，每半年召开一次。由作者报告著作的写作进度，提出在编撰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等，编委和其他作者会坦诚地给出评论和建议。会议中那些热烈讨论和激烈辩论的生动场面，那种既严谨又活泼的氛围，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编撰工作会议对保证著作的学术水准和工作进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同时又是一个学术论坛，使每一位与会者获益匪浅。可以说，《文库》的每一部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凝结了集体的智慧和贡献。

《文库》的出版工作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极大支持。王焰社长曾亲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表达对书系出版工作的关注。出版社决定将本《文库》作为今后几年的重点图书，争取得到国家级和上海市级的支持；投入优秀编辑团队，将本文库做成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彭呈军社长是责任编辑。他活跃机敏、富有经验，与作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从编辑技术角度进行指导和把关，帮助作者少走弯路。

在作者、编委和出版社责任编辑的共同努力下，《文库》已初见成果。从今年初开始，有一批作者陆续向出版社提交书稿。《文库》已逐步进入出版程序，相信不久便将会在读者面前“集体亮相”。希望它能得到学界和社会的积极评价，并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在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进程中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杨玉芳

2015年10月8日


前言

音乐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为人类所独有。音乐心理学是一门从科学视角研究人类音乐思维和行为的学科（Sadie & Tyrrell, 2001）。它涉及音乐感觉、知觉、认知、记忆以及体验等活动，囊括音乐创作、表演、欣赏、教育，乃至治疗等领域，体现出音乐学与心理学的交叉性。正基于此，实证方法是音乐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这是音乐心理学与音乐学其他学科研究的根本差异。

在心理学研究中，实证研究方法包括很多种类。无论是观察法，还是实验法，它们都是通过获取数据探究问题，从而揭示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然而，由于实验法可以有效地控制无关变量，通过操纵自变量探究因变量的变化，因此，实验法获取的数据更为可靠，相应地，其在方法学上的科学性也显得更为突出（郭秀艳, 2004）。在音乐心理学研究中，为了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实验法已经成为目前音乐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音乐心理研究在西方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数学家和哲学家Pythagoras，其主要贡献在于发现了音乐和谐与弦长比率的关系。自1879年Wilhelm Wundt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以来，心理学逐渐成为实证性的学科，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也随之走向实证。Seashore（1919）出版的The psychology of musical talent
 可谓是第一本音乐心理学研究的论著。然而，音乐心理学的实证研究真正走向繁荣是在20世纪后半叶。当时，许多研究者对音乐知觉、音乐认知、音乐发展、音乐才能、音乐表演以及音乐情感反应等作了集中探究，并出现了一些音乐心理学的著作，比如，Hodges（1980）主编的Handbook of music psychology
 、Deutsch（1982）主编的The psychology of music
 、Sloboda（1985）的The musical mind: The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music
 、Hargreaves（1986）的Th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of music
 以及Hargreaves和North（1997）主编的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music
 等。

随着20世纪末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研究者开始通过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或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经颅直流/交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alternating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tACS）等技术探究音乐加工的神经机制，并涌现出许多研究成果。到了21世纪，音乐心理学在西方已发展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许多研究者出版了音乐心理学著作，这些著作对该学科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比如，在Meyer（1956）理论研究的基础上，Huron（2006）的Sweet anticipation: Music and the psychology of expectation
 进一步探究音乐的期待；Patel（2008）的Music
 ，language
 ，and the brain
 则围绕音乐与语言进行对比研究；Deutsch（2013）主编的The psychology of music
 （3rd Ed.）从多学科视角出发，汇集近年研究成果，对音乐心理学的相关问题进行阐述，该书对当今音乐心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Koelsch（2012）的Brain and music
 从认知神经科学出发，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音乐加工的脑机制；Thompson（2014）的Music, thought, and feeling: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y of music
 （2nd Ed.）从认知角度论述音乐知觉以及音乐实践等问题，是一本很有价值的音乐心理学导论；Hallam, Cross和Thaut（2016）主编的Oxford handbook of music psychology
 （2nd Ed.）汇集了音乐心理学各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了解音乐心理学的研究现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学科的交叉性，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与心理学相关的刊物都可以发表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论文。Nature
 和Science
 等刊物已经发表了许多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发展，西方陆续出现了一些音乐心理学的刊物，比如，Psychology of Music
 （1973）、Psychomusicology: Music, Mind and Brain
 （1981）、Music Perception
 （1983）、Musicae Scientiae
 （1997）。其中，Music Perception
 的学术影响力最为突出。

在中国，关于音乐与心理的关系早在《乐记》中就有记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但是，直到20世纪下半叶，音乐心理学才真正作为一门学科被提出来。1981年，张前在《音乐研究》发表题为“音乐心理学”的文章。该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音乐心理学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其在西方的研究发展史。此后，音乐心理学学科研究开始启动。近十几年来，随着学科的发展，音乐心理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既有音乐学者从心理学视角探究音乐加工潜在的心理机制，也有心理学学者将音乐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进行探究。许多研究成果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同时，中国学者也相继出版了音乐心理学的译作，比如，罗小平和黄虹于1995年编译了《最新音乐心理学荟萃》；刘沛和任恺在2006年出版了Hodges主编的Handbook of music psychology
 （2nd Ed.）的中译本；杨玉芳和蔡丹超等在2012年出版了Patel的Music, language, and the brain
 的中译本。这些译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在著作方面，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已经出版了许多音乐心理学及其相关的著作，比如，张前（1983）《音乐欣赏心理分析》、罗小平和黄虹（1989, 2008）的《音乐心理学》、邹长海（2000）的《声乐艺术心理学》、赵宋光（2003）主编的《音乐教育心理学概论》、周海宏（2004）的《音乐与其表现的世界：对音乐音响与表现对象之间关系的心理学与美学研究》、张前（2006）的《音乐欣赏、表演与创作心理分析》、林华（2005, 2012）的《音乐审美心理学教程》、郑茂平（2011）的《音乐审美的心理时间》以及王延松（2013）的《音乐心理学导论》，等等，以上著作无疑对中国音乐心理学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尽管如此，与西方相比，中国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实证研究方法在中国音乐心理学界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近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些中国学者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音乐心理的研究论文。因此，本书的撰写目的是围绕音乐心理学领域中具有理论或实践意义的核心问题，系统介绍西方近30年间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凸显中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阐述这些研究工作在相应体系中的位置。

首先，本书围绕低层级和高层级的音乐加工进行论述，具体来说，本书从旋律、节奏节拍知觉开始，进而论述音乐调性加工，最后阐述音乐句法、音乐情绪和音乐意义等高层级音乐加工。考虑到记忆在音乐加工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本书在第3章就音乐记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其次，本书还从教育的视角，对音乐教育心理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比如，本书集中探讨个体的音乐能力、音乐技能的发展、音乐训练效应等问题。就音乐训练效应而言，本书将从专业音乐教育、业余音乐训练和成长环境下非有意识的音乐接触等视角探究音乐教育对人类音乐加工的影响。再则，对于人类而言，尽管音乐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生存价值，但是音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cience刊物在创刊125周年之际，提出未来人类社会面临的125个问题，其中，第114个问题就涉及音乐进化的起源。基于此，本书的第11章对音乐的进化起源进行了阐述。最后，尽管审美是音乐的艺术功能，但是，在现代社会中，音乐已经超乎其艺术的审美功能，发挥着实用的功能。在第12章中，本书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围绕背景音乐、歌唱对言语康复的作用以及音乐减压等问题论述了音乐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许多方面的帮助。首先要感谢文库的总主编杨玉芳研究员在本书撰写的各个阶段所给予的帮助；此外，还要感谢课题组周临舒博士和博士生江俊，他们协助完成部分章节的文献搜集和整理工作，江俊同学还在插图制作、文本编排以及初稿校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心理分社彭呈军社长和本书的审阅人员，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本书难以顺利出版；最后，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470972）对作者研究工作的资助。

蒋存梅

201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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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melody）是由一系列音符按照特定音高、节奏以及节拍关系构成的音符序列。它是音乐的基本组织形式。在音乐作品中，旋律是作曲家重要的表情手段，它隐含着作曲家的创作意图，表现出较为完整的音乐乐思，成为音乐意义的主要载体。人们经常使用“欢快悦耳”、“悲伤凄美”等词形容旋律特点，并暗示着音乐的情绪类型。因此，旋律的知觉在音乐加工中尤为重要，它不仅涉及低层级的音乐知觉，也影响着高层级的音乐认知。

旋律不仅包含音高线条，也包含音符的长短（即节奏）。对于旋律音高来说，一系列音高走向的起伏变化，构成旋律线，并形成旋律的轮廓，或上行，或下行，等等。由于第2章论述节奏，因此，本章将主要围绕旋律音高与轮廓的知觉进行论述。


1.1 旋律音高与轮廓的知觉

纵观已有文献，旋律音高的知觉包含音高的分辨、识别以及错误音高的检测。在旋律轮廓方面，其加工主要涉及两种形式：轮廓违反（contour-violated）、轮廓保持（contour-preserved）。如图1.1所示，（a）表示旋律的原型；（b）表示旋律中的第3个音发生变化，由此导致轮廓的违反（或变化）；（c）表示旋律中的第3个音发生变化，但旋律轮廓并未出现违反（或变化）。可见，旋律音高的变化可以引起两种情况：（1）旋律轮廓违反，这种违反影响了旋律的总体（global）特征；（2）旋律轮廓保持，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旋律的局部（local）音高发生变化，但是，旋律的总体轮廓没有受到影响。已有研究主要围绕总体和局部两个因素对旋律知觉进行论述（Dowling,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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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旋律的原型以及旋律轮廓的两种变体

（a）是旋律原型；（b）是旋律轮廓违反；（c）是旋律轮廓保持（Jiang, Liu, Wan, & Jiang, 2015）

研究已经表明：婴儿在出生前就能分辨频率的差异（如，Lecanuet, Granier-Deferre, & Busnel, 1988; Shahidullah & Hepper, 1994），6个月大的婴儿就能将旋律轮廓作为区别短小旋律的主要依据之一（Dowling, 1999），相应地，旋律轮廓能影响8—11个月大的婴儿的旋律知觉能力（Trehub, Bull, & Thorpe, 1984）。然而，这些是否意味着每个成年人都具备旋律知觉能力？考虑到旋律的知觉能力实质上与个体的音高知觉能力有关，而绝对音高（absolute pitch）、自闭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和先天失歌症（congenital amusia）分别体现出不同的音高知觉能力，因此，下文围绕先天失歌症者、绝对音高者以及自闭症者，探究具备不同音高知觉能力的人对旋律的知觉。


1.1.1 失歌症者

失歌症（amusia）是一种对音高加工的障碍。它分为后天失歌症（acquired amusia）和先天失歌症。后天失歌症缘于个体的脑损伤，即患者在脑损伤之前，他们具有正常的音高加工能力。与后天失歌症不同，先天失歌症（俗称“五音不全”，下文简称失歌症）既不归因于脑损伤、听觉丧失、认知或社会情感的错乱，也不缘于缺少与音乐的接触（比如音乐训练、音乐听赏活动等）（Peretz et al., 2002）。他们无法辨认音高之间的细微差异，唱歌走调却浑然不知。

在英国，4%的人患有失歌症（Kalmus & Fry, 1980），在美国，失歌症的比率达到5%（Hyde & Peretz, 2004）。针对117名中国大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中国大陆失歌症的发生率为3.4%（Nan, Sun, & Peretz, 2010）。目前诊断失歌症所采用的工具主要是Peretz、Champod和Hyde（2003）设计的《蒙特利尔失歌症诊断测验》（Montreal Battery of Evaluation of Amusia）。这套测验主要涉及音乐的知觉和记忆，通过分辨和识别两种基本任务对被试的音乐能力进行测量。它包含6个分测验：音阶、轮廓、音程、节奏、节拍辨认以及旋律记忆。前3个分测验属于音高层面的测验，节奏和节拍属于时间层面的测验。具体来说，音阶分测验主要是将调内音变为调外音；轮廓分测验则是通过改变旋律某个音，引起轮廓的变化；在音程分测验中，尽管音符发生变化，但旋律轮廓没有受到影响；节奏分测验也是改变旋律中某个音符的节奏。这4个分测验都是呈现两条旋律，要求被试进行分辨。节拍分测验要求被试识别出音乐的节拍；记忆分测验则考察被试对旋律的短时记忆能力。一般来说，如果被试在6个分测验的平均成绩低于正常人成绩的两个标准差，则被诊断为失歌症者（Peretz et al., 2003）。此外，前3个旋律分测验成绩是否低于65分，也可以作为诊断失歌症的标准之一（Liu, Patel, Fourcin, & Stewart, 2010）。这套测验最初被用于诊断脑损伤病人是否患有获得性失歌症，由于它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该测验后来也成为各实验室诊断先天失歌症的有效测量工具。

研究表明，失歌症者不能觉察旋律中音高变化、旋律的不协和性以及识别和记忆无歌词的曲调（Ayotte, Peretz, & Hyde, 2002）。准确地说，对细微音高差异的辨别力是失歌症的核心缺陷（Hyde & Peretz, 2004; Peretz et al., 2002）。Peretz等人（2002）报告了失歌症的个案研究。研究数据显示，失歌症者在检测音高变化方面存在严重困难，几乎不能察觉到两个半音内的音高变化。此外，失歌症者对下行音高变化的分辨能力低于对上行音高变化的分辨。在Peretz等人个案研究的基础上，Hyde和Peretz（2004）, Foxton、Dean、Gee、Peretz和Griffiths（2004）分别以两组失歌症被试为实验对象，对失歌症者音高知觉能力进行了探究。这两个研究结果也支持了Peretz等人的个案研究结果，即失歌症者对细微音高差异的分辨存在障碍。但是，音乐刺激重复是否可以改善失歌症者的音高知觉能力？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结果仍存在分歧，比如，Hyde和Peretz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失歌症者来说，练习不能使他们对音高的分辨能力得到提高。然而，Foxton等人发现，刺激的重复将改善失歌症者对音高轮廓的知觉。这种分歧的出现主要缘于训练的手段不同。

以上研究都是以非声调语言（如，英语、法语等）为母语的失歌症者为研究对象。但是，跨文化语言研究表明，声调语言背景将有助于音乐音高的加工（Pfordresher & Brown, 2009; Xu, Gandour, & Francis, 2006）。那么，声调语言背景是否可以弥补失歌症者的音高知觉障碍？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研究者针对汉语失歌症者的旋律知觉进行了系列研究。Jiang、Hamm、Lim、Kirk和Yang（2011）探究了汉语失歌症者对音高的分辨能力，并通过含有音高重复的旋律片段，进而考察重复是否能促进其音高加工。如图1.2所示，无论是在两个音的音高分辨，还是在4个音的旋律音高分辨中，汉语失歌症者的分辨能力都显著低于正常被试。研究结果进一步发现，尽管汉语失歌症者对4个音旋律音高的分辨比两个音的分辨更好，但是，这种提高并不意味着促进效应，而是来源于额外的参考音以及更多的音高变化线索。该结果暗示，声调语言经验似乎不能弥补失歌症者在音高辨别方面的缺陷。事实上，后续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汉语失歌症者对细微音高分辨存在障碍。在Jiang、Lim、Wang和Hamm（2013a）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二选一迫选的ABA实验范式分别考察汉语失歌症组和控制组被试对音高变化以及音高方向变化的分辨阈限。阈限测验的程序采用“二下一上”的阶梯法，也就是说，被试连续做出两次正确判断，音高距离就会减小。被试只要做了一次错误判断，音高距离就会增加。研究结果显示，与以非声调语言为母语的失歌症者（Tillmann, Schulze, & Foxton, 2009; Williamson & Stewart, 2010）相似，汉语失歌症者对音高变化的分辨阈限显著大于控制组被试；类似地，汉语失歌症者对音高方向变化的分辨阈限也显著大于正常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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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失歌症组和控制组被试对音高的分辨能力（Jiang et al., 2011）

误差线代表±1个标准误。*意味着曼—惠特尼U检验得出的显著性差异在0.05水平上（p<0.05）；**意味着显著性差异在0.01水平上（p<0.01）

Jiang、Hamm、Lim、Kirk和Yang（2010）考察了汉语失歌症者对旋律轮廓的知觉。该研究包含旋律轮廓的分辨和识别任务。在分辨任务中，不同的旋律刺激既包含轮廓的违反，也包含轮廓的保持。在识别任务中，根据轮廓的复杂性，分为轮廓模式一（比如，[image: ]
 ）和轮廓模式二（比如，[image: ]
 ）。为了避免反应偏向和其他与迫选法相关误差的影响（Irwin, Hautus, & Stillman, 1992），该研究使用了信号检测论的等级评价法。失歌症组与控制组被试对旋律轮廓分辨和识别的感受性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简称ROC曲线）以Z坐标呈现在图1.3上。如图所示，在旋律轮廓分辨和识别任务中，失歌症被试所呈现的ROC曲线都比控制组被试低，这表明汉语失歌症者对旋律轮廓的知觉存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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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失歌症组和控制组被试对旋律轮廓知觉的ROC曲线

（a）轮廓违反分辨任务；（b）轮廓保持分辨任务；（c）轮廓模式一识别任务；（d）轮廓模式二识别任务（Jiang et al., 2010）

可见，与非声调语言为母语的失歌症者相似，汉语失歌症者对旋律音高与轮廓的知觉存在障碍。该结果暗示，对于失歌症者来说，声调语言背景似乎不能弥补他们在音乐音高加工方面的缺陷。


1.1.2 绝对音高者

在失歌症者研究中，被试大多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已有研究表明，音乐训练可以提高听者对旋律的知觉（Fujioka, Trainor, Ross, Kakigi, & Pantev, 2004）。在音乐训练人群中，他们的旋律知觉能力是否都是相似的？现实生活中存在另一类人群，即绝对音高者。他们拥有超常的音高命名能力，即在没有参照音的情况下，绝对音高者可以对孤立的音高进行准确命名（Miyazaki, 1988; Miyazaki, 1989，1990; Ross, Gore, & Marks, 2005）。与此不同的是，非绝对音高者对音高的命名往往需要其他音高作为参照。据统计，在西方国家，绝对音高者的比例是0.1‰（Takeuchi & Hulse, 1993）。在亚洲，这种能力则较为常见（Miyazaki, 2004）。美国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音乐专业学生中，亚洲学生绝对音高的发生率是20%，而非亚洲学生的发生率是3%（Gregersen, Kowalsky, Kohn, & Marvin, 2001）。下文将从音程和转调视角，阐述绝对音高者的旋律知觉。

在音程加工方面，研究发现，绝对音高者无法直接识别音程，而是需要通过判断两个音的音名后，再去推断出音程关系（Levitin, 2008）。Miyazaki（1992）比较了绝对音高者和非绝对音高者对音程的加工后发现，被试需判断先后呈现的两个音所构成的音程类型。与参照音为标准频率的C音相比，当参照音是以非C音呈现时，绝对音高者的判断准确率较低且反应时间较慢，而非绝对音高者在两种条件下的判断结果没有差异。研究者推测，绝对音高者可能是通过运用固定音高完成音程加工任务，由此与相对音高（relative pitch）形成冲突，阻碍了其对音程的加工。后续研究进一步表明，绝对音高者在音程加工方面表现出对特定调性的加工偏好（Miyazaki, 1993; Miyazaki, 1995）。比如，Miyazaki（1993）让被试对不同调性中的音程关系进行判断。研究结果发现，绝对音高者对#F大调和偏离的E大调（即，偏离的E调主音处于E和E之间）音程的判断都比非绝对音高者逊色，但对C大调的音程加工与非绝对音高者不存在差异。同时，大部分绝对音高者判断这两个非C大调音程的准确性低于对C大调音程的判断。类似地，Miyazaki（1995）还发现，绝对音高者在调性音乐加工中表现出对C大调的偏好，对非C大调旋律音程的加工能力则较弱。

绝对音高者对C大调的加工优势也体现在对旋律的加工方面。Miyazaki和Rakowski（2002）使用配对出现的短小旋律作为刺激。其中，标准刺激是以乐谱方式（视觉）呈现的C大调旋律，对照刺激是以音响方式（听觉）呈现的C大调或非C大调旋律。被试需要判断两个旋律片段是否相同。结果显示，当对照刺激是C大调旋律时，绝对音高者的分辨成绩高于非绝对音高者；当对照刺激是非C大调时，绝对音高者的分辨成绩则低于非绝对音高者。同时，绝对音高者对于非C大调旋律的分辨成绩显著低于对C大调旋律的分辨成绩。Miyazaki（2004）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实验结果。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旋律转调与否并未对非绝对音高者造成影响，然而，在旋律不转调的情况下，绝对音高者的加工成绩高于非绝对音高者，在转调旋律的情况下，其加工成绩则低于非绝对音高者。事实上，绝对音高者对C大调旋律加工的优势也体现在音乐结构的加工。蒋存梅、张前、李卫君和杨玉芳（2010）以C大调旋律为实验刺激，研究者发现，绝对音高被试对音乐句法基本组合规则的知觉能力显著高于非绝对音高被试，同时，无论在乐句、乐节，还是在乐汇水平上，绝对音高被试的乐句结构划分能力都显著高于非绝对音高组被试。

在音乐领域，对音高的命名不仅体现在音名方面，还体现在唱名方面。就音名而言，键盘上所有音符都被赋予一个固定的名称，然而，与音名不同，键盘上各音符的唱名则随着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音名为C3的音符在C大调的唱名为do，在B大调的唱名则为re。尽管音名和唱名都是约定俗成的，但是唱名与调性相关，它可以更直观地转化为音阶的音级。在特定调性上下文中，各音级的稳定性存在差异。正由于这种稳定性的差异，体现出各音符在旋律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为了进一步探究绝对音高者对音符唱名的判断能力，我们实验室（未发表）通过分别呈现12个大调音阶的7个音符，让被试判断最后一个音符的唱名。绝对音高者对唱名的判断准确性明显低于非绝对音高者。这可能是因为绝对音高者对转调旋律较不敏感（Levitin & Rogers, 2005）。

以上研究（如, Miyazaki, 1992, 1993; Miyazaki & Rakowski, 2002）的音乐加工实质上体现的是音程结构加工，而不是音符命名。由于绝对音高者的音符命名都是以固定调（C大调）为参照的，因此，对于非C大调的音程或旋律，他们首先需要提取长时记忆中固定音高模板（fixed tonal template）的音高信息（Zatorre, 2003），进而对所听到的音符进行命名（C大调），并计算音符之间的音程距离，最后才能推算出对照音在非C大调中的唱名，或将其与标准旋律的音程关系进行对比。显然，绝对音高者对非C大调音程的命名和计算中使用的“绝对音高的策略”（Miyazaki, 1992, 1993; Miyazaki & Rakowski, 2002），都需要更多的认知负荷，从而导致了其正确率的下降和反应时的延长。

与识别任务相比，分辨任务占用的认知负荷可能较少。为了验证绝对音高者固定音高模板的音高信息（Zatorre, 2003）是否对音高分辨产生影响，我们实验室（未发表）采用Jiang等人（2013a）的实验范式，考察了绝对音高者对音高变化与音高方向的分辨阈限。在该研究中，两个阈限测验均采用ABA范式。如图1.4所示，尽管控制组被试的音高分辨阈限略高于绝对音高组被试，但是，统计结果表明，无论是音高变化检测阈限，还是音高方向分辨阈限，两组被试都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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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绝对音高组与非绝对音高组被试对音高变化检测以及音高方向分辨的阈限值

可见，绝对音高者的音高命名能力较强，且这种优势促进了他们对C大调旋律的知觉。但是，对于绝对音高者而言，音高命名的优势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们对音高的分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非C大调旋律的知觉。


1.1.3 自闭症者

与绝对音高不同，自闭症谱系障碍（简称自闭症）是以社会互动障碍、语言交流困难以及刻板行为等为主要症状的一种神经发展障碍（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按照智力发展水平，自闭症又可分为两种：高功能自闭症（high functioning autism）者和低功能自闭症（low functioning autism）者。前者智商高于70，后者智商低于70（Tsai, 1992）。

在世界范围内，自闭症的发生率为62/10000人（Elsabbagh et al., 2012）。在中国，自闭症的发生率达到11.8/10000人（Sun et al., 2013）。

尽管少数研究（Altgassen, Kliegel, & Williams, 2005; Bonnel et al., 2010）并未发现自闭症者在音乐音高知觉上与常人的差异，但是，多数研究结果显示出自闭症者在旋律音高与轮廓加工方面的优势。比如，Heaton、Hermelin和Pring（1998）通过音乐音高与图片匹配任务，考察了自闭症儿童的音高识别能力。研究结果显示，与正常儿童相比，自闭症儿童对音高识别具有优势。Heaton、Pring和Hermelin（1999b）重复了Heaton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64%的高功能自闭症者能正确匹配75%的动物图片和音高，而只有7%的正常被试能做到这一点。该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自闭症者音高识别方面具有优势的结论。该研究还发现，阿斯伯格综合征者与高功能自闭症者相比，具有更强的绝对音高感。Bonnel等人（2003）采用配对纯音音高的“相同—不同”分辨和“高—低”识别任务，进一步研究高功能自闭症者的音乐音高敏感性。研究结果显示，正常被试在“高—低”识别任务上表现得比音高分辨任务差，而高功能自闭症者在两类任务上的表现没有差异。同时，与正常被试相比，高功能自闭症在“高—低”识别任务上表现更好，体现出更强的音高敏感性。这可能是由于分类任务比分辨任务需要更多对细节性信息的知觉加工，也就是说，除了要分辨两个音高是否相同外，还要进一步区分哪个音符更高或更低。正常被试在进行精细单元的知觉信息加工时不如高功能自闭症者敏感，所以他们在分类任务上的表现也没有分辨任务好，而高功能自闭症者对精细信息的加工表现出较高的敏感度，因此在分类任务中的表现与分辨任务没有差别。可见，以上研究结果都表明自闭症者具有音乐音高知觉的优势。该研究结果也得到了后续研究的证实（O'Riordan & Passetti, 2006; Stanutz, Wapnick, & Burack, 2014）。

音高轮廓的加工不仅体现出整体的认知过程，也受到局部认知加工的影响。Frith（1989）提出了一种中央统合不足（weak central coherence）的认知方式。研究者认为，正常人的信息加工需要把信息进行整合，从整体上进行加工。尽管自闭症者对细节的加工表现得更好，然而，他们的中央统合倾向却被削弱，他们难以把许多元素整合为一个整体，因而表现出整体加工的障碍以及局部加工的偏好（Altgassen et al., 2005; Frith & Happé, 1994）。与此不同的是，知觉功能增强（enhanced perceptual functioning）理论则认为，自闭症者在旋律局部加工方面优于同龄人，但他们在整体加工方面也不存在缺陷（Mottron & Burack, 2001）。

Heaton等人（1999b）发现，当旋律音程距离处在中等距离音程或大音程情况下，所有被试的判断能力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当音程距离居于小音程水平上时（如，小于4个半音音程），高功能自闭症组对旋律轮廓的分辨力较强。Mottron、Peretz、Belleville和Rouleau（1999）验证了该研究结果：无论旋律是否转调，自闭症者都显示出卓越的旋律轮廓知觉能力。然而，Mottron、Peretz和Menard（2000）的研究结果却表明，高功能自闭症者对不转调且轮廓保持不变的旋律音高变化具有较强的分辨能力。但是，高功能自闭症者对转调或轮廓违反的旋律加工与正常人没有差异。研究者由此认为，在旋律轮廓知觉加工中，自闭症者具有局部加工的优势，同时，整体加工与常人无异。该研究结果支持了知觉功能增强理论。

Foxton等人（2003）进一步验证中央统合不足理论是否适用于自闭症者的音乐加工，研究结果发现，当旋律转调，或其他旋律音高方向都发生变化时，控制组对旋律轮廓的加工能力较差，而对于自闭症者来说，旋律转调或其他旋律音高方向的变化并不影响他们对旋律轮廓的加工。研究者把这一差异的出现归因于自闭症者听觉整体干扰的缺失，由此支持了弱中央统合理论所提出的“局部加工偏好”和“整体加工缺失”的观点。通过重复Heaton等人（1999b）的研究，Heaton（2005）提出，无论是局部加工还是整体加工，都没有一种加工策略是主导性的，因此，反驳了Mottron等人（2000）“自闭症者具有局部加工的优势”的结论。

弱中央统合理论和知觉功能增强理论的争议点在于自闭症者的整体加工是否存在缺陷，就这一问题而言，以上研究尚未得出统一的结论。尽管研究结果没有完全支持弱中央统合理论或知觉功能增强理论，但是，从总体上说，自闭症者具有正常甚至比常人更好的音高轮廓知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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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自闭症者音高加工研究都以非声调语言为母语的自闭症者为研究对象，Jiang等人（2015）以汉语自闭症者为被试，考察他们对旋律轮廓的知觉。该研究采用Jiang等人（2010）的实验范式。图1.5呈现的是自闭症组和控制组被试对旋律轮廓的分辨与识别。研究结果显示，尽管汉语自闭症者对旋律轮廓违反或保持的分辨与控制组被试并不存在差异，但是，他们对旋律轮廓的识别显著高于控制组被试。尽管该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中央统合不足理论或知觉功能增强理论，但是却验证了自闭症者没有主导性加工策略的理论（Heato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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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自闭症组和控制组被试对旋律轮廓的分辨与识别（Jiang et al., 2015）

综上所述，旋律作为音乐的重要组织形式，不同个体对其的知觉水平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应归因于失歌症、绝对音高以及自闭症各自不同的旋律加工机制。




 [1]
 关于自闭症者对音乐加工的详细论述参见万璇、董世华和蒋存梅（2014）的研究。


1.2 旋律知觉的神经机制

如前所述，失歌症者、绝对音高者以及自闭症者对旋律的知觉存在差异，尽管这些差异与他们的音高知觉能力相关，但是，归根结底，这些差异本质上缘于他们各自不同的旋律加工神经机制，换句话说，音高知觉能力不同的听者在旋律加工的神经机制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为了揭示旋律加工机制的本质，下文在论述正常人旋律加工神经机制的基础上，结合音高知觉能力的差异，阐述绝对音高者、自闭症者以及失歌症者在旋律知觉方面的神经机制。


1.2.1 基于正常人的旋律知觉视角

早期研究主要从神经心理学的视角探究正常人的旋律加工机制。Johnsrude、Penhune和Zatorre（2000）考察了正常人和右侧颞横回（Heschl's gyrus）病变的癫痫病人对音高的分辨阈限。结果发现，癫痫病人对音高的分辨阈限与正常人不存在差异，但是，癫痫病人对音高方向的分辨阈限显著高于正常人，该研究表明，音高分辨与音高方向分辨的加工并不享有同一脑区，右侧颞横回可能负责音高方向的加工。

Peretz（1990）考察了左脑或右脑异质性损伤的病人对旋律轮廓的加工。研究使用成对出现的旋律，对照旋律可能与标准旋律在局部音程关系或整体旋律轮廓上存在差异。被试需要判断前后出现的两个旋律是否相同。结果发现，两组被试对音程关系变化的分辨都存在障碍，但是，当旋律轮廓违反成为分辨线索时，左脑损伤被试的分辨成绩比旋律轮廓不违反的条件更好，而右脑损伤被试的分辨成绩不受旋律轮廓违反与否的影响。Liégeois-Chauvel、Peretz、Babaǐ、Laguitton和Chauvel（1998）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该研究发现，左侧颞叶（temporal lobe）切除的病人仅表现出局部音程加工的障碍，而右侧颞叶切除的病人对旋律轮廓和音程的加工均存在障碍。这些研究进一步验证，听者对旋律轮廓的加工主要依赖于右侧脑区。

在脑损伤病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对正常人的旋律加工机制进行了探究。Ellis、Bruijn、Norton、Winner和Schlaug（2013）使用fMRI技术考察了正常人旋律分辨的神经机制。在该研究中，研究者使用成对出现的旋律短句，要求被试判断先后出现的两个旋律是否相同。结果发现，被试在任务中表现出大脑双侧的不对称，尤其是在左侧的颞横回和缘上回（supramarginal gyrus）比右侧表现出更显著的激活。该结果表明，旋律分辨的加工具有神经激活的不对称性。Patterson、Uppenkamp、Johnsrude和Griffiths（2002）采用fMRI技术考察与旋律音高聆听有关的脑区。研究者让被试聆听无音高、固定音高以及旋律音高（具有音高变化）的音响刺激，结果发现，3种类型的刺激加工都激活了颞横回以及颞平面（planum temporal）。但是，具有音高的刺激比无音高的刺激更显著地激活了颞横回侧面区域。同时，旋律音高的音响刺激还额外激活了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 gyrus）和颞上回前部区域。该研究表明，旋律音高的加工是一种层级式的加工机制，包含了从初级听觉皮层（primary auditory cortex）向前侧皮层的激活过程。后续的fMRI研究（如, Penagos, Melcher, & Oxenham, 2004; Warren & Griffiths, 2003; Warren, Uppenkamp, Patterson, & Griffiths, 2003）也发现，非初级听觉皮层的前侧区域参与了音高的加工，进一步支持了Patterson等人的结论。

还有研究考察了多声部音乐中旋律加工的神经机制。Spada、Verga、Iadanza、Tettamanti和Perani（2014）向被试呈现多声部的音乐，其中，旋律声部为女高音声部或男低音声部，其他声部是三声部的和声伴奏。fMRI扫描结果显示，与旋律位于男低音声部的条件相比，旋律位于女高音声部条件更多地激活了双侧楔前叶（precuneus）、双侧额中回（middle frontal gyrus）、右侧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此外，扣带回（cingulate cortex）也得到更大程度的激活。旋律位于男低音声部的条件则比旋律位于女高音声部的条件更多地激活了右侧颞上回区域。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还发现，句法正确的旋律比句法违反的旋律更多地激活了双侧的楔前叶、压后皮层（retrosplenial cortex）以及右侧的楔叶（cuneus）和舌状回（lingual gyrus）。可见，对旋律声部的加工和旋律句法的加工都涉及扣带回后部和楔前叶区域，这表明中后部的大脑皮层在旋律加工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确，Nan和Friederici（2013）也发现右侧颞上回在旋律加工中的重要作用。

早期的听觉区域负责对听觉对象的提取，但是早期听觉皮层是否负责整合在时间中呈现的音高序列（旋律）仍不确定。Schindler、Herdener和Bartels（2013）的fMRI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旋律是否转调，或是以何种音色呈现，对旋律的加工都激活了初级和次级听觉皮层。该结果表明，早期听觉皮层可以完成对旋律的编码，这种编码不依赖于绝对音高的信息，而是基于旋律的相对音高特征。在此基础上，Lee、Janata、Frost、Hanke和Granger（2011）进一步考察了不同旋律轮廓的范畴加工所依赖的神经区域。该研究采用向上和向下的旋律轮廓为实验刺激，研究者发现，对向上和向下旋律轮廓的范畴加工主要由右侧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i）、左侧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e）以及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负责。

为了探究分辨旋律轮廓违反与否所涉及的脑区，Stewart、Overath、Warren、Foxton和Griffiths（2008）向被试呈现由4个音组成的短小旋律，实验任务要求被试依据one-back的方式判断前后刺激是否相同。结果发现，对整体旋律轮廓的分辨主要激活左侧颞上沟的后部，对局部旋律音高的分辨还额外激活了右侧的颞平面和颞上沟后部。该研究表明，对旋律轮廓的整体加工更依赖于左侧相关的脑区。显然，该研究结果与神经心理学研究结果（Liégeois-Chauvel et al., 1998; Peretz, 1990）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缘于实验方法（比如刺激及其呈现方式）的不同，而且也缘于脑损伤病人病理特征的特异性。

在EEG研究方面，失匹配负波（mismatch negativity, MMN）常用来考察听者对旋律的加工。MMN体现出听者对偏差刺激的加工，换句话说，当刺激与上下文不符时，MMN就可能出现。该脑电成分具有相对自动化的特点，即不一定需要注意的参与（Näätänen, Paavilainen, Rinne, & Alho, 2007）。MMN最早是用来描述简单情境下的加工的，比如，在一个重复背景下出现的音高偏差，但事实上，它可以在多种情况下得到诱发。在音乐认知视角下，它也可以用来反映听者对音乐规则加工的敏感性。比如，Tervaniemi、Rytkönen、Schröger、Ilmoniemi和Näätänen（2001）发现，当旋律轮廓产生违反时，听者会诱发MMN反应。相反，在旋律轮廓不变的情况下，当旋律中的一个音程发生变化，听者同样会诱发MMN反应（Trainor, McDonald, & Alain, 2002a），这表明旋律轮廓和音程变化都被作为旋律加工的一部分，而得到编码。此外，MMN还被用来考察旋律的同步加工。Fujioka、Trainor、Ross、Kakigi和Pantev（2005）让被试聆听同时呈现的两个声部的旋律，其中某个旋律可能在音高上发生调外的偏离。结果发现，听者对偏差音高的加工诱发了MMN，同时，其对高声部的偏差音高的反应大于对低声部的反应，即诱发出更大波幅的MMN。


1.2.2 基于非常规音高知觉的视角

如上所述，音高知觉与旋律知觉紧密相关。音高知觉能力的差异影响听者对旋律的加工，比如，失歌症者、绝对音高者和自闭症者等。在阐述正常人旋律加工神经机制的基础上，下文将从非常规（比正常人更高，或更低）音高知觉能力入手，围绕绝对音高者、自闭症者和失歌症者旋律加工的神经机制进行阐述。

与绝对音高者和自闭症者不同，失歌症者的音高能力具有明显的缺陷。音乐加工经常被看作是大脑颞叶的功能之一。但是，个案研究结果表明，脑成像技术并没有揭示出失歌症者在听觉皮层的加工异常（Peretz et al., 2002）。这无疑加大了失歌症神经机制研究的难度。

许多研究者运用ERP技术探究失歌症者对旋律音高的加工。比如，Peretz、Brattico和Tervaniemi（2005）考察了失歌症者对旋律音高的加工。结果表明，失歌症者在N1成分上并没有表现出异常。但是，与正常组相比，失歌症者对较大距离的音高变化诱发出更大振幅的N2b和P3b波形。研究者认为该结果是由任务的难度造成的，并不是音高加工障碍的真正原因。该研究暗示了失歌症者对旋律音高加工的神经异常可能不发生在听觉皮层。Peretz、Brattico、Järvenpää和Tervaniemi（2009a）进一步探究失歌症者大脑对旋律音高变化的检测。研究者发现，与控制组被试一样，失歌症者对失匹配的旋律音高诱发出N2成分，这表明，失歌症者的大脑已具备正常的加工音高差异的神经回路。由于失歌症者大脑没有引发出晚期P600脑电成分，研究者认为失歌症者的早期音高加工并没有导向晚期高级、意识参与的加工阶段。这也是音高加工中失歌症者与正常人大脑的差异。Moreau、Jolicæur和Peretz（2013）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以上两个脑电研究的结果。

Omigie、Pearce、Williamson和Stewart（2013）进一步使用ERP方法探究失歌症被试对旋律音高的预期。实验刺激为等时值的旋律片段，实验包含两个条件：旋律听觉预期较高和听觉预期较低。实验任务采用音色探测任务，要求被试判断在旋律中偶尔出现的带有偏差音色的音符。结果发现，与高预期的音符相比，两组被试对低预期音符的加工都诱发出更长潜伏期的P2成分，表明失歌症被试和控制组一样，对旋律中低预期音符的加工都较为困难。但是，与失歌症组不同，控制组对低预期音符的加工还诱发了早期的额部负波N1，这一效应与控制组的外显行为判断相关。该研究结果进一步说明，失歌症者大脑可能已具备正常的音高加工的神经基础。

还有研究运用脑成像技术探究失歌症者的旋律加工。Hyde、Zatorre、Griffiths、Lerch和Peretz（2006）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在右脑额下回区域，失歌症者大脑白质（white matter）浓度减少，灰质浓度增多。在另一个研究中，Hyde等人（2007）还发现，失歌症者右脑额下回和听觉区域的皮层比正常组更厚。研究者认为，失歌症者皮层异常（诸如不正常的神经元迁移）可能危害右脑额颞部位的神经通道。

与以上研究结果不同，Mandell、Schulze和Schlaug（2007）发现，在左脑颞上沟（BA22）和额下回（BA47）区域，失歌症者大脑灰质（grey matter）浓度明显减少，研究者认为，造成两个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如下：第一，通过改变经胼胝体（corpus callosum）纤维的成分，大脑某一侧的灰质数量可能间接影响另一侧相同区域的白质数量；第二，潜在的神经异常是双侧的，由于被试的数量和分析技术的差异，它对白质和灰质的影响亦存在差异（Mandell et al., 2007）。近年脑成像研究还发现，失歌症者的弓形纤维束比正常人少（Loui, Alsop, & Schlaug, 2009）。同时，失歌症者右侧额下回与相对应的听觉皮层之间的连接出现异常（Hyde, Zatorre, & Peretz, 2011）。

在音高方面具有卓越能力的听者在旋律知觉的神经机制方面可能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早期的发现主要来自于ERP方面的研究。Klein、Coles和Donchin（1984）使用oddball范式，考察了绝对音高者对旋律音高加工诱发的脑电反应。结果发现，绝对音高者在加工小概率音高事件时，诱发的P300（或P3）波幅显著小于控制组。同时，被试的听觉分辨能力越好，他们加工小概率听觉刺激所诱发的P3越小。由于P3体现出工作记忆的保持和更新，因此该结果表明，绝对音高者可以长期保留已经加工的音高的表征，他们不需要获取或比较新异声音刺激，由此导致较小的P3波幅。Wayman、Frisina、Walton、Hantz和Crummer（1992）对被试特征进行更为严格的控制，仍然复制出Klein等人的实验结果。在后续研究中，无论采用音色识别任务（Crummer, Walton, Wayman, Hantz, & Frisina, 1994），还是音程识别任务（Hantz, Crummer, Wayman, Walton, & Frisina, 1992），研究者都证实绝对音高者在加工旋律音高时诱发的P3波幅小于非绝对音高者。

然而，Hirose等人（2002）采用相似的听觉oddball范式却得出不同的研究结果。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绝对音高者加工小概率音高事件时诱发的P3波幅与控制组没有差异。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是由于该研究选取的绝对音高者在命名成绩上与Klein等人（1984）的研究存在差异，也有可能是由于实验材料的不同。具体来说，与Klein等人的研究不同，Hirose等人采用的音高刺激不属于音乐的十二音体系之内，比如，1000Hz的音高实际上介于B5（988Hz）和C6（1046Hz）之间，而2000Hz介于B6（1976Hz）和C7（2092Hz）之间，由此可能导致了不一致的结论。

Itoh、Suwazono、Arao、Miyazaki和Nakada（2005）向绝对音高者和非绝对音高者呈现音高为C3、D3或E3的音乐刺激，这些刺激分别以do、re或者mi的唱名唱出。在音高任务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在忽略唱名的情况下，尽快识别刺激的音高；在音节任务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在忽略音高的情况下，尽快识别刺激的唱名。结果发现，在音高任务中，两组被试都诱发了听觉stroop效应，但是在音节任务中，仅绝对音高组诱发了听觉stroop效应。同时，ERP分析结果显示，非绝对音高者都在刺激出现后300—900ms潜伏期内诱发了3种ERP成分：P3b、顶叶（parietal lobe）分布的正性慢波（positive slow wave）和额叶（frontal lobe）分布的负性慢波（negative slow wave）。然而，绝对音高者在刺激呈现150ms后就诱发了左侧颞叶后部的负波。研究者认为，左侧的听觉相关皮层能够促进绝对音高者对音高的加工，体现为比相对音高者更为快速和自动化的加工能力。

绝对音高者的旋律加工优势可能缘于他们大脑结构本身的特殊性。一些研究者通过fMRI手段考察了绝对音高者的大脑结构。研究表明，绝对音高者右侧颞平面的面积较小，左侧颞平面面积稍大，由此导致颞平面的不对称，而非绝对音高被试双侧颞平面的面积没有明显的差异（Keenan, Thangaraj, Halpern, & Schlaug, 2001; Schlaug, Jäncke, Huang, & Steinmetz, 1995b）。同时，绝对音高者左侧颞叶平面的体积比非绝对音高者更大，但是右侧颞平面的体积与非绝对音高者接近（Zatorre, Perry, Beckett, Westbury, & Evans, 1998）。绝对音高者的音高命名与背外侧前额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后部紧密相关（Bermudez & Zatorre, 2005a）。同时，左侧颞平面的体积与其音高命名的准确率呈正相关，即，左侧颞平面越大，其音高命名的正确率越高（Zatorre et al., 1998）。

Oechslin、Imfeld、Loenneker、Meyer和Jäncke（2010）运用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技术，发现绝对音高者上纵束（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的核心纤维表现出半球不对称性，左侧显著大于右侧，且左侧上纵束的结构大小与绝对音高测验的错误率呈正相关，而非绝对音高者则不存在类似的相关。Dohn等人（2015）进一步发现，与非绝对音高者相比，绝对音高者大脑某些区域的皮层厚度有所增长，其中包括双侧颞上沟、左侧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以及右侧缘上回，且他们的神经纤维束也表现出比相对音高者更高的各向异性（fractional anisotropy）值。

绝对音高者还呈现出较为特别的大脑神经元连接网络。Loui、Li、Hohmann和Schlaug（2011b）发现，连接左侧颞上回与左侧颞中回（middle temporal gyrus）的神经束的体积能够预测具有绝对音高感音乐家的音高命名能力，通过对具有绝对音高感的音乐家进行音高命名测试，研究者还发现双侧上颞叶结构中的超互通性与绝对音高的加工能力具有一定联系。在Jäncke、Langer和Hänggi（2012）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具有绝对音高感的音乐家在进行音高命名任务时，大脑神经区域之间的远距离连接性较弱，但是，外侧裂周围的语言区域（peri-sylvian language areas）的局部连接性更强，包括颞平面、颞上回前部、颞上回的侧面、额下回三角部等中心区域，说明绝对音高的加工与这些区域密不可分。

如前所述，在正常人的研究中，右侧听觉皮层（包括颞平面、颞上回的前后部等区域）与音乐旋律的加工密切相关，以上研究结果似乎进一步支持了绝对音高者的大脑结构促成他们旋律加工优势的观点。

绝对音高者在旋律音高加工时还表现出特定脑区激活的特殊性。Zatorre等人（1998）向绝对音高者和非绝对音高者分别呈现绝对音高任务和相对音高任务。结果发现，在绝对音高任务中，尽管两组被试在双侧颞上回、右侧额下皮层和枕叶等区域的激活相似，但绝对音高被试左侧背外侧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frontal cortex）后部的激活更强；在相对音高任务中，两组被试双侧的背外侧额叶皮层后部、额下皮层和顶叶等脑区的激活无差异，但在右侧额下皮层区域，非绝对音高被试的激活更强。该研究结果可能缘于绝对音高加工偏向于左半球，非绝对音高加工偏向于右半球，由此导致绝对音高者在音高识别时主要运用了左侧神经网络。在音高记忆中，Schulze、Gaab和Schlaug（2009）发现，绝对音高组与非绝对音高组的大脑依赖于相同的激活模式，包括颞上回及其延伸到邻近的颞上沟、顶下小叶及其延伸到毗邻的顶内沟（intraparietal sulcus），其次还包括额下回、前辅助运动区（pre-supplementary motor area）以及小脑（cerebellum）上外侧区域。不同的是，在音高记忆任务编码阶段早期，绝对音高者的颞上沟更加活跃；在多模式的音高记忆编码阶段，非绝对音高者的顶内沟和顶上小叶（superior parietal lobule）更为活跃。

与正常人相比，自闭症者在音乐方面也表现出卓越的音高知觉能力，这种音高知觉能力影响了自闭症者旋律加工的神经机制。通过oddball范式，Gomot、Giard、Adrien、Barthelemy和Bruneau（2002）考察了自闭症儿童在音高分辨方面的知觉敏感性。研究者向自闭症组以及控制组被试呈现1000Hz和1100Hz的纯音，其中一个纯音以小概率方式出现，实验任务是让被试看无声影片。结果发现，与正常被试相比，自闭症儿童在加工小概率音高事件时，所诱发的MMN的峰值潜伏期更短。这表明自闭症儿童在音高知觉方面具有超常的敏感性。相似地，Ferri等人（2003）采用同样的范式考察低功能自闭症者对音高的知觉敏感性。在该研究中，1000Hz的音高是标准刺激，1300Hz的音高是偏差刺激。结果发现，与正常被试相比，自闭症者诱发的MMN的波幅更大。此外，自闭症组对标准刺激诱发的N100（或N1）成分潜伏期更短，表明低功能自闭症者早期听觉皮层的加工不同于常人，其可能具有更快速的加工能力。

然而，也有神经研究的证据显示，自闭症者在音高分辨方面并不存在优势。Tecchio等人（2003）采用MEG的研究方法，以1000Hz的音高作为标准刺激，以1200Hz的音高作为偏差刺激，考察8—32岁的低功能自闭症者对音高的分辨及其神经机制。结果发现，与正常被试不同，自闭症被试对偏差音高刺激没能诱发出MMN。这一结果表明，与正常人相比，自闭症者对音高的分辨比较不敏感。在另一个相似的研究（Dunn, Gomes, & Gravel, 2008）中，研究者同样采用1000Hz和1200Hz的音高作为刺激，考察6—12岁自闭症儿童对音高的分辨。结果发现，与正常被试相比，自闭症儿童诱发的MMN波幅显著更小，表明自闭症儿童对音高变化的探测较为迟钝。之所以自闭症儿童诱发较小的MMN波幅，原因可能在于，在以上研究中，研究者在数据记录的同时，让被试观看有声录像，因此，被试可能把音高刺激作为背景噪音进行加工（Kujala, Lepistö, & Näätänen, 2013）。已有证据表明，这种噪音加工可能会减弱MMN的波幅（Kujala & Brattico, 2009），同时，相对于正常人来说，噪音对自闭症者的听觉影响可能更为强烈（Alcntara, Weisblatt, Moore, & Bolton, 2004）。

综上所述，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旋律加工的神经机制，根据已有研究，大脑初级听觉皮层，尤其是颞上回前部和后部区域，属于与旋律加工紧密相关的脑区。大脑对旋律的加工还经常表现出左右不对称性，右侧脑区可能在旋律加工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此外，不同脑区可能负责不同方面的旋律加工。在脑电方面，早期（如，N1、P2、MMN）和中期（P3）的脑电成分可以反映听者对旋律的加工及其敏感性。同时，已有研究揭示了具有不同音高知觉能力的听者在旋律加工神经机制方面的差异。一方面，与正常人相比，绝对音高者和自闭症者表现出在旋律加工及其神经表征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虽然失歌症者的旋律加工能力逊于正常人，但他们的大脑可能已经具备了正常的神经加工回路。


1.3 影响旋律知觉的因素

1.3.1 语言环境

近年许多跨文化语言研究表明，声调语言背景（比如，普通话、广东话、泰语和越南语等）有助于言语音高的加工（如, Bent, Bradlow, & Wright, 2006; Chandrasekaran, Krishnan, & Gandour, 2009; Krishnan, Gandour, & Bidelman, 2010; Krishnan, Xu, Gandour, & Cariani, 2005; Peng et al., 2010; Xu et al., 2006）。研究还发现，声调语言与两个成长基因（ASPM和microcephalin）相关（Dediu & Ladd, 2007）。该结果验证了语言的某些属性具有遗传学基础的推断（Ladd, Dediu, & Kinsella, 2008）。

研究还表明，声调语言背景对个体的音乐音高加工具有积极作用。Deutsch、Henthorn、Marvin和Xu（2006）发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具有绝对音高的比例高于美国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即便对于美国音乐学院的学生来说，与其他学生相比，那些会流利使用声调语言的学生具有更高的绝对音高发生率（Deutsch, Dooley, Henthorn, & Head, 2009）。此外，Pfordresher和Brown（2009）也发现，对于普通人来说，以声调语言为母语的被试对音乐音高的模仿和知觉能力优于母语为英语的被试。由此可以推断，声调语言背景对音乐的加工可能也具有积极的影响（Deutsch et al., 2006）。

也有研究从旋律知觉的角度探讨语言环境的影响作用。比如，Stevens、Keller和Tyler（2013）考察了以声调语言（泰语）或以非声调语言（英语）为母语的被试对旋律轮廓的分辨，结果发现，尽管两组被试在分辨的正确率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声调语言被试的反应时明显少于非声调语言被试，这表明声调语言环境能够促进旋律轮廓的知觉加工。Bidelman、Hutka和Moreno（2013）也发现，广东话被试在音高分辨、音高方向识别、音高记忆以及旋律分辨等方面都显著好于英语被试。研究者认为，基于音乐和语言的加工可能共享认知和神经资源，音乐和语言能力之间可能具有双向的影响关系，这种跨领域的联系可能导致声调语言被试在旋律加工方面具有优势。 类似地，在Wong等人（2012）的研究中，尽管广东话被试与英语被试在节奏知觉方面不具有差异，但是，在音高的知觉能力方面，广东话被试明显高于英语被试，同时，就失歌症来说，广东话的失歌症者在音高知觉方面似乎也比英语的失歌症者更好。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即便是对音乐知觉存在障碍的人群，语言环境对音高知觉的促进作用同样可能存在。除此之外，许多行为（如, Alexander, Bradlow, Ashley, & Wong, 2008; Pfordresher & Brown, 2009）和电生理研究（如, Bidelman, Gandour, & Krishnan, 2011; Giuliano, Pfordresher, Stanley, Narayana, & Wicha, 2011）也支持声调语言有助于旋律音高加工的观点。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了相反的证据。Peretz、Nguyen和Cummings（2011）考察了声调语言（包括普通话、广东话和越南语）和非声调语言的被试对旋律音高的分辨。实验采用5个音组成的序列，其中第4个音可能在音高或时长上发生变化，实验者要求被试对第4个音是否发生变化进行判断。结果发现，当音符发生向上的音高变化，或是发生时长变化时，两组被试的分辨成绩没有差异。然而，当音符发生向下的音高变化时，声调语言的被试的成绩显著逊于非声调语言被试。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差异是否缘于两组被试的音高能力差异，研究者使用《蒙特利尔失歌症诊断测验》测试了两组被试的音高能力，并将音高测验（包括音阶、轮廓和音程）成绩作为协变量纳入分析，结果仍显示了两组被试对音高向下变化的分辨能力差异。该研究表明，声调语言的流畅性（或，言语音高的统计性学习）可能干扰了对音高的分辨，但是这种干扰仅仅表现在某些具体方面，比如对向下音高变化的探测。另外，Bidelman等（2011）的研究发现，语言环境对音高知觉的影响在行为和电生理证据上并不一致。该研究采用频率追随反应（frequency-following response, FFR）技术，被试包括3组：英语为母语的音乐家、英语为母语的非音乐家和汉语为母语的非音乐家。结果发现，与英语为母语的非音乐家相比，英语为母语的音乐家和汉语为母语的非音乐家诱发了更强的脑干反应。然而，后续的音高分辨行为实验发现，只有音乐家表现出较好的细微音高变化的分辨能力。该研究表明，汉语为母语的被试在皮层下的电生理加工以及音高知觉行为测量方面存在分离，在缺乏长期音乐训练的情况下，感知水平的神经表征优势可能并不足以促进知觉水平的音乐音高加工。Schellenberg和Trehub（2008）研究也验证了声调语言背景并不促进听者对音高的记忆。

尽管早期的听觉经历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脑听觉皮层的结构和功能（Schlaug, 2003），或可能弥补音高知觉障碍（Peretz, 2008），但是，从发生率角度上说，汉语失歌症与西方非声调语言为背景的失歌症似乎不存在差异，前者为3.4%左右（Nan et al., 2010），后者为4%（Kalmus & Fry, 1980）。汉语失歌症的系列研究也表明，汉语失歌症者不仅对音乐音高和旋律轮廓加工存在障碍（Jiang et al., 2010; Jiang et al., 2011; Jiang et al., 2013a），而且对语言音高加工也存在障碍（Liu et al., 2012b; Liu, Xu, Patel, Francart, & Jiang, 2012c; Nan et al., 2010）。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声调语言背景似乎对旋律加工不存在促进作用。


1.3.2 熟悉性

旋律加工涉及长时记忆中相关信息的提取和加工，一方面，对旋律音程的加工涉及长时记忆系统中对音程知识的记忆，另一方面，对旋律本身（音程和轮廓）的记忆也影响着听者对旋律的知觉，因此，旋律的熟悉性影响着听者对旋律的知觉。N400是电生理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最初发现于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中，最早由Kutas和Hillyard（1980）提出的。它是在目标刺激出现后的250—600ms之间出现的负波，通常分布在中后部头皮区域，主要反映语义或概念的加工（Friederici & Wartenburger, 2010; Lau, Phillips, & Poeppel, 2008）。由于语义的提取或整合常常涉及长时记忆的提取，因此，对熟悉性材料的加工也常常与N400有关。

Miranda和Ullman（2007）考察了听者对熟悉旋律和不熟悉旋律的认知加工，其中不熟悉旋律与熟悉旋律在速度、长度和潜在和声方面相匹配，通过对旋律音符的改变，形成实验的4个条件。

熟悉音乐—调内音符违规、熟悉音乐—调外音符违规、不熟悉音乐—调内音符违规和不熟悉音乐—调外音符违规。研究结果发现，对于熟悉旋律而言，调内和调外音符的违反均诱发了更大的N400，调外音符违反还诱发了早期右前侧的负波（early right anterior negativity, ERAN）和N5（或N500）；对于不熟悉的旋律而言，仅调外音符违反诱发了ERAN和N5，除此之外无任何N400效应出现。该结果表明，对音乐的预期性加工伴随着意义的加工过程，当熟悉的旋律中出现任何不符合预期的音符变化时，人们需要使用更多的认知资源对音乐意义进行整合，体现为N400波幅的增大。然而，对不熟悉的旋律的预期加工可能不涉及长时记忆的提取，因此不存在N400效应。可见，熟悉性对旋律加工具有调节作用。

还有研究考察了熟悉旋律识别的神经机制。研究者发现，与中等熟悉度的旋律相比，高熟悉度旋律的加工诱发了更大的N400效应（Daltrozzo, Tillmann, Platel, & Schön, 2010）。研究者认为，人们对旋律的熟悉性程度越高，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相应概念信息也就越多，大量的意义信息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体现为N400波幅的增大。这一研究表明，熟悉性除了影响人们对旋律的预期加工以及整合，还可能影响旋律知觉过程中对意义的提取过程。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在旋律知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进程。作为音乐的基本组成形式，旋律知觉是否具有普遍性？该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加以深化。在旋律知觉的影响因素方面，其影响因素及其机制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明确。比如，尽管已有研究探究声调语言背景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一问题仍不明确；另一方面，旋律加工的影响因素可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旋律加工过程中，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会加大机制探究的难度。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未来研究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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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艺术中，音高和时间是两个重要的维度。一部音乐作品可以没有音高维度，但是时间维度不可缺失。比如，许多打击乐只包含时间变化，而没有音高维度；当今流行的说唱、节奏布鲁斯、放克、高科技舞曲等音乐也是以节奏的变化为主要特点。因此，作为一门时间的艺术，音乐的时间维度比音高维度更为重要。对音乐时间加工的研究有助于揭示人类音乐加工的本质（江俊，王梓梦，万璇，蒋存梅，2014）。然而，纵观已有音乐研究文献，与音高研究相比，对音乐时间维度的加工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Overy & Turner, 2009; Stewart, von Kriegstein, Warren, & Griffiths, 2006）。

时长（duration）、节奏（rhythm）和节拍（meter）是音乐时间维度中的3个重要要素（Stewart et al., 2006）。时长是指声音或休止所持续的时间。节奏是指音符或休止符在时间上的组织，例如长—短—短、短—长—短。节拍是指拍子（beat/pulse）按照一定的强弱规律循环重复。比如，进行曲的节拍通常为强—弱二拍子的循环重复；而圆舞曲通常为强—弱—弱三拍子的循环重复。

与音高维度不同，音乐时间维度上的复杂性导致了音乐时间加工研究的困难，并影响着研究结果的一致性（Grahn, 2009, 2012）。基于此，本章将聚焦于音乐时间知觉，力图厘清音乐时间加工的影响因素。


2.1 音乐时间知觉的行为研究

2.1.1 时长

在音乐心理研究中，时长不仅影响听者对音乐的加工，而且对音乐心理研究的实验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纵观已有文献，时长知觉主要分为时长分辨和识别。在实验范式方面，时长分辨任务经常采用两种范式：第一种是先后呈现两个音或者两个时间间隔，然后要求被试判断两个音或两个时间间隔的长度是否相同（Di Pietro, Laganaro, Leemann, & Schnider, 2004; Rao, Mayer, & Harrington, 2001）；另一种范式是连续呈现多个等时长声音，其最后一个声音的时长与前面的声音或相同或不同，被试需要判断最后一个声音的长度是否与前面的声音相同（Lim, Bradshaw, Nicholls, & Altenmüller, 2003）。时长识别的实验范式是要求被试记忆一个标准刺激的时长，然后呈现一系列比较刺激，要求被试判断这些比较刺激是否是标准刺激（Rammsayer & Altenmüller, 2006）；或者要求被试识别出一段噪音中所出现的无声段或间隔（gap）个数（Musiek et al., 2005; Shinn, Chermak, & Musiek, 2009）。

Rao等人（2001）考察了被试对时长的分辨。在时长分辨任务中，刺激由4个音高为700Hz、时长为50ms的声音组成；前两个声音之间的间隔为标准条件，持续1200ms；后两个声音之间的间隔为对比条件，持续960ms、1020ms、1080ms、1140ms、1260ms、1320ms、1380ms或1440ms。第2个音与第3个音间隔1s。被试任务是判断标准与对比条件时间的差异。如图2.1所示，当对比条件比标准条件的间隔时间短60ms时，被试很难分辨这种差异；然而，当对比条件与标准条件间隔时间的差异增加到120ms时，被试的正确率明显提高，达到80%左右。随着对比条件与标准条件时间差异的增加，被试的正确率不断提高，但是当二者的差异增加到一定程度（180ms）时，被试判断的正确率开始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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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时长知觉的正确率（Rao et al., 2001）

后续研究则呈现出不一致的结果。Mitsudo等人（2009）让被试聆听3个音高为1000Hz、时长为200ms的声音；3个声音包含两个连续的时间间隔：第1个时间间隔T1为100ms、120ms、160ms、200ms、240ms或280ms，第2个间隔T2为200ms。被试需要判断T1与T2是否相同。结果发现，当T1与T2的差异不超过40ms时，被试将两个时间间隔的时长判断为相同的；但是，当差异达到100ms时，被试就能够区分时间间隔的时长的差异。类似地，在Shih、Kuo、Yeh、Tzeng和Hsieh（2009）的研究中，刺激由音高为1000Hz、时长为300ms的两对纯音组成：第1对纯音之间的间隔时间是150ms，作为标准条件；第2对纯音之间的时间间隔是180ms、210ms或240ms，作为对比条件。两对纯音之间间隔650ms。被试任务是判断标准与对比条件时间的差异。结果发现，随着对比条件时间的增加，被试的平均错误率显著降低，分别为（33.76±9.39）%、（20.01±12.18）%、（13.63±9.88）%。这些结果表明，被试能够分辨30—60ms的差异。以上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缘于音符间时间间隔的差异。

两音间隔长度的影响也体现在对比音的时长方面。Lim等人（2003）向被试呈现6个频率为261.6Hz的乐音，前5个乐音时长都是250ms，最后一个乐音时长为200ms、225ms、250ms、275ms或300ms。被试需要判断最后一个乐音是否不同于前5个乐音。结果表明，与25ms（225和275ms）的差异相比，被试对50ms（200和300ms）的差异更加敏感。该结果暗示，时长差异越大，被试越容易分辨。但是，Barnes和Jones（2000）得出不同的研究结果。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呈现7个600ms的声音，第8个音为标准音T，时长为524ms、579ms、600ms、621ms或676ms。标准音之后出现一个提示音，提示音是一个600ms的三和弦，提示被试比较音即将出现。比较音时长为T±Δt。被试需要判断比较音的时长是等于、短于还是长于标准音。如图2.2所示，被试对时长的判断显示出倒U型样式，即当标准音是600ms时，分辨成绩最好，而当标准音是524和676ms时，被试的分辨成绩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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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被试在各标准音时长条件下的分辨正确率（Barnes & Jones, 2000）

值得强调的是，Clarke（1989）将时长分辨任务嵌入到真实的旋律之中。被试聆听调性和无调性旋律，每条旋律均由13个音符组成，实验包含两个版本：在标准旋律版本（即符合节拍要求）中，每个音符时长都是400ms；在变化旋律版本中，旋律中第4个、第7个或第9个音符增加了10ms、20ms或30ms。被试事先被告知这些旋律中的每个音符时长或相等，或其中某个音符的时长变长了，同时，音符时长的变化不可能发生在前2—3个音与后2—3个音上。对于每条旋律，被试都要判断它是标准旋律还是变化旋律。研究者发现，当音符时长增加10ms时，被试不能区分这种差异；当音符时长增加20ms和30ms时，被试就能够区分出差异。该结果表明，被试检测时长变化的阈限可能低至20ms。另一方面，与时长变化发生在第7和第9个音符相比，当时长变化发生在第4个音符上时，被试的识别成绩较差。研究者认为，由于第4个音符处于旋律的开始位置，因此被试难以确定旋律的节拍，从而影响对音乐时长的判断。

在时长识别任务上，很多研究使用噪音缝隙测验（Gaps-In-Noise Test）考察知觉阈限。在该测验中，被试聆听6s的白噪音，白噪音里面嵌入0—3个时长2—20ms的缝隙，然后识别每个白噪音中缝隙的个数。与其他研究范式相比，使用该范式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时长的知觉阈限较低。比如，Samelli和Schochat（2008）发现，被试双耳检测噪音缝隙的阈限没有显著差异，其平均阈限为4.19ms。同时，被试检测2ms、3ms、4ms、5ms、6ms及7ms以上（8—20ms）缝隙的平均正确率分别为4%、22%、69%、96%、97%、100%。其他研究（Bamiou et al., 2006; Marculino, Rabelo, & Schochat, 2011; Musiek et al., 2005; Shinn et al., 2009; Weihing, Musiek, & Shinn, 2007; Wong & McPherson, 2015）使用相似的任务进一步验证了该结果，即双耳检测间隔的平均阈限在3.9—5.4ms之间。


2.1.2 节奏

节奏加工涉及音符在时间点上时长的表征、组织与提取（Thaut, Trimarchi, & Parsons, 2014）。尽管音乐是由连续的音符或休止符组成，但是人类能够在连续声音信号的呈现时间中提取节奏型（London, 2012）。这种现象称为节奏范畴化知觉（categorical rhythm perception）。许多研究者使用节奏分辨与识别的范式考察了节奏范畴化知觉。在节奏分辨任务中，被试需要判断成对的节奏是否相同；在节奏识别任务中，被试需要判断节奏的类型（Clarke, 1987）。

在Grahn和Brett（2007）的研究中，实验包含3种节拍类型：简单节拍、复杂节拍和无节拍（见图2.3）。其中，简单节拍可以看作规整的4拍子，复杂节拍可以视作复合拍子。节奏隐含在这3种节拍类型中。研究结果发现，被试在简单节拍、复杂节拍和无节拍条件下的节奏判断正确率分别为87%、84%和84%（d′分别为2.5、2.2和2.4），且被试对3种节奏类型加工都不具有显著的差异。然而，后续研究（Hopyan, Schellenberg, & Dennis, 2009）结果发现，被试在简单节奏和复杂节奏上的正确率分别约为85%和65%，且被试对两个类型的判断存在显著差异。这种矛盾的研究结果可能是由于复杂节奏的任务难度的不同。在Grahn和Brett的研究中，节拍重音与节奏重音基本吻合；而在Hopyan等人（2009）的研究中，节拍重音与节奏重音不吻合，因此增加了任务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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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节奏刺激例子示意图

竖线表示间隔开始，＞表示重音的位置（Grahn & Brett, 2007）

Clarke（1987）考察了听者对节奏的分辨和识别。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将两个具有不同时长的音符（X、Y，见图2.4）置于6/8拍和2/4拍的旋律背景中（见图2.5）。在节奏分辨任务中，被试需要判断成对的旋律是否相同。在节奏识别任务中，他们需要确定节奏型是1∶1还是2∶1的类型。结果表明，尽管节奏知觉的范畴边界与分辨高峰并不完全吻合，但是节奏识别曲线仍显示出一定的陡度，分辨曲线也显示出分辨高峰（见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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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音符X与Y构成的9个节奏型（Clarke,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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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旋律背景例子（Clarke,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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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6/8拍和2/4拍的旋律背景下分辨和识别曲线（Clarke, 1987）

尽管节奏再现不属于知觉范围，但考虑到节奏再现与知觉之间的紧密关系，本章也对这个部分的研究成果进行简单介绍。研究者主要通过节奏再现测验范式考察听者对节奏的再现。在这种范式中，研究者首先呈现标准节奏，让被试聆听2—3遍，然后让其通过点击鼠标、手指敲击、跺脚或步行的方式再现节奏（Bailey & Penhune, 2010, 2012; Grahn & Schuit, 2012; Iannarilli, Vannozzi, Iosa, Pesce, & Capranica, 2013）。对于节奏再现成绩的计算，不同研究使用的指标也不尽相同。例如，Bailey和Penhune（2010, 2012）使用正确率、异步性（指标准节奏中音符与所敲击音符的起始时间差异的绝对值）和时间间隔变异（即用每两个音符的时间间隔除以标准节奏中每两个音符的时间间隔）计算被试再现节奏的成绩。Grahn和Schuit（2012）则把正确敲击音符的数量与正确率作为指标。具体来说，当所敲击的音符个数与标准节奏中的音符个数相同时，被试的反应被认为是正确的，然后，据此计算正确率。正确率的计算分为两个标准：在绝对标准下，只要所再现的任何两个音符间的时间间隔超过或低于标准节奏中两个音符间隔的20%，被试的反应就被认为是错误的；在相对标准下，只要被试再现音符的相对时间关系是正确的，则被判断为正确的。

在Povel（1981）的研究中，要求被试反复聆听16个节奏型，直至他们能够再现出来为止。然后，被试将其敲击出来，连续敲击17次。节奏型由两个音构成，两个音的时长比可以构成简单节奏和复杂节奏两种类型：前者时长比率包括1∶2、1∶3、1∶4，后者包括2∶3、2∶5、3∶4。结果表明，被试再现简单节奏的正确率高于复杂节奏。后续研究也得到一致的结果。比如，Essens（1986）发现，被试对简单节奏（1∶2、1∶3与1∶4）的再现成绩较好，而对复杂节奏（1∶2.5与1∶3.5）的再现成绩较差。即便在多音符组成的节奏中，被试对简单节奏的再现正确率仍高于复杂节奏（Sakai et al., 1999）。Lewis、Wing、Pope、Praamstra和Miall（2004）进一步验证了该研究结果。Lewis等人发现，无论是在同步阶段（即被试跟着听到的节奏序列进行敲击），还是在延续阶段（节奏序列停止但被试继续敲击），被试再现等时长节奏的正确率都高于非等时长节奏，同时，再现等时长节奏的变异系数均小于非等时长节奏。

在节拍感强度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听者对于简单与复杂节奏再现能力的差异也得到了验证。Grahn和Brett（2007）发现，与节拍感较弱的复杂节奏或没有节拍感的模糊节奏相比，被试再现简单节奏的正确率最高，而再现复杂节奏与模糊节奏的正确率没有显著差异。Bailey和Penhune（2010）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该结果：成人再现简单节奏的正确率显著高于复杂节奏或模糊节奏。尽管Chen、Penhune和Zatorre（2007）并未发现被试再现简单、复杂和模糊节奏准确率的差异，但是，当以时间间隔变异和异步性作为衡量指标时，被试再现简单节奏的成绩最好，其次是复杂节奏，最后是模糊节奏。

如上所述，知觉与再现密切相关。Grahn和Schuit（2012）研究发现，以简单节奏为例，节奏再现正确率最高的是短节奏，然后是中等长度节奏，最后是长节奏；对于复杂节奏来说，无论是短节奏还是中等长度节奏和长节奏，被试的再现正确率都很低，出现了地板效应。该研究结果还表明，节奏分辨与节奏再现成绩具有高度的正相关。


2.1.3 节拍

节拍加工涉及循环重复的强拍—弱拍的表征与提取（Thaut et al., 2014）。听者可以根据节奏推断出拍子，然后将其按照强弱规律组织成节拍（Jones & Boltz, 1989）。一般来说，节拍可以被分为二拍子、三拍子和四拍子等。二拍子和三拍子是基本的节拍，其他节拍都是由它们复合而成。就本质而言，节拍体现出强拍和弱拍的循环出现。每小节只包含一个强拍的称为单拍子，比如，2/4或3/4拍；每小节由相同类型的单拍子组成，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强拍的称为复拍子，比如，4/4或6/8拍；每小节由不同类型的单拍子组成，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强拍的称为混合拍子，比如，7/8或15/8拍。与节奏知觉类似，节拍知觉分为节拍分辨和识别；前者一般要求被试判断先后呈现的两个音乐刺激的节拍是否相同，后者要求被试判断音乐刺激的节拍类型。

就节拍分辨而言，复拍子比混合拍子更容易加工。研究表明，听者对4/4拍的分辨显著优于对15/8拍的分辨（Hannon, Soley, & Levine, 2011; Hannon, Soley, & Ullal, 2012b）。这可能缘于复拍子的强弱关系比混合拍子更有规律性。然而，单拍子是否比混合拍子更容易分辨则依赖于熟悉性。Kalender、Trehub和Schellenberg（2013）从跨文化视角考察听者对单拍子（2/4拍）和混合拍子（5/8拍）的知觉。实验刺激是4首土耳其民歌，2首民歌是2/4拍，另2首民歌5/8拍。民歌包含节拍保持和违反两个版本：节拍保持版本是将原始版本每小节最后一拍的音符时长减半，并且加入一个等时长的音符或者将原始版本每小节最后一个音符拆分为两个音符；节拍违反版本是在原始版本基础上，在每小节的最后加入一个音符（见图2.7）。被试任务是评定这两个版本与原始版本的差异。结果表明，与5/8拍相比，不熟悉混合拍子的听者在检测2/4拍节拍变化方面更具优势；而熟悉混合拍子的听者则能够很好地检测这两类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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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单拍子和混合拍子音乐刺激例子

（a）为音乐刺激的原始版本，（b）为节拍保持版本，（c）为节拍违反版本（Kalender et al., 2013）

就节拍识别而言，二拍子比三拍子更容易识别（Dawe, Plait, & Racine, 1994; Drake, 1993）。在Dawe等人（1994）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音乐家识别二拍子和三拍子节奏序列的平均正确率分别为100%和91%，而非音乐家的平均正确率分别为91%和88.5%。该结果表明，无论是音乐家还是非音乐家，他们对二拍子的识别都要比三拍子更好。这可能是因为“西方音乐中二拍子比三拍子更为常见”（Bergeson & Trehub, 2006）。

与节奏中知觉与再现的关系相似，节拍的知觉与再现也存在密切的关系。Drake（1993）发现，无论是简单节奏还是复杂节奏，被试再现二拍子节奏的成绩明显高于三拍子节奏。同时节拍感强弱的差异也影响节拍的再现，换句话说，与弱节拍节奏相比，被试再现强节拍节奏的成绩更好（Patel, Iversen, Chen, & Repp, 2005; Povel & Essens, 1985）。这种较强的再现强节拍节奏的能力可能与较强的时长知觉能力有关。因为强节拍节奏会产生一个内部计时器，从而有利于听觉时间序列的编码、组织以及对时间变化的检测（Povel & Essens, 1985）。这似乎与动态注意理论一致。该理论认为，强拍上的音符比弱拍上的音符更容易被注意到，因而有利于时间序列的编码，并导致对强拍上音符时长变化的检测更为敏感（Large & Jones, 1999; Large & Palmer, 2002）。该理论也得到后续研究结果的验证，比如，Repp（2010）发现，被试对强拍上音符时长变化的敏感性要高于弱拍的音符；Grahn和Schuit（2012）也发现，当节拍重音与节奏重音相吻合时，听者再现节奏的成绩较好，反之较差。事实上，就节拍知觉与再现的关系而言，Fujii和Schlaug（2013）发现，节拍知觉阈限与再现阈限没有明显不同，同时，节拍知觉阈限与再现阈限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由上可见，相对于混合拍子，复拍子更容易分辨。但是，单拍子是否具有分辨优势则依赖于熟悉性：如果听者不熟悉混合拍子，则单拍子更容易分辨，但是如果听者熟悉混合拍子，则单拍子的分辨优势就不再存在。与三拍子相比，听者对二拍子的识别更好。另一方面，就再现而言，被试再现二拍子的能力比再现三拍子的能力更强，而且再现强节拍音列或节奏的成绩也好于弱节拍音列或节奏。


2.2 音乐时间知觉的神经机制

2.2.1 时长

大量研究以脑损伤病人为被试考察了时长分辨所涉及的脑区。Ivry和Keele（1989）发现，单侧颞叶切除病人在时长分辨任务中表现正常。但是，Fries和Swihart（1990）的个案研究则表明，右侧颞叶与右侧基底核（basal ganglia）损伤的男性业余音乐家分辨时长的能力严重受损。后续研究（Harrington, Haaland, & Knight, 1998）发现，右侧前额皮层（prefrontal cortex）和右侧顶下皮层（inferior parietal cortex）损伤的病人在时长分辨任务上的表现都逊于控制组，但左侧前额皮层和左侧顶下皮层脑损伤病人的表现与控制组类似。Mangels、Ivry和Shimizu（1998）进一步区分了短时长和长时长分辨任务。在短时长分辨任务中，标准音为400ms；在长时长分辨任务中，标准音为4s。对照音的长短会根据被试之前的反应而变化。结果显示，单侧前额皮层损伤的病人（71%的病人是左侧损伤）仅仅在长时长分辨任务中的差别阈限高于控制组。Schön、Lorber、Spacal和Semenza（2004）的个案研究也表明，右侧脑区（包括额下回、颞叶后侧、顶下小叶）受损的业余歌唱家分辨不同时长声音的能力正常。同时，左侧颞顶（parieto-temporal）区域受损的音乐家在时长分辨任务中的正确率达到了100%（Di Pietro et al., 2004）。

研究表明，小脑损伤病人在时长分辨任务中的表现比控制组差（Ivry & Keele, 1989）。的确，单侧小脑损伤的病人在短时长和长时长分辨任务中的差别阈限都高于控制组（Mangels et al., 1998）。后续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小脑在时长分辨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退行性小脑萎缩病人（Ackermann, Gräber, Hertrich, & Daum, 1999），还是小脑先天畸形被试（Dennis et al., 2004），他们在时长分辨任务中的成绩均显著低于控制组，且小脑侧部体积与时长分辨阈限具有正相关（Dennis et al., 2004）。

为了进一步考察小脑在时长分辨中的作用，Harrington、Lee、Boyd、Rapcsak和Knight（2004）调查了21名由于中风引起小脑损伤的病人。其中，11名病人为左侧小脑损伤，其余病人为右侧损伤。在时长分辨任务中，标准刺激的时间为300ms或600ms，对照刺激的时间或比标准刺激长，或比标准刺激短。结果表明，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小脑损伤的被试，他们的差别阈限与变异系数都与控制组相似。

尽管以上这些脑损伤研究结果存在矛盾，但大多数研究表明，时长分辨与双侧小脑有关，与左侧的颞叶和顶叶无关。虽然脑损伤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时长分辨的神经基础，但是由于脑损伤病理的复杂性，且无法控制一些干扰因素，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正常人的时长加工的神经机制。

许多研究采用fMRI或PET技术考察了正常人在执行时长分辨任务时大脑所激活的区域。Jueptner等人（1995）考察了小脑在声音时长分辨中的作用。6名正常被试需要对两个声音的时长进行比较。在静息状态下，被试仅仅闭上眼睛，而且不能移动手指。在实验条件下，被试聆听标准音（300ms）和对照音（200或400ms），并通过右手食指和中指做出时长判断。在控制条件下，两个声音的时长相等，要求被试交替举起食指和中指。PET结果表明，与静息状态相比，在控制条件下，双侧小脑半球下部和蚓部（vermis）的局部脑血流量（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显著增加，这主要反映了手指的运动。同时，基底核［主要指右侧尾状核（caudate nucleus）］、双侧颞叶（BA 21/22）、双侧背外侧前额皮层（BA 10/46）和双侧前扣带回（BA 24/32）的局部脑血流量也明显增加。与控制条件相比，在实验条件下，双侧小脑半球上部和蚓部的局部脑血流量显著增加，这反映了小脑加工时长的过程。同时，基底核［包括右侧尾状核与双侧壳核（putamen）］、双侧丘脑（thalamus）和双侧前扣带回（BA 24）的局部脑血流量也显著增加。Nenadic等人（2003）进一步考察了正常人对时间间隔的分辨。研究者发现，与静息状态相比，时长分辨任务使右侧额中回（BA 46）、右侧额下回（BA 44/45）、右侧额叶内区（medial frontal cortex, BA 32）、右侧前脑岛（anterior insula, BA 47）、左侧脑岛、左侧前扣带回（BA 24）、双侧颞横回（BA 41/42）、右侧颞上回与颞中回（BA 22/21）、右侧丘脑、基底核（右侧尾状核与双侧壳核）明显激活。类似地，Shih等人（2009）也发现，时长分辨任务激活了大脑双侧辅助运动区（BA 6）和双侧颞上回（BA 22/38/41）以及左侧背外侧前额皮层（BA 9/47）。与识别任务相比，Mathiak、Hertrich、Grodd和Ackermann（2004）发现，分辨任务激活了右侧小脑Crus I侧部、左侧额下回（BA 47）、左侧顶上皮层（superior parietal cortex, BA 7）、双侧顶内沟（BA 40）、右侧前运动区（premotor area, BA 6）。

此外，还有研究将时长分辨进一步分为编码、保持和决定阶段，由此考察每个加工阶段所涉及的脑区。Rao等人（2001）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时长编码阶段，基底核（双侧尾状核头部与右侧壳核）、右侧丘脑腹外侧核（ventroanterior nucleus）与中央中核（centromedian nucleus）、右侧角回（angular gyrus, BA 40）、双侧背部和腹部前运动区（BA 6）、双侧颞叶（BA 21/22）出现明显激活。在决定阶段，基底核（左侧尾状核头部与右侧壳核）、双侧小脑蚓体、右侧背外侧前额皮层（BA 46/10/9）、右侧背部前运动区、右侧角回与楔前叶（BA 7）显著激活。在Harrington、Zimbelman、Hinton和Rao（2010）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与感觉运动任务相比，在编码阶段，时长分辨任务明显激活了左侧额下回（BA 44/45）、右侧前扣带回（BA 32）、辅助运动区、左侧中央前回（precentral gyrus, BA 6）、左侧颞上回（BA 13）、左侧脑岛（BA 13）、基底核（双侧尾状核与壳核）；在保持阶段，除了激活以上区域外，时长分辨任务还激活了右侧中央旁小叶（paracentral lobule, BA 6）与左侧中央后回（postcentral gyrus, BA 3/40）；在决定阶段，激活区域包括双侧前扣带回、双侧额下回（BA 44/45）、右侧额中回（BA 10）、双侧辅助运动区、双侧顶下小叶、左侧颞上回（BA 13/21）、右侧颞中回（BA 20）、双侧脑岛、双侧丘脑、基底核［双侧尾状核、左侧壳核与双侧苍白球（globus pallidus）］、双侧小脑。这些结果表明，在编码阶段，时长分辨任务激活了大脑左侧颞叶、双侧的基底核和前运动区。在保持阶段，左侧的颞叶、额叶和脑岛，右侧的前扣带回与中央旁小叶以及双侧的基底核与辅助运动区明显激活。在决定阶段，右侧的顶下小叶（BA 40）、额叶与前运动区以及双侧基底核明显激活。

就时长识别而言，一些研究者针对脑损伤病人进行研究。Robin、Tranel和Damasio（1990）让脑损伤被试完成两种时长识别任务。在简单任务中，被试聆听6个音，每个音时长200ms；长间隔的时间为200ms，短间隔的时间为20ms。短间隔出现的位置或者在开始（位置1或2），或者在结尾（位置4或5），被试需要识别短间隔出现在开始还是结尾。复杂任务的刺激与简单任务是相同的，只是被试任务不同——被试需要识别短间隔出现在哪一个位置。研究结果发现，左侧颞顶区受损的被试在两种时长识别任务中的成绩均比控制组差，但右侧颞顶区受损被试的成绩与控制组接近。Samson、Ehrl和Baulac（2001）也发现，左侧颞叶［包括颞叶内侧的海马体（hippocampus）及其周围区域］切除的病人识别熟悉曲调中音符时长变化的能力低于控制组。的确，小脑损伤病人在时长识别任务中的成绩与控制组接近（Ackermann et al., 1999）。此外，脑岛在时长识别中也发挥作用（Bamiou et al., 2006）。Bamiou等人（2006）以8名脑损伤病人为被试，病人左侧或右侧脑岛受到损伤，其中5名被试还伴随着与脑岛相邻的额叶或颞叶的损伤。被试需要识别白噪音中缝隙的个数。结果发现，脑损伤病人的成绩都低于控制组。该结果表明，脑岛在时长识别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与时长分辨任务相比，较少研究从正常人视角探究时长识别任务，Mathiak等人（2004）以正常人为被试考察了时长分辨和识别所涉及的脑区。结果显示，与分辨任务相比，识别任务只激活了双侧次级视觉区（secondary visual area, BA 18）。由上可知，针对时长识别的研究结果表明，左侧颞顶区与双侧脑岛和次级视觉区可能参与时长识别。


2.2.2 节奏

对于节奏分辨而言，许多神经心理学研究考察了节奏分辨所涉及的脑区。研究表明，小脑和基底核参与节奏的分辨。Dennis等人（2009）发现，小脑先天畸形（小脑后叶下部体积较小、小脑后叶上部与小脑前叶体积较大）的被试，无论是在简单还是复杂节奏分辨任务中，其表现均差于控制组。Grahn和Brett（2009）的研究也发现，帕金森症（Parkinson's disease）患者在简单节奏上的成绩显著差于正常人，但在复杂节奏上的成绩与正常人接近。帕金森症患者的基底核功能不正常，因此该研究结果表明，基底核在简单节奏的分辨中具有一定的作用。

也有研究针对额叶、颞叶和顶叶与节奏分辨的相关进行探究。比如，在Di Pietro等人（2004）的个案研究中，被试DL是一个48岁的男中音歌唱家。在DL左侧颞顶区（颞上回、颞中回后部、顶下小叶，BA 19/22/37/35/40）梗塞之后，研究者对其节奏加工能力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DL在节奏分辨任务中的成绩明显低于控制组被试。Wilson、Pressing和Wales（2002）的个案研究也发现，右侧颞顶区（包括颞中回、颞上回后部、顶下小叶）的损伤对节奏分辨有影响。的确，左侧和右侧脑损伤（包括额区、颞区或顶区）病人在节奏分辨任务上的成绩都低于正常人（Schuppert, Münte, Wieringa, & Altenmüller, 2000）。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右侧脑区（包括额下回、大部分后颞叶、顶下小叶）受损的业余歌唱家（IP）在节奏分辨任务中的表现正常（Schön et al., 2004）；左侧或右侧颞叶损伤的病人在节奏分辨任务上的成绩与正常人没有显著差异（Liégeois-Chauvel et al., 1998）。该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无论是单侧颞叶损伤（Ayotte, Peretz, Rousseau, Bard, & Bojanowski, 2000），还是右侧颞叶与右侧基底核损伤（Fries & Swihart, 1990）的病人，他们分辨节奏的能力都完好无损。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颞叶似乎与节奏分辨无关。

尽管已有脑损伤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但是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小脑、基底核与双侧顶叶参与节奏分辨。

对正常人来说，Griffiths、Johnsrude、Dean和Green（1999）发现，节奏分辨任务激活了小脑、双侧的颞上回、背外侧前额皮层、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顶叶与额下回后部。类似地，Thaut等人（2014）的PET结果也显示，与静息状态下相比，被试大脑右侧的颞中回（BA 22）、颞上回（BA 22/41/42）和颞横回（BA 42）的激活程度较高。

节奏分辨的神经相关也依赖于节奏的复杂性。在Grahn和Brett（2007）的研究中，节奏刺激包含简单节奏、复杂节奏和模糊节奏3种类型。fMRI结果表明，与静息态相比，被试在聆听所有节奏时，其大脑双侧的前运动区、（前）辅助运动区、基底核（壳核）、小脑、颞上回与腹外侧前额叶皮层（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脑岛明显激活。听者在聆听不同复杂性的节奏时，大脑激活的区域也不尽相同：与复杂节拍或无节拍条件相比，聆听简单节拍条件下的节奏会激活双侧基底核、双侧颞上回以及（前）辅助运动区，但复杂节拍和无节拍条件下节奏的大脑激活区域没有显著差异。Chen、Penhune和Zatorre（2008）验证了右侧颞平面、左侧辅助运动区、双侧中部与腹部前运动区、双侧小脑第Ⅵ与Ⅷa小叶等区域参与节奏知觉加工。

Bengtsson等人（2009）要求被试聆听4种节奏：在等时长节奏序列中，每个音符的时长都是355ms；在简单节奏序列中，音符时长包含200ms、400ms、600ms和800ms，符合整数比；在复杂节奏序列中，音符时长由200ms、300ms、700ms和900ms组成，不符合整数比；随机节奏序列是将简单节奏序列中的音符随机组合而成的。研究者发现，与随机节奏序列相比，其他3种节奏使大脑左侧的额叶、中央前回，背侧前运动区、（前）辅助运动区，右侧的枕叶（occipital lobe）与小脑第Ⅴ小叶的激活程度更强。与等时长节奏相比，简单和复杂节奏序列使双侧额上回（BA 9）、右侧颞上沟与颞极（temporal pole）、舌下回（inferior lingual gyrus）和枕横回（transverse occipital gyrus）的激活程度更强。与复杂节奏序列相比，简单节奏使额中回得到更大程度的激活。

尽管脑损伤病人研究并未发现颞叶参与节奏分辨，但是，正常人研究结果表明，节奏分辨不仅激活右侧颞叶，还与小脑以及双侧前运动区等区域相关。

就节奏识别而言，脑损伤病人的研究发现，脑岛在节奏识别中具有重要作用。比如，Bamiou等人（2006）让单侧脑岛损伤病人聆听30个包含3个音符的节奏型，在聆听每个节奏后，确定节奏型的类别，比如短—长—短、长—短—短。节奏型由长（500ms）、短（250ms）两个音（音高均为1000Hz）组成，其中的一个音重复出现一次。结果发现，脑损伤病人的成绩低于控制组。还有一些脑损伤研究考察了颞叶、顶叶在节奏识别中的作用。在Shapiro、Grossman和Gardner（1981）的研究中，脑损伤病人聆听46首熟悉歌曲的旋律片段，旋律的某些音符节奏发生了变化，被试需要判断旋律听起来是否正确。结果表明，与控制组相比，右侧前部、左侧中部［包括中央颞区（centro-temporal）］和右侧中部（主要包括顶叶和中央颞区）受损的病人的表现都比较差，而左侧前部与左侧后部（颞顶区）受损的病人表现均正常。个案研究也表明，右侧颞顶区（包括颞中回、颞上回后部、顶下小叶）受损不影响病人识别节奏（Wilson et al., 2002）。

Platel等人（1997）以正常人为对象探究节奏识别的神经基础。在该研究中，被试不仅要判断节奏序列是否具有规律性，还需要完成音色与音高识别任务。PET结果表明，与音色和音高识别任务相比，节奏识别任务明显激活了左侧的脑岛（BA 13—16）与布洛卡区（Broca's area, BA 44/6）。以上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左侧脑岛参与节奏识别加工。

Chen等人（2008）对比了节奏知觉与再现任务所激活的大脑区域。在实验1中，被试聆听节奏，且被告知听完节奏后要跟着节奏进行敲击。结果表明，与静息状态相比，聆听节奏激活了大脑左侧的颞横回、顶内沟与辅助运动区，右侧颞平面，双侧前运动区、小脑第Ⅵ与Ⅷa小叶以及尾状核；除了与聆听节奏激活的脑区相同之外，敲击节奏还激活了左侧的颞平面、初级运动区（primary motor cortex）与顶下小叶以及双侧壳核。聆听和敲击节奏都使大脑左侧的颞横回与辅助运动区、右侧颞平面以及双侧前运动区、小脑第Ⅵ与Ⅷa小叶被显著激活。在实验2中，被试聆听节奏，但并未被告知听完之后需再现节奏。结果显示，与静息状态相比，聆听节奏使大脑左侧辅助运动区，双侧颞平面、前运动区与小脑第Ⅵ小叶明显激活。除了与聆听节奏激活的脑区相似之外，敲击节奏还激活了双侧丘脑与小脑第Ⅷa小叶。聆听和敲击节奏都使大脑双侧的颞平面、前运动区与小脑第Ⅵ小叶明显激活。

也有一些研究将节奏加工分为知觉、保持和再现3个阶段，考察被试在每个加工阶段所涉及的脑区。比如，Chapin等人（2010）让13名被试聆听10条节奏，每条节奏重复呈现6遍。被试在听完节奏后，内心复述节奏3遍，随后再现节奏（使用右手连续敲击3遍）。结果发现，在聆听3遍节奏后，被试双侧听觉皮层（BA 22/41）明显被激活。在聆听6遍节奏后，除了听觉皮层之外，运动区也明显激活，包括左侧的辅助运动区与中央后回（BA 3）以及右侧基底核。当被试内心复述节奏时，其左侧的颞上回、前额皮层、中央后回（BA 3/2）和次级听觉皮层（BA 22），右侧中央前回（BA 6），双侧的辅助运动区、基底核与小脑的激活程度明显高于静息状态下的激活程度。当他们再现节奏时，其左侧的中央后回（BA 3/2/4）、腹侧前运动区、辅助运动区、顶下小叶与基底核，右侧小脑，双侧的额下回（BA 44）、初级和次级听觉皮层激活程度较强。类似地，Konoike等人（2012）要求被试在7s之内对节奏型进行编码（知觉阶段），然后在大脑中保持7s（保持阶段），最后在8s之内通过右手食指敲击出来（提取阶段）。fMRI数据表明，与静息状态相比，在知觉阶段，被试大脑左侧额下回与小脑crus I区、双侧的颞上回与顶下小叶明显激活；在保持阶段，左侧的颞极与额下回明显激活；在提取阶段，左侧的中央前回与中央后回，右侧的外侧（lateral）苍白球与尾状核以及双侧的额下回、颞上回、辅助运动区、顶下小叶、小脑第Ⅵ小叶与丘脑明显激活。


2.2.3 节拍

与节奏加工研究不同，节拍加工神经相关的研究较少。在已有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围绕节拍分辨、识别进行探究。下文将从脑损伤和正常人的节拍知觉展开论述。

就节拍分辨而言，Kester等人（1991）的脑损伤研究考察了21名癫痫病人对节拍的分辨。这些病人做了前颞叶切除术，切除了海马体、杏仁核（amygdala）和钩回（uncus），但不包括颞横回。其中，12名病人切除了右侧前颞叶，9名病人切除了左侧前颞叶。手术前，左侧和右侧前颞叶损伤病人在节拍分辨任务中的成绩没有明显不同，但都低于控制组。手术后，右侧前颞叶切除病人在节拍分辨测验中的成绩明显下降，而左侧前颞叶切除病人和控制组的成绩都没有明显变化。该研究表明，右侧前颞叶对节拍分辨具有重要作用。

为了探究节拍知觉的生理机制，Fujioka、Zendel和Ross（2010）运用MEG技术对音乐家的节拍知觉进行探究。音乐刺激分为两个条件：进行曲和华尔兹。研究结果表明，两个实验条件的加工引起双侧颞上回（BA 21/22, 41/42）、脑岛（BA 13）、海马旁回（parahippocampal gyrus）、中央前回（BA 6/4/43）和基底核，右侧颞横回（BA 41）、颞中回（BA 21/38）和梭状回（fusiform gyrus）等区域激活的差异，表明听觉、运动和边缘系统形成节拍加工的神经网络。

Thaut等人（2014）使用节拍分辨范式考察了正常人对节拍的分辨。在该范式中，被试需要判断先后呈现的两个节奏序列的节拍是否相同。图2.8为节拍不同的配对例子：一条节奏序列是4/4拍，另一条是7/8拍。研究者发现，被试在进行节拍分辨任务时，其大脑右侧的额下回（BA 44/9）、额中回（BA 46）与中央前回（BA 6/44）的激活程度高于静息状态。该结果表明，节拍知觉可能涉及更多抽象的认知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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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不同配对节拍例子（Thaut et al., 2014）

就节拍识别而言，Liégeois-Chauvel等人（1998）以65名脑损伤病人与24名正常人为被试考察了他们对节拍的知觉。音乐刺激是30条旋律，一半是进行曲风格，一半是圆舞曲风格。被试需要判断每条旋律是进行曲还是圆舞曲风格。研究结果发现，左侧或右侧颞上回（BA 21/38）切除的病人识别进行曲和圆舞曲的正确率都低于正常人。该研究暗示，双侧颞上回（特别是前部）可能负责节拍加工。类似地，Schuppert等人（2000）也发现，左侧或右侧脑损伤（包括额区、颞区或顶区）病人在识别进行曲和圆舞曲方面的成绩都低于正常人。然而，Di Pietro等人（2004）的个案研究发现，左侧颞顶区受损的音乐家DL能够识别进行曲和圆舞曲。Ayotte等人（2000）的脑损伤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即单侧或双侧颞叶损伤的病人具备正常的节拍识别能力。

Jongsma、Desain和Honing（2004）运用电生理手段探究节拍知觉。研究者给被试呈现2小节以二拍子或三拍子组织的木鱼声，第3小节是休止小节，第4小节为测试小节。测试小节包含第一拍和一个探测拍。探测拍或早于或晚于预期出现。被试需要在7点等级量表（1=一点也不吻合，7=十分吻合）上判断探测拍与先前拍子背景的吻合程度。研究结果发现，与三拍子相比，二拍子的探测拍诱发出更大的P3波幅。这表明二拍子比三拍子更容易加工。

值得一提的是，Kuck、Grossbach、Bangert和Altenmüller（2003）考察了节奏和节拍分辨任务所引发的脑电活动。结果表明，节奏和节拍分辨任务都使右侧额颞区产生更大的DC电位波幅。同时，与节拍分辨任务相比，节奏分辨任务诱发中央顶叶区产生更大的DC电位波幅。


2.3 影响音乐时间知觉的因素

江俊等人（2014）在已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音乐结构要素特征和听者个体因素都影响音乐时间加工的观点。的确，作为音乐时间维度的重要因素——节奏和节拍特征影响着听者对音乐时间维度的加工。比如，简单、短小和有规律的节奏更有利于听者对节奏的再现。这可能是由于短节奏占用较少的工作记忆，因此更容易被记住。类似地，由于特征易于把握，简单和有规律的节奏也容易被加工（江俊等，2014）；与三拍子相比，听者对二拍子的加工具有优势。同时，与混合拍子相比，单拍子加工的优势则依赖于熟悉性：如果听者不熟悉混合拍子，则单拍子更容易加工，但是，如果听者熟悉混合拍子，则单拍子加工的优势就不再存在。相对于混合拍子，复拍子更容易加工。这可能缘于复拍子的强弱关系比混合拍子更有规律性。另一方面，节拍和节奏的重音关系也影响听者对音乐时间的加工。节拍重音与节奏重音的吻合有助于音乐时间的加工，反之，节拍与节奏重音的不吻合阻碍听者对音乐时间的加工。

考虑到上文已经详细论述了节奏和节拍的知觉及其神经相关，下文主要围绕速度、伴奏和声以及听者个体因素等方面对影响音乐时间知觉的因素进行论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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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音乐时间加工影响因素的详细论述参见江俊等人（2014）的研究。


2.3.1 音乐速度和伴奏声部的和声

速度（tempo）也是一个与音乐时间维度相关的要素。在音乐中，速度通常被定义为单位时间（每分钟）内所发生的拍子的数量，常常通过节拍器来测量。在心理实验研究中，速度也经常用呈现时间间隔（inter-onset intervals, IOIs）或绝对时长表示（Fraisse, 1982）。最佳的速度是每分钟约100个拍子（IOIs≈600ms），如果速度太快（IOIs<100ms）或太慢（IOIs > 1500ms），听者可能难以知觉（Fraisse, 1982; van Noorden & Moelants, 1999）。

音乐速度影响听者对于时长、节奏和节拍的知觉。就时长而言，Samson等人（2001）发现，被试（尤其是左颞叶损伤的病人）对快速节奏（80ms）中声音时长变化的检测逊于对慢速节奏（300—1000ms）中声音时长变化的检测。这可能因为，声音在呈现后需要延迟200—300ms才能被记住，在快速情况下的音乐时间加工能力与听觉记忆饱和有关。Trehub和Thorpe（1989）进一步提供了速度影响节奏知觉的证据。研究者发现，婴儿在中等速度下分辨节奏模式的正确率要高于在很快或很慢速度下的节奏分辨。就节拍而言，Hannon、Snyder、Eerola和Krumhansl（2004）发现，速度的快慢影响节拍的识别，同时，听者易于把慢速的旋律片段知觉为3/4拍，而把快速的片段知觉为6/8拍。

可见，中等速度最有利于听者对音乐时间的知觉。速度太快，听者很难分辨并记住时长差异；速度太慢，节奏组织可能不够清晰，只留下一系列单独的声音。因此，对听者来说，太快或太慢的速度必然增加对音乐时间知觉的难度。

音乐时间知觉不仅受制于音乐时间要素特点，而且与音高层面的要素——和声也具有相关。具体来说，和声对音乐时间加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旋律或节奏序列中的和声伴奏方面。

研究表明，和声伴奏有助于婴儿区分二拍子和三拍子旋律（Bergeson & Trehub, 2006）。类似地，Dawe等人（1994）发现，当节奏序列与和声伴奏的节拍不一致时，音乐家和非音乐家都是根据和声伴奏来确定节拍的，同时，与非音乐家相比，音乐家对节拍的知觉更多地依赖于和声信息。该研究的旋律实验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也就是说，当旋律与和声伴奏的节拍不一致时，音乐家倾向于根据和声伴奏的节拍来确定旋律的节拍。

可见，和声伴奏有助于听者对旋律和节奏序列节拍的辨认，即便是几个月大的婴儿，他们也能够利用内隐的和声线索去分辨节拍。这可能是由于和声序列的进行能帮助听者知觉到旋律的拍子和强拍位置，并促进听者对节拍的判断。


2.3.2 注意和熟悉性

听者的个体因素影响他们对音乐时间的加工。就年龄而言，研究表明，婴儿就能加工有规律的节奏和相对简单的复拍子，5个月或6个月可能是加工比较复杂混合拍子的关键时期。这似乎表明，人类可能天生具有许多音乐时间知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复杂的知识可能逐渐消失（江俊等，2014）。除此之外，注意、熟悉性、工作记忆以及音乐训练也影响着音乐时间知觉。下文将围绕这些方面展开论述。

就听者的注意而言，Geiser、Ziegler、Jäncke和Meyer（2009）发现，在听者注意的情况下，仅节拍变化诱发了N150；而无论是在听者注意，还是在听者不注意的情况下，节奏变化都能诱发N150。然而，在Vuust、Ostergaard、Pallesen、Bailey和Roepstorff（2009）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在听者未注意的情况下，节奏和节拍变化都诱发了大脑双侧的MMN，而且左侧的MMN波幅更大。上述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缘于两个研究的任务难度不同。此外，Ladinig、Honing、Haden和Winkler（2009）考察了无意识状态下人们对强拍和弱拍位置声音缺失的感知。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一些伴随白噪音的节奏序列（或者强拍上的音缺失，或者弱拍上的音缺失），要求他们把注意集中在噪音上，并判断噪音响度是否发生变化，或者要求他们忽视所有声音，仅仅观看无声电影。研究结果表明，强拍上缺失的音比弱拍上缺失的音诱发了更大的MMN波幅，而且强拍上缺失的音具有更短的MMN潜伏期。

尽管以上研究所使用的刺激具有差异，但是从整体来看，无论听者是否注意，他们都能对节奏进行加工，这种自动化加工暗示着听者对节奏的加工无需占用注意资源。但是，就节拍来说，听者可能需要占用一定的注意资源才能进行加工（江俊等，2014）。

听者对音乐的熟悉性也影响其对音乐时间的知觉。的确，与不熟悉的7/8和15/8拍相比，听者对熟悉的4/4拍的加工具有优势（Hannon et al., 2011; Hannon et al., 2012b）。但是，对于5个月大的婴儿来说，他们对音乐时间的知觉不受熟悉性的影响（Hannon et al., 2011; Hannon & Trehub, 2005a）。这似乎表明，熟悉性对音乐时间知觉的影响依赖于听者年龄的大小，5个月很可能是其分界线。但是，研究也表明，这个分界线可能会被聆听经验所改变，比如，Hannon和Trehub（2005b）发现，当旋律是7/8拍时，12个月大的婴儿对旋律节拍的变化不敏感。但如果让他们聆听含有复杂节拍的音乐2周之后，他们就能觉察到旋律节拍的变化。Hannon和Trehub（2005a, 2005b）认为，婴儿具有灵活的音乐加工机制，这种机制对音乐中细微时间差别的知觉具有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定音乐文化的经验将使个体获得该文化所需要的音乐知识或技能，逐渐失去对他文化信息的觉察能力。最后，个体会使用已获得的稳定的表征去同化不熟悉的音乐知识或技能。事实上，对于成人来说，与没有聆听过混合拍子旋律的成人相比，聆听过混合拍子旋律的成人对不熟悉的5/8拍旋律节拍的变化更为敏感（Kalender et al., 2013）。显然，由于知觉经验的增加而产生的熟悉性影响着音乐时间的知觉。

的确，婴儿生来就具有加工音乐时间的能力，这种能力会被音乐文化经验所固化，即属于自己文化需要的音乐技能会保留，而他文化的音乐技能逐渐消退。但是，如果在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内给予他文化所需的音乐知识或经验，那么这种能力将很可能被保留下来。一旦过了敏感期，知识或经验的施加也很难对个体产生影响（江俊等，2014）。


2.3.3 音乐训练和工作记忆

毫无疑问，专业音乐训练会影响音乐时间知觉。即便对于婴儿来说，音乐训练也能影响他们对节拍的兴趣或偏好，比如，Gerry、Faux和Trainor（2010）发现，接受过音乐训练的婴儿更加偏爱二拍子，而没有接受过训练的婴儿则对三拍子更感兴趣。研究表明，音乐家对节奏节拍相似性判断的准确率要显著高于非音乐家（Geiser et al., 2009; Wallentin, Nielsen, Friis-Olivarius, Vuust, & Vuust, 2010）。即使在控制了工作记忆能力的潜在效应后，根据音乐训练的年限或音乐训练开始的时间也能够预测个体未来的节奏加工能力（Bailey & Penhune, 2010, 2012; Grahn & Schuit, 2012）。fMRI研究（Grahn & Schuit, 2012）结果表明，当听者对节奏进行加工时，音乐训练年限与右侧颞中回后部的激活变化呈显著正相关：同时与左侧辅助运动区和腹侧前运动区的激活变化呈显著负相关。

即便是仅仅经过短暂的训练（8天），音乐训练组在节奏分辨任务上诱发的MMN波幅仍大于非音乐训练组，同时，P2波幅显著大于非音乐训练组（Lappe, Trainor, Herholz, & Pantev, 2011）。脑功能成像研究也揭示，音乐家和非音乐家在加工节奏时大脑激活的区域明显不同（Chen et al., 2007; Limb, Kemeny, Ortigoza, Rouhani, & Braun, 2006; Vuust et al., 2009）。正规的音乐训练可能强调对许多复杂节奏结构的学习，从而使音乐家能够较好地解析节奏（Chen et al., 2007）。另一方面，音乐训练也可能强调任务要求，因而增强了工作记忆（Bailey & Penhune, 2010）。的确，专业音乐家的工作记忆广度显著大于非音乐家（Wallentin et al., 2010）。但是，也有一些行为实验并没有发现音乐训练对节拍识别（Hannon et al., 2004）和节奏分辨（Grahn & Brett, 2007）具有影响。这一差异可能是由于这些行为研究使用的音乐刺激比较简单，导致音乐家与非音乐家的加工出现了天花板效应。

可见，音乐训练效应受到节奏节拍本身的特点的影响。如果节奏节拍过于简单，人们根本不需要音乐知识或经验就能很好地加工。相比之下，如果节奏节拍过于复杂，即使经过大量的音乐训练，听者的音乐时间加工能力也很难提高（江俊等，2014）。

工作记忆（特别是语音环）在节奏编码与记忆中具有重要作用（Hall & Gathercole, 2011; Saito, 2001; Saito & Ishio, 1998）。研究发现，工作记忆与节奏加工相关（Bailey & Penhune, 2010, 2012; Wallentin et al., 2010）。虽然工作记忆广度与正规的音乐训练年限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Bailey & Penhune, 2010, 2012; Grahn & Schuit, 2012; Wallentin et al., 2010），但是在排除音乐训练效应后，工作记忆广度与节奏加工仍然呈显著正相关（Bailey & Penhune, 2012; Grahn & Schuit, 2012）。脑成像研究表明，节奏的工作记忆任务使额叶、顶叶和小脑区域（包括额下回、顶下小叶、辅助运动区/前辅助运动区）的血氧水平依赖信号变化显著增强（Konoike et al., 2012）。

综上所述，音乐时间是音乐艺术的一个重要维度，尽管已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该领域的认识，但是，与音高维度相比，这个领域的研究仍显不足且缺乏深度。未来应进一步扩充和深化该领域的研究。


3 音乐记忆

3.1 旋律记忆/42

3.1.1 音高记忆/43

3.1.2 旋律工作记忆/48

3.1.3 旋律长时记忆/52

3.2 音乐记忆的神经基础/55

3.3 音乐知觉与记忆的关系/57

与文学和绘画艺术不同，音乐是一门时间的艺术。音乐在时间中展开，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在听者听觉中的音乐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打个比方，一幅画可以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完全呈现在观众面前，而音乐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呈现给听者的仅是音乐的局部。但是，这是否说明，听众无法把握音乐的全部？答案是否定的。正是音乐记忆的作用，使得听者可以把握音乐的全部。听者将不同时间节点上呈现的音乐事件连成一起，在大脑中勾勒出音乐作品。可以说，音乐记忆（music memory）在音乐加工中具有不可比拟的作用。如果听者丧失音乐记忆能力，那么，可以想见，他们不可能对音乐进行加工，也不可能达到对音乐鉴赏的目的。

已有关于音乐记忆的研究较少，本章将结合已有研究结果，论述旋律记忆的类型、音乐记忆的神经基础以及音乐记忆与知觉的关系。


3.1 旋律记忆

如上所述，旋律不仅包含音高线条，也包含音符的长短。因此，旋律记忆比音高记忆更为复杂。尽管音符长短关系也体现出音乐节奏模式的变化，但是，已有研究更多关注于音高记忆，并以旋律为依托展开探究。


3.1.1 音高记忆

Deutsch（1970）探究了听者对音高的记忆。在该研究中，Deutsch运用标准音和对比音的实验范式：先出现标准音，在停顿或插入干扰刺激之后，再出现对比音。实验包含4个条件。

如表3.1所示，

在条件（A）中，研究者在标准音和对比音之间，插入6个干扰音符，要求被试忽略干扰音，判断标准音与对比音是否相同；在条件（B）—（D）中，标准音和对比音之间插入6个数字语音，但是，被试任务各不相同。具体来说，在条件（B）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忽略干扰数字，判断标准音与对比音的异同；在条件（C）中，被试不仅要判断标准音与对比音的异同，还要被要求记住数字的排列顺序；在条件（D）中，被试事先被告知标准音和对比音的音高是相同的，被试任务是写下数字的排列顺序。与插入干扰音符条件相比，在插入数字语音条件下，无论是否需要回忆数字，被试音高记忆的错误率都比较低。另外，无论是否需要记忆音高，被试对数字回忆的错误率都不存在差异。该研究表明，即便数字是通过语音方式呈现，它也不会对音高记忆造成干扰效应，音乐与语音可能分别储存于不同的系统之中。

表3.1 被试在4个条件下的记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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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百分数代表错误率。在数字回忆任务中，只有在所有数字的顺序都是正确的情况下，研究者才判断其为正确的反应（Deutsch, 1970）。

为了进一步探究言语声音是否对音高记忆存在干扰效应，Semal、Demany、Ueda和Hallé（1995）以言语词汇声音作为标准刺激和对比刺激，并在标准刺激和对比刺激中间插入干扰刺激，这些干扰刺激或是不同音高的词汇声音，或是存在音高差异的音符。研究结果显示，干扰刺激与标准刺激的音高关系影响着标准刺激的音高记忆，但是，干扰刺激的音色类型（言语或音乐）并不影响这种音高记忆。Semal、Demany、Ueda和Hallé（1996）进一步对此问题进行探究。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在标准音与对比音之间插入4个干扰声音，这些干扰声音既包含言语声音，也包含非言语声音。研究者操纵了干扰音与标准音的音高距离，形成大、中和小3个实验条件。实验1的标准音与对比音采用复合音，而实验2的标准音与对比音是言语声音。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复合音，还是言语声音，音高记忆主要受到干扰音与标准音之间音高距离的影响；另一方面，当标准音是复合音时，干扰音类型（言语或非言语声音）的影响较小，但是，当标准音采用言语声音时，这种微小的影响效应甚至不存在。

Deutsch（1972a）还考察了重复音在音高记忆的作用。研究者在标准音和对比音之间插入4个干扰音。当标准音与对比音在音高上相同时，如果4个干扰音与标准音不同，则被试对标准音与对比音的分辨正确率降低；如果第2个或第3个干扰音与标准音相同，则被试对标准音与对比音的分辨正确率大大提高。当标准音与对比音在音高上存在差异时，如果第2个或第3个干扰音与标准音相同，则被试对标准音与对比音分辨的错误率降低；如果第2个或第3个干扰音与对比音相同，则被试对音高分辨错误率提高；如果第2个和第3个干扰音各包含一个与标准音和对比音相同的音高，则重复音的效应似乎抵消了，被试对标准音与对比音的分辨水平与他们在没有重复音的条件下相似，不存在统计差异。该研究暗示，特定音高信息的储存受到其他音高信息的影响，也就是说，其他音符的音高将降低听者的音高记忆，同时，在音乐片段中，处于中间位置的音符对首音与尾音的记忆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作用。

为了进一步探究干扰音对音高记忆的交互作用，Deutsch（1972b）进一步考察了第2个干扰音对音高记忆的影响。该研究仍然采用标准音与对比音的实验范式。实验包含8个条件。在前7个条件中，相同音（即同级音）形成一个条件，第2个干扰音与标准音的音高呈对数关系，即将一个全音分成6份，形成6个条件：1/6、1/3、1/2、2/3、5/6以及1。另外，第2个干扰音与标准音不存在任何音高上的关系，由此形成第8个条件，作为实验的基线。图3.1呈现了被试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音高分辨错误率。如图所示，无论标准音与对比音是否相同，被试的音高分辨态势较为相似。当标准音与对比音不同时，曲线的幅度更大：当第2个干扰音与标准音的音高相隔0—2/3音时，被试音高分辨错误率逐渐增加，并达到顶点，然后分辨错误率开始下降。该结果被Semal和Demany（1991）研究所验证，即听者对音高的记忆依赖于标准音与干扰音之间的音高关系。的确，音高记忆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既不受制于干扰音的音色（Semal & Demany, 1991），也不受干扰音强度的影响（Semal & Demany,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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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被试在各个条件下对标准音与对比音音高分辨的错误率（Deutsch, 1972b）

Deutsch（1975）进一步探讨了标准音的重复及其重复位置对音高记忆的影响。实验1和实验2包含4个或6个干扰音，如表3.2和3.3所示，无论重复音处在第2个，还是在第5个位置，它都对音高记忆产生了促进效应；同时，这种促进效应还取决于重复音的位置，即第2个位置上的重复音比第5个位置的促进效应更大；就标准音与对比音的音高关系来说，相同的音高关系比不同的音高关系更容易分辨。

表3.2 实验1的实验条件和记忆错误率（Deutsch,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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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实验2的实验条件和记忆错误率（Deutsch,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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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研究基础上，Deutsh和Feroe（1975）提出音高记忆组织的模型，并指出这种音高存储阵列依赖于特定音高之间的距离。在该研究中，Deutsh和Feroe在标准音和对比音之间插入6个干扰音。实验1的第2个干扰音与标准音相隔2/3音，通过操纵第4个干扰音，使其与第2个干扰音的音高距离形成如下的关系：一个全音的1/6、1/3、1/2、2/3、5/6和1倍，由此构成7个实验条件。第8个条件没有对第4个干扰音进行类似的控制。实验2操纵第2个干扰音，使其与标准音同样间隔一个全音的1/6、1/3、1/2、2/3、5/6和1的距离，并形成7个条件。与实验1相似，第8个条件没有对干扰音进行操纵，由此作为实验的基线。如图3.2所示，与Deutsch（1972b）相似，当第2个关键音与标准音的音高相隔2/3音时，插入音对音高记忆干扰效应最大。但是，当第4个关键音作为另一个自变量时，插入音对音高记忆的干扰效应发生变化。当第4个关键音与第2个关键音音高相同时，干扰效应最大，当这两个音相隔2/3时，干扰效应达到最小。从该研究可以看出，在音高记忆中，关键音位置以及特定音高距离的影响作用较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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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被试在实验1和2的音高记忆的错误率（Deutsch & Feroe, 1975）

实心圆点是实验1前7个条件的错误率，右侧单独的实心圆点表示实验1第8个条件的错误率；三角点表示被试在实验2前7个条件的错误率，右侧单独的三角点表示实验2第8个条件的错误率；空心圆点是通过实验2的基线预期实验1前7个条件的错误率，右侧单独的空心圆点表示基于第8个条件预期的错误率

Ries和DiGiovanni（2009）通过频率差别阈限进一步探究音高记忆。研究发现，在干扰音完全没有重复标准音条件下，或其中一个干扰音重复对比音条件下，频率分辨阈限增大，同时，干扰音重复对比音诱发的干扰效应比完全没有重复标准音条件诱发的干扰效应更大；最后，重复标准音情况诱发的干扰最小。该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重复音对一般音高记忆的影响（Deutsch, 1972a）。

如果第2个干扰音对音高的短时记忆具有重要的干扰作用，那么，关键干扰音与标准音在音高上相似是否影响音高记忆？Deutsch（1973）在标准音和对比音之间插入4个不同的干扰音，通过两个实验系统探究音高记忆的干扰效应。如表3.4所示，实验1包含5个条件。在前4个条件中，标准音与对比音的音高相同。条件1包含一个在音高上高于标准音一个半音的干扰音，条件2包含一个在音高上低于标准音一个半音的干扰音，条件3包含分别高于和低于标准音一个半音的两个干扰音。在这3个条件中，相差一个半音的干扰音处在第2个或第3个干扰音的位置。第4个条件不包含与标准音相差一个半音的干扰音。第5个条件的标准音与对比音相差一个半音。

实验2也包含5个条件，实验操纵逻辑与实验1相似（见表3.5）。研究结果表明，与标准音相差一个半音的关键干扰音对音高记忆具有较大干扰效应；两个关键干扰音（一个高于一个半音，另一个低于一个半音）对音高记忆具有更大的干扰效应；无论关键干扰音处在第2个还是第3个位置，其干扰效应不存在差异；当关键干扰音与对比音音高相同时，则音高记忆错误率增加。该研究暗示，音高短时记忆受到旋律音高相似性的影响。

表3.4 实验1的实验条件和记忆错误率（Deutsch,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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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实验2的实验条件和记忆错误率（Deutsch,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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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干扰音与标准音的音高距离影响音高记忆，那么，干扰音的排列及其音高之间的距离是否影响音高记忆？Deutsch（1978）对此进行了探究。在该研究实验1中，干扰音音高与检测音（标准和对比音）处于同一个八度内。实验操纵干扰音进行的方向（即音高走向），在条件1中，干扰音随机排列，唯有一个限制就是干扰音序列中以同一方向进行的音不超过3个。条件2干扰音序列中的音高排列上行或下行。实验2的干扰音音高不仅包括与检测音相同八度的音符，还包括高于和低于检测音一个八度的音符。研究者不仅操纵干扰音的音高排列方向，还操纵干扰音之间的音高距离。研究结果表明，随机排列的干扰音比有序排列（上行或下行）的干扰音对音高记忆影响更大；与较小音高距离的干扰音相比，音高距离较大的干扰影响效应也更大。

插入音对音高记忆的干扰效应被后续研究所验证。研究表明，声音定位（Deutsch, 1978; Kallman, Cameron, Beckstead, & Joyce, 1987; Ries & DiGiovanni, 2007）、用手习惯（右利手或左利手）的差异（Deutsch, 1980）、音乐训练经历（Pechmann & Mohr, 1992）以及绝对音高能力（Ross, Olson, & Gore, 2003; Ross, Olson, Marks, & Gore, 2004）对音高记忆都具有影响作用。可见，尽管音高记忆是否存在于单独的储存系统还有待于验证，但是，由上可见，音高记忆是一个复杂的加工过程，它受到多种音乐因素的影响。


3.1.2 旋律工作记忆

言语与音乐一样，都是通过声音呈现。当听者聆听一段对话时，随着言语声音的更迭和变化，听者依赖言语语义把握对话的要旨，音乐聆听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不同的是，音乐不存在类似语言的语义，但是，听者能通过对音乐旋律的一些信息或组织规则的提取，从而理解音乐的“要旨”（Dowling & Harwood, 1986）。下文将从工作记忆角度论述旋律的记忆。

就记忆储存而言，Atkinson与Shiffrin（1968）提出了记忆三级加工模型。该记忆模型包含3种储存模式：感觉储存、短时储存以及长时储存。感觉储存是信息储存的一种形式，在感觉储存中，信息保持时间非常短暂，且不同感觉的储存通道各不相同，相互间不存在干扰（Broadbent, 1958）；短时储存的特点是容量有限，且保持时间较短；长时储存的信息储存容量较大，且保持时间较长。

短时记忆中信息保持时间的长短与信息进入长时记忆没有必然联系（Logie, 1999）。针对记忆障碍病人的研究结果（Shallice & Warrington, 1970）也验证了这一点，即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存在分离。另一方面，Berz（1995）还发现，短时记忆不仅具有储存的功能，而且还发挥着加工的作用。由此，Baddeley和Hitch（1974）提出的工作记忆的概念代替了短时记忆。Baddeley和Hitch的工作记忆模型包含3个部分：中央执行系统、视觉空间模板和语音环。其中，中央执行系统是工作记忆的核心，承担信息控制、转换、监控等作用。视觉空间模板和语音环隶属于中央执行系统，并为其服务。

为了进一步完善工作记忆模型，Baddeley（2000）进一步提出情景缓冲器的概念（见图3.3），这是对已有工作记忆模型的补充。情景缓冲器为信息的进一步加工提供平台。它不仅可以储存信息，而且也能对信息进行加工。如图3.3所示，第一层是中央执行系统，第二层是3个子系统，第3层是长时记忆系统。从第3层可以看出，通过情景长时记忆，其他两个子系统信息可以得到长期储存，由此建立起视觉空间模板与语音环这两个子系统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图3.3还体现出记忆内容与学习的关系。第一、二层代表流体系统，它不能直接通过学习获得，受到先天遗传的影响；晶体系统包含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应用知识技能的能力，它受到后天环境（包含学习、训练、个体实践等）的影响。可见，该工作记忆模型不仅厘清了工作记忆与长时记忆的关系，还体现出学习记忆对智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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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Baddeley的工作记忆模型（Baddeley, 2000）

在Baddeley和Hitch（1974）的工作记忆模型中，语音环包含两个部分：语音储存和发音控制。研究表明，语音记忆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语音相似性效应、词长效应、发音抑制以及无关声音效应等（Baddeley, 2012）。语音相似性效应指的是听者对语音相似词表或字母的记忆比语音不相似词表或字母的记忆更差，这是因为，对相似语音的分辨影响着记忆（Jones & Macken, 1995）；词长效应指单音节词比多音节词更难记忆，原因可能在于多音节词所花的时间更长（Cowan, Baddeley, Elliott, & Norris, 2003; Cowan et al., 1992）；发音抑制指的是，在双重任务中，被试在记忆的同时有规律地重复一个无关材料的发音（如the），这种发音会影响被试的记忆（Baddeley, Lewis, & Vallar, 1984; Baddeley, Thomson, & Buchanan, 1975）；无关声音效应指在给被试呈现实验刺激时，同时呈现无关刺激，并要求被试忽略无关刺激，但是这些无关刺激仍记忆产生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无关刺激与实验刺激的相似性（Colle & Welsh, 1976; Jones, 1993）。尽管语音环研究结果以语言为基础，但是，已有研究表明，Baddeley和Hitch的工作记忆模型对音乐记忆研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Berz, 1995）。

纵观已有文献，针对音乐短时记忆的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主要针对记忆广度。同时，对于已有的音乐短时记忆研究来说，研究结果也存在差异，比如，短时记忆所储存的音符数量在15—17个之间（Long, 1977）；不熟悉旋律音符的储存大概在10个以内（Pembrook, 1986）；旋律音符的记忆可能只能达到7—11个（Pembrook, 1987）。尽管Baddeley（1992）认为语音储存时长大约在2s，但也有研究认为音乐的短时记忆达到180s（Kauffman & Carlsen, 1989）；显然后者已经超出短时记忆的范围。与语言工作记忆相似，音乐短时记忆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它不仅体现出信息的储存功能，还具有加工的功能。下文围绕干扰音效应、转调以及近因效应论述旋律的工作记忆。

在干扰音效应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通过采用标准音与对比音比较的实验范式，通过插入干扰音，比较标准音与对比音的差异（见3.1.1部分）。在这一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当属Diana Deutsch。如上所述，早在20世纪70年代，她就在Naure
 和Science
 等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音高记忆的研究论文。从表面上看，这种研究范式本质上聚焦于标准音的记忆，事实上这种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旋律的记忆。该研究范式有点类似于语音环中的发音抑制（Berz, 1995）。它既考察了音高相似性效应，也考察了无关声音的效应，这是因为，在该研究范式中，被试经常被要求忽略干扰音。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插入的干扰音对音高工作记忆具有影响，同时，关键干扰音对首音（标准音）和尾音（对比音）音高的重复、某些音符之间的音高距离以及关键干扰音的位置等因素还影响着旋律的工作记忆。

对于调性音乐来说，旋律音高的组织以特定的调式调性为依据。特定调式调性的旋律一旦被转调，乐谱上的音高位置也随之发生改变，这涉及音乐结构的加工，由此出现另一个问题：旋律记忆是以绝对音高，还是相对音高策略进行加工的？如果听者以绝对音高策略记忆旋律，那么，该旋律一旦转调，听者识别难度就会增大；如果以相对音高策略记忆旋律，那么旋律的转调将不会对听者的识别产生影响。因此，从绝对音高的视角入手将有助于阐述转调对旋律工作记忆的影响。

研究表明，婴儿可以在几天甚至几周内记住听过的旋律（Fagen et al., 1997; Saffran, Loman, & Robertson, 2000; Trainor, Wu, & Tsang, 2004）。尽管婴儿表现出对熟悉旋律记忆的偏好，但是，如果旋律的音色和速度发生变化，这种记忆偏好就会消失（Trainor et al., 2004）。该研究表明，婴儿可能对音乐速度和音色具有绝对记忆。Plantinga和Trainor（2005）也发现，婴儿使用相对音高策略编码和记忆旋律。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即便没有受过音乐训练，许多普通人都可能具有绝对音高记忆能力（Deutsch, 1991, 1992; Deutsch, Kuyper, & Fisher, 1987）。Levitin（1994）比较了被试演唱的熟悉歌曲与歌曲的原先录音版本音高的差异，研究验证了绝对音高记忆的存在。后续研究进一步发现，听者对旋律速度的绝对记忆也存在（Levitin & Cook, 1996）。

尽管听者是以相对音高还是绝对音高编码记忆旋律的问题还需进一步验证，但是，调性在音乐记忆中却发挥重要的作用（Krumhansl, 1990）。的确，即便是受过音乐训练的听者，他们对于调性旋律与无调性旋律的编码也是不同的（Mikumo, 1992）。不论被试是否受过音乐教育，在音乐的正向进行中，他们对调性旋律的记忆总比无调性旋律更好，但是，在旋律的反向进行中，这种调性导致的记忆优势就不复存在（Schulze, Dowling, & Tillmann, 2012）。即便只是调性预期，也会对调性音乐旋律的记忆产生影响（Schmuckler, 1997; Vuvan, Podolak, & Schmuckler, 2014）。

调性感也影响听者的音乐组块记忆。视觉工作记忆容量约为3—5个（Cowan, 2001; Rouder et al., 2008）。类似地，音乐音符工作记忆的容量约在2.68—3.28之间（Li, Cowan, & Saults, 2013）。但是，在记忆中，听者通常将记忆项目组合成有意义的组块进行记忆，这种组合可以提高记忆的效果（Miller, 1956）。在音乐记忆中，这种记忆也存在。音乐组块记忆事实上是将分离的音符按照某种关系组成有意义的组合。在调性音乐中，音高的关系体现为调性音级的稳定性关系。因此，调性音乐组块记忆依赖于听者的调性感。

调性感与转调音乐的知觉记忆紧密相关。如果听者的调性感越强，那么他们建立新调的能力就越强，由此，他们对转调音乐就可能更加敏感。在这其中，转调与原调的距离必然具有影响作用。研究也表明，转调与原调的距离越近，记忆越困难（Bartlett, & Dowling, 1980）。另一方面，转调对音乐记忆的影响效应通常也与旋律轮廓联系在一起（Bartlett & Dowling, 1980; Cuddy, Cohen, & Mewhort, 1981; Dewitt & Crowder, 1986）。这可能缘于调性感与旋律轮廓加工的关系（Dowling, 1991），并由此产生对音乐记忆的影响效应。的确，旋律记忆是通过整合调性和轮廓信息实现的（Dowling, 1991）。

此外，与言语记忆研究（Glanzer, 1972）相似，音乐工作记忆也会出现近因效应。Dowling（1973）探究了节奏分组对旋律组块和记忆的影响。与语言材料的系列位置效应相似（Waugh & Norman, 1965），研究者发现了旋律记忆的系列位置效应。Schulkind（2002）通过旋律识别任务发现，旋律开始的几个音符对旋律记忆有着重要的作用。类似地，Roberts、Millen、Palmer和Tartter（1983）也发现，受过音乐训练的音乐家对音乐音符记忆都存在近因效应。后续研究也验证了听者对旋律与和声材料记忆的近因效应（Roberts, 1986）。


3.1.3 旋律长时记忆

与工作记忆不同，音乐长时记忆可以将储存的信息保持几年或几十年，甚至终生。长时记忆的容量似乎是无限的。人们经常发现，即便是多年未练习的乐曲，音乐表演者仍可以在没有乐谱参照的前提下，演奏或演唱这些乐曲。对音乐家来说，有的乐曲甚至终生难忘。这种现象归因于音乐的长时记忆。

婴儿已经具备音乐长时记忆的能力。研究发现，婴儿能够长时记忆词语（Jusczyk & Hohne, 1997）与儿歌（Spence, 1996）。Fagen等人（1997）进一步发现，当3个月大的婴儿在玩耍时，研究者播放音乐，一周之后，婴儿能够记忆这些音乐。类似地，Saffran等人（2000）每天让7个月大的婴儿聆听Mozart的奏鸣曲，聆听持续2周。之后的2周婴儿停止聆听音乐，研究结果也表明，在2周之后，婴儿仍可以记住这首奏鸣曲。后续研究也发现，8个月大的婴儿在连续10天聆听音乐后，停止音乐聆听2周，但他们仍可以记忆音乐（Ilari & Polka, 2006）。

那么，人们对音乐长时记忆的编码究竟依赖的是抽象的音乐结构特征，还是表层的音乐特征？抽象的音乐结构特征包含相对音高和相对音长，而表层的音乐特征实质上涉及音乐表演的表情因素，比如，速度、音色和力度等（Trainor et al., 2004）。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究还未定论。一方面，Dowling和Bartlett（1981）认为，旋律轮廓有助于音乐短时记忆的编码，但音乐长时记忆的编码依赖于旋律音程结构；类似地，Hébert和Peretz（1997）也发现，就旋律的音高与节奏信息而言，尽管节奏信息对音乐长时记忆编码的作用弱于音高信息，但是，旋律中音高与节奏信息的整合对记忆编码的作用最大。对于6个月大的婴儿的音乐记忆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Plantinga & Trainor, 2005）。该研究发现，6个月大的婴儿对旋律的识别是根据相对音高进行编码的。对于速度来说，Levitin和Cook（1996）也发现，抽象的音乐速度信息也参与到音乐的长时记忆之中。以上研究表明，在音乐记忆中，只有抽象结构信息被编码到长时记忆中（Raffman, 1993）。然而，也有研究（Peretz, Gaudreau, & Bonnel, 1998; Radvansky, Fleming, & Simmons, 1995）发现，音乐的表情信息被编码到长时记忆中。Eschrich、Münte和Altenmüller（2008）发现音乐表情信息对长时记忆的作用。在该研究中，研究者以电影音乐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情绪性音乐对长时记忆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音乐的情绪效价（valence）影响着音乐的长时记忆。Trainor等人（2004）进一步以6个月大的婴儿为被试，让他们聆听一首英国民歌，聆听持续7天，第8天测试他们的音乐长时记忆。研究者发现，婴儿可以记忆这些歌曲，而且当这些歌曲的速度和音色发生变化时，婴儿照样可以识别出这些歌曲。该结果表明，婴儿对音乐的记忆编码包含了音乐表情信息。可见，关于音乐长时记忆编码依据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一般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即便几十年过去了，孩童时的儿歌，年轻时候的歌曲仍然记忆深刻。以流行音乐为例，Bartlett和Snelus（1980）探究了32名中年人和32名老年人对1921—1974年间流行歌曲的记忆能力。被试聆听曲调，并被告知标题的提示信息。歌曲的旋律通过合成器演奏。被试需要判断歌曲的熟悉性以及歌曲流行的年代，同时，一旦被试识别出曲调或标题的信息，他们需要进一步回忆歌词，并估计最后一次聆听该歌曲的时间。研究结果发现，中年被试对20世纪20—30年代歌曲的记忆能力较差，这是因为这些被试在那个时期尚未出生，或年龄较小，然而老年被试却能识别出这些歌曲。同时，所有被试对歌曲最后聆听的判断与歌曲真正流行的时间显著相关。在曲调提示的情况下，被试的歌词回忆能力高于以标题作为提示的实验条件。事实上，提示信息并不影响被试对歌曲流行时间的判断，同时，即便被试不能回忆出歌词，但是他们对已识别的歌曲时间判断准确率仍高于不能被识别的歌曲。该研究表明，人们对流行歌曲的永久（或终生）记忆的确存在，情景记忆在歌曲的长时记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探讨歌曲记忆和遗忘在终生发展的变化，Schulkind、Hennis和Rubin（1999）让大学生（平均年龄M=19.0, SD=1.2）和老年人（平均年龄M=67.5, SD=2.2）聆听60首20世纪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流行于1935—1994年间，每一首歌曲的长度约为20s。歌曲选择的标准包括：1）这些歌曲在其各自发行时代居于前20位的流行程度，但不是最流行的第一或第二首；2）这些歌曲在其他时代不属于前20位的流行歌曲；3）这些歌曲的表演者都不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表演者和乐队。被试不仅要对歌曲的情绪和偏好做出评定，而且要说出歌曲的标题、表演者以及流行的年代。如图3.4所示，老年被试对他们年轻时期歌曲的情绪（如，快乐）和偏好评定最高，对这一时期歌曲的回忆准确度相应也更高。同时，与大学生相比，老年被试对歌曲各方面信息（如，标题和表演者）的回忆情况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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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老年人与大学生对不同年代流行歌曲的记忆能力（Schulkind et al., 1999）

在Schulkind等人（1999）的研究中，无论是大学生，还是老年人，他们对年轻时期歌曲的记忆能力最强，同时，从老年人的记忆情况来看，除了年轻时期歌曲外，他们对歌曲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增大，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有趣的是，对于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病人来说，尽管他们存在认知障碍（比如，情绪不稳定、易怒、丧失记忆），但是，他们却能记忆熟悉的音乐。Cuddy和Duffin（2005）以个案为例，探究阿尔茨海默症病人EN的音乐记忆。研究包括3个实验，前两个实验涉及熟悉音乐的分辨，第三个实验是判断熟悉音乐中是否存在错音。研究者发现，EN可以跟着熟悉的旋律哼唱，还能唱出歌词；同时，当听到熟悉的旋律时，她会做出吃惊、大笑或皱眉等反应。结果表明，EN的旋律记忆水平与正常老年人不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结果与Polk和Kertesz（1993）的个案研究结果一致，即阿尔茨海默症病人对熟悉歌曲的长时记忆是正常的。

然而，Baird和Samson（2009）却得出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在该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对2009年以前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探究了阿尔茨海默症病人的音乐长时记忆（仅涉及旋律，不涉及音高和音色等参数），研究者发现，由于存在内隐和外显的音乐记忆，阿尔茨海默症病人对这两种音乐记忆的加工存在差异。具体说来，外显音乐记忆主要采取3种任务：对歌曲熟悉性的判断、对标题或作曲家或表演者的回忆、在聆听一段旋律之后进行再认（是/否判断）。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概念（或语义）的参与，阿尔茨海默症病人对熟悉旋律的长时记忆可能受到损害。内隐记忆主要与音乐表演相关，它主要采取两种形式：曝光效应和程序性记忆（器乐表演艺术家对技能的记忆）。前者主要缘于，听者对之前音乐刺激的接触或偏好，通过知觉启动转化为内隐的记忆。尽管已有音乐记忆研究在曝光效应方面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Halpern & O'Connor, 2000; Quoniam et al., 2003），但是，器乐表演艺术家的程序性记忆与正常人无异。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外显与内隐的音乐记忆是分离的。

Vanstone和Cuddy（2009）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阿尔茨海默症病人音乐长时记忆的复杂性。该研究以12名阿尔茨海默症病人和12名健康人为被试。研究者让阿尔茨海默症病人识别出熟悉的曲调、指出旋律中的错音，并唱出熟悉的曲调。尽管阿尔茨海默症病人组的加工水平都低于控制组被试，但是，12名阿尔茨海默症病人呈现出不同的情况：5名病人的音乐记忆与控制组不存在差异；4名病人的音乐记忆尽管低于控制组被试，但记忆能力高于随机水平（the level of chance）；另外的3名病人几乎完全丧失音乐记忆能力。研究者将该结果归因于阿尔茨海默症的异质性。

由上可见，人们对音乐的长时记忆在婴儿时期就存在，但是，从毕生发展（life-span development）的视角来看，人类的音乐记忆能力随着年龄的增大呈下降趋势，老年期处于最低水平。尽管如此，老年人对年轻时期的音乐能保持较好的长时记忆水平。另一方面，从针对正常人和阿尔茨海默症病人的研究结果来看，音乐长时记忆的机制可能较为复杂。


3.2 音乐记忆的神经基础

尽管音乐知觉被认为是右脑的功能，但是针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表明，音乐知觉能力遍布左右脑（Peretz, 2001; Platel, 2002），换句话说，人脑没有特定区域专门知觉音乐，音乐要素的知觉经由许多神经网络而实现。作为音乐加工的一个重要方面，与音乐知觉相比，音乐记忆的神经机制研究较为匮乏。

如上所述，作为听觉的脑电成分，MMN体现出听者大脑对偏离刺激的反应。从本质上说，在不断重复的标准刺激中，听者对偏离刺激的觉察已经体现出对标准刺激的记忆。因此，MMN也可以反映听者对听觉刺激的记忆加工。Cowan、Winkler、Teder和Näätänen（1993）验证了MMN在音乐音高记忆中的存在。为了进一步厘清MMN究竟是体现出感觉层面的记忆加工，还是体现出认知层面的记忆表征，Maess、Jacobsen、Schröger和Friederici（2007）运用MEG技术对此进行了探究。研究者发现，感觉层面的记忆加工与认知层面的记忆表征在MMN的潜伏期上存在差异：前者的最大峰值出现在105—125ms之间；后者的最大峰值出现在170—200ms之间，但是，二者在头皮分布上不存在差异。

脑成像研究进一步验证了音乐记忆的神经机制。Zatorre、Evans和Meyer（1994）发现，音高记忆激活了右侧额下回；但是，前额叶和顶叶可能涉及听觉的工作记忆（Chao & Knight, 1996）；在检测熟悉曲调音高变化的任务中，Platel等人（1997）也发现，左侧的楔前叶、颞上回和额上回区域得到激活；尽管Gaab、Gaser、Zaehle、Jäncke和Schlaug（2003）发现，音高短时记忆激活双侧颞上回、缘上回、背外侧额叶后部、顶上区域、小脑（第V与第Ⅵ小叶）和左侧额下回等区域，但是回归分析表明，左侧缘上回和小脑与音高记忆紧密相关。Gaab、Gaser和Schlaug（2006）通过5天的音乐训练，探究听者音高记忆能力的提高。在该研究中，由于被试的行为成绩差异较大，因此，研究者将24名被试分成两组：较强学习能力组与较弱学习能力组。fMRI数据结果表明，尽管在训练前两组被试音高记忆激活的脑结构和功能不存在差异，但是，经过5天音乐训练之后，前后测对比分析发现，对于较强学习能力组来说，音乐训练激活左侧颞横回、左侧颞上回后部和缘上回脑区；对于较弱学习能力组来说，音乐训练则激活左侧颞横回、前脑岛皮层以及舌状回—眶额皮层—海马旁回网络。然而，通过对比较强学习能力组与较弱学习能力组的成像数据，研究者进一步发现，两组被试的差异仅仅在于缘上回，而不是颞横回。该结果进一步验证，缘上回在音高工作记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尽管已有研究结果表明，言语和视空间材料的语义和情景记忆分享不同的神经网络（Cabeza & Nyberg, 2000; Fletcher & Henson, 2001），但是音乐材料的语义和情景记忆加工机制尚不明确。Platel、Baron、Desgranges、Bernard和Eustache（2003）运用PET技术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究。在该研究中，研究者采用熟悉和不熟悉的曲调为实验材料。在音乐语义记忆任务中，未受过音乐训练的被试需要判断曲调是否熟悉；在音乐情景记忆任务中，被试则需再认出熟悉的旋律。研究结果表明，情景记忆激活双侧的额上回与额中回（BA 10）以及右侧楔前叶（BA 7）；语义记忆激活双侧的额中回内侧（medial frontal cortex, BA 11/10）以及左侧的颞中回（BA 21）、额下回（BA 47）与角回（BA 39）。另一方面，研究（Groussard et al., 2010b）也发现，音乐与言语的提取共享执行和选择的加工，脑区激活在左侧额下回和颞中皮层后部（posterior middle temporal cortices），但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在左侧颞叶皮层上，音乐记忆主要激活颞上回，而言语记忆激活颞叶的中部和颞下回。

研究还表明，在音乐长时记忆的信息提取中，颞叶发挥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Satoh、Takeda、Nagata、Shimosegawa和Kuzuhara（2006）运用PET技术探究未受过音乐训练的普通人对熟悉儿歌的判断。研究者发现，对熟悉歌曲的再认激活双侧的颞叶、颞上区和海马旁回区域。

就旋律的再认任务而言，Peretz等人（2009b）发现，正常被试对熟悉与不熟悉曲调记忆脑区的差异在于右侧颞上沟；结合Plailly、Tillmann和Royet（2007）的研究结果，研究者认为，颞上沟是音乐记忆的关键脑区；同时，听觉记忆与动作加工（如，歌唱）紧密相关，共同激活左侧颞平面、辅助运动区以及颞下回等脑区。

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在脑结构和功能方面都存在差异（如, Bangert et al., 2006; Herdener et al., 2010; Schlaug, 2003; Seung, Kyong, Woo, Lee, & Lee, 2005; Zatorre et al., 1998），因此，音乐训练也相应导致听者音乐记忆的神经机制的差异。Groussard等人（2010a）比较了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对音乐熟悉性的判断。在该研究中，研究者让20名年轻音乐家和20名普通人（未接受音乐训练）通过4级量表对调性音乐的熟悉性进行评定，同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研究结果表明，熟悉性音乐激活音乐家大脑双侧的海马、额内侧回（medial frontal gyrus）以及颞上区域。研究者运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定法（voxel-based morphometry）对这些区域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在海马区域，音乐家的灰质密度大于非音乐家。该研究结果意味着，音乐训练经历会导致海马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对于专业钢琴家来说，他们对乐曲编码和提取的记忆结构也呈现出特异性。在Williamon和Egner（2004）的研究中，研究者选取J.S. Bach的《a小调前奏曲》为实验材料，在实验前，6名钢琴家从未接触过该乐曲。实验包含学习和练习、识别该乐曲的“结构”与“非结构”小节、音乐再认等阶段。EEG数据表明，钢琴家对于“结构性”小节的识别显著快于“非结构性”小节，由此，在300—400ms的时间窗口，对“结构性”小节的识别在右侧中央顶部皮层诱发更大波幅的负波，这个负波反映了对复杂语义结构的编码和提取的线索。

尽管以上研究的实验任务各不相同，但是，由上可见，额叶、颞叶和海马区等脑区在音乐记忆中具有积极的作用。与音乐知觉相似，音乐训练经历可以影响音乐记忆的脑机制。


3.3 音乐知觉与记忆的关系

在音乐知觉中，音高记忆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成为音乐知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Moore, Estis, & Flagge, 2012）；同时，音乐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探究音乐记忆似乎难以排除音乐知觉能力的影响。因此，音乐知觉和记忆在音乐加工中相互交织而存在（Cook, 1987; Huron & Parncutt, 1993）。比如，在一个旋律片段中，听者要分辨出旋律中的错音，那么，他们必然要记住已听过的旋律音符，由此才能做出判断；同理，如果听者要记忆一段旋律，这种记忆必然是建立在对这段旋律音高的知觉上。纵观已有文献，尽管较少研究涉及音乐知觉与记忆的关系，但是，从音乐家与非音乐家的音乐记忆研究来看，研究表明，音乐家不仅在音乐记忆方面比非音乐家更好（Schulze, Zysset, Mueller, Friederici, & Koelsch, 2011; Williamson, Baddeley, & Hitch, 2010a），而且在音乐记忆的脑结构和功能方面都显示出独特性（Groussard et al., 2010a）。这些研究似乎都表明，音乐知觉与记忆的表征系统是相关的（Levitin, 1994; Schacter, Wagner, & Buckner, 2000）。

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研究发现，音韵的相似性对言语工作记忆具有负面的影响（Baddeley, 1966, 2012; Baddeley et al., 1984; Surprenant, Neath, & LeCompte, 1999）。在Baddeley（1966）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与读音不同的词语（如pen, sup, cow, day, hot等）相比，人们对读音相似词语（如man, cad, mat, cap, can等）的记忆成绩较差。事实上，这种现象在音乐记忆中也存在。Semal等人（1996）发现，当干扰音与标准音的音高距离较小时，音乐记忆受到的影响最大。类似地，Williamson等人（2010a）也发现，对于未受过音乐训练的被试来说，当旋律音高之间的距离较小时，旋律的记忆难度就越大，但是，旋律音高距离的大小并没有影响受过音乐训练被试的音乐记忆水平。事实上，音高距离与音乐训练经历之间的交互作用早在Surprenant、Pitt和Crowder（1993）的研究中就已有发现。这种交互作用可能缘于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在音乐知觉和记忆方面的差异（Jiang et al., 2013a）。

可见，要探讨音乐知觉与记忆的关系，最好的办法是从音乐加工障碍人群入手。如上所述，失歌症是一种对音乐音高加工的障碍。已有研究发现，失歌症者不仅对音高记忆存在障碍（Albouy et al., 2013a; Albouy, Schulze, Caclin, & Tillmann, 2013b; Gosselin, Jolicæur, & Peretz, 2009; Tillmann et al., 2009; Williamson, McDonald, Deutsch, Griffiths, & Stewart, 2010b; Williamson & Stewart, 2010），而且也呈现出对音色记忆的困难（Marin, Gingras, & Stewart, 2012）。

在以上研究中，4个研究（Albouy et al., 2013a; Albouy et al., 2013b; Gosselin et al., 2009; Williamson et al., 2010b）中的失歌症组和控制组被试都使用同一套实验刺激，也就是说，失歌症组和控制组被试均对相同的音乐实验刺激进行记忆。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失歌症者呈现出音高记忆障碍，那么这种障碍究竟是缘于对音高之间分辨的问题，还是记忆的问题？这似乎难以厘清。为了将音乐知觉与记忆障碍分离开来，有两个研究（Tillmann et al., 2009; Williamson & Stewart, 2010）在探究音乐记忆之前，对失歌症组与控制组被试的音高分辨阈限进行考察。在确定被试的音高分辨阈限后，以高于失歌症被试音高分辨阈限的音高距离为依据，研究者进而编制音高记忆实验。在Tillmann等人（2009）的研究中，研究者根据被试的音高分辨阈限，设定3套不同音高距离的音乐刺激并运用到随后的音高记忆实验，比如，音高知觉阈限在1个半音以下的被试采用平均音高距离为1.8个半音的记忆实验；阈限在1—2个半音之间的被试采用平均音高距离为3.8个半音的记忆实验；阈限值在两个半音以上的被试采用平均音高距离为5.4个半音的记忆实验。事实上，Tillmann等人研究中失歌症组的音高知觉阈限的标准差较大，最小阈限值是0.2个半音，最大阈限值为4个半音。可以想见，即便被试采用同一套音高距离的记忆实验，他们各自的音高阈限值与记忆实验的音高距离值之间差距极不相同。比如，同样采用平均音高距离为1.8个半音记忆实验，对于阈限值为0.2个半音的失歌症者来说，1.8个半音是其阈限值的9倍，而对于阈限值为0.9个半音的失歌症者来说，1.8个半音仅是其阈限值的2倍。因此，对这两个被试来说，1.8个半音音高距离的知觉难度是不同的。在Williamson和Stewart（2010）研究中，失歌症者音高知觉阈限最高达4个半音，因此，所有被试在音高记忆实验中均采用4个半音的音高距离。该研究尽管采用高于被试音高知觉阈限的音高距离，但是，研究者并没有控制被试的知觉难度。因此，Tillmann等人以及Williamson和Stewart的研究仍然没有完全排除音高知觉障碍对音乐记忆的影响。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Jiang等人（2013a）认为，如果音高记忆实验采用的音高距离仅仅是高于所有被试音高知觉阈限的粗略数值，难以完全排除音高知觉的影响。要完全控制音高知觉变量的影响，必须确保记忆实验中使用的音高距离对所有被试来说，不仅超出其自身音高知觉阈限，而且还处于相同的知觉难度（perception difficulty），即将每个被试的音高知觉阈限分别乘以同一个数值。因此，该研究完全控制了音高知觉变量的影响，探究在相同知觉难度情况下，失歌症者对音乐音高的记忆能力。首先，Jiang等人通过二选一迫选的ABA实验范式分别考察失歌症组和控制组被试对音高变化以及音高方向变化的分辨阈限。如图3.5所示，失歌症者对音高变化的分辨阈限显著大于控制组被试［失歌症组的平均阈限为1.18个半音，而控制组的阈限仅为0.20个半音，t（13.13）=2.99, p<0.05］；类似地，失歌症者对音高方向变化的分辨阈限也显著大于控制组被试［失歌症组的平均阈限为3.90个半音，而控制组的阈限为1.01个半音，t（19.21）=3.67,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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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失歌症组和控制组被试对音高的分辨阈限的平均值和每个被试的阈限值：A）是对音高变化的分辨；B）是对音高方向变化的分辨（Jiang et al., 2013a）

在确定失歌症组和控制组被试音高分辨阈限的基础上，Jiang等人（2013a）采用Deutsch（1972a, 1975）的实验范式，在两个声音配对（第1个音为标准音，第2个音为检测音）之间，插入静音或4个干扰声音，由此分别考察失歌症者对音高的记忆以及对音高方向的记忆。在音高记忆任务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判断检测音是否与标准音相同。在实验刺激的配对中，一半是相同的，另一半在音高上存在差异。在不同的刺激配对中，研究者首先以4个半音的音高距离作为标准音与检测音的音高距离，旨在验证Williamson和Stewart（2010）的研究结果。如图3.6所示，不论是在静音条件下，还是在干扰音条件下，失歌症组被试的音乐记忆水平都显著低于控制组被试。该结果与Williamson和Stewart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在尚未完全控制被试音高知觉难度情况下，失歌症者的音高记忆能力低于正常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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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失歌症组和控制组被试在以4个半音为标准音与检测音音高距离的条件下的音高记忆（Jiang et al., 2013a）

研究者进一步以每个被试的音高分辨阈限为基准，分别乘以1、2和3，由此构成3个条件，确保两组被试的音高知觉难度相等。图3.7呈现了两组被试在相等知觉难度情况下，对静音与干扰音条件下的音高记忆情况。尽管两组被试在1倍、2倍和3倍阈限值条件下的音高记忆存在些许差异，但是，这些差异尚未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

音高方向记忆的实验范式与音高记忆相似，唯一不同的是，被试的任务是判断检测音比标准音在音高上更高或更低。图3.8呈现两组被试在以4个半音为标准音与检测音音高距离的条件下的音高方向记忆，如图所示，不论是在静音条件下，还是在干扰音条件下，失歌症组被试的音高方向水平都显著低于控制组被试。图3.9呈现两组被试在相等知觉难度情况下，在静音与干扰音条件下对音高方向的记忆情况。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失歌症组与控制组被试在1倍、2倍和3倍的阈限值条件下的音高方向记忆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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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失歌症组和控制组被试在以1倍、2倍和3倍的阈限值为标准音与检测音音高距离的条件下的音高记忆（Jiang et al., 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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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失歌症组和控制组被试在以4个半音为标准音与检测音音高距离的条件下的音高方向记忆（Jiang et al., 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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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失歌症组和控制组被试在以1倍、2倍和3倍的阈限值为标准音与检测音音高距离的条件下的音高方向记忆（Jiang et al., 2013a）

简言之，Jiang等人（2013a）的研究结果表明，当音乐知觉难度尚未被控制的情况下（即向失歌症组和控制组被试呈现相同的实验刺激），失歌症者的音高记忆与音高方向记忆显著低于控制组被试，然而，当音乐知觉难度被控制之后（即处于相等知觉难度情况下），失歌症者的音高记忆与音高方向记忆与控制组被试不存在差异。该结果暗示，音乐知觉能力在音乐记忆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作为时间的艺术，音乐记忆在音乐加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音乐不具有类似语言的语义性，导致音乐记忆研究的难度加大。无论是在实验范式，还是在研究深度方面，该领域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4 音乐调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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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中，语义指语言单位的含义，比如一提到“钢笔”，听者马上可以联想到长条形的、用于书写的工具。语法则体现出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则，比如，句子层面的语法就是句法。可以说，语义和语法共同构建语言的意义。与语言相似，音乐也存在类似语言的语法规则，但是，类似语言中较为明确的语义在音乐中是不存在的，比如，听者无法从几个音符的组合想到类似“钢笔”的明确含义。因此，听者对音乐意义的把握主要依赖于音乐的规则（类似语言中的语法）。那么，音乐的规则如何使一些毫无关系的乐音形成有意义的音乐组合？在调性音乐中，音乐规则主要体现在调性方面。

通俗地说，调式（mode）是将一些毫无关系的乐音按照一定的音程关系组织在一起，体现出音阶（或音列）中各个音级稳定性的差异，比如，欧洲音乐的大调式、小调式，中国音乐的五声调式等。调性表示调的主音。比如C大调，它表明以C音为主音的大调式；C小调则是将调式改为小调，C的主音位置不变。

欧洲音乐包括24个大小调。

由于调式调性都是针对音高，因此其规则体现在调性音乐的旋律与和声组织之中。音乐的调性加工对音乐的鉴赏具有关键性的作用（Huron, 2006; Meyer, 1956）。主要原因是调性感影响音乐句法的预期（Cuddy & Lunney, 1995; Krumhansl, Louhivuori, Toiviainen, Järvinen, & Eerola, 1999; Krumhansl et al., 2000），这种预期进而影响音乐情绪加工。本章将在简述音乐音级稳定性层级基础上，围绕欧洲大小调音乐及世界音乐，论述音乐层级结构的加工。




 [1]
 严格意义上说，调性（tonality）表示调的主音。在本书中，调性包括调的主音和调式类别。


4.1 音阶音级的稳定性加工

4.1.1 音阶音级的稳定性

音阶就是将调式音级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组织，体现出音乐的结构性。由于相邻音级的音程差异（如半音或全音），导致调式各音级的功能也各不相同。比如C大调音阶各音级之间的音程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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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C大调音阶各音级之间的音程关系

在C大调中，除了E—F音和B—C音之间是半音外，其他相邻音级之间的关系是全音关系（即2个半音）。C音（Ⅰ级）、E音（Ⅲ级）和G音（Ⅴ级）为稳定音级。其中，C音为主音，最为稳定，E和G音稳定性次之；D音（Ⅱ级）、F音（Ⅳ级）、A音（Ⅵ级）和B音（Ⅶ级）是不稳定音级，其中B音为导音，最不稳定。

尽管小调包含多种类型，但是与自然大调音级属性相对应的小调是和声小调。以C和声小调为例，小调音阶各音级的音程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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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C和声小调音阶各音级的音程关系

在C和声小调中，半音出现在D—♭
 E、G—♭
 A和B—C音之间，♭
 A—B是增二度（即3个半音）），其他音级之间的关系都是全音。C音（Ⅰ级）、♭
 E音（Ⅲ级）和G音（Ⅴ级）为稳定音级。同理，C音为主音（Ⅰ级），最为稳定；♭
 E和G音稳定性次之；D音（Ⅱ级）、F音（Ⅳ级）、♭
 A音（Ⅵ级）和B音（Ⅶ级）是不稳定音级，其中B音为导音，最不稳定。可见，无论在大调，还是在小调音阶中，导音都是最不稳定音级，其最后必然倾向到主音。

大小调音阶音级稳定性层级也得到心理学实证研究的验证。其潜在的心理依据归因于认知参考点和音乐统计规律的敏感性（Krumhansl & Cuddy, 2010）。认知参考点理论来源于Rosch及其同事的研究（Rosch, 1973, 1975, 1978; Rosch & Mervis, 1975），该理论解释了调性主音的特性，阐述了调性主音对其他音级加工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调性主音在音乐知觉、记忆和理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认知参考点的意义也得到进一步的扩展（Krumhansl & Cuddy, 2010）。音乐统计规律实际上包括核心音符出现的频数和时值（Krumhansl & Cuddy, 2010）。它与音乐领域的统计学习相关。在儿童的早期就已出现音乐统计学习的能力（Saffran & Griepentrog, 2001; Saffran, Johnson, Aslin, & Newport, 1999）。因此，对调性音乐而言，认知参考点理论具有更为重要的心理学意义。


4.1.2 音阶音级稳定性层级的知觉

音阶音级稳定性层级知觉的实验研究主要采用探测音范式。这种实验范式最初由Krumhansl和Shepard（1979）提出的。在该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上行和下行的C大调音阶为探测音的音乐背景。实验1的探测音包括C4—C5一个八度内的13个音符；在实验中，研究者先出现上行或下行的C大调音阶，紧接着出现一个探测音。被试的任务是判断探测音是否很好地结束之前出现的音乐片段（即音乐背景），并通过按键进行等级评定：1=非常不好，7=非常好，其他等级以此类推。根据被试的音乐训练和表演年限，实验1将被试分为3组：第1组（8名）被试的平均音乐训练年限为7.4年，表演年限为5.6年；第2组（8名）被试的平均音乐训练年限为5.5年，表演年限为3.3年；第3组（6名）被试的平均音乐训练年限为0.7年，表演年限为0年。如图4.3所示，实验1结果发现，主音最稳定，紧接的是Ⅲ级和Ⅴ级音，随后是其他自然音级，最不稳定的是5个变化音级（#
 C、#
 D、#
 F、#
 G和#
 A）。该结果显示出音阶音级稳定性层级的差异，从图4.3也可以看出，这种稳定性层级随着被试的音乐训练和表演经历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实验2与实验1相似，不同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实验2探测音共有25个，这25个探测音来源于将C4—C5一个八度内的音平均分为25等份；另一方面，实验2的被试仅有8名，被试1具有绝对音高；被试3、4、6和8的平均音乐训练年限为5.2年，表演年限4.5年，他们形成一组被试；被试2、5和7的平均音乐训练时间持续6.5年，表演时间持续3年，他们形成另一组被试。图4.4呈现的是实验2的研究结果。如图所示，尽管四分音（比自然音级高或低0.5半音的12个音）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音级稳定性层级，但是被试对四分音稳定性的评定并没有低于变化音级。同时，该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不同八度音级在调性稳定性方面的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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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实验1被试大调音级稳定性的评定轮廓图（Krumhansl & Shepard,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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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实验2被试大调音级稳定性的评定轮廓图（Krumhansl & Shepard, 1979）

Speer和Adams（1985）探究了音乐训练对大小调音级稳定性层级评定的影响。与Krumhansl和Shepard（1979）的研究相似，Speer和Adams也采用上行和下行音阶作为音乐背景，之后紧随探测音。被试包含1年级、3年级、5年级、7年级和9年级学生，其中半数以上的学生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被试的任务是判断紧随在音阶之后的探测音是否听起来感觉不错。研究结果表明，受过音乐训练的学生显示出音级稳定性层级。尽管没有受过音乐训练的学生呈现出不同的稳定性加工轨迹，但是，5年级、7年级和9年级学生能够区分出调性主音、Ⅲ级和Ⅴ级音、自然音级和变化音之间稳定性的差异。该研究似乎暗示调性加工并不完全依赖于音乐训练背景。

为了进一步验证音级稳定性层级，Krumhansl和Kessler（1982）对1979年的研究进行了调整。该实验范式的具体内容如下：探测音包含十二个音（7个调内音级音和5个变化音）。探测音的音乐背景包含12种：上行的大调音阶、上行的小调和声音阶、大三和弦、小三和弦、减三和弦、减七和弦、Ⅳ-Ⅴ-Ⅰ大调终止式、Ⅱ-Ⅴ-Ⅰ大调终止式、Ⅵ-Ⅴ-Ⅰ大调终止式、Ⅳ-Ⅴ-Ⅰ小调终止式、Ⅱ-Ⅴ-Ⅰ小调终止式、Ⅵ-Ⅴ-Ⅰ小调终止式。被试包括10名至少受过5年音乐训练的大学生。研究者先向被试者呈示一个音乐背景，在1s的暂停后，呈现一个探测音。被试的任务是在7点量表上判断探测音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音乐背景（1＝非常不吻合，7＝非常吻合，其他据此类推）。研究结果支持了Krumhansl和Shepard（1979）的结论。具体来说，受过音乐训练的被试可以清晰分辨出大小调音级稳定性层级：主音最稳定，Ⅲ级和Ⅴ级音次之，随后是自然音级，变化音最不稳定（见图4.5）。值得补充的是，图表中的音级评定等级是对以大小调3个终止式和大三或小三和弦的探测音评定等级分别取平均数得出的。表4.1是C大调和C小调各音级稳定性的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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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以C大调和C小调为例，听者对各音级稳定性的评定轮廓图（Krumhansl & Kessler, 1982）。

表4.1 听者对各音级稳定性的评定值（以C大调和C小调为例）（Krumhansl & Kessler,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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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音阶各音级的稳定性存在差异，且体现出层级性。不论是大调还是小调音阶，主音及主和弦的其他两个音级的稳定性高于其他的调内音级，但是调内音级的稳定性必然大于变化音。音级稳定性的差异导致它们的音级重要性各不相同，由此直接影响听者对音乐情绪和意义的把握。


4.2 音乐调性加工的研究视角

4.2.1 基于发展的研究视角

音乐调性的发展研究主要聚焦在个体音乐调性感的习得问题上。音乐调性感是否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如何获得？调性学习论认为音乐调性感是通过对音乐的接触内在形成的，它属于一种内隐学习的结果（Krumhansl & Cuddy, 2010）。按照这种观点，儿童获得音乐调性感之前，必须经历一段接触音乐的过程，但是，这种音乐接触并不一定以正式或非正式的音乐训练为前提。从这个角度上说，音乐调性感的形成必然出现在儿童发展的晚期，而不是早期阶段（Krumhansl & Cuddy, 2010）。下文将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论述。

的确，研究表明，一岁内的婴儿就可以对旋律轮廓、声音频率、谐波比率以及八度音程进行加工（Cohen, 2000; Schellenberg & Trehub, 1996; Trehub, 2000; Trehub et al., 1984; Trehub & Trainor, 1993）。除此之外，研究也已经发现，2个月大的婴儿能记忆包含14个音符的短小旋律（Plantinga & Trainor, 2009）；7个月大的婴儿能记住Mozart音乐，这种记忆能持续2周（Saffran et al., 2000）；8个月大的婴儿在2周之后仍可以记起之前听过的拉威尔音乐（Ilari & Polka, 2006）。同时，研究也表明，婴儿已经具备音乐统计学习的能力（Saffran et al., 1999）。这表明婴儿可能具备对声音规则的提取能力。调性体现出音高关系规律的提取，从这一层面上说，儿童早期可能也具备调性的加工能力，但是，以下研究并不支持这种推测。

研究表明，婴儿不能区分调内音级与调外音符之间的差异。Trainor和Trehub（1992a）让28名成人和48名8个月大的婴儿反复聆听一个由10个音构成的调性音乐片段。研究者操纵音乐序列中第6个音，或改为调内其他音级，或改为调外音。研究结果发现，成人可以轻松地识别出调外音，但对调内音符变化的识别有困难。8个月大的婴儿却对调内音符和调外变化音的识别能力不具有差异。该研究表明，尽管8个月大的婴儿可以识别音高的变化，但他们可能无法分辨调内音符和调外变化音之间的差异，并暗示8个月大的婴儿还没有形成音乐的调性感。跨文化研究也表明，6个月大的婴儿对西方大小调音乐的加工与爪哇音乐的加工没有差异（Lynch, Eilers, Oller, & Urbano, 1990）。

Trehub、Cohen、Thorpe和Morrongiello（1986）探讨了9—11个月婴儿和4—6岁儿童对音高关系的加工。9—11个月大的婴儿不能觉察出调性音乐片段与无调性音乐片段中半音的差异，而4—6岁的儿童对调性音乐片段中半音变化的识别能力高于对无调性音乐片段中半音差异的判断。该研究暗示儿童对调内音级和调外变化音的识别出现在4岁之后。Trainor和Trehub（1994）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与成人一样，7岁儿童对调外变化音与和弦外音的识别高于对和弦音变化的判断，然而，5岁儿童对调外音变化的识别显示出优势。该结果进一步暗示和弦感的形成可能出现在7岁。

对调性音级与和声功能的加工都是形成调性感的重要部分。研究表明，音乐训练对和声功能进行规则获得的影响较小，这种能力的获得主要取决于个体的发展，个体对和声功能进行规则的加工出现在9岁（Costa-Giomi, 2003）。在Trainor和Trehub（1994）研究的基础上，Corrigall和Trainor（2010）进一步探讨了儿童对调性音级与和弦的加工。研究表明，与已有研究（Trainor & Trehub, 1994; Trehub et al., 1986）一致，4岁和5岁儿童不仅能区分调内音级与调外音的差异，而且也能够区分调内和弦、调内和弦违规以及调外和弦的差异。该研究结果暗示，早在4岁时，儿童就具备对和弦功能规则的加工能力。内隐研究也证实儿童对和弦功能进行规则的知觉能力。在Schellenberg、Bigand、Poulin-Charronnat、Garnier和Stevens（2005）的研究中，被试是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儿童，研究者发现，当句尾和弦符合西方和声规则，儿童的反应时减少，且准确率增加。该研究表明，儿童已经具备西方和声规则的内隐知识。脑电研究也进一步证实，5岁儿童的大脑皮层可以对和弦违规做出反应（Jentschke, Koelsch, Sallat, & Friederici, 2008; Koelsch et al., 2003）。

为了进一步探究调性感形成的年龄阶段，Krumhansl和Keil（1982）向不同年级的儿童以及成人呈现由6个音组成的旋律片段，研究者通过操纵旋律片段的最后两个音，形成6个实验条件。被试的任务是通过评定等级判断旋律是否好听。研究结果表明，1—2年级的儿童只能识别出调内和调外音的不同；3—4年级的儿童可以识别主和弦3个音与其他调性音级之间的差异；唯独成人具有完整的音级稳定性层级的知觉能力。该研究暗示8岁儿童才能具有和弦功能感。Cuddy和Badertscher（1987）以及Speer和Meeks（1985）的研究采用相似的探测音范式，研究发现，儿童对调性的敏感性出现在6岁。

总之，尽管儿童早期能够对音乐要素进行加工，但是，由于调性感体现出个体对抽象的音乐结构规则的提取，因此，调性感的形成出现在儿童期的晚期；另一方面，与音乐要素的知觉不同，个体的调性感既不可能是天生的，也不是主要依赖于音乐教育，而是在个体发展过程中通过对音乐的接触逐渐形成的。


4.2.2 基于音高障碍的研究视角

如上所述，音乐调性与音高相关，它体现出对抽象的音高关系的提取。这种抽象的关系在调性音乐中体现为音高的组织规则，比如，从不稳定的旋律音或和弦倾向到稳定的音级或和弦。这种认知表征似乎不同于音高的知觉表征。如上所述，失歌症是一种涉及音乐音高加工的障碍。下文将围绕后天失歌症（脑损伤造成的音乐障碍）与先天失歌症，探究音高障碍者的调性感。

Peretz等人（1994）报告了2位双侧颞上回损伤的病人（CN和GL）对调性旋律、节奏以及言语的加工。研究表明，CN和GL都显示出对调性旋律加工的障碍，但是，他们对节奏和言语的加工并没有异常。在个案研究基础上，Liégeois-Chauvel等人（1998）对65名脑损伤病人的音乐能力进行探究。研究也发现，右侧颞叶切除后的病人对旋律轮廓和音程的分辨具有困难；左侧颞叶仅参与音程信息的加工。该研究表明颞上回对调性旋律的加工具有重要作用。Peretz、Belleville和Fontaine（1997）报告了一个后天失歌症者（IR）对音乐和言语加工的障碍。IR是一位双侧颞叶和右侧额叶损伤的病人。研究表明，IR的言语能力基本正常，但是，她不能分辨和记忆熟悉的旋律，同样，IR对新异的旋律也不能分辨和记忆。Steinke、Cuddy和Jakobson（2001）探究了一位右脑中风失歌症者（KB）对声音的加工能力，研究者发现，尽管KB中风前接受过音乐训练，但是他对音高和节奏的加工能力完全丧失。同时，他无法记忆和识别熟悉的器乐旋律，却能够识别和记忆熟悉歌曲的曲调。该研究暗示器乐曲调与歌曲曲调加工的分离。

以上这些研究都是采用调性音乐作为实验材料。众所周知，调性旋律的知觉和调性旋律的记忆都依赖于听者的调性感。调性感对音乐的知觉具有促进效应（Marmel, Perrin, & Tillmann, 2011; Marmel, Tillmann, & Dowling, 2008）。这些脑损伤病人对调性音乐加工的困难是否意味着他们的调性感出现异常。在Peretz等人（1997）研究的基础上，Tillmann、Peretz、Bigand和Gosselin（2007）进一步探究IR的和声加工能力。该研究包括24个由8个和弦构成的调性和声序列。实验分为两个条件：一半刺激以主和弦终止（相关条件）；另一半刺激以下属和弦终止（较少相关条件）。这两种条件的共同点在于，前6个和声序列都是一样的；不同点在于，在相关条件下，最后两个和弦是Ⅴ-Ⅰ的和声进行，而在不相关条件下，最后两个和弦是Ⅰ-Ⅳ的和声进行。研究表明，在内隐任务中，IR呈现出和弦启动效应，即对相关条件下和声序列反应速度比较少相关条件下的反应速度快。但是，在外显任务中，IR对两个条件下和声序列完整性的判断不具有显著差异。该研究暗示内隐和外显和声加工的分离。

Steinke、Cuddy和Holden（1997）探究一位后天失歌症者（CN）的调性知觉能力。与Krumhansl和Kessler（1982）相似，首先，研究者采用探测音范式，分别以大调和小调的终止式以及March of King Laois
 乐曲为音乐背景，探测音包含一个八度内12个音，被试对探测音与音乐背景的吻合程度进行判断；其次，研究者通过熟悉和不熟悉旋律的完整性判断考察被试对调性音乐句法加工能力；最后，研究者通过25个由8个和弦构成的和声序列，要求被试判断这些和弦是否以预期的方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以上所有任务中，CN的成绩都低于正常被试。该研究表明，CN的调性感比正常人差。

可见，后天失歌症者呈现出比正常被试更低的调性知觉能力。那么，对于先天失歌症者来说，他们的调性感如何呢？

Tillmann、Gosselin、Bigand和Peretz（2012）对先天失歌症者的和弦加工能力进行探究。研究者采用内隐启动范式，和弦序列以无意义的音节歌唱，最后一个和弦或以di或以du唱出（实验刺激例子见图4.6）。实验包括两个条件：以Ⅴ-Ⅰ和弦结尾的和弦序列属于相关条件；以Ⅰ-Ⅳ和弦结尾的和弦序列属于较少相关条件。被试的任务是尽快判断最后一个和弦是以di还是以du唱出。研究结果表明，与正常被试相比，尽管先天失歌症者引发出的和弦启动效应较小，但是，他们对两个条件的反应时仍存在差异，该结果表明，先天失歌症者可以内隐加工和弦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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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实验刺激例子（Tillmann et al., 2012）

如果先天失歌症者具有内隐的调性感，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也可以对调性进行外显判断？Jiang、Liu和Thompson（2016）采用探测音范式进一步探究先天失歌症者对音级稳定性的外显判断。与Krumhansl和Kessler（1982）研究相似，音乐背景包括大调音阶、小调音阶、大调终止式以及和声小调终止式。探测音是一个八度内的12个音。与Tillmann等人（2012）的研究不同，被试的任务是在7点量表上判断探测音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音乐背景。从图4.7可以看出，无论是大调，还是小调，对于正常被试来说，主音的评定等级最高，Ⅲ级和Ⅴ级音的评定等级次之，接着是Ⅱ级、Ⅳ级、Ⅵ级和Ⅶ级音，最后，5个变化音的评定等级最低。然而，先天失歌症组对探测音的平均评定等级并不呈现出类似的趋势。

该研究进而计算各被试评定值与Krumhansl和Kessler（1982）研究中评定值的相关，得出各个被试的调性知觉能力。研究结果表明，先天失歌症者的调性感显著低于正常被试。该结果与Tillmann等人（2012）研究结果的差异缘于两个研究采用任务的差异，后者采用内隐加工任务，而前者采用外显判断任务。事实上，先天失歌症者对调性加工中内隐任务和外显判断之间的差异可以在Tillmann等人（2007）的研究中找到解释。在Tillmann等人（2007）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和弦序列加工中内隐任务和外显判断之间的差异也出现在后天失歌症者身上。

总之，尽管音乐调性体现出音乐的一种结构组织规律，但是，与音乐的其他规律不同（比如音高变化方向），它没有出现在儿童期的早期阶段。调性感的形成需要听者的音乐接触经历，换句话说，只有以此为基础，调性感才有可能逐渐形成。同时，尽管调性感有助于音乐的加工，但是，失歌症的研究结果表明，调性加工能力似乎与音高敏感性判断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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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失歌症者对大小调各音级稳定性评定的轮廓图（以C大调和C小调为例）（Jiang et al., 2016）


4.3 西方调性音乐之外的音级层级结构加工

4.3.1 跨文化的音级稳定性层级加工

众所周知，除了欧洲大小调音乐体系外，还存在欧洲音乐体系之外的音乐，即世界各民族音乐，比如中国音乐。与欧洲大小调音乐不同，中国音乐建立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宫、商、角、徵和羽，它体现出五度的相生顺序。五声音阶中的任何一个音都可以作为主音，由此形成5种调式：宫调式、商调式、角调式、徵调式和羽调式（见图4.8）。在五声音阶基础上，加入两个偏音而形成七声音阶。偏音是通过将相邻正音升高或降低半音形成的，比如，变徵就是将徵音降低半音；清角将角音升高半音；变宫将宫音降低半音；清羽将羽音升高半音。中国七声音阶包含3种：雅乐音阶、清乐音阶和燕乐音阶（见图4.9）。在七声音阶中，起骨干作用的仍然是5个正音，变音仅仅是辅助和装饰正音，因此，与欧洲大小调音阶不同，中国七声音阶中的偏音一般不作为主音使用。由此可见，人们对于中国音乐调性的感知必然完全不同于对欧洲大小调音乐的调性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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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中国五声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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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中国七声音阶

如前所述，听者对欧洲大小调音乐调性的感知取决于听觉经验，即对调性音乐的接触（Krumhansl & Cuddy, 2010），那么，不同音乐文化背景下的听者对欧洲大小调音乐和他们本民族音乐调性的感知可能存在差异。对这种问题的探究有助于进一步解释人类对音乐调性感知的本质。

Castellano、Bharucha和Krumhansl（1984）运用探测音范式探究印度人和西方人对印度音乐音高的知觉层级。与欧洲大小调音乐相似，印度音乐也具有调性。但是，二者的不同在于，欧洲音乐的调性主要通过和弦（功能进行或连接）实现，而印度音乐是通过旋律传递调性。在印度音乐中，“拉格”（Raga）指旋律结构，体现出印度音乐中音阶的形态。因此，拉格中的每个音都是根据其重要性的层级进行组织的。在该研究中，研究者以10种印度旋律（拉格）形态为音乐背景，探测音是各音阶的音级。被试任务是在7点等级量表上评定探测音在多大程度上与音乐背景吻合。研究结果表明，不论听者是来自西方的，还是来自印度的，他们都能够判断出主音（Sa）和第Ⅴ音级（Pa）与音乐背景最为吻合，其次是维递（vādi）。印度音乐中主音和第Ⅴ音级是固定的，具有结构的突出性；维递在印度音乐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体现出每个旋律（拉格）的特性，由于维递的独特性，在旋律中该音得到较多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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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研究结果暗示了无论听者是否熟悉音乐体系，音符的频度分布始终是传达音乐稳定性等级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在该研究中，只有印度听者对隐含在印度旋律中的音阶较为敏感。

Kessler、Hansen和Shepard（1984）探究西方人和巴厘岛人对西方音乐（调性音乐）和巴厘岛音乐的音级层级加工。在该研究中，巴厘岛被试对本民族音乐非常熟悉，其中有一些巴厘岛被试对西方音乐完全不熟悉，西方被试接受乐器训练的平均年限为6.3年，但他们对巴厘岛音乐不熟悉。巴厘岛音乐的调音系统与欧洲调性音乐不同，它包括Sléndro和Pélog两类音阶。Sléndro将一个八度分成5个不等分的五音音阶，而Pélog将一个八度分成7个不等分的七音音阶。Kessler等人的研究运用探测音范式，音调背景分别由欧洲大小调音乐和巴厘岛的Sléndro和Pélog音阶音级构成的旋律。研究结果显示，一些巴厘岛被试（包括一些不熟悉西方音乐的被试）可以对西方音乐的音级层级性进行加工，另一些被试只能根据音高进行等级评定，即音高越高，评定等级越高。西方被试则根据巴厘岛音乐音符出现的频度进行判断，这种判断与音级层级具有相关。该研究结果暗示听者能够对本民族音级层级进行内在化加工。

Krumhansl等人（1999）考察了听者对芬兰民间赞美诗旋律预期的加工。芬兰民间赞美诗盛行在芬兰西南地区，融合芬兰民间音乐和路德教会的圣歌元素。它是通过口传心授流传下来的。其调式和其他音乐特征与欧洲大小调音乐具有差异。在该研究中，被试包括两类：一类是唱诗班成员，即熟悉芬兰民间赞美诗听者，另一类是音乐学本科生，他们对赞美诗并不熟悉。研究结果表明，所有被试对赞美诗中的音符频度分布均尤为敏感，同时，与唱诗班成员不同，音乐学本科生对旋律预期更多依赖于音符的频度分布。类似地，Krumhansl等人（2000）进一步探究听者对芬兰北部萨米人吟唱（Sami yoiks）旋律的预期加工。萨米人吟唱旋律与欧洲大小调音乐不同，它以结构短小和动机重复为特征。大多数旋律采用五声调式，这些旋律动机一般只包含几个音符，但是这些音符的音程常跨越一个八度。在该研究中，被试包括3类：一类被试是萨米人，第二类被试是已经学过一些萨米人吟唱音乐的音乐学生，最后一类被试是不熟悉萨米人吟唱音乐的西方音乐家。研究结果发现，即便不熟悉吟唱音乐，被试还是能够通过旋律中音符的强调与否判断出音级层级，而熟悉吟唱音乐的被试对音级层级的判断更多依赖于音乐风格的知识水平。

总之，尽管欧洲大小调体系占据音乐艺术的核心地位，但是纵观人类音乐文化，还存在许多欧洲音乐体系之外的音乐。这些音乐具有与欧洲大小调音乐不同的音阶结构，形成自身独特的音调体系。以上研究表明，无论熟悉或不熟悉这些非欧洲音乐体系，听者都能够对音乐的音级层级进行判断，主要原因在于，与欧洲大小调音乐相似，核心音级在非欧洲音乐中都可能被强调，显得较为突出。但是，对熟悉的音乐文化来说，听者对它的音级层级判断并不依赖于音级出现的频率以及时长，而是体现出音级层级的内在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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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多数旋律中，Sa和Pa比较突出，而维递在每个旋律中属于特性音级。但是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在少数旋律中，Sa或Pa等同于维递（vādi）。


4.3.2 西方非调性音乐的音级稳定性层级加工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传统作曲技法与功能和声为支撑的音乐创作体系开始受到冲击，西方出现了现代主义音乐。该音乐流派宗旨是推翻传统（包括传统技法与传统功能和声体系），在调性方面，强调调性模糊、多调性以及无调性。尽管现代主义音乐备受争议，但是作为一种音乐流派，作为一种音乐存在，对其音级层级加工的研究有助于揭示人类调性加工的本质。

Krumhansl和Schmuckler（1986）的实验材料取自Stravinsky的舞剧《彼得鲁什卡》。该作品采用双调性（bitonality）创作，包含C大调和#F大调。双调性创作手法旨在营造调性对位的效果，即两种调性同时存在。如图4.10所示，两个音乐片段主要包含彼得鲁什卡和弦，这个和弦由C大调和#F大调的主和弦组成，这两个主和弦处在相似的音区，同时，节奏模式和旋律轮廓极其相似。该研究采用探测音实验范式。被试都接受过音乐训练。

在该研究包含的4个实验中，刺激以不同方式呈现。

研究结果显示，尽管研究者要求被试只关注其中一个调，但在音乐调性的加工时，他们仍难以排除另一个调的影响；听者对于双调性音乐稳定性评定呈现出的层级结构与单一调性的层级结构相似；在双调性音乐加工中，两个调性的加工处于平衡状态，并没有出现某一调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听者对于双调性音乐的加工不是分离的，而是以融合的方式将两个调作为统一体进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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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实验音乐材料（Krumhansl & Schmuckler, 1986）

第一部分用于实验1、实验2、实验3及实验4，第二部分仅用于实验2。

与Krumhansl和Schmuckler（1986）研究相似，Thompson和Mor（1992）通过Dubois的Circus
 与Milhaud的《第一钢琴奏鸣曲》探究听者对多调性音乐的调性知觉能力。这两部音乐作品都包含F大调和#
 C大调。如图4.11所示，A、B部分的音乐材料将F大调和#
 C大调分别置于上方和下方谱表。但是，A部分的上方声部以旋律方式呈现，下方声部以和弦方式呈现，同时，这两个声部的音区没有差异。在B部分，上方声部不仅包含旋律，也包含和弦，下方声部仍以和弦方式呈现。同时，上下方声部分别置于不同的音区。该研究的被试都受过至少5年的音乐训练。研究结果显示，被试可以分别判断出F大调和#
 C大调的音级层级。同时，听者对调性音级的判断并没有受到音区的影响。该研究还表明，人们可以对多调性音乐进行加工，这种对多调性音乐的加工依赖于长期储存的调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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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A和B为Thompson和Mor（1992）采用的音乐材料

A选自Dubois的《Circus》；B选自Milhaud的《第一钢琴奏鸣曲》。

如上所述，跨文化研究表明，当听者对该音乐的调性结构不熟悉时，其音级判断依赖于音符出现的频数以及音符时长（如, Castellano et al., 1984; Kessler et al., 1984; Krumhansl et al., 1999）。众所周知，20世纪12音序列音乐完全打破传统调性音乐的功能关系，音阶中的12个半音得到同等的对待，并赋予每个音同等的重要性。因此，与传统调性音乐不同，在12个音尚未全部出现之前，任何一个音都不能重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何感知12音的音级关系？换句话说，12音序列音乐是否对音级层级加工具有影响？Krumhansl、Sandell和Sergeant（1987）探究了人们对12音序列音乐的音级加工。被试具有至少5年的音乐学习经历，其中一部分被试熟悉序列音乐风格；另一部分被试不熟悉该音乐风格。该研究实验材料选自Schoenberg的《管乐四重奏》（作品26）和《弦乐四重奏》（作品37之4）。研究结果显示，熟悉序列音乐风格的被试对音级稳定性判断与序列音乐创作宗旨一致，即他们的判断打消了音乐中潜在调性的存在，相反地，对于不熟悉序列音乐风格的被试来说，他们的判断与音乐中潜在的调性相吻合，也就是说，被试对多次出现的音级评定等级较高。该结果暗示风格的熟悉性影响音级稳定性的判断，同时，对不熟悉风格的被试来说，他们的判断还与短时记忆相关。

可见，尽管人们可以对多声部音乐进行加工，但是，对于多调性（或双调性）而言，听者对音级层级的加工似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音区和音型等。同时，对于无调性音乐而言，听者对音级层级的判断更多取决于对音乐风格的熟悉性。

综上所述，调性感是调性音乐认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层级结构体现出音级的稳定性变化，反映出音乐创作的基本规则。以上研究表明，人类并不是天生具有调性知觉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依赖于听者对音乐的接触。对于非本民族的音乐文化来说，由于核心音级在音乐中的突出性，听者有可能判断出音级的层级结构；另一方面，听者能够对本民族音乐层级结构进行内在化加工。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西方多调性或无调性音乐来说，听者的音乐层级判断取决于很多因素。未来的研究应关注于调性规则的知觉与音乐其他规则知觉之间的差异，同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听者对多调性或无调性音乐的加工，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进一步揭示人类对音乐调性加工的本质。


5 音乐句法认知

5.1 音乐句法的生成理论/83

5.1.1 调性音乐的生成理论/83

5.1.2 音乐句法的生成模型/88

5.2 音乐句法加工的神经相关/90

5.2.1 音乐句法规则的知觉/91

5.2.2 音乐结构边界的知觉/98

5.3 影响音乐句法认知的因素/103

5.3.1 注意参与/103

5.3.2 音乐训练/104

通俗地说，句法（syntax）就是构建句子的法则。语言和音乐都存在句法。通过句法，语言或音乐的各个部分得以连成一起，并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因此，句法体现出语言或音乐的结构规则（Jackendoff, 2002; Patel, 2003）。对于创作者来说，他们要运用某种规则将某些部分组合成句子，从而表达特定的意义或内涵；对于接受者来说，对句法的加工不仅体现在对句子结构规则的认知上，也体现在对语言或音乐结构边界的知觉上。

在语言中，句法主要体现在句子各成分（主语、谓语和宾语）的组织。比如，“小明阅读课文”，如果将这句的“阅读”去除，那么句子就变成“小明课文”。显然，这样的句子让读者不知所云。另一方面，即便句子各个成分都齐全，如果结构边界不同，其意义则可能产生差异。举一个例子，从前，在一个阴雨天中，一位仆人问其主人，是否要留客。这个问答句包含十个字：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以下是两种边界划分：

1. 问：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答：留。

2. 问：下雨天留客天，留人？答：不留。

以上不同的结构边界体现出个体对语言句法理解的差异，并由此产生出不同的语义。正是这种差异使得语言表达的语气、情绪等方面都将显示出差异。

在音乐领域，

从严格意义上说，

音乐不具有语言的语义性，其内在意义主要隐含在音乐的结构组合之中。尽管音乐没有语言学的主语、谓语和宾语成分，但是音乐句法（musical syntax）也体现出音乐的结构组织规则。比如，在调性音乐中，如果将属七和弦到主和弦的终止式改为属七和弦到下属和弦，这种终止式就违反了音乐句法规则。类似地，对于音乐结构片段而言，某些音乐组合之间关系比较密切，具有较强的粘着力（或称凝聚力），可以形成组合，另一些音乐组合之间的关系也具有较强的粘着力，可以形成另一种组合。听者只要把握了音乐组合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就达到了对于音乐句法结构的认知。因此，音乐句法加工能力是个体把握音乐整体乃至深层意义的前提，它在音乐意义的理解中尤为重要，甚至决定个体对音乐鉴赏的成败。

本章将围绕已有研究成果，着重介绍现有具有较大影响的音乐句法理论：调性音乐生成理论（generative theory of tonal music）和句法生成模型（generative syntax model），在此基础上，阐述音乐句法规则以及边界知觉的潜在机制。最后论述影响音乐句法加工的因素。


5.1 音乐句法的生成理论

5.1.1 调性音乐的生成理论

在语言学领域，Chomsky在1957年发表了他的著作《句法结构》，它标志着语言学革命的开始。这本书不仅对语言学研究具有影响，而且对于现代认知科学的研究也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Chomsky看来，语言与人类的行为一样，受到某种规则的支配。这种规则就是语法。在他的生成理论中，语言的句法规则包含短语结构规则和转换规则。短语结构规则规定了句子的层次与线性组织。每一条短语规则都可以把一个句子成分“重写”为另一个或更多的其他成分。转换规则指的是从一个句子到另一个句子的变化规则。如被动转换、虚词移动转换。它是通过增加、删减或重新安排句子的成分来实现的。由此，在核心句的基础上，通过转换原则，就能产生许多不同的句子，比如，将主动句式转化为被动句式，或者将肯定句式转化为否定句式，等等（具体见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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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句法成分结构图（Lerdahl & Jackendoff, 1983）

最上端的S表示句子；noun phrase表示名词短语；verb phrase表示动词短语；verb表示谓语动词；object表示动作的对象（宾语）。

显然，图5.1是一幅树状的结构层级图，每一个层次表明着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级别的成分显示出它们之间不同的关系，同时也揭示了词的顺序和功能。在树的顶端有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在下一个层次分解为两个节点。可以说，名词短语与动词短语的组合是语言学中最基本的句法结构。语言的生成理论就是按照这个结构再造出许多具有不同表层结构的句子。

在音乐领域中，Schenker的音乐分析理论与Chomsky的语法分析相似。Schenker音乐分析的实质是从整体角度出发，透过“背景、中景、前景”进入到深层，分析各个和弦在整体音乐中的重要性（于苏贤, 1993）。在Schenker深层理论的基础上，Lerdahl和Jackendoff（1983）提出了调性音乐生成理论。该理论从认知科学视角分析音乐，其基本语法也是建立在具有层次感的音乐树形结构之上。该理论对音乐句法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Lerdahl和Jackendoff（1983）从音乐视角提出4个结构组织：组合结构（grouping structure）、节拍结构（metrical structure）、时程还原（time-span reduction）和延长还原（prolonged reduction）。前两种结构涉及节奏组织，它们与音乐的时间维度（包括重音）相关。后两种结构与音乐音高维度相关。首先，音乐结构是以层级方式进行组合，比如，乐汇是乐节的一个部分，乐节又是乐句的一部分，而乐句又是乐段的一部分。其次，节拍结构也是以层级方式进行组合，即根据音乐事件被强调的程度进行组合。这种强调的程度不仅取决于节拍重音，也取决于结构重音。因此，在节拍结构中，重音是基本的概念，它包括结构重音与节拍重音，比如，终止式中的重音就属于结构重音，而节拍重音就是由音乐节拍决定的小节内循环出现的重拍。

第三，从“还原”一词来说，它虽然与Schenker音乐分析理论相关，但并不完全一致。Lerdahl和Jackendoff（1983）的“还原”纯粹从音高层面进行分析。简言之，无论是一首乐曲，还是一个乐句，都有一个最重要的音乐事件（musical event）。这里，所谓重要的音乐事件，实际上是指那些在构建音乐结构骨架上具有重要作用的音乐单位，它们真正决定音乐发展的走向以及音乐的性质。比如，在一个由连续音高组成的旋律中，其中一些音符从属于另一些音符；或者，一些音符是为了修饰另一些音符而存在。事实上，与被从属的音符相比，这些从属的音符，或装饰性的音符在建构音乐结构骨架方面不具有重要作用。即便在这些重要的音乐事件（被从属的音符）中，其重要性也存在着等级的差异，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将得出这个乐句或乐曲最重要（或最基本）的音高事件（或和弦）。这个过程就是音乐的还原。时程还原建立在音高组合和节拍生成原则基础上。其实质是，在与节拍组合相符的前提下，对横向音高（旋律）与纵向音高（和弦）关系进行还原，从而揭示出各个音乐事件之间的关系。它体现出的是音级层级关系。由于音乐结构边界有时与节拍模式不吻合，因此，时程划分更多由结构组合所决定。图5.2是J.S. Bach《马太受难曲》中的众赞歌《啊，受伤流血尽受嘲弄的头颅》（O Haupt voll blut und Wunden）。为了便于分析，Lerdahl和Jackendoff将该曲中的每个音符设定为四分音符，同时，节拍性的延留仍然保留。从图5.2中可以清晰看出结构组合或节拍结构的层级变化。b—f体现出音高事件的重要性层级，即时程还原。该音乐片段的树形图与f—b音高事件的还原相一致。换句话说，随着还原，次要的音高事件逐渐排除，最后只留下该音乐片段的核心音高事件——Ⅰ-Ⅴ-Ⅰ和弦进行。最后，延长还原也是以音高事件为基础。与时程还原不同的是，延长还原围绕音高诱发的紧张和放松感进行。本质上说，这种紧张和放松感体现出一种层级关系。

[image: ]


[image: ]


图5.2是J.S. Bach《马太受难曲》“变奏曲和赋格”的节拍结构、组合结构、时程还愿体现出的层级变化（Lerdahl & Jackendoff，1983）

在以上结构还原的基础上，Lerdahl和Jackendoff（1983）还从听者知觉角度提出两种原则：结构良好性原则和偏好原则。前者是基于音乐结构的描述，后者是基于听者对某些结构组织的偏爱。比如，在节拍结构偏好方面，Lerdahl和Jackendoff通过大量的实例，从调性音乐的生成角度，论述了个体在节拍结构组合上的十条偏好原则，归纳如下：

1. 当两个或更多的组合或组合部分能被认为是平行的，人们偏向于将它们划分为平行的拍子结构；

2. 组合中最强的拍子较早出现；

3. 强拍落在音高事件的起音上，而不是落在延续拍子或休止上；

4. 被强调的音高事件是节拍强音；

5. 一个相对强拍发生在下列情况的开始：

a. 一个相对长的音高事件，

b. 一个相对长的力度范围，

c. 一个相对长的连线，

d. 一个相对长的连断模式，

e. 一个相对比较长的和声；

6. 人们偏向低音处于节拍稳定的位置；

7. 终止处于稳定的节拍上；

8. 延留音所处的位置比解决音的位置强；

9. 尽可能减少与时程还原的冲突；

10. 强拍在每一水平中都处于强位置。

总之，Lerdahl和Jackendoff（1983）的调性音乐生成理论完全建立在对音乐事件的阐述之上。在连续不断的音乐进行中，不同的音乐事件具有不同的重要性，而这些重要性的等级关系是建立在一个事件对另一个事件阐述（或装饰）的基础上，这样，后者在建构音乐结构上的重要性方面必然超过前者。音乐结构还原的最终目的就是逐渐删除音乐进行中不重要的音乐事件，保留那些对音乐的发展走向和音乐特点起主要作用的音乐事件。尽管Lerdahl和Jackendoff论述的规则尚未得到实验的验证，但是，由于该理论具有系统性，它至今仍对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值得补充的是，在Lerdahl和Jackendoff（1983）的调性音乐生成理论基础上，Lerdahl（2001）提出调性音高空间（tonal pitch space）理论，试图为调性音乐生成理论提供算法分析。该理论不仅运用于调性音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具有层级化结构组织的音乐。但是，归根结底，调性音高空间理论实际上是以树形结构为紧张—放松提供模型方法（Lerdahl & Krumhansl, 2007），并未在音乐句法的生成方面产生进一步的理论推动作用。


5.1.2 音乐句法的生成模型

尽管Lerdahl和Jackendoff（1983）将其理论命名为生成理论，但是该理论并没有明确地论述调性音乐生成的原则，因此，与其说是“生成”理论，倒不如说是“分析”模型（Rohrmeier, 2011）。在这种情况下，Rohrmeier（2011）提出了句法生成模型。

在该模型中，Rohrmeier（2011）围绕调性和声的层级化生成模型，提出调性和声乐句结构的语法规则。具体来说，在和声功能理论的基础上，Rohrmeier区别了4种结构水平：表层结构、音级结构、功能结构以及乐句结构。表层结构指在特定调的范围内，将特定音级上的音符转变为和弦，比如C、G和C。音级结构是建立在音阶音级基础上，比如，I、V和I。功能结构涉及抽象水平上的和弦关系，比如T、D和T。功能结构包括功能扩展原则、替代原则和转调原则。乐句结构则以主和弦为核心，通过类似种子播种方式形成和声序列。它以调式和调性（C大调或C小调）为前提，涉及主和弦、下属和弦以及属和弦等。

图5.3呈现的是两条和弦序列，它们分别由5个和弦构成（Koelsch, 2011a）。在这两条和弦序列中，前4个和弦都相同，不同的是结束和弦，左边以主和弦结束，右边和弦序列则以2级和弦结束。在这里，每一个水平都体现出乐句结构语法生成规则。生成的起始点在最高点，然后逐级往下繁殖和扩展。也就说，最初从主和弦组（TR）开始，属和弦组（DR）随后加入，然后下属和弦组（SR）也加入。通过这种繁殖，不断生成更为复杂的序列，形成乐句结构。类似地，无论是在功能水平，还是在音级或表层水平，都体现出生成的原则。可以说，这种类似语言句法的树形图不仅可以表明乐曲的组织和乐句结构，而且也可以阐述和弦的功能、调性以及各音乐事件之间的稳定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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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音乐乐句生成分析

由于Ⅱ级和弦为乐句结尾并不是理想的终止，因此虚线部分表明预期的理想句法（Koelsch, 2011a）。

从树形图也可以看出，在生成句法模型中，音乐要素并不以孤立的方式出现，而是充满着联系，即每个音符或和弦都与之前或之后的音符或和弦存在某种功能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完全建立在调性功能上，不以音程距离为前提，比如，尽管Ⅶ级和弦与Ⅰ级和弦的音程距离较近，但Ⅶ级和弦并不属于主和弦组，而是属于属和弦组。类似地，Ⅱ级和弦与主和弦音程距离也较近，但是以Ⅱ级和弦终止违反了传统调性和声的规则。

图5.4的谱例选自Koelsch、Gunter、Friederici和Schröger（2000）的实验刺激。在该研究中，实验包含3个条件：符合规则的主和弦结尾（见a）、句中（第3个位置）插入那波里六和弦（见b）以及不符合规则的那波里六和弦结尾（见c）。由于那波里六和弦具有小调特性，因此在和弦序列的第3个位置插入那波里六和弦将产生调式的变化。但是，那波里六和弦又兼具下属和弦色彩，因此，在b和弦序列中，它还是可以被整合到合规则的终止式中。然而，当那波里六和弦置于句尾时（见c），它意味着句法的违反。它导向小调的终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被整合到同名小调的终止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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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音乐乐句生成分析

a）是符合西方调性规则的和弦序列；b）中第3个和弦是那波里六和弦，和弦终止式符合调性功能规范；c）终止式包含那波里六和弦，该终止式违反调性功能规范。虚线表示符合预期的和弦终止（Koelsch et al., 2000）

由上可见，Lerdahl和Jackendoff（1983）主要侧重音乐分析，而Rohrmeier（2011）从生成视角提出了音乐句法生成模型。后者以调性功能规则为基础生成音乐句法，体现出音乐事件的层级关系。不仅如此，与语言句法相似，Rohrmeier的句法生成模型也反映出长距离结构的依赖性。也就是说，语言句法加工存在着长距离依赖（long-distance dependencies, McKinnon, 1996），这种依赖性在音乐句法生成中也同样存在。这主要是因为Rohrmeier的模型是以调性功能规则为前提。对这种抽象的规则的加工并不依赖于音乐上下文中具体的事件（context-free）。我们课题组近期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Jiang et al., 2016）。在该研究中，我们发现，失歌症者的音乐句法障碍并不缘于他们对具体音高事件的加工。

Rohrmeier（2011）的生成模型并没有涉及旋律和节奏因素，它仅仅针对和弦句法加工，尽管如此，该音乐句法生成模型仍为调性音乐句法加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模型。它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5.2 音乐句法加工的神经相关

如上所述，音乐句法加工不仅包括个体对音乐句法规则的认知，还包括个体对音乐句法边界的知觉。纵观已有研究文献，与音乐句法加工相关的脑电成分主要包括ERAN和中止正漂移（closure positive shift, CPS）成分。前者体现出听者对音乐违规句法的加工，后者则体现出听者对音乐乐句边界的知觉。


5.2.1 音乐句法规则的知觉

对于西方调性音乐而言，调性功能主宰着音乐的音高组织（包括和弦和旋律）。旋律音高与和弦的进行体现出层级性的结构关系和组织。对于听者来说，这种抽象规则的认知源自调性感。如上文所述，人类对调性的敏感性约出现在5—6岁（Cuddy & Badertscher, 1987; Jentschke et al., 2008; Koelsch et al., 2003; Speer & Meeks, 1985）。凭借这种敏感性，听者可以根据已有的音乐事件对即将出现的音乐事件做出预期。由于这种音乐预期的出现，听者的心理将产生紧张或放松的现象，并据此做出音乐句法的判断。

5.2.1.1 ERAN与音乐句法规则的加工

在调性音乐句法的知觉研究中，Koelsch等人（2000）探究未受过音乐训练的听者在内隐和外显情况下对音乐句法的加工。在该研究中，研究者采用那波里六和弦作为违规和弦，违规和弦或出现在和弦序列的第3个位置，或出现在句尾（第5个位置）。尽管那波里六和弦包含♭
 Ⅱ和♭
 Ⅵ音符，但它属于协和和弦。从本质意义上说，那波里六和弦具有下属和弦的色彩。研究结果显示，不论是在内隐还是在外显任务中，不论违规和弦是在第3个还是第5个位置，听者对违规和弦的加工都诱发出ERAN成分。如图5.5中a）所示，在内隐任务中，与调内和弦加工相比，听者对违规和弦诱发出波幅更大的ERAN成分。当违规和弦出现在句尾，ERAN成分在刺激出现后约150—210ms的时间窗口出现，但是当违规和弦出现在第3个位置，由于那波里和弦加工的潜伏期较长，ERAN成分则出现在190—250ms的时间窗口。同时，与第3个位置的违规和弦相比，在第5个位置（即句尾）的违规和弦诱发出更强的ERAN效应。在外显任务中，被试事先被告知那波里和弦的属性，且被试的任务也是对那波里和弦做出反应。如图5.5中b）所示，与内隐任务不同，外显任务诱发出N2b成分。同时，与调内和弦加工相比，违规和弦诱发的ERAN效应出现在约150—210ms，而第3个位置违规和弦诱发的ERAN成分的潜伏期较晚，且波幅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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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以FT8电极点为例，听者对那波里六和弦与调内和弦加工诱发的ERP波形

a）是在内隐加工任务中的波形图；b）是外显加工任务的波形图（Koelsch et al., 2000）。

问题是，为什么Koelsch等人（2000）发现的ERAN效应反映出音乐句法的加工？以下论述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一方面，Koelsch等人（2000）在音乐句法加工研究中发现的ERAN效应与语言句法诱发的早期左前侧的负波（early left anterior negativity, ELAN）较为相似。Neville、Nicol、Barss、Forster和Garrett（1991）发现，听者对语言句法结构违规诱发一个早期（约125ms）左前侧的负波，该负波出现在由词语分类导致的句法违规情况中。在Friederici、Pfeifer和Hahne（1993）的研究中，研究者也发现，词类违规也诱发ELAN效应，最大波幅在180ms左右（见图5.6）。如图5.6所示，ELAN效应在F7电极点上最为突出。由此，Koelsch（2012）认为，ERAN效应与音乐句法加工相关。

另一方面，Koelsch等（2000）发现ERAN并不是MMN。如前所述，那波里和弦不仅包含调内音级，还包含调外音级（♭
 Ⅱ和♭
 Ⅵ）。由于在Koelsch等人（2000）的研究中，那波里和弦诱发的ERAN成分与MMN成分的时间窗口和脑区分布都较为接近，在这种情况下，究竟该负波是由那波里和弦的调外音级诱发的MMN，还是由音乐句法违规诱发的ERAN？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个问题，Koelsch等人（2001）比较了偏离刺激在音乐序列中不同位置上诱发的ERAN和MMN的波幅。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在第3个还是第5个位置，偏离刺激诱发的MMN在波幅上没有差异，但是，ERAN的波幅在音乐序列的第3和第5个位置存在差异，第5个位置（句尾）那波里六和弦诱发的ERAN效应大于第3个位置的效应。后续研究（Leino, Brattico, Tervaniemi, & Vuust, 2007）进一步发现，在由7个和弦构成的音乐序列中，那波里六和弦分别被置于第3、5和7个和弦位置。研究者发现，第3个位置那波里六和弦诱发的ERAN效应大于第5个位置，但是，与前两个位置（第3和5）相比，第7个位置（即句尾）那波里六和弦诱发的ERAN效应最大。由于在3和第7个位置的那波里六和弦的前一个和弦都是属七和弦，因此，该研究发现的ERAN效应体现出音乐稳定性层级的加工。可见，以上研究结果都可以验证Koelsch等人（2000）发现的ERAN效应不是MMN，它的确反映出听者的句法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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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词类违规诱发的ERP波形

F7电极点上的ELAN波幅最大。在脑后部PZ电极点上，词类违规诱发出P600效应（Koelsch, 2012）。

为了进一步将认知机制和感觉机制分离，Koelsch、Jentschke、Sammler和Mietchen（2007）运用重属和弦与Ⅱ级和弦作为违规和弦，取代之前研究（Koelsch et al., 2000）的那波里六和弦。重属和弦包含一个调外音级（#
 Ⅳ级），当它用在句尾，意味着终止式的违规。对于Ⅱ级和弦来说，尽管它在第3个位置上出现过，且属于调内和弦，但是，当它用在终止式中（即属七和弦之后），从功能上说，这种连接是违规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这些违规和弦从听觉上并不是非常凸显，但是，从图5.7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任务相关，还是在任务无关条件下，听者都能对这些违规和弦诱发出ERAN效应。该研究还发现，业余音乐家诱发的ERAN效应比普通人（非音乐家）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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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和弦违规诱发的ERP波形（以F4电极点为例）（Koelsch et al., 2007）

a）在任务相关条件下，以重属和弦做为句尾；b）在任务无关条件下，以重属和弦做为句尾；c）在任务相关条件下，以Ⅱ级和弦做为句尾。

以上涉及的研究都是使用计算机生成的实验材料，为了验证ERAN效应是否会出现在真实的音乐音响材料的句法加工中，Koelsch、Kilches、Steinbeis和Schelinski（2008）采用Beethoven、Haydn、Mozart和Schubert的《钢琴奏鸣曲》片段作为实验材料。研究者改变了符合预期的关键和弦，形成另外两个违规条件：有点违规和强烈违规。如图5.8所示，无论关键音符的违规程度如何，听者都能对其诱发出反映音乐句法加工的ERAN成分和体现音乐意义的N500成分。在另一个研究中（Steinbeis, Koelsch, & Sloboda, 2006），研究者采用J.S. Bach的音乐材料为实验刺激，将有点违规的关键和弦分别改变为合乎规则和强烈违规的音符。

该研究结果验证了Koelsch等人的发现，即听者对有点违规和强烈违规的和弦都能诱发出ERAN和N500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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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以F4电极点为例，和弦违规诱发的ERP波形。

左侧是合乎规则与有点违规句法的ERP波形；右侧是合乎规则与强烈违规句法的ERP波形（Koelsch et al., 2008）。

综上所述，由于音乐的特殊性，音乐句法加工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但是，与语言句法加工的ELAN效应相似，ERAN效应与音乐句法加工相关。同时，在严格控制音乐（如控制了音高出现的频率、声学上的谐和性、功能性）情况下，ERAN效应仍体现出听者对音乐句法的加工。即使是在采用真实的音乐作品片段的情况下，违规和弦也能诱发出ERAN效应。

5.2.1.2 ERAN的特征

作为与违规音乐句法的加工相关的脑电成分，与语言句法的ELAN相似，ERAN出现在右前侧（Koelsch et al., 2000; Koelsch & Jentschke, 2008; Koelsch et al., 2007; Koelsch & Sammler, 2008; Müller, Höfel, Brattico, & Jacobsen, 2010）。然而，ERAN的右侧性似乎与该效应的强度相关：1） ERAN右侧性受制于被试数量，当被试数量少于10个（Leino et al., 2007）或20个（Loui, Grent-'t-Jong, Torpey, & Woldorff, 2005）时，右侧性并不出现；2） ERAN右侧性受制于被试性别，与女性相比，男性被试的ERAN右侧性更强（Koelsch et al., 2003）。此外，Koelsch（2012）认为，ERAN效应的右侧性还受到违规和弦的突出性和被试注意等因素的影响。尽管已有研究在ERAN效应的右侧性方面存在分歧，但是，无论从功能成像研究的结果，还是从ERAN成分的功能意义方面来说，将ERAN作为音乐句法的脑电成分都是合理的（Koelsch, 2012）。

在潜伏期方面，尽管Koelsch等人（2000）发现的ERAN成分出现在刺激后约150—210ms的时间窗口，但是，纵观已有研究，Koelsch（2012）认为，ERAN成分有时还出现在170—220ms的时间窗口。当然，ERAN成分的潜伏期还受制于刺激呈现的特征。如果刺激是重复出现的，那么，其潜伏期较短（如, Koelsch et al., 2000; Koelsch & Jentschke, 2008; Koelsch et al., 2007）；如果刺激不是重复出现的，其潜伏期较长，比如，Koelsch和Mulder（2002）报告的ERAN潜伏期约在250ms；Steinbeis等人（2006）与James、Britz、Vuilleumier、Hauert和Michel（2008）发现的ERAN潜伏期约在230ms；Patel、Gibson、Ratner、Besson和Holcomb（1998）研究中的类似ERAN的脑电潜伏期约在350ms。同时，具有较长潜伏期的ERAN通常分布在中央颞区，而不是额叶（Koelsch, 2012）。值得一提的是，Koelsch等人（2008）使用非重复的刺激，但是，ERAN潜伏期却出现在158—180ms之间，且效应最大的电极点分布在额叶。可见，ERAN成分较为复杂，其潜伏期和头皮分布的一致性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加以验证。

与P3成分不同，无论是在任务相关，还是任务无关的情况下，音乐句法加工都能诱发ERAN效应。在任务相关条件下，ERAN较容易与N2b重叠（Koelsch et al., 2000），由此可能导致二者辨别的困难。的确，在关于检测和决策的加工方面，ERAN和N2b有些相似，但是，在头皮分布方面，N2b主要分布在中央区域，同时，在鼻尖或平均参考情况下，乳突电极点的极性不能转化（Näätänen, 1990; Näätänen & Gaillard, 1983）。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可以采用因素分析方法区分ERAN和N2b（Koelsch, 2012）。在任务无关条件下，已有研究主要采用音色检测转移被试的注意，以便确保被试的音乐句法加工是处在音乐聆听状态下（如, Koelsch et al., 2000; Koelsch et al., 2007）。

以上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和声句法角度阐述ERAN效应。是否在旋律句法加工中也能出现ERAN效应呢？

Koelsch和Jentschke（2010）对比了听者对和弦与旋律句法的加工。在该研究中，旋律刺激取自和声刺激的高音声部（见图5.9），其中，A终止在主和弦上，B终止在重属和弦上，C终止在Ⅱ级和弦上。G—J则将和弦或旋律以不同调呈现。G中涉及的违规和弦是重属和弦，而Ⅰ涉及的违规和弦是Ⅱ级和弦。研究者发现，在100—150ms时间窗口（最大波幅在125ms），和弦与旋律句法都诱发出N125效应。但是，和弦句法在160—210ms时间窗口（最大波幅在180ms）又诱发出N180效应，而旋律句法没有出现这个效应。尽管N125和N180都是属于ERAN的子成分，但是，有趣的是，这两个成分不仅存在潜伏期的差异，而且头皮分布也具有不同：前者集中在脑前部，而后者分布在整个头部。与Koelsch和Jentschke的研究结果不同，在Miranda和Ullman（2007）研究中，听者对旋律句法的加工诱发出类似N180效应。这可能是由于Miranda和Ullman的旋律刺激较容易整合到特定调性的和声上下文中。蒋存梅，唐晓晨和韩锺恩（2014）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研究者发现，对于正常被试来说，与和声序列一样，旋律序列也能诱发出ERAN效应，这可能是因为该研究中旋律调性感较强，同时，该研究所发现的失歌症者在旋律序列ERAN的缺失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旋律调性感的强度对ERAN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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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和弦序列与旋律序列诱发的差异波（Koelsch & Jentschke, 2010）

综上所述，尽管音乐句法加工具有复杂性，ERAN成分作为一个早期出现在右前侧的负波，仍能体现出听者对音乐句法的加工。这种效应不依赖于任务相关与否，也不取决于是单旋律还是和弦刺激。如果调性感足够鲜明和突出，听者对单声部音乐句法与多声部句法的加工不存在差异。


5.2.2 音乐结构边界的知觉

研究表明，听者对语言短语边界的知觉诱发一种CPS成分（Steinhauer, Alter, & Friederici, 1999）。众所周知，超音段信息是言语韵律构成之一。按照节律和重音模式，超音段信息涉及F0轮廓和节奏（Koelsch, 2012）。语言结构边界知觉依赖于韵律信息，比如，音高上升或下降导致语调的变化，形成疑问句或陈述句，语调短语边界（intonational phrase boundaries, IPh）由此产生，因此，语调短语边界实质上就是句法边界，从功能上体现出对言语句法的分析；从声学上说，语调短语边界通过边界前音节延长，音高重置和无声段等声学参数来体现（Koelsch, 2012）。在Steinhauer等人（1999）的研究中，研究者以自然言语句子为实验材料探究听者对语调边界的加工。图5.10是两个实验条件诱发的ERP波形：

1）［Peter verspricht Anna zu arbeiten
 ］ IPh1
 ［und das Büro zu putzen
 ］IPh2


Peter promises Anna to work, and to clean the office. 中文：皮特答应安娜工作，并打扫办公室。

2）［Peter verspricht
 ］IPh1
 ［Anna zu entlasten
 ］IPh2
 ［und das Büro zu putzen
 ］IPh3


Peter promises, to support Anna, and to clean the office. 中文：皮特答应，支持安娜，并打扫办公室。

如图5.10所示，在这两个条件下，每个语调短语后都出现CPS成分。CPS分布在双侧中央顶叶区域（bilateral centroparietal），由于言语边界第1个可利用的声学征兆，如边界前音节的延长，就可以诱发这个成分的开始，因而它在停顿出现前就开始了，时程大约为500ms（李卫君 & 杨玉芳, 2007）。后续研究表明，CPS成分实质上不是由言语句法线索所诱发，而是由韵律线索所诱发（Li & Yang, 2009; Steinhauer & Friederici, 2001）。比如，Li和Yang（2009）在一组句子中相同位置设置不同类型韵律边界，研究结果表明，不仅语调短语可以诱发CPS，在韵律层级中处于相对较低位置的音系短语也发现了该成分，同时，尽管无声段不是诱发CPS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会影响它的潜伏期和波幅。Li和Yang（2010）进一步验证，即便是中国唐诗词的韵律边界也能诱发出CPS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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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语调短语诱发的ERP波形（以PZ电极点为例）（Steinhauer et al., 1999）

Pannekamp、Toepel、Alter、Hahne和Friederici（2005）发现，在删除音段信息情况下，哼鸣的句子（即只包含韵律信息）也能诱发CPS成分，该研究暗示，CPS成分体现出对语调短语边界的认知，而不依赖于其他的音素、句法和语义信息。尽管如此，后续研究发现，在对话情境下，如果注意集中在某个词，那么，被强调的这个词就能诱发出CPS成分（Hruska & Alter, 2004）。因此，CPS成分的确体现出听者对短语边界的知觉（Knösche et al., 2005）。

与语言相似，在音乐形式结构的认知中，乐句结构是实现这种认知理解的重要环节。个体对音乐结构的认知理解主要体现为对乐句、乐节和乐汇等结构边界的加工。听者只要把握了音乐结构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就达到了对于音乐乐句结构的认知。

如果CPS成分并不涉及音素和语义信息（Pannekamp et al., 2005），那么，人们有理由预测，音乐结构边界也可能诱发CPS成分。Knösche等人（2005）运用EEG和MEG探究了音乐家对乐句结构边界的加工。如图5.11所示，实验包含两个条件：分句（phrased）和无分句（unphrased）。与分句条件相比，无分句的刺激以音符代替第4小节的休止符，且以一个连线涵盖整个音乐片段。10%的旋律刺激包含调外音符。被试任务是对调外音做出反应。如图5.12所示，EEG结果显示，与无分句条件不同，分句条件在停顿结束后的500—600ms之间诱发出一个正波，最大值分布在中央顶部；MEG结果发现，正波出现的时间窗口更长，约在400—700ms之间。源分析数据表明，这个正波成分可能由边缘系统产生，包括扣带回的前部和后部以及中部颞叶皮层。由于这个正波在波幅和地形图上都与言语语调短语边界诱发的CPS相似，因此，Knösche等人将其称为mCPS（音乐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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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音乐刺激例子（Knösche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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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对有分句和无分句音乐结构加工诱发的ERP波形（Knösche et al., 2005）

由于Knösche等人（2005）的研究仅仅考察音乐家的乐句结构边界加工，Neuhaus、Knösche和Friederici（2006）进一步比较了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对乐句结构边界加工，同时，该研究也探究了边界休止长短和乐句终止程度对边界加工的影响。图5.13是音乐刺激的例子。从图5.13可以看出，该研究不仅包含分句（条件O）与无分句（条件C）的条件，还包含另外两个条件：边界休止长（条件L）和短（条件S）。此外，为了考察乐句终止程度对边界加工的影响，研究者还操纵第3小节最后一个音符，形成全终止和半终止，由此在分句与无分句情况下形成4个条件：分句弱终止、分句强终止、无分句弱终止和无分句强终止。研究结果显示，在ERP和ERF（event-related magnetic fields）实验中，音乐家分别诱发CPS（在休止出现后400—600ms之间）和CPSm（在休止出现后400—700ms之间）成分，而非音乐家在ERP实验中产生了一个较早的前部负波以及在ERF实验中出现不太明显的CPSm。事实上，CPSm的诱发主要依赖于边界的声学信息，体现出自下而上的加工。由此看出，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对乐句结构边界加工的策略存在差异：音乐家以类似语言句法的方式加工乐句结构，而非音乐家根据听觉的连贯性与否进行加工。另外，尽管ERF结果并没有显示乐句终止程度对边界加工的影响，但是，ERP结果表明，对于音乐家来说，全终止诱发的CPS大于半终止结尾的边界；对于非音乐家来说，尽管半终止诱发一个早期负波，但是，全终止的加工在约400ms出现CPS。该研究还发现，尽管停顿对CPS的出现具有影响，但是一个长的停顿并不意味一个波幅更大的CPS。CPS从本质意义上说反映的是高层级短语结构的认知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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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实验刺激例子（Neuhaus et al., 2006）

Nan、Knösche和Friederici（2006）通过对中国和西方音乐的比较研究中德两国音乐家对乐句结构边界的加工。该研究与Neuhaus等人（2006）的研究不同，其被试任务是判断音乐所属的类型。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中国音乐家，还是德国音乐家，他们都能对两国音乐的乐句结构边界诱发mCPS成分，这个成分发生在停顿结束后450—600ms之间，同时，对两国音乐家来说，中国音乐诱发的mCPS波幅更大。这可能由于中国音乐的停顿较长，边界前音符的长度也更长的缘故。该研究暗示，mCPS的出现不受被试的文化背景和音乐类型之间关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Nan、Knösche、Zysset和Friederici（2008）进一步运用fMRI技术对此问题进行探究。结果显示，德国音乐家对中国和西方乐句结构边界的加工激发左侧颞下回的眼眶部和双侧颞平面。前者与音乐信息整合涉及的工作记忆相关，后者的激活都出现在两种音乐类型中。显然，Nan等人（2006）研究中的德国音乐家不熟悉中国音乐，但是，他们也能对中国音乐句结构边界做出反应，这可能体现出音乐训练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Knösche等人（2005）的研究中，非音乐家不能对乐句结构边界诱发出CPS。是否非音乐家对跨文化音乐的结构边界也能做出反应？Nan、Knösche和Friederici（2009）探究了中国和德国非音乐家对中国和西方音乐结构边界的加工。尽管行为结果表明，音乐文化背景影响着非音乐家对音乐类型的判断，但是，脑电研究结果表明，在450—600ms时间窗口，中国和德国非音乐家对乐句结构边界的加工都诱发了CPS。研究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任务的差异引起的。与Neuhaus等人的任务不同，在该研究中，被试的任务是对音乐的类型进行判断，而不是对调外音做出反应。同时，中国音乐仍然诱发了比西方音乐波幅更大的CPS，表明它的波幅主要受到音乐类型的影响。综合已有研究，研究者认为，虽然任务差异并没有对音乐家的乐句边界加工造成影响，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非音乐家的乐句边界加工，由此可见，音乐训练影响着乐句结构边界的加工。此外，与西方音乐相比，中国音乐结构边界诱发了更大的CPS波幅，表明CPS的波幅还与音乐特征有关。

综上所述，无论是音乐家还是非音乐家，在某些任务情况下，听者可以对音乐乐句结构边界进行加工，并在400—600ms的时间窗口中出现CPS成分。尽管该成分受到音乐休止长度的影响，但是，它本质上体现出听者对音乐结构的高级认知。


5.3 影响音乐句法认知的因素

如上所述，已有对音乐句法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存在不一致的结论。宏观上说，这可能缘于音乐句法加工的复杂性。作为高层级的音乐结构认知，音乐句法加工受到听者的注意参与和音乐训练等因素的影响。


5.3.1 注意参与

听者的注意是否影响他们对音乐句法的加工？换句话说，听者对音乐句法加工是否依赖于注意的参与？如果是的话，这表明音乐句法加工体现出听者的意识参与；如果不是的话，这说明音乐句法加工是自发的、无需意识参与的活动。

任务相关与否实质上体现出听者的注意是否参与。在任务无关情况下（即被试玩电子游戏），Koelsch等人（2001）发现，听者对音乐句法加工诱发出ERAN成分。当被试被要求对和弦序列中非钢琴映音色的和弦做出判断时，Koelsch、Schmidt和Kansok（2002b）发现，音乐家与非音乐家被试都能对违规和弦（那波里六和弦）诱发ERAN效应。类似地，在Koelsch等人（2000）的研究中，无论听者的注意是否参与，对违规和弦（那波里六和弦）加工都诱发ERAN波形，且波幅不存在差异（见图5.4）。Koelsch等人（2007）也发现，即便当违规和弦是调内和弦（下属和弦）时，如图5.7所示，听者的注意参与与否也不能影响音乐句法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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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 听者在音强检测任务和阅读理解任务中诱发的ERAN成分（以F4电极点为例）（Loui et al., 2005）

然而，已有研究也表明，在任务无关情况下，ERAN效应的大小受到语言加工的影响。Loui等人（2005）通过两个与和弦句法加工无关任务探究ERAN效应。在第1个任务中，被试被要求判断出音强减弱的和弦，并做出反应；在第2个任务中，被试关注于阅读理解任务，并回答与阅读理解相关问题。图5.14显示被试在两个任务下对和弦句法加工的差异波。如图所示，在150—300ms时间窗口，被试对两种任务加工都诱发出类似ERAN的成分，但是，阅读理解诱发的ERAN效应小于音强检测任务。由于该成分没有体现出右脑加工的单侧性，研究者将其命名为EAN（early anterior negativity）。类似地，在Steinbeis和Koelsch（2008）研究中，研究者让被试聆听音乐，同时，研究者向被试呈现句子。这些句子或是正确的句子（句法和语义都是正确的），或是句法违规的句子，或是语义违规的句子。听者对音乐句法违规诱发的ERAN效应大小受到语言句法违规的影响：与正确语言句法条件相比，句法违规条件诱发的ERAN效应较小，但是，在语义违规条件下，ERAN效应没有受到语言的影响。Maidhof和Koelsch（2011）验证了言语刺激对ERAN效应的影响。在该研究中，音乐片段或单独呈现，或与言语刺激同时呈现。被试任务是对偏离音色进行判断。研究结果表明，与音乐片段单独呈现相比，在与言语刺激同时呈现的情况下，听者对音乐句法加工诱发的ERAN效应更小。

综上所述，无论在任务相关还是不相关条件下，音乐句法加工的ERAN效应都存在。即便在任务无关情况下，与注意集中在语言刺激的情况相比，如果听者的注意集中在音乐刺激（比如音强检测或音色判断）上，那么，其诱发的ERAN效应更大。


5.3.2 音乐训练

从常理说，受过音乐训练的人具有比常人更强的音乐能力。相应地，他们可能也具备较好的音乐句法加工能力。音乐训练是否影响个体对和弦结构的加工？行为研究似乎得出不一致的结果：1）与普通人相比，音乐家可能对和弦结构的加工更为快速，比如，在75ms的SOA条件下，音乐家和普通人对以正格和变格终止和弦结构的加工存在差异（Bigand, Poulin, Tillmann, Madurell, & D'Adamo, 2003），但在1000ms的SOA条件下，音乐训练效应并不存在（Bigand, Madurell, Tillmann, & Pineau, 1999）；2）语义影响着音乐家与普通人对和弦的加工，比如，当和弦被赋予法语音节时，Bigand、Tillmann、Poulin、D'Adamo和Madurell（2001）没有发现音乐训练的效应。但是，当被赋予的法语音节可以构成完整语义时，音乐家与普通人对和弦的加工存在差异（Poulin-Charronnat, Bigand, Madurell, & Peereman, 2005）。

近年脑电研究似乎验证了音乐训练对句法加工的影响效应。Koelsch等人（2002b）以那波里和弦为违规和弦，将其分别置于和弦序列中第3个和第5个和弦（句尾）位置，探究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对和弦句法的加工。如图5.15所示，尽管第5个位置诱发的ERAN效应大于第3个位置，且二者的潜伏期也存在差异，两组被试都对第3个（200—250ms时间窗口）和第5个（150—200ms时间窗口）位置的那波里和弦诱发出了ERAN效应。但是，与非音乐家相比，音乐家诱发的ERAN效应更大。类似地，Koelsch等人（2007）也发现，即便将违规和弦换成Ⅱ级和弦或重属和弦，业余音乐家对和弦句法诱发的ERAN效应也大于非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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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对和弦句法加工诱发的差异波（Koelsch et al., 2002b）

Koelsch和Sammler（2008）在控制了音高出现概率和不协和感的前提下，运用重属和弦作为违规和弦，探究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对和弦句法的加工。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音乐家诱发的ERAN效应大于非音乐家。后续研究进一步发现，对于业余音乐家来说，相对于主和弦，他们对Ⅱ级和弦加工诱发的ERAN效应也大于非音乐家（Koelsch & Jentschke, 2008）；即便对于音乐学学生来说，他们对违规和弦加工诱发的ERAN效应大于非音乐家（Müller et al., 2010）。

有趣的是，在Koelsch和Jentschke（2008）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短期的音乐经验影响着ERAN的波幅。在持续2小时的实验中，ERAN波幅逐渐减少。尽管如此，在实验的最后阶段，ERAN效应仍然存在。该研究表明，人类最基本的音乐句法加工能力不受音乐经验的影响。这似乎也可以解释Carrión和Bly（2008）的研究结果，即便在训练阶段，ERAN波幅的大小也不会增加。

人类具备基本的音乐句法加工能力，这似乎也可以从儿童发展角度找到依据。研究已经发现，2岁半幼儿对那波里和弦的加工诱发出ERAN成分，尽管该成分的波幅较小，但是，该研究表明，幼儿对音乐句法加工可能出现在这个时期（Koelsch, 2012）。5岁幼儿诱发的ERAN成分较为清晰，但与成人相比，潜伏期较长，约在230—240ms之间（Jentschke et al., 2008）。事实上，在9岁时，音乐训练影响儿童对音乐句法的加工。Jentschke（2007）发现，无论受过或没有受过音乐训练的儿童都出现ERAN效应，但是，受过训练儿童的ERAN效应大于未受过训练的儿童。同时，该研究发现儿童的ERAN潜伏期（约在200ms）仍比成人更长。可见，ERAN的潜伏期与儿童年龄的增大有关。Jentschke和Koelsch（2009）还发现，11岁儿童的ERAN潜伏期在180ms。该研究还进一步验证了音乐训练对儿童音乐句法加工的影响。

综上所述，音乐句法加工不仅包含个体对音乐句法规则的加工，还包含他们对音乐乐句结构边界的知觉。从本质意义上说，调性音乐结构边界主要依赖于音乐音高事件组织的规则，休止或长音符等只能算是音乐乐句边界知觉的辅助手段。可以说，听者对乐句结构边界的判断要以音乐句法规则的加工为前提。如上所述，如果个体在5岁时就能诱发一个清晰的ERAN成分（Jentschke et al., 2008），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测，人类在幼儿早期可能就具备基本的音乐结构边界知觉能力，同时，音乐训练也相应地能对个体结构边界的知觉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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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物学角度来说，音乐似乎不会给人类带来生存的价值（Pinker, 1997, 2007）。然而在当今社会，音乐无处不在，很难想象没有音乐的生活。聆听音乐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音乐可以为人类提供精神食粮。这也是所有艺术的主要功能。

然而，作为一门听觉艺术，音乐与文学绘画等艺术又存在差异。由于音乐不能提供类似语言的语义信息或类似绘画的直观视觉形象，音乐被认为是纯粹抽象的艺术。尽管以汉斯立克为首的自律论否定音乐的内容（Hanslick, 1854/1954），但是音乐与人类情绪的确存在密切的联系。具体来说，音乐与人类的情感形式——增强与减弱、流动与休止、冲突与解决以及加速、抑制、极度兴奋、平缓和微妙的激发、梦的消失等形式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Langer, 1953）。音乐能细腻地刻画出人类情绪的微妙变化，这是其他艺术所无法企及的，这也是人们喜欢聆听音乐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音乐可以表达情绪，人们可以从音乐中听出隐含的情绪内容；另一方面，音乐也可以影响或调节人类的情绪，人们从中体验音乐的情绪。可见，对音乐与情绪的关系的探究不仅有助于深化音乐情绪加工的本质，而且也可以促进音乐在政治、商业、文化，乃至健康医疗等方面的应用。

早在3千多年前，哲学家就开始谈论音乐与情绪关系的问题，但是，心理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通过实证手段探究音乐与情绪的问题（Downey, 1897; Gilman, 1892; Weld, 1912）。直到20世纪90年代，音乐与情绪的实证研究才取得突破性的发展（Juslin & Sloboda, 2013）。本章将围绕音乐情绪（musical emotion）进行论述。考虑到音乐紧张度对音乐情绪加工的直接影响，本章在论述音乐情绪加工之前，先阐述音乐紧张度的加工。本章将探究如下问题：人类是如何加工音乐紧张度的？音乐情绪如何被知觉？音乐是如何诱发人类的情绪的？具有不同音乐文化背景的听者，其音乐情绪加工是否具有差异？音乐审美体验的神经机制是什么？

国内音乐界的相关研究很少涉及音乐情绪，更多谈论音乐情感。为了确保术语指向的一致性，本章有必要对音乐情绪领域的一些重要术语进行界定。按照Juslin和Sloboda（2013）的观点，情感（affect）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涉及效价（正性的或负性的），还包括状态（比如，情绪、心情或偏好）；其次，情绪（emotion）指的是短暂的，但强烈的情感反应，它包括客观感受（心情）、生理唤起、表达、行为倾向以及同步调节，且针对特定的对象，可持续几分钟到几小时；第三，心情（mood）指的是强度低于情绪的情感状态，它并不针对清晰的对象，持续时间长达多个小时到几天，心情在表达和生理方面不具有同步反应；第四，感情（feeling）指的是情绪或心情的主观体验，它主要通过自我言语呈报进行测量；第五，偏好（preference）涉及对物或人的情感评价，它持续较长时期，且强度较低；最后，人格特质（personality trait）指的是低强度的、相对稳定的情感特质，它经常体现为环境影响下的特定行为。值得说明的是，就情感而言，人在任何时候都处于某种情感状态，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当事人并不觉察到这种情感（Barrett, Mesquita, Ochsner, & Gross, 2007; Davidson, 1994b; Izard, 2009），但是，当这种情感强度较强，并涉及某个突出的事件/刺激时，我们便称之为情绪，反之，当它强度较弱，且发生的原因并不很明显时，我们称之为心情或核心情感（Russell, 2003）。可见，音乐情绪必然是短暂的、具有一定强度的且出现在音乐事件发生期间或之后的自发反应（Juslin & Sloboda, 2013）。


6.1 音乐紧张感的加工

6.1.1 音乐紧张感模型

一般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正在欣赏一部电影时，其中的故事情节一环扣一环，这时的你虽然正在观看，但是，内心必然也在安排着即将发生的故事，即预期某个情节即将发生。这种心理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为期待。当一个人在聆听音乐时，这种心理现象也会发生，这就是音乐的期待。

作为一门时间的艺术，音乐随着时间而展开，听者对它的体验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体现出连续性和动态性。简言之，一旦音乐开始，听者的音乐预期也随之出现，预期是否得到实现，直接导致音乐紧张感（musical tension）的变化。当音乐的进行不符合听者的预期时，一种紧张感随之产生；随着音乐的进行逐渐满足听者的预期，听者的紧张感也得到相应缓解。正如Hindemith所说，“音乐无他，张弛而已”（引自张前，2002）。“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不仅是音乐创作和表演的原则（蒋存梅，2007），也是音乐聆听中期待和紧张感变化的逻辑。事实上，音乐期待纯粹针对音乐结构上的变化，随着音乐结构的变化而变化（Narmour, 1991; Patel, 2003）。音乐是否满足听众的预期，由此会引发相应的情绪（Huron, 2006; Meyer, 1956）。由音乐期待引发的紧张感并不意味着必定是负性的情绪，类似地，放松也并不总是正面的情绪（Juslin & Västfjäll, 2008）。音乐紧张感既是音乐情绪产生的前提，也是引发音乐内在意义的前提。

与音乐情绪研究相似，音乐紧张感研究除了可以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外，大多数研究采用连续的自我报告方法。“连续”包含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指时间层面，即听者在音乐聆听过程中紧张度的变化；第二种含义指听者在连续的评定界面上记录自身音乐体验中的紧张度（Schubert, 2010）。目前国际各实验室主要采用连续反应数码界面（Continuous Response Digital Interface, CRDI）收集音乐紧张感研究的数据（Geringer, Madsen, & Gregory, 2004; Gregory, 1989）。CRDI由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音乐学院研发，主要通过一个刻度盘记录被试在聆听音乐时的紧张感，这些刻度盘记录的数值通过电脑储存，供后续分析使用。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CRDI已被许多研究者所使用，这些研究验证了CRDI测量的信度（Gregory, 1995; Madsen, 1997; Madsen & Coggiola, 2001; Madsen & Fredrickson, 1993）。

按照Lerdahl和Krumhansl（2007）的观点，由调性功能引发的音乐紧张感可以表述为稳定与不稳定，或谐和与不谐和。其中，由谐和与不谐和引起的音乐紧张感属于心理声学中感觉层面的特性，而稳定与不稳定引起的音乐紧张感已经超出心理声学范畴，属于认知层面的特性。除此之外，调性旋律（单音）的倾向性也能引发音乐紧张感。不论是和弦序列还是旋律片段，根据调性音乐生成理论（Lerdahl & Jackendoff, 1983）以及句法生成模型（Lerdahl, 1988），音乐紧张度可以得到计算。以图6.1为例，这个音乐片段是F大调。从调性层级关系中可以看出，最后一个和弦的值是由它与第1个和弦的距离所决定，由于二者是同一个和弦，因此值为0；属和弦的数值与最后和弦相关，主和弦与属和弦调性距离值是5（Lerdahl, 1988），因此，图6.1标注的紧张度也是5；下属和弦与属和弦相关，下属和弦与属和弦调性距离值是8（Lerdahl, 1988）。但是，由于属和弦同时与最后和弦（主和弦）相关，因此，下属和弦的数值应累加属和弦已有数值，这样，下属和弦的紧张度应为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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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通过调性层级关系计算出的紧张度（Lerdahl, 1988）

Lerdahl和Krumhansl（2007）验证了调性紧张感理论（Lerdahl, 2001），提出调性紧张感模型的4个组成成分：事件的层级结构表征、音高距离模型、表层（心理声学上的）紧张感模型以及旋律音倾向模型。这4个组成成分都是调性紧张度量化理论所必需的。在聆听音乐时，这些组成因素共同作用，预示着听者音乐紧张感的变化。Lerdahl和Krumhansl以J.S. Bach的赞美诗——《基督，我的生命》（BWV95）为例（见图6.2），记录听者在音乐聆听中的紧张度，并进一步分析预期数值与实验数值的拟合度。如图6.2所示，A）和B）分别是赞美诗的第1—2乐句和第3—4乐句。其中，高音和低音谱表之间的3行数值分别代表以表层紧张度规则、层级紧张度规则以及旋律倾向算法得出的各个音符紧张度。从图6.3可以看出，听者对这4个乐句的紧张度评定与预期的紧张度几乎吻合。该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调性紧张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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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J.S. Bach的赞美诗的紧张度分析（Lerdahl & Krumhans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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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J.S. Bach的赞美诗紧张度评定数值和预期数值（Lerdahl & Krumhansl, 2007）


6.1.2 音乐紧张感加工的影响因素

作为声音的艺术，音乐不仅能向听者呈现音乐自身的音高节奏组合，而且还能展示这些结构组合所伴随的表情变化，如音色、力度、速度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因素影响着听者在音乐聆听中紧张度的变化。换句话说，听者在聆听音乐时产生的紧张感是所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与其他声音艺术相比，调性音乐的功能性是音乐艺术独有的现象，它决定着旋律与和弦的组合规则，因此在调性音乐的感知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听者音乐紧张感的变化。纵观近年研究，尽管心理声学层面的影响效应仍然还在讨论之中，但是研究者更为重视音乐认知因素对紧张感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音乐紧张感不仅缘于声学线索，如，节奏、速度、音色、力度和织体密度等（Balkwill & Thompson, 1999; Behrens & Green, 1993; Gabrielsson & Juslin, 1996; Gerardi & Gerken, 1995），还受到旋律与和弦功能进行的影响（Lerdahl & Krumhansl, 2007）。

对于音乐作品来说，和弦的谐和性、和声的进行、旋律音的倾向以及节奏与节拍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听者的紧张感。Bigand、Parncutt和Lerdahl（1996）通过短小的和声序列（由3个和弦组成）分别考察调性层级、感觉谐和性、旋律音倾向以及音乐训练等4个变量对音乐紧张感知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和弦在调功能中的重要性越大，则紧张感越弱，比如，主和弦引起的紧张度最小，然后依次是属和弦、下属和弦、其他调内和弦，最后是调性和弦；小和弦的紧张度大于大和弦；七和弦的紧张度也大于三和弦；旋律音的距离越大，紧张度也越大。该研究表明，紧张度判断与多种认知和心理声学因素相关，但是这些因素的影响效应取决于听者的音乐训练背景。在该研究中，听者对调性不同层级中和弦的加工差异可能缘于听者内隐的和声稳定性知识（Tillmann, Janata, Birk, & Bharucha, 2008）。在和弦启动效应研究中，Tillmann等人（2008）发现，主和弦促进效应最大，下属和弦显示出最强的抑制效应，而属和弦既没有显示出促进效应，也没有显示出抑制效应。以上研究证实了与其他和弦相比，主和弦诱发的紧张感最小。

Bigand和Parncutt（1999）进一步以长和弦序列为实验材料，验证调性层级模型（Lerdahl, 1988; Lerdahl & Jackendoff, 1983）和心理声学理论（Parncutt, 1989）。他们以Chopin的《E大调前奏曲》的音乐片段为实验材料（见图6.4），试图论证局部和总体结构对音乐紧张感的影响。从图6.5可以看出，总体和声结构对紧张度影响较少，相反，局部结构特征（如终止）决定音乐紧张度。由于Lerdahl和Jackendoff（1983）的层级模型关注终止式效应（局部特征），因此，该研究结果与这个模型较为吻合。即便听者对乐曲的总体结构特征并不敏感，但是他们对局部特征的听觉反应与层级模型较为吻合。该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即便是在长的音乐片段中，听者的紧张感判断仍依赖于结构内小的音乐组合所提供的信息。此外，该研究并没有发现受过音乐训练的音乐家在层级加工方面优于未受过音乐训练的普通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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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Chopin的《E大调前奏曲》的片段（Bigand & Parncutt,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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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音乐家和非音乐家对Chopin的《E大调前奏曲》的紧张度评定的平均值（Bigand & Parncutt, 1999）

为了进一步探讨旋律、和弦、力度和速度等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听者的音乐紧张感，Lehne、Rohrmeier、Gollmann和Koelsch（2013）以Mendelssohn的《威尼斯船歌》（作品30之6）的前24小节和Mozart的《钢琴奏鸣曲》（KV280）第2乐章为刺激原型，据此产生5种变型：1）以平均速度演奏；2）以恒定速度、没有任何偏离；3）仅包含骨干和弦（没有调外音）、速度恒定，无偏离；4）包含最高和最低声部、速度恒定，无偏离；5）仅包含旋律声部、速度恒定，无偏离。研究结果表明，速度和力度等表情因素对音乐紧张感的影响不大，这个结论与Krumhansl（1996）的结论一致。尽管如此，这些表情因素可以加强听者的音乐感知。然而，Lehne等人发现，听者的音乐紧张感更多受制于音乐的旋律与和声等因素。与刺激原型相比，包含最高和最低声部的变型所呈现的紧张感模式与原型具有高相关，这意味着听者在加工音乐时，即便缺乏一些音乐信息，他们仍然可以对音乐进行加工。该研究还暗示，听者对音乐的加工依赖于乐句结构、局部和声倾向以及乐曲总体的句法结构。

在行为研究的基础上，Lehne、Rohrmeier和Koelsch（2014）进一步探究音乐紧张感的神经基础。研究表明，当紧张度增加时，左侧眶额皮层的激活增强，同时，与紧张度缓解相比，紧张度增加时，右侧杏仁核表层的激活也得到增强。ERP研究结果也显示，由调性和声终止的违规产生紧张感，并引发右侧前额叶的ERAN和N5成分（Steinbeis & Koelsch, 2008）。

音乐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听者的文化背景影响他们对音乐情绪的加工（Gregory & Varney, 1996）。然而，Balkwill、Thompson和Matsunaga（2004）发现，听者可以对陌生文化的音乐进行情绪加工，这些加工依赖于音乐的声学线索，如速度和响度。基于已有研究结果的差异，Wong、Roy和Margulis（2009）选取了3组人群（具有印度和西方音乐背景的听者、仅有印度音乐背景的听者以及仅有西方音乐背景的听者）为被试，让他们聆听印度和西方音乐，并评定音乐的紧张度。研究结果表明，仅有印度音乐背景的听者觉得西方音乐更具有紧张感，类似地，仅有西方音乐背景的听者认为印度音乐的紧张度更强，但是，具有印度和西方音乐背景的听者对印度和西方音乐的紧张感评定不具有差异。该研究暗示，听者对音乐紧张感的加工依赖于他们各自的音乐文化背景。换句话说，已有的音乐聆听经验将影响听者的紧张感。音乐的声学线索（Balkwill et al., 2004）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音乐情绪加工，将在本章的跨音乐文化部分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6.2 音乐情绪的知觉和体验

从音乐角度来说，音乐能够表达和诱发情绪，相应地，从听者角度来说，听者能够知觉和体验到音乐表达和诱发的情绪。音乐表达的情绪（expressed/conveyed emotion）与听者知觉到的情绪（emotion perception/perceived emotion）相对应；音乐诱发的情绪（induced/evoked emotion）与听者体验到的情绪（emotion experience/felt emotion）相对应（Schubert, 2013）。

音乐情绪知觉和体验是音乐情绪研究中两种核心的加工类型。音乐情绪知觉实质上指的是听者对音乐隐含情绪的识别和觉察，这种情绪知觉无需以听者自身感受到这种情绪为前提（Juslin & Sloboda, 2013）。比如，一个人可以判断出这幅画画的是一个愤怒的女人，但是他/她自身可能不会感到愤怒。音乐也是如此。听者可以听出音乐隐含一种悲伤的情绪，但是听者自身也许并不感到悲伤。

反过来说，音乐情绪体验指的是音乐唤起听者的某一情绪（Juslin & Sloboda, 2013）。一个人可以深深地被音乐所感动，沉浸在音乐诱发的情绪中，但他/她也许无法明确判断音乐所表达的情绪。可见，就音乐情绪而言，知觉与体验并不一定要以对方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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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音乐哲学界，学者围绕音乐情绪知觉与体验进行讨论。以Kivy（1990）为首的认知主义者（cognitivist）认为，音乐能表达情绪，但是不能诱发情绪，音乐表达情绪通过模仿人类表达性行为来实现。相反，情绪主义者（emotivist）认为，音乐能够诱发听者的情绪（Peretz, 2010）。认知主义者与情绪主义者的争论已经持续很久。这两种观点似乎暗示着音乐情绪知觉和体验可能属于不同的加工通道（Juslin & Sloboda, 2013; Peretz,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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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音乐聆听中，知觉和体验有时难以绝对分离。Koelsch（2014）认为，听者知觉到的情绪至少有一半来源于音乐情绪的感染。


6.2.1 音乐情绪知觉

音乐情绪知觉本质上涉及两个问题：音乐是否可以表达/表现情绪？听者是否可以从音乐中识别到音乐的情绪？通俗说，第一个问题就是音乐是否具有情绪意义？如果有的话，这种情绪意义是否能够被听者识别？众所周知，作为有意识活动的产物，音乐体现出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在他律论者看来，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实质上就是情绪，即作曲家通过音乐传递某种或某些情绪（引自张前，2002）。作为社会的一员，作曲家对情绪的表达必然要借助音乐语言加以显现。从某种程度说，作曲家的音乐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它难以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且也无法超出人类社会理解的共识。因此，就交流本质而言，作曲家赋予在音乐作品的情绪内容必然能被听者所理解和把握。

早在1936年，Hevner就探究了音乐要素的表现性。研究者分别探讨了4种旋律类型：大/小调式、升/降进行、简单/复杂和声以及稳固/流动节奏。被试将聆听到的音乐与合适的形容词进行配对。研究表明大调式旋律与快乐、愉悦相关；小调式表现悲伤、伤感或梦幻；稳固的节奏象征力量和庄严；流动节奏代表快乐、梦想和柔软；复杂和声意味着兴奋和充沛，而简单的和声表现快乐、平静和抒情的情绪。

Juslin和Laukka（2004）对141名被试进行问卷调查，考察他们对音乐表达内容的判断、音乐情绪知觉和诱发。研究结果表明，100%的被试认为音乐能表达情绪；89%的被试认为音乐能体现出生理的紧张；88%的被试认为音乐体现出物理层面的内容；82%的被试认为音乐是美的；80%的被试认为音乐能表现出声音的样式；77%的被试认为音乐能表现某事件或物体。类似地，Lindström、Juslin、Bresin和Williamon（2003）通过对135名音乐学院学生的调查发现，76%的音乐学生认为音乐能表现情绪或感情，反映出人类的交流。可见，音乐的确能够表现情绪。

研究进一步发现，听者不仅可以把握作曲家隐含在音乐作品中的情绪，而且可以识别出音乐表演者传递的情绪。具体来说，Thompson和Robitaille（1992）探究了作曲家是否能够通过乐谱的音高、力度和音长等信息传递音乐的情绪。这些情绪包括欢乐、悲伤、激动、迟钝、愤怒和平静等。5位作曲家创作短小的旋律表达这些情绪，旋律由电脑合成器严格按照谱面标记弹奏。14名听者判断这些旋律隐含的情绪类型。研究者发现，听者都可以从音乐中识别作曲家有意识表达的情绪类型。该研究暗示，作曲家可以通过音乐表达一些情绪类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作曲家创作后留下的是乐谱，乐谱属于书面文本，而听者聆听的是由表演者演奏/演唱的音乐，它属于音响文本，因此，需要表演者的二度创造。在将乐谱转化为音响版本过程中，表演者必然需要充实或具体化音乐的许多表情，如力度、速度、音色等。听者是否可以把握表演者隐含在音响中的音乐情绪？Gabrielsson和Juslin（1996）考察了表演者和听者在音乐情绪表达与理解之间的一致性问题。9名表演者通过小提琴、电吉他、长笛和歌喉表演短小的旋律，表现或传递特定的情绪。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表演者对音乐情绪的呈现或表达具有一致性，听者可以知觉到表演音响中隐含的情绪，同时，对于听者来说，基本音乐情绪（如，快乐、悲伤和愤怒等）比其他情绪（如，温柔、严肃等）更容易把握。Juslin和Laukka（2003）聚焦41个音乐表演研究，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元分析，研究者发现，专业音乐表演者的确可以向听者传递5种基本音乐情绪：快乐/高兴（happiness/joy）、悲伤（sadness）、愤怒（anger）、恐惧（fear）和温柔（tenderness）。尽管听者可以判断表演音响中隐含的基本音乐情绪类型，但是，对于某一情绪类型内在的微妙变化，听者的知觉仍存在差异（Juslin, 1997a）。

可见，无论从作曲家，还是表演者的角度来看，音乐的确可以表达情绪，且这些情绪可以被听者所觉察和识别。问题是，为什么听者可以知觉音乐的情绪？这是否缘于人类情绪知觉的共性？Juslin和Sloboda（2013）围绕Kreutz（2000）、Lindström等人（2003）以及Juslin和Laukka（2004）三个研究为中心，对这些研究涉及的接受过和未接受过音乐训练听者的音乐情绪判断进行分析，如表6.1所示，尽管各个研究包含的情绪种类并不完全相同，但对于这些被试来说，居于前10位的音乐情绪都包括5种基本情绪（Plutchik, 1994）：快乐、悲伤、愤怒、恐惧与温柔/爱（love）。评定数值排列越前，则表明越容易被识别。研究结果还发现，被试在3个研究中对音乐情绪判断的趋势都是相似的。可见，不论是受过音乐训练的学生，还是没有受过音乐训练的普通人，他们对音乐情绪的知觉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对于快乐和悲伤两种情绪类型的知觉。类似地，Gabrielsson和Juslin（2003a）综述了已有研究发现，听者对一些基本音乐情绪（basic emotions）的知觉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比如，快乐、悲伤、愤怒、温柔以及涉及唤起的（aroused）情绪维度，但是，听者对音乐情绪知觉也存在分歧，其中较大分歧主要出现在对复杂的情绪（complex emotions）类型及其他心理状态的判断上。

表6.1 三个研究中被试对音乐表达情绪的评定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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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只列出每个研究中前10位的情绪类型（Juslin & Sloboda, 2013）。


6.2.2 音乐情绪体验

如上所述，在音乐能否够诱发情绪的问题上，认知主义者（Kivy, 1990）与情绪主义者（Peretz, 2010）持不同的观点，这种争论主要是因为知觉到的情绪与体验到的情绪难以区分，也就是说，对于听者来说，他们难以判断哪些情绪是知觉到的，哪些情绪是自身体验到的。的确，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不论研究者，还是听者，他们都难以区别二者的差异（Gabrielsson, 2002; Meyer, 1956）。这也是认知主义者坚持音乐情绪难以诱发的原因（Kivy, 1990）。

为了厘清音乐情绪知觉与体验的区别，许多研究者对此进行探究，研究结果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音乐情绪的知觉和体验具有相似性，另一种是听者知觉到的情绪与体验到的情绪是不同的。研究表明，听者对音乐情绪的知觉与体验是一致的。比如，Hunter, Schellenberg和Schimmack（2010）通过操纵音乐的速度和调式，考察听者对30首快乐与悲伤情绪的知觉和体验评定是否具有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听者对音乐情绪的知觉与体验存在高度相关，也就是说，快速和大调的音乐被知觉和体验为快乐的情绪，而慢速和小调的音乐知觉和体验为悲伤的音乐。尽管Evans和Schubert（2008）也发现音乐情绪知觉和体验的相关，但这种相关不具有普遍性。类似地，Kallinen和Ravaja（2006）也针对音乐情绪的知觉和体验问题进行了探究。32名被试对12首音乐的情绪以及自身的情绪体验进行评定。结果发现，尽管听者知觉到的音乐情绪与音乐诱发的情绪存在相似性，但是，听者对愉悦情绪的体验强度强于知觉的强度；在情绪唤起（arousal）和激活（activation）维度方面，听者的体验弱于知觉强度，同时，被知觉成负性情绪的恐惧音乐，听者对其的体验可能是正面的。

另一方面，听者知觉到的情绪与感觉到的情绪还是存在差异的。Zentner、Meylan和Scherer（2000）发现，对于正性音乐情绪来说，听者不仅可以知觉，还可以体验到这些情绪，但是对于负性音乐情绪来说，听者的知觉多于体验。为了进一步厘清听者对音乐知觉和体验的情绪类型，Zentner, Grandjean和Scherer（2008）开展了4个实验用以探究音乐对情绪的诱发。研究结果显示，听者对音乐情绪的知觉与体验是完全不同的。一些情绪词更多被用于知觉，而不是体验（如，平静），而另外一些词则更多被用于体验，而不是知觉（如，愤怒），因此，音乐知觉与体验的情绪类型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此外，与音乐情绪知觉不同，当听者在聆听音乐时，音乐可以诱发听者的一些生理反应，比如，心跳和皮肤电传导（Krumhansl, 1997）、心肺变化（Nyklícek, Thayer, & Van Doornen, 1997）等。

那么，就音乐情绪诱发而言，音乐究竟可以诱发听者的哪些情绪呢？

在大量研究基础上，Juslin和Sloboda（2013）认为，音乐能够诱发听者如下情绪：

首先，音乐倾向于诱发听者正性和积极的情绪。无论是音乐还是非音乐声音事件，它们都更多地诱发了与平静、快乐相关的情绪，比如快乐—兴高采烈、怀旧—向往等，而较少诱发听者羞耻—罪恶、讨厌—引诱等负性情绪（Juslin, Liljeström, Västfjäll, Barradas, & Silva, 2008）。Sloboda、O'Neill和Ivaldi（2001）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尽管随着音乐的展开，情绪不断发生变化，但是87%的音乐情绪都具有积极正面的效果，比如，快乐、安全和放松。此外，音乐对人的负性情绪具有改善作用，主要体现在临床治疗上：比如，音乐具有可以唤起对过去事件回忆的作用（Thaut & Wheeler, 2010）。这是因为，当病人处于负性情绪时，他们可能选择与他们情绪匹配的音乐，以此进一步“深化”他们的情绪，并使他们自身感到并不是“孤独的”（Woody & Burns, 2001）。

其次，音乐既能诱发听者的基本情绪，也能诱发听者的复杂情绪，比如快乐、平静、怀旧、爱、悲伤、兴趣、希望、愉悦、奇怪、激动以及向往等（Huron, 2006; Juslin & Laukka, 2004; Juslin, Liljeström, Laukka, Västfjäll, & Lundqvist, 2011; Wells & Hakanen, 1991; Zentner et al., 2008）。此外，还有研究专门探究音乐的一种情感类型：寒栗（chills）、震颤（thrills）或战栗（frisson）（Goldstein, 1980; Huron, 2006; Panksepp, 1995）。比如，寒栗是出现在音乐的“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s），这种极端或强烈体验与日常音乐聆听体验存在本质的区别（Sloboda, 2010）。

可见，通过合适的实验方法，听者可以区别隐含在音乐中的情绪与由音乐诱发的情绪的差异。对于听者来说，音乐不仅可以诱发简单的基本情绪，还可以诱发复杂的情绪。值得补充的是，尽管音乐的结构运动方式与人类情绪变化存在相似性，但是二者毕竟是不同质的，音乐可能无法表现人类情绪的所有类型。这必然使得人类知觉和体验到的音乐情绪类型受到一定的限制。


6.3 音乐情绪知觉和体验的机制

6.3.1 音乐情绪知觉的机制

首先，音乐表达情绪通过模仿人类表达性的行为来实现（Kivy, 1990）。的确，不同听者对音乐情绪知觉的共性主要源于音乐音响形态特性。比如，音乐情绪与音乐形态特征存在相关（Juslin & Sloboda, 2013）：快乐的情绪总是与大调式、高音区、快速、简单与协和的和声、平滑和流畅的节奏等音乐特点相关，同时，此类音乐还具有速度可变性较小、音高变化多、音区宽广、音高上行等特点；在表现悲伤时，音乐通常是低音区、音区较窄、音高下行、慢速度、小调、不协和、音程距离较小；愤怒的情绪总是与快速、速度可变性较小、小调式、无调性、不协和、高音、音高可变性居中、音高上行、大七度和增四度、复杂节奏、节奏突变等音乐形态相关；表现恐惧的音乐通常是快速的、速度可变性大、小调、不协和、高音、音高上行、音区较宽、音高对比度较大、节奏不平稳等。脑电研究也验证了音乐要素对听者音乐情绪加工的影响。比如，Goydke、Altenmüller、Möller和Münte（2004）的研究发现，听者可以对音高和音色变化引起的情绪（快乐和悲伤）进行加工，并诱发出MMN成分。

可见，每一种情绪类型与多种音乐要素相关。对于单一音乐要素来说，其特定样式可能与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类型相关，比如音高上行，它不仅隶属于快乐的情绪类型，也属于愤怒的情绪类型，因此，尽管每一音乐要素对形成情绪的作用并不一样（Juslin, 1997b; Scherer & Oshinsky, 1977），但对音乐作品来说，音乐各要素并不是单独对音乐情绪产生作用，不同的音乐要素共同发挥作用，从而形成某一音乐情绪。比如：音高与节奏在听者知觉快乐、悲伤和恐怖情绪中的交互作用（Schellenberg, Krysciak, & Campbell, 2000）；调性与节奏（Lindström, 2006）以及调式、速度和织体在音乐情绪中的交互作用（Webster & Weir, 2005）。值得一提的是，Juslin和Lindström（2010）通过合成操纵8种音乐要素：音高、调式、旋律进行、节奏、速度、声音水平（sound level）、发声法（articulation）和音色，以此探究音乐要素的交互作用。在这个研究中，需要受过音乐训练的被试判断384首乐曲的情绪等级。研究者进而对音乐特征与被试的评定等级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但是回归分析显示，交互作用难以对情绪效应做出预测。可见，音乐要素如何影响情绪知觉尚需进一步的研究加以完善。

认知主义中对音乐情绪与人类行为模仿关系的观点也可以从Dowling和Harwood（1986）的音乐情绪表达式中得到支持。Dowling和Harwood在查尔斯·皮尔斯符号学（notions of Charles Pierce）理论的基础上，从音乐情绪知觉的角度提出音乐表现情绪的3种方式：图像符号（icon）、标志符号（index）和象征符号（symbol）。图像符号是建立音乐与人类行为或情绪语言的相似性；标志符号是将音乐与其他事件或物体建立人为（约定俗成）的联系；象征符号是建立在音乐自身内在的句法关系基础之上。通过这3种方式，听者对音乐情绪做出反应。

从音乐情绪与音乐形态特征的关系来看，人类音乐情绪知觉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图像符号，即音乐表达与人类非言语声音的相似性（Juslin & Sloboda, 2013）。一方面，由于人声（非言语交流的声音）与音乐表演具有相似的情绪类型线索（Juslin & Laukka, 2003），同一年龄的听者对声音表达与音乐表演音响的情绪知觉具有相似性（Laukka & Juslin, 2007），二者的知觉加工在大脑中可能共享同一区域（Nair, Large, Steinberg, & Kelso, 2002）。另一方面，音乐与人类运动或肢体语言的相似性也有助于音乐的情绪知觉（Davidson, 1994b; Hanslick, 1854/1954）。具体说来，不同于声音的相似性，这种音乐情绪反应依赖于生理唤起，这种与特定情绪相关的生理唤起依赖于一些音乐特征，比如，旋律、调性以及和声进行等（Laukka & Juslin, 2007）。事实上，这些音乐特征体现出音乐的内在规则，并具有文化的差异性（Cook & Dibben, 2010）。因此，从机理上说，与特定情绪相关的生理唤起直接影响声音的发出，并在声学编码上产生特定的情绪样式（Juslin & Laukka, 2003）。

事实上，Dowling和Harwood（1986）提到的象征与标志符号也是音乐情绪知觉的机制之一。比如，听者对音乐结构事件的预期影响着其对音乐情绪的知觉（Sloboda & Lehmann, 2001）；听者也可能由于音乐与外界事件的联系而产生特定的情绪（Juslin & Sloboda, 2013）。以上论述巩固了音乐情绪与声音情绪共享脑机制的假设（Juslin & Sloboda, 2013）。

其次，音乐情绪加工与音乐的其他知觉和记忆加工可能并不共享大脑神经通道（Peretz, 2010; Peretz, Aubé, & Armony, 2013a）。这一点可以从脑损伤研究中得到支持。根据脑损伤病人的自我回忆，研究者发现，一些音乐家在脑血管疾病后仍保留音乐技能，但丧失了对音乐的兴趣。这是因为，音乐在他们听来是平淡的、缺乏情绪的（Griffiths, Warren, Dean, & Howard, 2004; Mazzoni et al., 1993; Mazzucchi, Marchini, Budai, & Parma, 1982）。实验研究也表明，在音乐知觉加工能力并未丧失的情况下，杏仁核损伤的病人无法知觉到恐怖的音乐情绪（Gosselin, Peretz, Johnsen, & Adolphs, 2007; Gosselin et al., 2005）；海马旁回损伤的病人对不协和音乐情绪的知觉表现出障碍（Gosselin et al., 2006）。另一方面，一些病人失去了音乐的知觉能力，但是，他们能够与正常人一样，对音乐情绪进行加工。比如，IR是一位双侧听觉皮层受到损伤的病人，Peretz和Gagnon（1999）发现，她无法识别旋律，但她能够欣赏音乐，并分辨出快乐和悲伤的音乐情绪。在后续研究中（Peretz, Gagnon, & Bouchard, 1998），研究者进一步发现，尽管IR不能觉察旋律的异同，且不能觉察旋律音高的变化，但是她能够根据调式和速度区分快乐和悲伤的音乐。CN也是一位双侧听觉皮层损伤的病人。她无法识别旋律，即便她曾经对这些旋律非常熟悉，她也无法识别，但是，她能体验音乐中的悲伤情绪（Peretz, 1996）。

自闭症者的音乐知觉能力与音乐情绪加工的关系也可以支持以上论点。研究发现，自闭症者具有较强的音高知觉能力（Bonnel et al., 2010; Heaton, 2005; Heaton et al., 1999b; Stanutz et al., 2014），但他们

并没有表现出音乐情绪加工方面的优势（Gebauer, Skewes, Westphael, Heaton, & Vuust, 2014; Heaton, Allen, Williams, Cummins, & Happé, 2008; Heaton, Hermelin, & Pring, 1999a; Khalfa & Peretz, 2007; Quintin, Bhatara, Poissant, Fombonne, & Levitin, 2011）,甚至可能识别不出面部或图片情绪（Baron-Cohen, Spitz, & Cross, 1993; Celani, Battacchi, & Arcidiacono, 1999）。后者可能与自闭症者对恐惧识别的障碍相关（Pelphrey et al., 2002）。

最后，音乐情绪知觉涉及大脑许多区域，既包含皮层下（subcortical）的结构组织，也包含皮层（cortical）结构组织（Peretz, 2010; Peretz et al., 2013a）。Omar等人（2011）发现，灰质（包括脑岛、眶额皮层、前扣带回与中部的前额叶皮层、颞叶—顶叶皮层、杏仁核与其他边缘系统、纹状体）容量与情绪识别的成绩呈正相关，且额叶—颞叶退化（frontotemporal lobardegenerations）的病人不能识别高兴、悲伤、愤怒和恐惧等基本情绪。已有研究也发现，颞叶参与了音乐情绪的识别（Aubé, Angulo-Perkins, Peretz, Concha, & Armony, 2015; Dellacherie, Ehrl, & Samson, 2008; Gosselin, Peretz, Hasboun, Baulac, & Samson, 2011）。从情绪效价角度看，左脑负责正性情绪（positive emotions）的加工，右脑负责负性情绪（negative emotions）的加工（Altenmüller, Schürmann, Lim, & Parlitz, 2002; Flores-Gutiérrez et al., 2007; Schmidt & Trainor, 2001; Tsang, Trainor, Santesso, Tasker, & Schmidt, 2001），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右脑负责正性与负性情绪的加工（Blood, Zatorre, Bermudez, & Evans, 1999; Bryden, Ley, & Sugarman, 1982）。

总之，与音乐知觉和记忆相比，音乐情绪知觉独享特定的加工通道。作为听觉的产物，人们对音乐情绪的加工依赖于音乐结构样式特征（部分依赖于音乐对人声或肢体语言的模仿）。音乐情绪加工通道的问题至今仍难以定论（Peretz, 2010），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对此进行探究。


6.3.2 音乐情绪体验的机制

如果音乐是情绪表达的重要工具（Gabrielsson & Juslin, 2003b），那么对于大多数听者来说，其聆听音乐的主要目的就是调节自身的心情、体验或感受音乐的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情绪体验是音乐情绪加工的核心。这也是近年大量研究聚焦于音乐情绪诱发机制的直接原因（Juslin, 2013; Juslin & Västfjäll, 2008; Koelsch, 2010, 2014）。

与音乐情绪知觉相似，音乐情绪诱发也受到音乐结构要素的影响。在Sloboda（1991）研究中，83名受过音乐训练的听者记录下聆听音乐时的生理反应，70%的听者报告了毛骨悚然、笑、泪水以及哽咽欲泣等生理反应，听者其后被邀请指出乐曲中唤起这些反应的音乐片段、研究结果表明，泪水以及哽咽欲泣等生理反应与旋律的装饰音以及旋律与和弦的序列相关；毛骨悚然经常由一个新的、意料之外的和声唤起；心脏反应经常与切分音或出现太早的突出音乐事件相关。该研究进一步验证了Meyer（1956）观念，即音乐预期对情绪的唤起具有重要作用。Grewe、Nagel、Kopiez和Altenmüller（2007）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听者音乐聆听中唤起的寒栗感与音乐预期的违规以及以新音乐材料的出现相关。

Juslin和Sloboda（2013）认为，音乐情绪的诱发并不纯粹由音乐特征所决定，不同的听者对相同音乐可能出现不同的反应，同一听者在不同情况下对相同音乐也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听者对音乐的情绪体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1）音乐熟悉性。熟悉的音乐可以诱发更为强烈的情绪体验（Ali & Peynircioglu, 2010; Bartel, 1992; Liljeström, Juslin, & Västfjäll, 2013; Pereira et al., 2011）。2）音乐训练。尽管受过音乐训练的听者可能表现出“分析式的聆听”，而不是“情绪体验式的聆听”（Harrer & Harrer, 1977），但是，Lehmann（1997）发现，音乐专业学生对音乐情绪的反应比非音乐专业学生的更强烈。3）个体聆听方式。Behne（1997）通过对音乐训练经历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对音乐的聆听方式存在差异，有的听者在聆听中关注音乐情绪内容，比如，音乐传递什么感觉？有的听者则关注某一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线条，有的听者由音乐引起对过去事件的回忆，有的听者则试图通过音乐调节自己的心情，等等（Barrett et al., 2010）。4）人格特质。研究表明，听者人格特质的差异对音乐情绪的诱发会产生影响（Barrett et al., 2010; Kallinen & Ravaja, 2004; Ladinig & Schellenberg, 2012; Rawlings & Leow, 2008; Silvia, Fayn, Nusbaum, & Beaty, 2015）。这种个体差异也决定着听者对日常音乐聆听中音乐类型的选择（Chamorro-Premuzic & Furnham, 2007）。5）聆听音乐的情境。聆听情境影响着音乐情绪的诱发。Sloboda（2010）发现，与特殊音乐情境相比（比如，音乐会），日常音乐聆听诱发的情绪体验具有强度低、碎片性以及自指性的特点，同时，日常音乐聆听诱发的情绪主要是基本情绪而不是复杂情绪。此外，Juslin等人（2011）的研究结果不仅验证了人格对音乐情绪反应的效应，而且还表明，年龄、性别、听者活动等与特定情绪相关。该研究的多重判别分析表明，在音乐聆听中，听者对3种情绪（快乐、悲伤和怀旧）预期的准确率达到70%。

尽管已有一些研究（Berlyne, 1971; Dowling & Harwood, 1986; Scherer, 2004; Scherer & Zentner, 2001）涉及音乐情绪诱发的机制，但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音乐情绪诱发机制当属Juslin及其研究团队提出的心理机制加工模型（Juslin, 2013; Juslin & Västfjäll, 2008）。该模型由最初的6个心理机制（Juslin & Västfjäll, 2008）发展到现在的8个心理机制（Juslin, 2013）：脑干反射（brain stem reflex）、节奏律动（rhythmic entrainment）、评价调节（evaluative conditioning）、感染（contagion）、视觉表象（visual imagery）、情景/事件记忆（episodic memory）、音乐预期（musical expectancy）和审美判断（aesthetic judgment），简称BRECVEMA模型。

脑干反射是由一些基本声学要素刺激脑干引发的情绪反应。这类声音具有突发的、大声的、不协和的、快速的，或在时间上变化较快的特点。脑干的反射是快速、自动的，且不需要学习。它涉及网状脊髓束，从脑干的网状结构到丘脑的髓板内核（Kinomura, Larsson, Gulyas, & Roland, 1996）。节奏律动是基于音乐强有力的外在节奏影响听者内在的身体节奏（如心跳），由此诱发的情绪。这种律动不仅可以增加唤醒度，而且也能引发情绪的交流。一些音乐刺激经常与其他正性或负性刺激相配对，评价调节就是由这类音乐刺激诱发的。这类情绪反应涉及下意识的、不注意的以及不费劲的情绪加工。它与侧部的杏仁核和小脑的间位核相关（如, Fanselow & Poulos, 2005; Johnsrude, Owen, White, Zhao, & Bohbot, 2000; Sacchetti, Scelfo, & Strata, 2005）。如果调节依赖于强烈的上下文，它也涉及一些海马体的激活，但是，评价调节主要涉及杏仁核激活（Juslin & Sloboda, 2013）。情绪感染是基于听者知觉音乐的情绪表达，并在内心模仿这种表达，由此诱发的情绪反应。这种加工可能基于移情反应中的“镜像神经元”。它涉及额下回区域和基底核（Adolphs, Damasio, & Tranel, 2002; George et al., 1996）以及运动前区的“镜像神经元”（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视觉表象指的是听者在聆听音乐时，脑海中显现内在图像（如漂亮的风景），由此诱发音乐情绪。尽管存在个体差异（Juslin & Sloboda, 2013），但音乐可以较为容易地唤起视觉表象（Osborne, 1981）。它涉及大脑的枕叶区域，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激活和映射（Charlot, Tzourio, Zilbovicius, Mazoyer, & Denis, 1992; Goldenberg, Podreka, Steiner, Franzen, & Deecke, 1991）。事件记忆指的是音乐诱发听者对生活中特定事件的回忆，由此诱发情绪。过去事件记忆的唤起必然诱发音乐情绪（Juslin & Sloboda, 2013），这与音乐怀旧情绪相关（Janata, Tomic, & Rakowski, 2007; Juslin et al., 2008）。对过去事件的意识性回忆涉及颞叶内侧，尤其是海马区域（如, Nyberg, Mclntosh, Houle, Nilsson, & Tulving, 1996; Schacter, Alpert, Savage, Rauch, & Albert, 1996）和内侧前额皮层（Gilboa, 2004）。音乐预期指的是由于音乐事件的违反、延留或肯定听者对音乐连续性的期待而诱发的情绪。这种机制是以听者对相同音乐聆听经验为基础的（Meyer, 1956）。与音乐预期违反相关的情绪包括焦虑（Meyer, 1956）、吃惊（Huron, 2006）和震颤（Sloboda, 1991）。脑损伤研究表明，左外侧裂周区皮层涉及句法加工的许多方面（Brown, Hagoort, & Kutas, 2000），当句法复杂性增加时，部分布洛卡区域激活增强（Caplan, Alpert, & Waters, 1998; Stromswold, Caplan, Alpert, & Rauch, 1996）。音乐预期涉及前扣带回和前额皮层（Botvinick, Cohen, & Carter, 2004; Cabeza & Nyberg, 2000）。审美判断主要涉及听者对音乐作品所做出的主观评价。该机制是为了论述音乐欣赏中的情绪，比如崇敬、怀旧以及敬畏等。在Juslin（2013）看来，审美判断始于审美态度。在此基础上，知觉的、认知的分析，或情绪的输入随之产生。然而，这些信息的输入必然依赖于听者自身的审美标准，这种标准具有主观性，不同听者之间存在差异，比如，有些听者依赖于音乐是否是美的进行判断，有些听者依赖于音乐的新意性或音乐的表达性进行判断，等等。

以上一些机制在低层级的皮层下水平起作用，其加工体现为下意识的、自动的，且独立于其他心理加工（即模块）等特点。其他一些机制是在更高水平的皮层起作用，这些加工是有意识的，且在一定水平上受到冲突的刺激或加工影响。Juslin和Västfjäll（2008）认为，机制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作用，导致一些不一致的结果，由此出现“混合”或“矛盾”的情绪反应（Gabrielsson, 2001）。这可以解释不同听者在聆听同一首音乐时可能启动不同机制，并诱发不同音乐情绪的现象。与其他机制不同，审美判断机制依赖于高层级的认知功能，在进化上较晚出现（Altenmüller, Kopiez, & Grewe, 2013），同时审美判断受制于听者的文化背景，随着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发生变化（Juslin, 2013）。总之，该模型从进化视角阐述音乐情绪诱发的机制，它以不同脑功能为基础，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特定的秩序，另一方面，由于机制依赖于不同的脑功能，因此，它们具有功能上的独特性（Juslin & Sloboda, 2013）。

值得补充的是，Huron（2006）进一步发展BRECVEMA模型中的音乐预期机制，提出了想象—紧张—预期—反应—评价（imagination-tension-prediction-response-appraisal）理论。该理论体现出5个音乐期待反应，具体来说：想象包含对即将发生音乐事件和听者将如何感觉的预期；紧张指的是对即将出现的音乐事件所做的心理和生理的准备；预期则是以听者对已出现的音乐事件预期准确度为基础而产生的愉悦或不愉悦的反应；反应是听者对愉悦或不愉悦结果的评估；评价反应则体现为对事件出现的自觉评价。其中，想象和紧张出现在音乐事件出现之前，预期、反应与评价则发生在事件之后。通过以上5个反应，特定的情绪反应由此产生。

与音乐情绪知觉相似，音乐情绪体验也涉及皮层下和皮层的结构及其功能。比如，杏仁核、海马体、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扣带回、脑岛、颞极、小脑、前运动区、视觉皮层等都与音乐情绪的诱发相关（Blood & Zatorre, 2001; Brown, Martinez, & Parsons, 2004; Eldar, Ganor, Admon, Bleich, & Hendler, 2007; Koelsch, Fritz, v. Cramon, Müller, & Friederici, 2006; Menon & Levitin, 2005; Mitterschiffthaler, Fu, Dalton, Andrew, & Williams, 2007）。Koelsch（2010, 2014）在综述已有研究基础上发现，杏仁核、海马体、海马旁回、颞极、上扣带回（pregenual cingulate cortex）对音乐情绪加工具有影响。

由上可见，尽管大量研究涉及音乐情绪体验的机制，但由于音乐刺激的差异性、被试个体特征的多样性以及情绪加工的复杂性，不同研究得出不同的脑区激活模式，因此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未取得一致的结论（Juslin & Sloboda, 2013）。


6.4 音乐情绪知觉的跨文化研究

古往今来，音乐作品总是与创作者、表演者和欣赏者的音乐观念和文化背景紧密相关，音乐由此被贴上文化的标签。音乐的文化标签不仅体现在音乐结构特征和风格样式上，还体现在听者的“音乐耳朵”中，这种“音乐耳朵”是通过长期的音乐聆听而形成的，它带有鲜明的音乐文化特异性。Kivy（1981）也承认任何音乐文化都有特定的情绪表达手段。对于不同文化来说，这些情绪表达手段存在差异。同理，对于跨文化听者来说，受到其自身音乐文化表达式的影响，他文化的情绪也许难以被识别，比如，一首由五声音阶写成的音乐作品，在中国人听来，可能觉得很好听，但是，在印度人听来，也许不会完全体会到其中的美感。

由于不同音乐文化的差异，

导致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作品的形态特征存在差异，进而导致音乐风格样式上的不同，由此必然引发出一个新的问题：不同音乐文化背景下的听者对音乐情绪的加工是否存在差异？通俗地说，不同音乐文化背景作曲家创作的音乐作品都带有其音乐文化的特异性，那么，听者是否可以把握他文化音乐作品的情绪内涵？不同音乐文化背景的听者对同一首音乐作品的情绪加工是否存在异同？其音乐情绪加工的依据是什么？下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


6.4.1 声学特征在跨文化音乐研究中的作用

如上所述，音乐情绪的知觉与诱发都与音乐的形态特征相关，但是，以上研究结果都是建立在听者对本文化音乐情绪的判断上，或对西方主流音乐的情绪识别。但是，就声学特征而言，研究表明，声学特征在音乐情绪加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Karlsson & Juslin, 2008）。问题是，不同文化的音乐在表现情绪方面是否存在着音乐声学方面的共性？

Balkwill和Thompson（1999）探究了声学线索特征对跨文化音乐情绪知觉的作用。该研究让西方听者评定印度斯坦音乐中隐含的愉悦、悲伤、愤怒以及平和等情绪。尽管印度斯坦音乐调性系统与西方音乐完全不同，但是研究者发现，速度、节奏和旋律的复杂性与愉悦情绪相关；悲伤情绪可以通过速度、节奏和旋律复杂性以及音区来表现；愤怒情绪与音色相关；平和情绪与速度、节奏和旋律复杂性以及音色相关。

在此基础上，Balkwill等人（2004）让日本听者对日本音乐、西方音乐和印度斯坦音乐中的喜悦、愤怒和悲伤等情绪类型进行评定。研究结果显示，听者的情绪判断与声学线索相关：喜悦的音乐伴有快速、旋律简单等特点；悲伤音乐具有慢速、旋律较为复杂等特点；愤怒的音乐与复杂性、音量较大等特点相关。该结果已经被后续的研究所证实（Balkwill, 2006）。

根据欧洲听者对希腊音乐的情绪评定结果，Zacharopoulou和Kyriakidou（2009）也发现音乐结构特征与音乐情绪表现之间的关系。该研究选取意大利人、英国人和希腊人作为被试，让他们聆听希腊的传统音乐，研究者考察了音乐情绪（包括5种：快乐、悲伤、愤怒、忧郁和放松）与音乐结构特征的相关。在该研究中，音乐结构特征依赖于速度、节奏复杂性、旋律复杂性、音区、力度等。研究结果验证了之前的研究结论（Gabrielsson & Juslin, 2003b; Gabrielsson & Lindström, 2001），即简单和声、快速音乐与快乐情绪表现相关，慢速与忧郁的音乐表现相关。该研究进一步指出，跨文化音乐情绪知觉依赖于音乐结构要素特征。类似地，对于非洲听者来说，Fritz等（2009）也发现，他们对西方音乐的基本情绪（快乐、悲伤和恐惧）的评定与西方听者的评定结果相似，该结果暗示西方音乐的情绪表现具有普遍性。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Yang和Hu（2012）通过将西方歌曲和中国歌曲进行对比，选取节奏、音高、调式以及音色等维度为视角，探究西方音乐具有的声学特征是否适用于中国音乐。研究结果显示，从西方音乐提炼出的情绪性声学特征完全适用于中国音乐，该结果表明，中国歌曲和西方歌曲在旋律音调方面可能共享音乐情绪表达的声学特征。

可见，尽管不同音乐文化背景下的创作者会运用其特定的音乐语言表达情绪，但是，由于人类情绪或基本情绪所具有的共性，人们使用相似的手段表达声音情绪（Frick, 1985），由此呈现出音乐情绪表达的相似性。事实上，音乐情绪表达与识别的相似性在类人猿身上也有发现。在灵长类动物的幼年时期，他们通过不同频率（Oda, 1996; Schrader & Todt, 1993）、时长（Masataka & Symmes, 1986; Notman & Rendall, 2005）、强度（Cheney, Seyfarth, & Palombit, 1996; Fischer, Hammerschmidt, Cheney, & Seyfarth, 2001）的声音向母亲或同伴表达情绪与需求（Zimmermann, Leliveld, & Schehka, 2013），并诱发相应的生理变化（Hansen, 1976; Levine, Wiener, & Coe, 1993）。的确，人类与类人猿的情绪性声音具有相似性（Leinonen, Laakso, Carlson, & Linnankoski, 2003），比如，黑猩猩（非洲类人猿）的一些声音与人类的笑声和音乐在声学上具有结构和功能上的相关（Fritz & Koelsch, 2013）。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人类可以很好分辨出恒河猴的声音所表达的简单情绪（Leinonen, Linnankoski, Laakso, & Aulanko, 1991; Linnankoski, Laakso, Aulanko, & Leinonen, 1994）和黑猩猩的声音情绪（Fritz & Koelsch, 2013）。以上研究表明，通过声学线索，跨文化的音乐情绪加工在一定程度可以实现。


6.4.2 跨文化音乐情绪知觉的异同

如上所述，在不同音乐文化中，由于不同文化音乐情绪的表达在声学上的相似性，听者可以依赖于音强、速度、音区、音高、音色等心理物理线索对音乐情绪进行加工。情绪表达的相似性必然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听者对音乐情绪识别的共性。许多研究都验证了不同音乐文化背景下的听者对音乐基本情绪加工的普遍性（Balkwill, 2006; Balkwill & Thompson, 1999; Balkwill et al., 2004; Fritz et al., 2009）。比如，在Balkwill和Thompson（1999）研究中，研究者让加拿大听者判断印度斯坦音乐的情绪内涵。音乐由独奏乐器奏出，试图唤起听者的情绪。研究结果表明，音乐情绪与声学特点相关，而且西方听者可以识别出印度斯坦音乐的情绪。在后续研究中，Balkwill等（2004）让157名日本人对日本音乐、西方音乐和印度斯坦音乐的情绪进行判断。研究结果表明，日本人都能对3类音乐隐含的愉悦、悲伤、愤怒等简单情绪进行判断。Balkwill（2006）进一步比较了日本人与加拿大人的音乐情绪知觉。研究发现，与日本人一样，加拿大人也可以对日本音乐、印度斯坦音乐和西方音乐的情绪进行加工。Fritz等（2009）比较了非洲玛法人（Mafa）与西方人对西方音乐情绪的加工。玛法是一个远离西方音乐的非洲族群。该研究选取两组被试：从未接触过西方音乐的玛法人与从未接触过非洲音乐的西方人。两组被试不仅要识别西方调性音乐中隐含的快乐、悲伤、恐惧等情绪，还要分别判断西方调性音乐和玛法音乐的愉悦性程度。研究者发现，玛法人与西方人都能识别出西方音乐的基本情绪（快乐、悲伤和恐惧），该结果表明，与面孔情绪（Ekman, Sorenson, & Friesen, 1969）和情绪韵律（Scherer, 1997）识别相似，西方音乐的情绪加工具有普遍性。

这一点也可以从发展的视角得到验证。婴儿具有一些音乐知觉技能，这种技能水平与成人相似，也就是说，成人所具有的一些音乐技能早在婴儿时期就已具备（Trehub & Hannon, 2006）。在音乐情绪方面，尤其要指出的是音乐谐和性问题，这是缘于谐和性对音乐情绪加工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谐和的音乐总是与正性的情绪效价相关，而不协和音乐大多与负性情绪相关。Zentner和Kagan（1996）发现，4个月大的婴儿可以辨别旋律的谐和与否，并显示出对谐和旋律的偏好。这种偏好已经被许多研究验证（Crowder, Reznick, & Rosenkrantz, 1991; Trainor & Heinmiller, 1998）。婴儿对谐和音乐的偏好可以从宝宝摇篮曲或妈妈语中得到解释。研究已经表明，在各个文化中都存在一种婴儿的歌曲，即宝宝摇篮曲（Trehub, Unyk, & Trainor, 1993; Unyk, Trehub, Trainor, & Schellenberg, 1992）。这些歌曲对婴儿音乐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为了安抚孩子，这些摇篮曲大都具有旋律简单、和声协和、节奏有规律、慢速、力度不强等特点，其中许多特点都与音乐音响的谐和性相关。由此可以推测，与谐和性相关的音乐情绪知觉可能是跨文化的，婴儿对这类情绪加工依赖于音乐音响的特征。

作为声音的艺术，音乐情绪必然通过音响得以呈现，音乐情绪不仅隐含在音响的声学特征之中，也隐含在音乐结构组织之中，这种结构组织体现出不同文化的音乐结构规则。尽管音乐声学特征可以为听者提供情绪加工的线索，但是对跨文化听者来说，他们在加工音乐情绪时所依赖的结构特征并不完全相同（Zacharopoulou & Kyriakidou, 2009），这就可能导致跨文化听者对音乐情绪加工的差异。

印度斯坦音乐也是探究跨文化音乐情绪加工的一种理想刺激，这是因为它不仅具有强烈的情绪交流能力，而且大多数人对这种音乐都不熟悉（Thompson & Balkwill, 2010）。在Deva和Virmani（1975）研究中，西方和印度听者对印度斯坦音乐的情绪进行判断，研究者发现，尽管西方和印度听者都可以对一些旋律的潜在情绪进行判断，但是，这些判断显示出对自身音乐文化与他文化判断的差异。Gregory和Varney（1996）以西方血统和印度血统的英国人为被试，探究他们对印度斯坦音乐、西方古典音乐和西方先锋音乐的情绪加工。研究发现，两组被试都能对西方音乐的情绪进行判断，但是，他们对印度斯坦音乐情绪判断能力较为欠缺。该结果暗示音乐文化特异性与共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上文提到的Balkwill（2006）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尽管加拿大人和日本人都能对日本音乐、印度斯坦音乐和西方音乐的情绪进行加工，但是，加拿大人和日本人在某些情绪判断中所依赖的声学线索存在差异，比如，在愤怒情绪的评定上，加拿大人仅依赖音响强度做出评定，而日本人通过复杂度、速度和强度进行判断。两组被试在情绪判断中所依赖声学线索的差异可能归因于他们在注意焦点或认知风格上的差异（Nisbett, Peng, Choi, & Norenzayan, 2001）。不论如何，该结果暗示，跨文化听者可以依赖音乐声学线索对他文化音乐情绪进行识别。

Fritz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尽管听者可以对音乐基本情绪进行加工，但是，声音和谐性加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听者音乐文化背景的影响。的确，Egermann、Fernando、Chuen和McAdams（2015）也发现，音乐的唤醒度（arousal）诱发的情绪变化在跨文化背景的听者的加工中具有相似性，但音乐的效价受到不同音乐文化背景的影响。

可见，跨文化听者的音乐情绪加工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Balkwill和Thompson（1999）的线索冗余模型（cue-redundancy model）可以解释跨文化音乐情绪知觉的异同。该模型认为，音乐情绪判断依赖于许多心理物理线索特征，这些心理物理线索指的是独立于音乐经验、知识或文化适应性的声音要素，比如，音乐速度属于心理物理线索，但终止式就不是心理物理线索。心理物理线索影响知觉到的音乐情绪类型。从创作角度说，两个来自完全不同音乐文化背景的作曲家都可以创作出表现快乐情绪的音乐作品。他们可能都运用他们民族特有的音阶体系，可能运用和声、简单节奏、高音管乐器表现快乐，或采用单旋律线条、复杂节奏以及弦乐器来表现快乐情绪，但是，不论如何，为了表现出快乐情绪，这些作品必然以快速和中等强度方式表演，换句话说，两部作品必然包含一些表征快乐情绪共同的的心理物理线索和特定音乐文化特有的情绪表征特征。对于来自不同音乐文化背景的听者来说，他们将依赖不同的线索特征解构音乐情绪，而同一音乐文化背景的听者可能依赖于该音乐文化特有的线索特征加工音乐情绪（Thompson & Balkwill, 2010）。从这个角度上说，声学线索是情绪交流的基础，它构建了跨文化音乐情绪交流和理解的可能性。

图6.6是Balkwill和Thompson（1999）的线索冗余模型。如图所示，中间交叉部分是心理物理线索。对于不熟悉文化背景的听者来说，他们通过音响的声学线索知觉音乐情绪。尽管心理物理线索对音乐情绪表达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仅依赖于声学线索所达到的对音乐的理解毕竟不够深入。对于熟悉文化背景的听者来说，他们可以依赖于声学线索和具有文化特异性的线索识别音乐情绪。只有这样，对音乐情绪的理解才可能更为全面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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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线索冗余模型（Balkwill & Thompson, 1999）

值得补充的是，Thompson和Balkwill（2010）的分馏情绪系统（fractionating emotional systems）是对线索冗余模型的扩展。与线索冗余模型相似，分馏情绪系统也承认文化共享和文化特异特征对音乐情绪的影响。从发展角度来说，线索冗余模型理论适用于个体发展的任何阶段，同时，随着文化适应性程度的增强，听者对情绪知觉更多依赖于文化特异性因素（Thompson & Balkwill, 2010）。可见，对跨文化音乐情绪知觉来说，通过线索冗余模型和分馏情绪系统，不仅可以揭示跨文化听者音乐情绪加工策略的本质，而且有助于阐述跨文化听者音乐情绪加工的机制。

综上所述，对不同音乐文化背景的听者来说，其音乐情绪知觉必然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缘于文化特性的音乐语言，即不同音乐文化表达情绪的方式存在差异，这种结构特征与音乐的组织规则相关。然而，跨文化的音乐情绪知觉又具有一定的共性，具有共性的音乐情绪主要体现在基本情绪类型上，比如快乐、悲伤、恐惧和愤怒等。情绪知觉的共性缘于音乐心理物理线索因素。值得指出的是，由心理物理线索诱发的音乐情绪知觉共性是否可以延伸到复杂的情绪类型，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以论证。


6.5 音乐审美心理

从狭义上说，审美必然涉及“美”。事实上，“美学”（aesthetics）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哲学家Baumgarten在1750年提出的。Baumgarten看来，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这种完善就是美（鲍姆嘉通, 1750/1987）。Baumgarten针对的是由感官察觉到的事物，如感受、想象、虚构、感觉、情感等。“审美”一词特指主体对于美的对象的观照、考察和鉴别过程（姚文放，2008），显然，Baumgarten的审美就是人的感性经验。在此基础上，Kant将以审美经验为桥梁，将审美归结为“鉴赏判断”，这种鉴赏判断是合目的的、无利害性的，没有概念，但具有主观的普遍性（Kant, 1790/1987）。可以说，Kant为西方近代美学的心理学倾向开辟了先河。Schiller延续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心理学倾向，将审美归结为“游戏”，强调“活的形象”对审美经验的依附关系，体现出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席勒，1795/2003）。与Kant和Schiller相似，Hegel也是将审美建立在感性的、形象的审美经验之上。

无论是Baumgarten，还是Kant、Schiller或者Hegel，他们都将审美经验置于美学的中心，并将这种经验与哲学、宗教、伦理、逻辑、功利和使用等区分开来，体现出非功利、非实用、无概念、无目的等属性，这种独立自主的主观经验反映出审美经验的自律性（姚文放，2008）。事实上，我国美学家的审美论述也体现出心理学的倾向。朱光潜（1996）在《文艺心理学》中就提出，美学的最大任务在于探究“美感经验”，这种“美感”就是审美，指的是人心中最单纯、原始的心理活动，它通过直觉方式来呈现。李泽厚（1982）承袭了审美的心理研究倾向，认为如果美的哲学只是美学的引导和基础的话，审美心理学就是整个美学的中心和主体。

近十几年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神经美学也随之兴起。神经美学主要关注审美经验的神经或生物学基础（Chatterjee & Vartanian, 2014; Cinzia & Vittorio, 2009）。在艺术的诸多门类中（如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等），神经美学的研究最初集中在视觉领域（Brown & Dissanayake, 2009），研究者主要采用fMRI、MEG和EEG手段进行探究。尽管研究结果存在多样性，但总体来说，视觉艺术的审美活动激活感觉运动区域、情绪中心和与奖赏相关的脑区（Cinzia & Vittorio, 2009）。在此基础上，Chatterjee和Vartanian（2014）进一步提出，审美经验涉及感觉—运动、情绪—评价以及意义—知识神经系统的交互作用。研究者认为，尽管在审美活动中，这三方面的作用并不完全相等，但是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密不可分，共同影响着人们对视觉艺术的审美（Chatterjee & Vartanian, 2014）。

与视觉艺术不同，音乐是一门听觉的艺术，它看不见、摸不着，因此，音乐的审美经验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心理活动。纵观西方研究文献，早在19世纪末，Helmholtz（1863/1885）就开始从知觉视角探究音符和音阶的声学特性及其与审美特质的关系。Wundt（1874/1904）进一步运用心理学方法探究审美和内省，比如，听者的愉悦感、紧张度、兴奋度如何随着节拍器的速度变化而变化，同时，Wundt还发现，音乐刺激的复杂性与生理唤醒相关，中等复杂的刺激唤起最大的审美愉悦（pleasure）。在此基础上，Berlyne（1971）进一步发现，刺激的唤醒与其愉悦值（hedonic value）存在倒U型关系，并进而探究刺激特征（如复杂性、熟悉性、新颖性和不确定性）对审美经验（如唤起、愉悦和兴趣等）的影响。

对于现代人而言，聆听音乐可能更多是为了非审美的目的，比如，减压、宣泄、广告等目的。基于此，在过去的20年间，较少研究从审美视角探究音乐的表现性（Brattico & Pearce, 2013）。但是，值得指出的是，Brattico与其研究团队在音乐神经美学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发表了系列综述文章（如, Brattico, Bogert, & Jacobsen, 2013; Brattico & Jacobsen, 2009; Brattico & Pearce, 2013）。在Brattico和Pearce（2013）看来，审美的音乐体验涉及知觉、认知和情感的加工，在此基础上，Brattico和Pearce提出3种审美反应：情绪、判断和偏好。其逻辑依据可能缘于两点：1）审美经验是美学研究的核心，因此在音乐审美聆听中，这种经验实质上外化为对音乐的审美反应；2）音乐本质上被赋予交流的特性，因此这种交流性的聆听体现出听者的主体性，无论是音乐诱发的情绪，还是对音乐选取所体现出的偏好，都存在主体因素的影响（Brattico & Jacobsen, 2009）。下文将围绕这3种审美反应进行论述。


6.5.1 音乐审美情绪

由于音乐的复杂性，音乐情绪的分类也呈现出多样性。一些研究运用情绪分类法，归类出音乐的基本情绪类型，比如快乐、恐惧、悲伤，愤怒等。这些基本情绪也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且人们对它们的加工具有普遍性（Peretz, 2010; Peretz et al., 2013a）。还有研究从多维视角探究音乐情绪的加工，主要包括二维模型（Russell, 1980）和三维模型（Schimmack & Grob, 2000）。与基本情绪的分类不同，多维度情绪模型通过连续时值的变化，囊括所有可能的情绪类型。比如，在二维情绪模型中，情绪类型通过唤醒和效价两个维度分布，而三维情绪模型在唤醒和效价维度基础上，增加了紧张度维度。显然，与情绪分类法不同，多维度情绪模型分类更为详尽，涵盖的情绪类型更广。尽管如此，多维度情绪模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区分出两种情绪之间的细微差异？尚未有研究探究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多维度情绪模型仍无法包含复杂情绪（Brattico & Pearce, 2013），比如悲喜交加的情绪（Hunter, Schellenberg, & Schimmack, 2008）。

尽管情绪分类法和多维度情绪模型是目前音乐情绪研究的主要分类方法，但是，音乐审美情绪与日常生活的情绪是否一样？这个问题至今还不明确。Suzuki等人（2008）认为，审美情绪有别于基本情绪（如悲伤和快乐），或日常生活诱发的情绪，这是因为：1）日常生活的情绪具有明确的目的导向，或功利目的，而审美情绪与实用或功利目的无关，它是由艺术作品所诱发的（Brattico et al., 2013）；2）日常生活中非正式的音乐聆听大多诱发基本情绪，然而，在审美情境下的音乐聆听诱发的是审美情绪（比如音乐会的聆听），比如，愉悦、敬畏、怀旧等情绪就属于审美情绪（Brattico et al., 2013）。该观点得到Zentner等人（2008）研究结果的验证。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列出66个形容词，让800名出席夏季音乐节的人选取合适的形容词评定音乐表演，研究结果表明，音乐审美的情绪词包括奇妙（wonder）、超越（transcendence）、温柔（tenderness）、怀旧（nostalgia）、平静（peacefullness）、有力量的（power）、紧张（tension）、高兴（joy）和悲伤（sadness）等。事实上，在这9种音乐类型中，紧张、超越等情绪属于审美特有的，但是悲伤和高兴的情绪在非审美情况下也能出现（Brattico & Pearce, 2013）。

许多研究试图探究基本情绪与复杂情绪的神经相关，但至今未取得一致结果。脑损伤研究表明，杏仁核与恐惧和悲伤音乐的加工有关（Gosselin et al., 2007; Gosselin et al., 2005）。与中性或快乐的音乐相比，对悲伤和不谐和的音乐的加工激活杏仁核（Koelsch et al., 2006; Mitterschiffthaler et al., 2007）。与快乐的音乐相比，悲伤的音乐情绪诱发左侧额内侧回（BA 10）及其邻近的额上回（Khalfa, Schön, Anton, & Liégeois-Chauvel, 2005）。与中性的音乐相比，快乐的音乐激活腹侧纹状体；与悲伤的音乐相比，快乐的音乐则激活左侧额颞上回（Mitterschiffthaler et al., 2007）。

为了探究审美情绪加工的神经相关，Trost、Ethofer、Zentner和Vuilleumier（2012）采用Zentner等人（2008）研究中的9个情绪分类，研究结果显示，高唤醒的正性情绪音乐（高兴的、奇妙的）激活左侧纹状体和脑岛，但是低唤醒的正性音乐（怀旧的、温柔的）与右侧纹状体与眶额皮层相关；无论正性或者负性音乐，高唤醒音乐（紧张的、有力量的、高兴的）激活感觉与运动区域，而低唤醒的音乐（平静的、怀旧的、悲伤的）与腹内侧前额皮层及海马体有关，此外，除了正性高唤醒音乐外，所有音乐类型都激活右侧海马旁回。事实上，许多研究探究了敬畏（awe）、怀旧（或乡愁）和享受（enjoyment）等审美情绪。在音乐聆听中，只有在特定的音乐环境下（比如，中世纪教堂），敬畏情绪才会出现（Konecni, 2005）；通过呈现以前的音乐（歌曲），唤起自传体回忆，怀旧情绪才会出现，这种情绪的音乐激活背内侧前额皮层（Janata, 2009）。享受情绪与寒颤或震颤情绪相似，这些情绪伴随着生理指标的变化，如心跳，呼吸深度和皮肤电传导的变化，并激活双侧脑岛和小脑、左侧腹侧纹状体、右侧眶额皮层（BA 14）、前扣带回、辅助运动区（BA 6）、右侧丘脑、左侧中脑等区域，同时抑制了右侧杏仁核、左侧海马体/杏仁核、双侧腹内侧前额皮层（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的活动（Blood & Zatorre, 2001）。


6.5.2 音乐审美判断

音乐审美判断（aesthetic judgment）有时也被称为审美评价（aesthetic appraisals），它特指人们对音乐作品的美做出有意识的评估（Brattico & Pearce, 2013）。尽管审美情绪与审美判断经常同时出现在音乐聆听中，但事实上，在音乐聆听中也有可能只出现其中一种情况，比如，听者可能仅判断出音乐是否是美的，而不被音乐所感动；或者听者被音乐所感动，但并没有做出美的判断。

Brattico等人（2013）认为，审美判断标准不仅依赖于音乐的风格特征，而且还取决于听者自身对该音乐风格特征的理解。这种观点主要依据Müller等人（2010）的研究结果。在Müller等人的研究中，研究者让被试对和弦序列（包含5个和弦）的正确性做出判断，同时，还要判断音乐是否是美的。研究结果显示，对普通人来说，无论是审美判断，还是和弦正确性判断都诱发了一个时间窗口在600—1200ms之间的晚期正波（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但是，与和弦正确性判断任务相比，审美判断任务诱发的LPP波幅更大。视觉审美判断研究中也发现LPP成分（Briggs & Martin, 2009; Hajcak, Moser, & Simons, 2006）。可见，LPP可能是一个与艺术审美判断相关的脑电成分。

Suzuki等人（2008）运用PET技术，通过操纵音乐的调式（大调和小调），探究和弦审美判断的神经相关。研究结果显示，知觉为美的大调和弦激活左侧颞中回，小调和弦则激活右侧纹状体，该区域与情绪奖赏加工有关。Kornysheva、von Cramon、Jacobsen和Schubotz（2010）也发现，相对于不偏好的音乐节奏，偏好的节奏激活前运动区和小脑区域；偏好的速度增强了腹部前运动区的活动。该研究结果表明，前运动区与音乐节奏审美判断相关。事实上，视觉审美判断的研究也显示，眶额皮层（BA 10）和前扣带回（BA 24）也是人们对视觉对象进行审美判断时所激活的脑区（Cupchik, Vartanian, Crawley, & Mikulis, 2009; Jacobsen, Schubotz, Höfel, & Cramon, 2006; Kim, Adolphs, O'Doherty, & Shimojo, 2007）。后续成像研究结果验证了眶额皮层对审美判断的作用。Ishizu和Zeki（2011）通过向被试显示音乐和视觉图片探究人们对音乐与绘画审美判断的神经相关。研究者发现，内侧眶额皮层与音乐和绘画审美判断相关。此外，通过对93个成像研究的元分析，Brown、Gao、Tisdelle、Eickhoff和Liotti（2011）发现，对听觉刺激的审美判断涉及辅助运动区、背内侧（dorsomedial）丘脑、前脑岛、内侧眶额皮层以及中脑等区域，其中，右前脑岛与听觉、视觉、味觉和嗅觉的正面判断相关。尽管Kühn和Gallinat（2012）没有发现脑岛的激活，但是，通过对39个研究的元分析，研究者也发现，主观正面的评判（包括吸引、喜欢或审美）与腹内侧额叶、前扣带回、左侧腹侧纹状体、右侧小脑和左侧丘脑相关。由上可见，人们对积极正面事物的评判在大脑中可能共享特定的区域。


6.5.3 音乐偏好

在Brattico和Pearce（2013）看来，偏好是有意识的，音乐偏好是在聆听整首乐曲之后出现的，持续时间较长，尽管音乐偏好建立在愉悦的强度、审美判断等多种因素基础上，但它并不必然伴随对乐曲的审美评价。因此，音乐偏好被认为是持续较长时间的情感状态（Juslin, Liljeström, Västfjäll, & Lundqvist, 2010），而审美判断则只与审美维度的判断结果相关（Brattico et al., 2013）。在音乐偏好与音乐情绪关系上，Schubert（2007）认为，听者被音乐感动得越深，则越喜欢音乐，具体说来，如果听者对一首乐曲情绪强度识别等同于他/她从该乐曲中感受的情绪强度，那么，听者就可能表现出对该乐曲较强的偏好。

在时间进程方面，人们对音乐的审美判断和偏好判断存在差异（Brattico et al., 2013）。这个论断可以从已有研究中得到支持。具体来说，Brattico、Jacobsen、De Baene、Glerean和Tervaniemi（2010）通过操纵句末和弦，让被试对由5个和弦组成的和声序列进行判断，判断其是否正确，或自己是否喜好。研究结果显示，与和弦正确性判断不同，和弦偏好的判断诱发一个峰值在1200ms左右的LPP，反应时约在453ms。值得说明的是，在Müller等人（2010）的研究中，听者对和弦序列的审美判断也诱发LPP成分，其审美判断的反应时约在223ms（Brattico et al., 2013）。Brattico等人（2013）由此认为，音乐审美判断可能早于音乐偏好加工。另外，EEG研究结果表明，左侧额颞区域与偏好音乐加工相关，而大脑的右前侧区域与不偏好音乐加工相关（Altenmüller et al., 2002）。Flores-Gutiérrez等人（2007）也得到相似的结果。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偏好的音乐激活大脑的左半球（主要是听觉皮层，BA 41/42）、颞中回（BA 39）和楔叶，不偏好的音乐则激活双侧额下回和脑岛。对于青少年来说，偏好的音乐激活双侧尾状核、缘上回、左侧扣带回等区域（Berns, Capra, Moore, & Noussair, 2010）。

诚然，在音乐艺术领域，审美活动必然存在，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结果来说，由于一些概念界定的模糊，导致研究结果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比如，就审美情绪而言，一些学者反对“审美情绪”一词的使用（Juslin et al., 2010; Koelsch, 2010）：Koelsch（2010）认为，音乐情绪与日常生活诱发的情绪共享大脑区域；类似地，Juslin等人（2010）质疑“审美情绪”的说法，他们认为，将情绪与艺术联系起来界定审美是不够的，同时，将缺乏目的和行动导向界定为“审美情绪”，这也不是音乐特有的。的确，在审美情绪产生方面，目前尚未得到实验研究结果的支持。另一方面，纵观西方美学研究，自Dewey始，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的界限日益缩小，审美经验与功利性和实用性达到融合，由此，“审美”成为一个广义的、多元的、宽泛的概念，具有实利性、有用性、日常性和流行性特性（姚文放，2008）。它不仅用于艺术领域，也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基于此，在音乐审美心理研究中，如何明确界定音乐审美？如何区别审美情绪与日常情绪？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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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并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但是，在现代社会，无论在商场、饭店，还是在地铁、社交等场合，音乐无处不在。音乐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在一般人眼里，听懂音乐似乎是专业音乐工作者的特权。人们经常抱怨“我听不懂音乐”，或者“我不知道这首音乐表达的是什么”。

在现实生活中，

大多数人总是喜欢从乐曲解说或乐曲说明中获得一些信息，似乎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听懂音乐。事实上，乐曲解说或乐曲说明只是撰写者从作曲家和音乐作品的背景资料（如作品标题、创作背景等）提炼出的关于该音乐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它体现出撰写者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如果完全依赖于这些文字说明，势必影响甚至阻碍听者对音乐的真正理解。

语言的终止之处正是音乐的开始。与文学和绘画艺术相似，作为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任何音乐作品都隐含着作曲家的创作意图。作曲家通过音乐作品，向人们传递着某种信息，或通过音乐作品，表达自身的某些想法。因此，“听得懂”或“听不懂”音乐，这涉及音乐意义理解的问题。与文学和绘画艺术不同，音乐不具有语言的语义性或绘画的具象性，音乐通过声音的运动向人们传达创作意图或某种信息，这正是音乐艺术的独特性，也是音乐艺术的魅力所在。那么，音乐意义究竟是什么？是否人人都具备理解音乐的能力？在当今社会，聆听音乐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章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阐述人类对音乐内在意义和外在意义的加工及其神经机制。


7.1 音乐意义的构成

众所周知，对于作曲家来说，音乐作品中的每个音符、每个节奏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在构建音乐作品的意义中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类似地，对于音乐表演者来说，大到音乐作品的结构组织，小到每个音符或每个节奏，他们都必须谨慎对待，赋予他们特定的音响色彩，使每个音乐片段或每个音符具有特殊的“意味”。作曲家和表演者所付出的努力都是为了构建音乐作品的意义。

顾名思义，音乐意义（musical meaning）指的是音乐作品所隐含的意图。简言之，音乐作品表现什么？它试图向听者传达什么信息？等等。音乐意义不仅包含音乐音响结构所表征的含义，还包括音乐符号或音乐结构组合隐含的信息。

Koelsch（2012）以音乐语义（musical semantics）代替音乐意义。他认为，音乐所表达的意义超出音乐符号本身。比如，音乐的内在意义缘于音乐结构之间的关系；音乐外在意义则归因于将有意义的信息整合到语义的上下文。但是，即便如此，Koelsch仍然认为，音乐语义与语言学中的命题语义具有差异：音乐无法表达语言中量词、情态词或连接词所能表达的意思。因此，他将音乐语义分为三个维度（表7.1）：外在意义（extra-musical meaning）、内在意义（intra-musical meaning）和乐源性的意义（musicogenic meaning）。其中，内在音乐意义指的是在音乐结构中，一个音乐事件或音乐片段表明另一个音乐事件或音乐片段的出现。

表7.1 音乐意义的构成维度（Koelsc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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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Koelsch（2012）看来，外在音乐意义包括形象符号、指示性符号和象征性符号3种含义。这3种含义与Dowling和Harwood（1986）的图像符号、标志符号和象征符号相一致。音乐形象性的含义包括对物体声音、物体特质或抽象概念特性的模仿，比如，Vivaldi的《春》的第2乐章中的狗叫声、Mussorgsky的《图画展览会》中的第2首《侏儒》，等等；音乐指示性的含义更多与个体的内在心理状态相关，它并不直接指向外在事物本身，而是暗指音乐对个体心理状态的模仿，比如，情绪、心境以及某种意向的状态；音乐象征性含义指将音乐与音乐之外世界建立的任意联系（arbitrary association），比如国歌、电影或电视配乐等，象征性手法可以用来表现哲理性对象。与音乐外在和内在意义不同，乐源性意义则是指音乐所引发身体的、情绪的和人格相关的含义。音乐外在/内在意义是通过对音乐信息的解释获得的，而乐源性意义则是对音乐引发效应的解释，比如通过解释音乐引发的身体效应（随着音乐击拍、跳舞等）获取音乐的意义、通过对音乐诱发情绪效应的解释获得音乐的意义，等等。

Koelsch（2012）并没有对音乐意义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论述。可以看出，Koelsch力图通过与语言意义的对比探索音乐意义的本质，因此，他认为音乐语义比音乐意义的措辞更为合适。另外，音乐不仅可以指向内在的含义，而且也能够表达音乐之外的世界，这就是音乐内在/外在意义之所在。但是，就乐源性意义来说，无论是身体的、情绪的，还是人格的含义，他们都是来源于对音乐所引发效应的解释。尽管他们也反映出听者的音乐理解及理解程度水平，但是这与主体存在密切相关（比如击拍或跳舞），体现出更大程度的主体性。另外，如上所述，情绪也是音乐表现的意义之一，但是，考虑到情绪在音乐表现中的重要性，第六章专门论述了音乐情绪，因此下文主要围绕音乐内在意义和外在意义展开论述。


7.2 音乐内在意义的加工

7.2.1 音乐内在意义加工的脑电成分

事实上，“音乐内在意义”的术语源于Leonard B. Meyer（Koelsch, 2011b）。它指的是纯粹由音乐引发的含义，即完全来自于音乐结构组合的含义。在语言中，单个词就已经具有明确的指向，比如，“桌子”一词令人想到4条腿的物品，也许每个人心目中的“桌子”并不完全相同，但总是存在形状或功能上的共性。在音乐中，单个音符或节奏的意义并不明确，人们很难将它与外在世界或观念中的某个对象联系起来，只有当音符或节奏组合起来，形成短句或句子等音乐结构时，音乐意义才可能产生（Meyer, 1956）。这种含义不仅来自音乐结构本身，而且也源于表情因素对音乐结构的作用。音乐内在意义与汉斯力克关于音乐形式的论述类似，即音乐的意义在于乐音的艺术组合之中（Hanslick, 1854/1954）。这种内在意义与Meyer（1956）的“绝对意义”相关。可以说，作曲家通过操纵音乐结构之间的联系来构建音乐的内在意义。同理，听者也是通过对音乐结构之间的联系的理解来体会音乐意义的。

Koelsch及其研究团队对音乐内在意义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研究发现，N5是音乐内在意义加工的脑电成分，体现出听者对调性和声背景的建构以及对和弦违规的觉察（Koelsch, 2011b）。就音乐结构而言，听觉对违规和弦的觉察必然与音乐句法加工相关，因此，N5成分经常跟随在ERAN成分之后。在音乐聆听中，当音乐结构进行符合听者的期待时，听者可以不费劲地将新音乐事件整合到已建立的音乐上下文中，但是，当出现音乐结构的违规时，听者的音乐期待被打破了，在将新出现的音乐事件（违规的和弦）整合到原有音乐背景的过程中，听者需要付出更多的资源，这与符合期待的音乐事件的整合加工完全不同。显然，这种整合加工取决于音乐结构违规的程度。对听者来说，他们对音乐结构的整合过程形成了音乐聆听中紧张感的变化。

Koelsch等人（2000）首次对音乐的内在意义进行探究。该研究包含4个实验。实验1探究听者对调性音乐背景的建构以及对音乐和弦违规的加工。实验刺激是由5个和弦构成的和弦序列。研究者分别以那波里六和弦与主和弦形成违规与不违规两个实验条件。同时，违规和弦位置的不同（第3个和第5个和弦位置）也构成另外的实验条件。实验刺激以连续的方式呈现，由此形成音乐的完整感（见图7.1）。和弦序列中一些和弦由非钢琴的乐器（如马林巴、管风琴和吉他）演奏。被试的任务是判断和弦序列中是否包含非钢琴乐器演奏的和弦。如图7.2所示，无论是第3个还是第5个和弦位置，与调内和弦相比，那波里和弦的加工分别在约150和550ms引发出负波，前者称为ERAN成分，后者就是N5成分，这些负波都出现在右脑前部。不同的是，那波里和弦在第5个和弦位置（最后一个和弦）引发的ERAN和N5效应更强。为了进一步探究ERAN和N5效应是否与任务相关，研究者选择将外显判断作为被试任务。研究结果不仅验证了ERAN和N5效应，而且还发现了与注意相关的P3b成分。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还发现，当那波里和弦仅出现在第5个和弦位置，且那波里和弦和调内和弦出现的频率是相同的情况下，ERAN和N5的效应降低，该研究结果表明ERAN和N5效应与违规和弦出现的频率相关。

如果ERAN和N5成分与违规和弦出现的频度相关，这似乎表明，它们的出现可能源于感觉层面的记忆，而不是音乐认知的加工。如果是的话，ERAN可以解释为MMN，因为二者的时间窗口是相似的，并且都能反映出听者对规律的加工（Koelsch, 2009）。Koelsch和Mulder（2002）以古典奏鸣曲片段（Mozart、Haydn和Beethoven等作品）为音乐刺激，通过将终止式中主和弦的音高提高一个半音，形成违规和弦（转调）。在出现频率相同的情况下，听者仍然对违规和弦引发出ERAN和N5成分。

为了进一步排除和弦出现频率的影响，Poulin-Charronnat、Bigand和Koelsch（2006）以下属和弦作为违规和弦，并与终止式中的主和弦进行对比。如图7.3所示，研究包含4个条件：1）和弦序列背景没有包含主和弦与下属和弦，终止式是属和弦—主和弦；2）和弦序列背景没有包含主和弦与下属和弦，终止式是主和弦—下属和弦；3）和弦序列背景包含下属和弦，没有主和弦，终止式是属和弦—主和弦；4）和弦序列背景下属和弦出现两次，没有主和弦，终止式是主和弦—下属和弦。显然，与主和弦不同，下属和弦在该研究中得到强调。同时，与已有研究采用的那波里和弦或转调和弦不同，下属和弦属于调内和弦。被试包含受过音乐训练的音乐家与没有受过音乐训练的非音乐家。如图7.4所示，与非音乐家不同，音乐家对下属和弦的加工引发出显著的N5成分。该研究进一步证实，N5效应与音乐和弦功能规则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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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音乐刺激例子（Koelsch et al., 2000）

a和弦序列中仅包含调内和弦；b和弦序列中第3个和弦是那波里六和弦；c和弦序列中第5个和弦是那波里六和弦；d是将各和弦序列以连续方式呈现，由此形成音乐的完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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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那波里和弦与调内和弦在第3个和第5个和弦位置引发的脑电波（以FT8电极为例）（Koelsch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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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实验刺激例子（Poulin-Charronnat et al., 2006）

A为没有包括下属和弦与主和弦的序列背景，B为含有下属和弦（无主和弦）的序列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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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音乐家（左图）和非音乐家（右图）对主和弦和下属和弦加工的脑电波（以F3电极为例）（Poulin-Charronnat et al., 2006）

Koelsch等人（2007）也发现，即便实验刺激是由单一和弦序列转调构成的，听者也能对违规和弦（下属与重属和弦）的加工引发ERAN和N5成分。同时，无论违规和弦是下属和弦，还是重属和弦，ERAN和N5成分都没有差异。该研究结果暗示，N5完全依赖于听者对和弦功能规则的加工，而不是取决于声音感觉层面上的偏离。这是因为，与主和弦相比，尽管下属和弦与重属和弦都是违规和弦，但是这两个和弦具有差异。重属和弦包含一个调外音（#Ⅳ），而下属和弦并没有含有调外音级。如果N5反映听者对偏离音级的加工，那么，在该研究中，重属和弦引发的N5效应应大于下属和弦的效应。

值得补充的是，音乐训练效应对音乐结构含义的加工也具有影响。尽管Koelsch等人（2000）发现，未受过音乐训练的普通人对违规音乐结构（以那波里和弦结尾）的整合诱发出一个N5成分，但是，Poulin-Charronnat等人（2006）的研究表明，与音乐家不同，普通人对变格终止（主和弦—下属和弦）的加工并没有诱发出N5成分。显然，被试和实验刺激的差异是以上研究结果不一致的主要原因。脑电研究结果的不一致也出现在行为研究中，这可能受和弦加工速度（Bigand et al., 1999; Bigand et al., 2003）和语义的影响（Bigand et al., 2001; Poulin-Charronnat et al., 2005）。


7.2.2 N5与N400的关系

N400是对语言语义违规加工诱发的脑电成分，它体现出听者将语义的违规与已有语义背景的整合（Kutas & Federmeier, 2011; Kutas & Hillyard, 1980）。这是因为，N400可以体现出歧义词不能整合到原有语义背景情况下的加工资源负荷（Kutas & Hillyard, 1980）。听觉刺激诱发的N400出现在中央顶叶区域（centro-parietal），大概在刺激出现后的250ms开始，在400ms达到最大波幅（Koelsch, 2011b）。

与此相似，N5也反映出违规和弦与原有音乐背景的整合，这种整合行为体现出听者对音乐意义的加工。因此，N400与N5的关系实质上体现出语言与音乐意义加工的对比。在音乐加工中，N5总是与ERAN成分相连，同样地，在语言加工中，句法和语义密切相关。句法直接影响着听者对语义的加工（Friederici, 2002）。语言句法违规诱发早期左前侧负波——LAN，出现在约100—500ms时间窗口（Coulson, King, & Kutas, 1998; Gunter, Friederici, & Schriefers, 2000; Gunter, Stowe, & Mulder, 1997; Osterhout & Holcomb, 1992）。由于音乐和语言句法可能共享特定的认知和神经机制（Patel, 2003, 2008, 2012, 2013），音乐与语言意义的对比研究总是脱离不了句法的加工。

Koelsch、Gunter、Wittfoth和Sammler（2005b）探究了音乐句法与语言句法和语义之间是否存在交互。如图7.5所示，音乐刺激包含句法违规（那波里六和弦）和不违规和弦（主和弦），语言刺激的关键词在句尾，包含3个条件：1）句法准确，语义高预期；2）句法准确，语义低预期；3）句法不准确（由性别词引起），语义高预期。音乐刺激以声音形式呈现，语言刺激以书面文字形式呈现，但二者同时呈现。研究结果显示，音乐句法的违规诱发了ERAN成分，语言句法违规诱发了LAN成分。研究者发现，与不违规和弦的条件相比，当在和弦违规条件下时，语言句法违规诱发的LAN效应明显变小，表明语言句法加工受到音乐句法加工的调节。同时，低预期语义条件也诱发N400效应，但是这一效应并不受到音乐句法违规与否的调节。该研究结果表明，和弦功能影响听者对语言句法的加工。换句话说，违规和弦干扰语言句法的加工。然而，该研究并没有发现N5成分，这可能是因为在该实验中被试忽略了音乐刺激，只对语言刺激进行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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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实验刺激例子（Koelsch et al., 2005b）

为了进一步探究音乐和语言意义的加工是否共享特定的神经机制，Steinbeis和Koelsch（2008）使用了与Koelsch等人（2005b）相同的实验刺激，唯一不同的是，12%的和弦序列包含由非钢琴乐器（羽管键琴）演奏的和弦。被试任务是判断语言句子是否正确，并检测和弦序列中是否包含由非钢琴乐器演奏的和弦。如图7.6A所示，在语言句法不正确的条件下，违规和弦所诱发的ERAN效应小于语言句法正确的条件。类似地，在低预期的语义条件下，违规和弦所诱发的N5效应小于高预期的语义条件（见图7.6B），从图7.6C也可以看出，语义违规诱发的N5效应小于句法违规。该研究进一步验证，N5效应与意义加工相关，音乐与语言可能共享意义的加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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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和弦差异波在各个实验条件下出现的ERAN和N5效应

A的ERAN效应源于语言句法条件；B的N5效应源于语义条件；C的N5效应源于语义条件（Steinbeis & Koelsch, 2008）。

相关研究还表明，N5效应还受到音乐表情因素的影响（Koelsch et al., 2008）。当违规的音乐事件以重音方式呈现时，N5效应也能被诱发。在弹奏古典钢琴奏鸣曲时，有表情的表演（和弦弹奏的速度和触键等富有变化）诱发的N5效应大于没有表情变化的表演。

事实上，在由调内和弦构成的音乐序列中，随着调性和声背景的逐步建立，N5的波幅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与语言语义加工的N400效应相似。Koelsch等人（2000）分别记录了听者对和弦序列中5个调内和弦进行加工时的脑电波，如图7.7a所示，第1个和弦诱发的N5波幅最大，然后依次是第2、第3和第4个和弦，第5个和弦诱发的N5波幅最小。逐渐减少的N5波幅表明听者对和弦的整合量逐渐减少，对主和弦的终止所需的整合量达到最少。这种递减现象在句子加工中也存在。如图7.7b所示，随着句子的展开，N400的波幅逐渐下降，在句尾达到最小（Van Petten & Kuta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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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序列中各和弦和句子中各词诱发的N5和N400成分（Koelsch, 2011b）

可见，在音乐聆听过程中，随着和弦的展开，听者逐渐整合音乐的调性背景，并形成特定的调性上下文，最后实现对音乐内在意义的加工。同时，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N5波幅的变化不仅体现出听者对音乐内在意义的加工，而且也反映出听者的音乐期待或超乎期待的心理过程。可以说，听者对音乐内在意义的加工是音乐聆听或欣赏的核心，它直接影响到听者对音乐情绪乃至音乐外在意义的加工。


7.3 音乐外在意义的加工

7.3.1 音乐表现外在对象

音乐除了能表达音乐的内在意义，还能表现音乐之外的世界。在Koelsch（2012）的外在意义构成中，形象性符号主要与视觉对象相对应，象征性符号则与理性对象相对应。周海宏（2004）通过大量音乐实例阐述音乐对视觉性对象和理性对象的表现。的确，由于音乐的模仿性和隐喻性特征，音乐可以表现外在对象（Trainor, & Trehub, 1992b），比如音高的高低变化与空间、能量和体积的相关。

7.3.1.1 视觉性对象

尽管音乐不同于造型艺术，但是，音乐可以使听者想到某种视觉对象或场景。近年，音乐与视觉对象之间的关系也被运用到了音乐治疗领域，其中，音乐引导想象（guided imagery and music）就是一个例子（Bonny, 1989）。其本质是通过音高、节奏、音色和音量等因素的变化，激活病人的联想、情绪等活动，达到音乐治疗的目的。

纯粹从音乐作品角度来说，

通过模仿或隐喻，音乐可以与

视觉对象之间建立以下的联系：首先，音乐可以模仿某些视觉对象的声音，比如，中国二胡曲《赛马》，作曲家通过二胡的演奏法模拟出马的嘶鸣与马蹄声；唢呐曲《百鸟朝凤》对鸟叫声的模仿；等等。其次，音乐也能表达物体形状以及空间场景特征。比如，Debussy的《水中倒影》运用4级、3级和2级和弦的组合表现朦胧的月色场景。同时，伴随突出的中声部旋律（见图7.8方框内音符）刻画出水中的月影；Mussorgsky的《图画展览会》中的《基辅大门》采用宽广的音区（音符涵盖高、中、低音区），伴随舒缓节奏和速度描绘出庄严肃穆、宏伟壮阔的城门形象。最后，音乐也可以模仿事物的动态，比如，Mussorgsky的《图画展览会》中的《鸡雏的舞蹈》在高音区通过前倚音和八分音符的组合，生动表现出雏鸡的鸣叫声（见图7.9）；Rimsky-Korsakov的《野蜂飞舞》通过一连串快速下行半音阶描绘出野蜂呼啸飞行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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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Debussy的《水中倒影》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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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Mussorgsky的《图画展览会》中的《鸡雏的舞蹈》的片段

7.3.1.2 理性对象

作为一门感性的艺术，音乐似乎很难与理性对象联系在一起。但是，经常听人说起，这首音乐表现出爱和恨，这首音乐体现出深刻的人生哲理，等等。与音乐表现视觉对象相似，通过音乐要素或音乐结构组合的变化，音乐或与理性对象潜在的心理状态建立联系（周海宏，2004），或直接与理性对象建立任意的联系（比如通过象征手法）。

与音乐表现视觉对象不同，音乐表现理性对象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音乐的标题或音乐的背景资料。只有这样，音乐才有可能表现特定的理性对象。

从音乐本身来说，音乐可以表现以下理性对象：首先，音乐可以表现基于价值判断产生的情感特征，比如，音乐表现渺小、奸诈、高尚、傲慢等。Mussorgsky《图画展览会》中的《两个犹太人》通过不规则的节奏组合和八度齐奏表现出表现富人的傲慢和冷酷（见图7.10a），同时，Mussorgsky通过快速三连音和波音组合刻画出穷人的怯弱和可怜（见图7.10b）。其次，音乐可以表现爱国、敌人、宗教信仰等抽象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作曲家必须借助于具有象征意义的曲调（如国歌、宗教弥撒曲等）表现抽象概念。比如，钢琴协奏曲《黄河》中的第4章《保卫黄河》的前奏及结束部分出现的《东方红》曲调，让人联想到毛泽东；Tchaikovsky的《1812年序曲》中多次出现的《马赛曲》曲调，结合音乐背景资料，让人联想到法兰西侵略军的凶残、嚣张。最后，音乐可以表现哲理性对象。在此，作曲家也是依赖于音乐作品的背景资料表现哲理性对象。在这一方面，Beethoven的《命运》的主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见图7.11）。乐曲一开始就出现强有力的4个音，其节奏和音高组合酷似敲门声，同时，Beethoven在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开头，便写下一句引人深思的警语：“命运在敲门。”Beethoven在1808年给他的朋友韦格勒的信中写道：“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把我完全压倒！”（van Beethoven, 1808/1961）综合这些因素，《命运》的主题就具有抗争和不屈等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音乐结构组合可以被赋予某种内涵，但是，由于音乐的声音材料既不具有造型性，也不具有类似于语言的语义性，因此，音乐在表达视觉对象和理性对象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首先，与视觉艺术相比，音乐只能表现视觉对象的部分特征，无法通过局部特征连接成一个视觉对象的整体；2）与语言相比，音乐不具有命题语义特征，无法明确描绘出特定对象的特征；3）作为一门声音的艺术，音乐诉诸听者听觉层面上美的样式，因此，音乐表现音乐之外的意义更多依赖于音乐作品的文字信息（如标题和音乐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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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 Mussorgsky的《图画展览会》中的《两个犹太人》的音乐片段

a）表现富人的傲慢和冷酷；b）表现穷人的怯弱和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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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 Beethoven的《命运》的主题片段


7.3.2 音乐表现外在意义的神经基础

与音乐内在意义的表现不同，音乐外在意义的表现具有跨通道的特征，比如，音乐表现视觉对象体现出听—视觉跨通道的特质。可能基于此，联觉被认为音乐表现意义的机制之一（周海宏，2004），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尚未出现。其中原因可能在于，联觉现象只有发生在联觉人身上，而联觉人的发生率仅在1%—4%之间（Simner et al., 2006）。研究发现，联觉人声音可以与触觉 （Beauchamp & Ro, 2008; Ro et al., 2007）、与嗅觉建立联觉对应关系（Belkin, Martin, Kemp, & Gilbert, 1997）。还有一些研究探究声音与色彩之间的联觉（如，Goller, Otten, & Ward, 2009; Howells, 1944; Marks, 1975; Ward, Huckstep, & Tsakanikos, 2006; Whiteford, Schloss, & Palmer, 2013；Zamm, Schlaug, Eagleman, & Loui, 2013, Whiteford, Schloss, & Palmer, 2013；Zamm, Schlaug, Eagleman, & Loui, 2013）。比如，Whiteford等 （2013）对音乐情绪与色彩的关系进行探究。首先，研究者探究情绪是否可以调节音乐与色彩关系。正常被试聆听34首不同风格作品，并从37个色彩中分别选择3个与音乐最一致和3个最不一致的色彩。之后听者对每个色彩和音乐进行情绪判断。结果显示，听者对音乐和色彩的情绪判断上存在相关。其次，研究者以联觉者为被试，探究情绪是否也可以调节联觉者的色彩感。研究结果显示，联觉者能将聆听到的音乐与3个最一致和3个最不一致的色彩进行配对。研究表明，与正常被试一样，联觉者对音乐和色彩的情绪判断上也存在相关。Zamm等（2013）探究了音乐—色彩联觉的白质相关。研究选取10名联觉者与10名正常人为被试。被试在聆听音乐过程中报告他们看到的色彩。研究者预期，联觉者可能会呈现出独特的听觉和视觉连接范式。研究结果表明，联觉者在额枕下束（inferior fronto-occipital fasciculus）的白质整合（white material integrity）大于正常被试。该皮层被认为是将视觉和听觉连接到额叶的区域。同时，联觉者在右侧梭状回区域显示出的白质整合度与听—视觉联觉测试成绩的相关。由于联觉现象并不出现在普通人身上，因此，联觉是否可以解释音乐表现外在意义的机制尚需进一步探究。下文将主要围绕N400效应论述音乐表现外在对象的机制。

研究已经表明，N400不仅与语言语义加工相关（如, Kutas & Federmeier, 2011; Kutas & Hillyard, 1980），而且也能反映出由其他对象诱发的意义，比如，面孔或图片意义能启动词汇的N400效应（Byrne, Dywan, & Connolly, 1995; Lau et al., 2008; McPherson & Holcomb, 1999）；手势也能诱发出N400效应（Lim et al., 2009; Willems, zyürek, & Hagoort, 2007; Wu & Coulson, 2005）。因此，在探究音乐表现的外在意义时，N400也成为一个重要的ERP成分。

Koelsch等人（2004）聚焦于语义启动效应，探究音乐是否能诱发大脑中与语义相关的脑机制。被试都是未受过音乐训练的成年人。研究者以德语名词作为目标词，以音乐片段或句子作为启动刺激（见图7.12）。目标词是具象或抽象词语，它们除了一些情绪词之外，主要表现视觉性对象和理性对象。如图7.12所示，一个目标词对应4种启动刺激：语义相关的启动词、语义不相关的启动词、相关的音乐片段和不相关的音乐片段，由此形成4个实验条件。目标词通过视觉呈现，启动刺激以听觉呈现。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启动刺激是音乐片段，还是句子，不相关语义的目标词都诱发了一个更大波幅的N400成分（见图7.12）。即便在记忆任务中，即被试任务不是对启动刺激与目标词的语义进行匹配，语义不相关的句子和音乐片段也能诱发出更大波幅的N400成分。研究还发现，由语言和音乐诱发的N400效应在时间进程和波幅等方面都不具有差异。同时，由语言和音乐诱发的N400效应都出现在双侧的颞中回后部（BA 21, 37）。的确，功能成像研究已经表明，这些区域正是语言语义信息加工的区域（Lau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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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2 实验刺激例子（Koelsch et al., 2004）

a是语言的两个实验条件：相关与不相关语义的启动刺激；b是音乐的两个实验条件：相关与不相关语义的启动刺激。在4个条件下，目标词都相同。右图是语言和音乐任务诱发的N400效应。

Koelsch等人（2004）首次发现，与语言一样，音乐也能启动语义加工。Koelsch（2011b）认为，音乐对语义的启动可能缘于以下原因：1）图像符号（iconic sign）特征，比如，上行音高进行与楼梯相似；2）指示性符号（indexical sign）特征，比如，萨克斯音色与嘲弄笑声相似；3）与外在世界相关的象征性含义，比如，国歌音调与爱国相关。

在Koelsch等人（2004）的研究中，作为启动刺激的音乐片段持续时间为10s。为了进一步探究在短小的音乐刺激情况下，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N400效应，Daltrozzo和Schön（2009a）以1s的音乐片段为音乐刺激。在实验1中，研究者以音乐片段作为启动刺激，以词语作为目标刺激（1或2音节的名词）。在实验2中，研究者以语言词语为启动刺激，1s的音乐片段为目标刺激。如图7.13所示，无论目标刺激是词语还是音乐片段，不相关的语义匹配都诱发出更大波幅的N400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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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3 对不相关语义加工诱发的N400效应图

a）表示音乐片段为启动刺激，词语为目标刺激的情况下，听者对不相关语义加工诱发的N400成分；b）是词语为启动刺激，音乐片段为目标刺激的情况下，听者对不相关语义加工诱发的N400成分（Daltrozzo & Schön, 2009a）。

已有研究表明，N400效应体现出任务相关的策略，它能够在注意水平下被诱发（Brown & Hagoort, 1993; Matsumoto, Iidaka, Nomura, & Ohira, 2005; Ruz, Madrid, Lupiez, & Tudela, 2003）。Daltrozzo和Schön（2009a）的研究实质上体现了被试对语义匹配的外显判断。为了探究听者在内隐加工任务中，是否能诱发出音乐的N400效应，Daltrozzo和Schön（2009b）采用词汇判断任务（lexical decision task），即被试判断字母序列是否可以构成一个真词或假词。研究结果表明，即便在内隐加工中，听者对与启动刺激不相关的目标刺激的加工也会诱发出更大波幅的N400成分。

Steinbeis和Koelsch（2008）进一步探讨了单个和弦或词汇是否可以引发音乐意义的加工。研究者采用情感启动的研究范式。被试为受过音乐训练的音乐家。音乐刺激包括24个协和及24个不协和和弦，语言刺激包含24个表示愉悦和24个表示不愉悦的词汇。在实验1a和实验2a中，和弦作为启动刺激，200ms之后出现目标词；在实验1b和实验2b中，词汇作为启动刺激，200ms之后出现目标和弦。研究结果表明，当和弦作为启动刺激时，对情绪不匹配的词汇加工诱发出了更大波幅的N400成分，这种效应出现在右侧颞中回；类似地，当词汇作为启动刺激时，对情绪不匹配的和弦加工也诱发出了更大波幅的N400成分，这种效应出现在右侧颞上沟后部。该研究暗示音乐与语言意义的表征具有相似性，但是，二者的激活在右脑颞叶皮层的不同区域。Koelsch（2011b）认为，语言与音乐意义加工脑区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策略的加工：与词汇目标刺激相比，和弦目标刺激需要更多的策略加工。同时加工脑区的差异可能也缘于刺激呈现方式的不同：音乐和弦是以听觉方式呈现，语言词汇则是通过视觉方式呈现。值得补充的是，未受过音乐训练的非音乐家只能对情绪不匹配的词汇目标加工诱发N400成分，而对情绪不匹配的和弦目标加工无法诱发出N400成分（Steinbeis, 2008）。

以上研究都是以语言的语义为媒介探究音乐表现的外在意义。事实上，图片与语言相似，也能传达明确的意义，图片不仅可能传递视觉性对象，还可以传递抽象概念，后者建立在对画面对象规律性特征的提炼基础之上。Zhou、Jiang、Delogu和Yang（2014）探究了音乐对空间概念的传达。研究采用音乐片段作为启动刺激，表达空间概念的图片为目标刺激。研究还包括3种SOA条件：200、800和1200ms（见图7.14）。被试任务是判断图片展示的场景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空间。同时，主试要求被试没必要注意音乐。研究结果表明，在内隐任务中，与匹配条件相比，听者对不匹配空间图片的加工诱发出更大的N400成分，但是这种N400效应受到SOA条件的影响。与200ms和800ms的SOA条件不同，1200ms的SOA条件没有诱发N400效应。即便在200ms和800ms条件下，N400效应出现的脑区也存在差异，即从后部移到前部（见图7.15）。已有研究发现，图片的N400效应主要出现在额叶皮层（Ganis, Kutas, & Sereno, 1996; Holcomb & McPherson, 1994）。该研究首次报告了图像符号特征对语义的启动效应，同时暗示了听者对音乐概念的加工具有快速和自动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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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4 实验刺激例子（Zhou et al., 2014）

表达开放空间概念的音乐片段分别与匹配和不匹配的目标图片配对；同理，表达封闭空间概念的音乐片段分别与匹配和不匹配的目标图片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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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5 听者在200、800和1200ms的SOA条件下对不匹配的图片诱发的N400成分（以FPZ和POZ电极为例）（Zhou et al., 2014）

作为时间的艺术，对处于运动状态对象的表现也是音乐表现的重要方面。为了进一步探究音乐对运动概念的传达，Zhou、Jiang、Wu和Yang（2015）以音乐片段作为启动刺激，以表达运动或静止的图片作为目标刺激，音乐和图片构成匹配和不匹配的条件。同时，为了排除情绪的影响，实验对音乐和图片刺激的情绪效价进行了控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目标判断任务下，或是在内隐的记忆任务下，听者对不匹配图片的加工均诱发了比匹配条件更大的N400成分，这表明听者可以在概念水平上提取音乐所传达的运动概念信息。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对运动概念的加工可以由特定的音乐声学和结构因素预测，体现了音乐外在意义的加工与音乐特征的重要联系。

值得补充的是，在Koelsch（2012）音乐意义的论述中，情绪意义主要基于指示性符号特征。因此，Koelsch及他的研究团队运用启动范式探讨了音乐对情绪词的启动。Steinbeis和Koelsch（2011）通过3个实验分别探究和弦协和性、大小三和弦以及和弦音色等因素对词汇意义加工的启动效应。被试包括受过音乐训练的音乐家和没有受过音乐训练的非音乐家。在该研究中，和弦作为启动刺激，具有情感内容的词语作为目标刺激。实验包含4个条件（见图7.16）：愉悦和弦启动—愉悦词汇、愉悦和弦启动—不愉悦词汇、不愉悦和弦启动—愉悦词汇以及不愉悦和弦启动—不愉悦词汇。研究结果显示，与情感内容不匹配条件相比，音乐家和非音乐家对情感内容匹配条件的反应速度较快，同时，两组被试在情感内容不匹配的条件下都诱发出了一个更大波幅的N400成分。该研究结果暗示，音乐的协和性、调式以及音色对情绪意义的启动都具有影响，同时，该研究进一步明确了音乐训练背景对音乐情感加工以及由此引出的语义分析并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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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6 音乐刺激例子

在实验1—3，启动和弦的情绪内容分别通过谐和性、大小三和弦以及音色进行变化（Steinbeis & Koelsch, 2011）。

在Steinbeis和Koelsch（2011）的研究中，和弦总是作为启动刺激，而情感词汇总是作为目标刺激。为了进一步探究听者对声音意义的加工及其神经基础，Painter和Koelsch（2011）分别以不同音色的单音与情绪性单词进行启动和目标刺激的配对，并形成4个实验条件：单音启动—目标单词、单音启动—目标单音、单词启动—目标单音以及单词启动—目标单词。被试的任务是把启动刺激和目标刺激进行配对。研究结果显示，在这4个条件下，听者都能对不匹配目标刺激的加工诱发出更大波幅的N400成分（见图7.17）。然而，当被试任务改变为内隐的记忆任务时，N400效应消失了。该研究验证了声音的音色可以影响听者对意义的加工，同时，该研究也暗示，即便没有音乐上下文背景，单音也能启动音乐意义加工。但是，值得补充的是，该研究结果也表明，短小音乐声音的加工必须基于对声音刺激的详尽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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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7 听者对4种实验条件加工诱发的N400效应（Painter & Koelsch, 2011）

总之，与语言相似，作为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音乐向听者传递着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因此也就具有了意义。就音乐自身而言，音乐纯粹是声音的组合体，其内在意义是音乐意义的本质。除此之外，音乐也能启动外在意义的加工，并传递出作曲家对视觉性与抽象理性对象的表现。就已有研究来看，启动范式为音乐外在意义的探究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尽管尚未有研究验证联觉在音乐外在意义加工机制中的作用，但是，音乐外在意义加工的确具有跨通道的特点，这种加工潜在的机制尚不明确。总之，这个领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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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音乐教育领域，了解学生的个体差异是音乐教育的重要起点，它决定着音乐教学的所有方面。音乐能力（music ability）的研究将为音乐能力测验的编制提供理论基础，使得音乐能力测验能准确地评估个体的音乐能力水平；诊断个体音乐能力的强项与弱项；预示个体未来的音乐成功（蒋存梅，2005），最终实现对音乐教育的指导。因此，音乐能力的研究对于音乐教育实践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直接影响着“因材施教”、“人尽其才”教育理念的实现。

音乐能力不仅是音乐教育的核心，也是音乐心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纵观西方音乐心理学研究历史，自音乐心理学学科创建初始，音乐能力的研究就成为了音乐心理学学者们关注的主要对象之一。回顾这一百多年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到，关于音乐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音乐能力测验。准确说，在20世纪上半叶，音乐能力倾向测验曾一度欣欣向荣。但是，音乐能力倾向测验在70年代似乎较少被提及，取而代之的是音乐成就测验。到了21世纪，研究者不再笼统地探究音乐能力，而是开始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探讨音乐能力的构成成分。


8.1 音乐能力术语的界定

纵观音乐能力研究，这一领域涉及的术语很多，包括音乐能力、音乐能力倾向、音乐才能、音乐成就以及音乐性等。由于这些术语的界定不明确，导致各个术语所包含的内容较为模糊，进而造成人们对这些术语理解的混乱，其结果势必会影响音乐测验在预测、诊断及评估方面的效用。因此，下文将首先针对一些较为重要的音乐能力术语进行论述。


8.1.1 音乐能力倾向和音乐成就

音乐能力倾向与音乐成就是音乐能力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术语。王杭（2005）针对这两个术语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述。在此基础上，下文将从音乐能力倾向与音乐成就之间关系的视角对二者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按照Grove音乐辞典的“音乐心理学”条目，音乐能力倾向（music aptitude）涉及个体获得音乐技巧的潜能，它影响着个体获得音乐知识的方式及所花费的时间（Sadie & Tyrrell, 2001）。然而，就成就而言，通俗说，成就指个体已经完成或达到的水平。成就测验就是用来评价个体拥有的知识或技能。相应地，音乐成就指的是个体拥有的音乐知识或技能，它不仅依赖于个体的音乐能力倾向，而且还依赖于个体所得到的教育水平以及对音乐的兴趣和学习的动力。

就音乐能力倾向和音乐成就术语而言，学界对其理解存在差异。比如，在音乐能力倾向方面，Boyle（1992）认为，音乐能力倾向指的是音乐学习的潜力，比如，发展音乐技能的潜力，它可以看作是遗传和成熟的产物。Karma（1982）从格式塔理论出发，根据听者的音乐预期，提出音乐能力倾向不仅涉及音乐结构的认知，而且与信息处理的策略有关（比如音乐结构认知的方式）。在音乐成就方面，Boyle（1992）认为，通过正式或不正式的音乐情境下（即音乐暴露，musical exposure），个体对音乐及其相关事物学习或体验的结果，这就是音乐成就，具体来说，音乐成就包含一般性的音乐知识、读谱知识、听觉技巧、表演技巧以及作曲技巧，等等。Radocy和Boyle（1988）强调音乐成就与音乐指导或学习的关系，并罗列出体现出个体音乐成就的具体行为，比如，读谱、演奏乐器、通晓若干交响乐队指挥的名字、识别Beethoven交响乐的主题，等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音乐能力倾向与音乐成就密不可分，二者既存在差异，也具有相关。从遗传角度说，作为一种潜能，音乐能力倾向更多被赋予遗传的特质，属于天生的潜能，这与Gordon（1987）的看法是吻合的。Gordon认为，在9岁以前，儿童音乐能力倾向还处在变化之中，9岁后，趋于稳定。这种观点预言，个体的音乐能力倾向从来不可能达到比出生时更高的水平。然而，现实的音乐教育实例也发现，音乐成就反过来也影响音乐能力倾向。正如Boyle（1992）指出，音乐能力倾向既来源于遗传，也是后天教育的结果。高水平的音乐成就必然带来学习能力上的提高，随着经验的丰富，个体音乐学习的策略也不断更新，并得以提高。这可能可以说明Boyle的观点，即音乐能力倾向是遗传和成熟的产物。一方面，音乐潜能影响着后天的音乐成就，音乐成就的实现需要以音乐能力倾向为前提。另一方面，后天的音乐学习反过来促进了这种潜能的发展（王杭，2005）。

可见，音乐成就与音乐能力倾向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在这一点上，早期认为有可能去测量天生能力的想法需要更正，人们必须意识到所有的音乐能力倾向测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音乐成就，但是后天的音乐学习不仅有助于这种遗传潜能的实现，也促使它得到不断的发展。与音乐成就最大的不同是，音乐能力倾向并不以具体的音乐知识水平来体现，而是以音乐直觉的形式在音乐的学习中发挥作用。对一个取得较高成就的人来说，他可能具有相对应的较高的音乐能力倾向，然而，一个具有较高的音乐能力倾向的人并不一定具有较高的成就（Gordon, 1979a），这是因为，较高的音乐成就不仅依赖于音乐能力倾向，还取决于个体具有的一些因素，如动机、兴趣等（Shuter-Dyson & Gabriel, 1981）。音乐能力倾向看成可以在很长的时期内发展；音乐成就则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提高，比如，乐器音色的区分可以在个体发展的任何阶段中通过相当短的时间内学到。这些都可以通过合适的音乐成就测验进行测量。


8.1.2 音乐能力

能力指的是使个体能在某个规定时刻完成某种特定工作所体现出的力量、胜任度、才能、精通度、聪明度和天资，等等，其本质是指一个人能在当下完成任务，并不需要进一步的训练（雷伯, 1996）。可见，能力与能力倾向的区别在于：前者指个体进行某项活动的潜力；后者指的是个体完成某项活动的能力。

Shuter-Dyson（1999）以及Law和Zentner（2012）认为，音乐能力是指在正式的训练之前个体学习音乐的潜能。尽管如此，从传统意义上说，音乐能力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广义上的术语，它体现出个体在任何时候所取得的音乐技巧和音乐理解的水平（Boyle, 1992）。任何个体所呈现的音乐能力水平将是能力倾向和学习相结合的结果。这个术语经常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而对它的特定来由或如何发展演变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尽管如此，这个术语被认为是遗传与成熟的结果，它与文化环境以及个体得到的教育条件相关。Radocy和Boyle（1988）认为，音乐能力表明个体能做某事。一个具有音乐能力的人就是能够创作、表演，或分析，它无需考虑人们如何获得必要的知识，技能和经历。表演，创作，分析和音乐的回忆可能是音乐能力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能力倾向包含在音乐能力中，而音乐成就可能是音乐能力的外显证据。

在人类行为领域，已经出现大量关于智力或IQ概念的研究（Sternberg & Grigorenko, 1997），但关于音乐能力的理论探究较少，且尚不明晰（Boyle, 1992; Gordon, 1986; Hargreaves, 1986; Sloboda, 1985）。

在界定方面，音乐能力与智力的界定有些相似的。“智力”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智力A，它是天生的潜力；另一个是智力B，它呈现为心理效能，通过遗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而获得，以个体表现出的行为或思考为呈现形式（Hebb, 1949）。在Hebb（1949）看来，智力B是以孩子生长的社会和民族的团体形成的文化环境为前提，尤其是孩子在家里和课外获得的偶然的学习为前提。研究已经表明，即时的印象与直觉反应的发展与孩子天生的能力（capacity）水平及其早期非正式的音乐体验经历一致（Gordon, 1979a）。Horn和Cattell（1966, 1967）区分了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与晶体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之间的差异。流体智力是一种心理能量，它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体现为对事物判断的知觉能力。14或15岁个体的大脑达到成熟期，在这个时期，这种能力也达到最高的水平。晶体智力是文化影响的结果，它受到个人的学习机会以及所花费的时间的影响。它的发展可能持续到成年时期，体现在那些需要技巧练习的专业领域。晶体智力依赖于流体智力，因为智力技能的获得不仅依赖于文化与教育的环境，而且也依赖于流体智力的水平，它能使个人受益于自身的经历。

与智力研究相似，音乐能力是否是一个整体概念或暗示着多种能力，这是一个争论点。这一争论点与音乐评估的哲学观念相关。它似乎可以追溯到Seashore和Mursell的争论。他们形成两个阵营，并代表两个理论学说。Seashore坚持音乐能力不具有单一的特性，而是由许多具体的、各自不相关的因素组成。他的音乐测验体现了这个观点，即通过对声音基本层面的感知（如音高、时间、强度和音色等）来测量音乐能力（Seashore, 1915）。在这一点上，Mursell（1937）持相反观点。他质疑Seashore所采用的孤立的、不相关的能力测验与真正音乐活动中的能力的相关。他承认音乐能力各个因素存在，同时，他还认为存在着一个知觉和欣赏音乐的总的能力，也就是说，音乐活动所依赖的心理能力是一个有机的综合体（Mursell, 1937）。除此之外，还存在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可以说是Seashore和Mursell观点的折中（Shuter-Dyson & Gabriel, 1981）。该理论观点涉及音乐能力的因素分析研究（如总的智力水平，音高知觉技巧），研究者认为，每一个总项包含许多具体的因素（Shuter-Dyson & Gabriel, 1981）。

可见，对音乐能力界定和构成的争议尚未平息。的确，音乐能力应作为广义的术语来使用，它涉及个体完成音乐任务的情况，无需考虑任务本身的特点。音乐能力仅仅是提出音乐行为的能力，并不能由此推论出天生的潜力，也无法对未来音乐成功进行预测。


8.1.3 其他术语

除了以上3个主要的术语外，还存在其他一些涉及音乐能力的术语，比如，音乐性（musicality）、音乐智力（musical intelligence）、音乐才能（musical talent）、音乐敏感性（musical sensitivity）以及音乐本能（music instinct）等。

音乐性涉及个体对音乐细微明暗变化的反应敏感性。这个术语与音乐认知和情绪维度有关。Révész（1953）将其用来表示音乐的审美体验能力。其标准是当一个人在听觉、理解音乐时，是否能透过作品的音乐结构而达到一个理解的深度。这个术语体现出个体对音乐的理解。通俗地说，“一个人不具备音乐表演能力，但他/她也许非常有音乐性，在音乐欣赏中体现出相当的情绪敏感性”（Lundin, 1967, p.204）。然而，Levitin（2012）认为，音乐性应当体现在演唱或演奏、作曲编曲、指挥、音乐记忆、音乐情绪感受性以及调性知觉能力等方面。事实上，该定义涉及所有的音乐行为，与上文所说的音乐能力类似。音乐性的另一个解释与音乐创造相关，即音乐创造力。与语言能力相似，每一个正常人都具备音乐创造力，音乐创造力是普遍存在的（Blaking, 1973）。这种创造能力是天生具备的。对音乐教育来说，音乐创造力与音乐知觉能力是一样重要的（Gordon, 1965）。尽管如此，由于个体所拥有的能力倾向不同，即便在具备良好的学习环境或具备良好的学习动机情况下，个体之间的音乐成就仍存在差异。

音乐智力是Gardner（2011）多元智力理论中的一个部分。在该理论中，人类至少有语言智力、逻辑—数学智力、空间智力、音乐智力、身体运动智力、自知智力、人际智力、自然感知智力以及对精神和存在的思索智力等9种智力。其中，音乐智力主要指感受、辨别、记忆、改编和表达音乐的能力，它体现为个体对音乐包括节奏、音调、音色和旋律的敏感性以及通过作曲、演奏和歌唱等手段表达音乐的能力。这种智力在作曲家、指挥家、歌唱家、演奏家、乐器制造者和乐器调音师身上有比较突出的表现。

音乐才能主要指个体在音乐表演方面所具有的天赋，这种能力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它适用于专业音乐人群。以往人们普遍认为音乐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结果。假设音乐才能是一种潜能，那么，天资在很大部分上属于生物潜力的结果（Lundin, 1967）。然而，目前有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高水平的音乐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音乐学习（Howe, Davidson, & Sloboda, 1998）。

音乐敏感性指的是对音高、音色或强度的精确（或良好）的感觉区分能力，体现出个体对音乐中微妙差异的知觉和反应，因此它属于感觉层面的分辨。音乐敏感性存在于音乐聆听和表演中。音乐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个体的基本音乐能力倾向。

音乐本能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类天生具有获得音乐的能力；另一个是人类生来就具有理解，甚至创造音乐的能力以及聆听音乐的欲望（Marcus, 2012）。研究表明，新生儿和婴儿似乎具有一些基本的音乐能力，比如能够区分和谐与不和谐的和音（Trainor, Tsang, & Cheung, 2002b）、检测到音乐的拍子（Winkler, Hden, Ladinig, Sziller, & Honing, 2009）、辨别简单的节奏模式（Demany, McKenzie, & Vurpillot, 1977）。这些音乐能力都属于音乐本能的范围。

综上所述，在音乐能力研究领域中，基本术语种类繁多，由于部分术语之间存在交叉，导致各术语的内涵缺乏独特性，或特征不明确，比如音乐才能，它适用于专业音乐人群。然而，就专业音乐表演人群而言，不同乐器表演者需要具备的潜能也具有差异。因此，某一音乐才能测验难以适用于所有音乐专业表演人群。但是，不论从专业音乐人群还是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说，都存在一种最为基础、最普遍适用的音乐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判断音乐对人是否具有价值，体现出人类对音乐的基本加工能力。在这一点上，“音乐能力”将是可采用的最佳术语。


8.2 音乐能力测验

音乐能力测验归根结底是音乐能力研究的最终落脚点。从测验的判断标准来看，测验内容合适与否是判断测验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的确，测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测验编制者的音乐能力观念。除此之外，测验信度和效度的高低也是衡量测验好坏的客观标准。下文将在已有综述研究（蒋存梅，2005）基础上，选取较具影响力的音乐能力测验为范例，根据测验的3个判断指标，对音乐能力的研究进行简要梳理。


8.2.1 音乐能力倾向测验

早在1883年，Stumpf就开始通过音高和音符的谐和性对学生的音乐能力倾向进行测验。这些测验与传统音乐教师的测验相似：唱出由钢琴奏出的音符；判断在连续弹奏的两个音符之间，哪一个音更高；判断音符的和谐程度。尽管这个测验未标准化，但事实证明，这个测验成功地辨别出了有经验的音乐家和40位自称没有音乐感的学生。

Révész（1925）的《音乐能力倾向测验》包含音高、节奏、音程或和声以及音调记忆等内容，主试要求被试模仿出钢琴弹出的节奏型或唱出和弦中的音符。Révész认为背唱曲调是测验最重要的部分。在这个部分中，研究者先弹出一个包含9个小节的音乐曲调，然后，研究者弹奏开始的两个小节，要求被试继续唱出后面的小节。与Stumpf不同，Révész（1953）还提出“音乐性”概念，在他看来，音乐性是理解和体验音乐以及评估音乐所需要的潜能，其最终目的是评估个体对作品的音乐结构所能达到的理解和体验的深度。Révész并没有将他的测验标准化，也没有将它变成团体测验（Shuter-Dyson & Gabriel, 1981）。

音乐能力测验的先驱人物首推美国的Seashore。经历了20多年深入的实验研究，Seashore在1919年出版了第一个标准化的音乐能力测验——《Seashore音乐才能测验》（Seashore Measures of Musical Talents
 ）。这个测验分别在1939年、1960年得到修订。第二次修订后的测验包含音高、节奏、强度、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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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和感）、音长以及音调记忆等6个分测验。
 
[2]

 音高测验包含50对纯音，每对纯音的第1个音为500Hz，要求被试判断第2个音是比第1个音更高还是更低。类似地，在强度和音长测验中，被试需要判断第2个音是否比第1个音更响或更长。在节奏和音色测验中，被试则要指出每对节奏模式或乐音音色是否相同。对于音列记忆测验，被试的任务是确定在两个音列中哪个音列的音高发生变化。Seashore（1938）认为，在理想的实验室条件下，测验将获得一个超过0.90的信度系数，但测验使用者报告的信度系数都很低。在测验效度方面，只有音高测验与音列记忆测验的效度较理想，其他的测验效度都很低。

尽管Seashore（1938）承认音乐感知和表演的复杂性，但他认为，测验测量的是基本的音乐潜能，这些因素绝大多数都是天生的，儿童在10岁以后，不论年龄还是教育等因素如何发生变化，这些遗传的潜能也不会得到发展，其中，“音列的记忆”除外，因为“音列记忆”可以通过训练而发展（Shuter-Dyson & Gabriel, 1981）。显然，其观念实质在于：即使在受教育机会缺乏的情况下，那些具有遗传潜能的孩子也能获得成功。同时，Seashore还认为音乐能力就是一组孤立的、相互没有联系的、仅与基本听觉辨别技巧相关的能力。这些分测验的成绩不能合并成一个关于音乐能力总的成绩，但可以全面呈现出个体的音乐能力。

1930年，Kwalwasser和Dykema出版了《Kwalwasser-Dykema音乐测验》。测验包含了成就测验，并使用了管弦乐器奏出的音响为音乐材料。这个测验包含10个项目：音高、强度、节奏、音长、音色、音调记忆、音调运动、旋律鉴赏、音高意象以及节奏意象，其中，前6项与Seashore的测验相似，但是，除了音调记忆外，2套测验中对应项目的测量内容并不一致。尽管该测验手册并不提及测验的信度和效度，但研究结果表明，在信度方面，最令人满意的是音调运动测验，其次是音调记忆测验，其他的测验都很低；在效度方面，该测验的音高意象与音调记忆测验的效度较理想（Shuter-Dyson & Gabriel, 1981）。由于这个成套测验比Seashore的测验更有音乐性，而且长度不太长，因此它在美国很受欢迎。

在《Oregon音乐分辨测验》（Hevner & Lansbury, 1935）的基础上，Long（1971）设计了一套关于音乐趣味和鉴赏的《Indiana-Oregon音乐分辨测验》（Indiana-Oregon Music Discrimination Test
 ）。这个测验较为简单。由原来的3个旋律变体减少为1个旋律变体，即旋律原形及其变体二者之间的比较。在测验中，被试除了要说出较喜欢的版本外，还要判断哪一个因素——节奏、和声或音高与原形发生了变化。关于该测验的信度和效度研究相对较少，但已有的研究表明测验信度较好，效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Wing在1961年出版了《标准化音乐智力测验》。该测验包含7个分测验，前3个测验（和弦分析、音高变化和记忆）测量听觉的灵敏度，后4个测验（节奏、和声、强度和分句）测量鉴赏或偏好。在研究者看来，音乐鉴赏能力是一个基本的特质，任何对艺术感兴趣的人都必须具有这个能力（Shuter-Dyson & Gabriel, 1981）。Wing的测验体现出欧洲学者对“格式塔”理论的偏爱，他们更多关注于测量被试对音乐的理解，而不是对孤立的音乐构成因素的听觉辨别。该测验与Mursell的音乐能力观念的相一致。Wing测验中前3个分测验的信度较好，后4个鉴赏测验的信度较低。与其他的音乐能力测验相比，Wing测验的效度总体上较为理想，其中，音高变化与记忆较好。

Gordon（1965）的《音乐能力倾向剖面图》（Musical aptitude Profile
 ）包含3个部分：音调表象（tonal imagery，包含旋律与和声）、节奏表象（包含速度与节拍）以及音乐敏感性（包含分句、平衡和风格）。音乐刺激是原创的，由小提琴、大提琴表演者演奏。该测验的信度至少为0.90，效度也是不错的。然而，由于测验的长度太长，如果减少测验的项目，研究发现，其信度将受到影响。根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将《音乐能力倾向剖面图》整个版本作为诊断工具并不完全可靠，同样地，在作为指导学生选择合适课程方面，它也体现出可变性。

Bentley（1966a）的《音乐能力测验》（Measures of Musical Abilities
 ）包含4个测验：音高辨认、音调记忆、和弦分析和节奏记忆。该测验适用于7岁或8岁到成人的被试。测验时间为20分钟。尽管Rowntree（1970）发现，测验的信度系数仅为0.60，Bentley认为，测验的信度系数为0.84，研究者计算了测验的分数与教师对学生排名的相关，发现二者存在正相关（Shuter-Dyson & Gabriel, 1981）。




 [1]
 1919年的测验不包含节奏分测验，但包含谐和感（consonance）分测验。虽然谐和感在音乐才能上很重要，但实验条件不能满足。考虑到音色测验也能达到类似的目的，因此，1939年修订版将其中的谐和感改为音色，1960年的修订版与1939年版相似。


 [2]
 以往人们错误地认为Seashore的音乐能力测验的内容仅仅局限在测验的6个项目。事实上，Seashore的音乐能力测验范围很广，它包含5个方面的25项内容。5个方面包括：音乐敏感性、音乐行为、音乐的想象与记忆、音乐智力以及音乐情感。


8.2.2 音乐成就测验

在音乐能力倾向测验盛行长达半个世纪之后，一些有影响音乐成就测验也相继出版。它们包括：Colwell的《音乐成就测验》（Music Achievement Test
 ）、Simons的《音乐听力测验》、Gordon的《Iowa音乐读写测验》（Iowa Tests of Music Literacy
 ）、Aliferis的《音乐成就测验》、Bridge为音乐院校入学考试水平设计的《澳大利亚高级音乐学习测验》（Shuter-Dyson & Gabriel, 1981）。这些测验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音乐能力倾向以及与乐谱知识相关的听觉任务。下文将重点介绍Colwell的《音乐成就测验》和Gordon的《Iowa音乐读写测验》。

Colwell（1969, 1970）的《音乐成就测验》包含4个测验，测验难度逐渐增加。测验1包括音高、音程和节拍的辨别，测验2包括大小调式的辨别、调性中心感（feeling for tonal center）以及听觉—视觉辨别，测验3包括音列记忆、旋律再认（melody recognition）、音高再认和乐器再认，测验4包括音乐风格、听觉—音乐辨别、和弦再认与终止式辨别。根据教学的具体要求，每一个测验可以独立使用。测验的指导手册指出，整体测验的信度系数在0.46—0.96之间，其中，第3个测验的信度较差。但是，测验的成绩与教师对学生的排名相关较高（Colwell, 1969, 1970）。

Gordon（1970）的《Iowa音乐读写测验》由音调概念（tonal concepts）和节奏概念（rhythmic concepts）两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又包含3个分测验：听的知觉（aural perception）、读的辨认（reading recognition）和乐谱的理解（notational understanding）。每个分测验包含6种不同的难度水平。

就《音乐成就测验》与《Iowa音乐读写测验》而言，对于那些不熟悉非常规调式的学生来说，测验的信度较低（Shuter-Dyson & Gabriel, 1981）。Young（1976）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在该研究中，400多名学生参与了《音乐成就测验》测验2以及《Iowa音乐读写测验》第一水平的测验。研究结果发现，这两个测验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65。《音乐成就测验》测验2的分测验与《Iowa音乐读写测验》第一水平测验的相关系数在0.48—0.69之间，《Iowa音乐读写测验》第一水平测验的分测验与《音乐成就测验》测验2的相关系数在0.36—0.68之间。同时，《音乐成就测验》测验2和《Iowa音乐读写测验》第一水平测验与教师排名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9和0.69。

近年，美国国家评价与教育计划（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EAP）也体现出成就测验的特点。NEAP包括音乐成就评估，比如，音乐结构（调式、节奏型）识别、节拍识别、音符长短识别、音乐结尾合理性判断、音乐时代风格识别、情绪表达式判断、乐器音色识别、演奏形式识别等项目（Keiper, Sandene, Persky, & Kuang, 2009）。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音乐测验侧重于考察音乐的创造能力，比如，Vaughan（1977）的测验通过流畅性、节奏稳定性、创新性思维以及前后逻辑性等方面测量学生的音乐创造性；Webster（1979）要求学生补全乐句，或进行创作分析和即兴创作等任务，研究者采用了流畅性、灵活性和原创性等测量指标；Gorder（1980）则考察了即兴创作能力，在前人的基础上，Gorder还增加了创作质量评判，并作为测量标准之一。

《音乐耳测验》（Musical Ear Test
 ）也是近年刚出现的音乐成就测验。该测验旨在测量音乐短时记忆能力，由此区分音乐家、非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之间的差异（Wallentin et al., 2010）。它包括104个题目。被试在聆听两个音乐片段之后，判断它们的节奏或旋律是否相同。该测验强调了音乐短时记忆在音乐能力中的重要作用。Brockmeier等人（2011）的音乐知觉测验则旨在评定耳蜗植入者的音乐听力。测验由8个分测验组成，包括对节奏、音高、旋律与和弦的辨别、乐器数量的检测、乐器音色的识别以及和弦不谐和感（dissonance）与音乐情绪的等级评定。

值得补充的是，由Peretz及其研究团队设计的《蒙特利尔失歌症诊断测验》实质上也属于音乐能力测验（Peretz et al., 2003）。该测验最初是专门为脑损伤病人（如，获得性失歌症者）的音乐能力测量而设计的，近来被广泛运用于先天失歌症者的鉴别。该测验也被运用到汉语失歌症者的鉴别（如, Jiang et al., 2010; Nan et al., 2010）。如上所述，它包含6个分测验：音阶、轮廓、音程、节奏、节拍以及记忆。所有旋律都属于调性音乐。除了节拍分测验外（各旋律平均时长为11s），其他分测验的旋律时长跨度从3.8到6.4s，平均5.1s。该测验适用于成人，主要强调个体的音乐基本能力。尽管这种基本能力必然受到个体后天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但它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音乐成就测验。该测验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并且与Gordon的《音乐能力倾向剖面图》相关性较高。后来，该研究团队（Peretz et al., 2013b）又出版了一套评估6—8岁儿童音乐能力的测验——《蒙特利尔音乐能力评估测验》（Montreal Battery of Evaluation of Musical Abilities
 ）。该测验是《蒙特利尔失歌症诊断测验》的修订版本，但只包含音阶、轮廓、音程、节奏和记忆5个分测验，每个分测验由20个旋律组成。为了减少测验时间，他们也编制了《蒙特利尔音乐能力评估测验》的简化版本，简化版本包含旋律、节奏和记忆3个分测验，所需时间少于20分钟。

与之同时，另一个研究小组（Law & Zentner, 2012）也设计了一套《音乐知觉技能剖面图》（Profile of Music Perception Skills
 ）的测验，以此区分那些没有受过音乐训练却具有音乐技能的人与那些受过音乐训练但可能不具有音乐技能的人。测验由旋律、重音、节奏、旋律的节奏型（rhythm-to-melody）、音高、和弦、音色、响度、速度等9个分测验组成，每个分测验包含9对相同的刺激和9对不同的刺激，被试的任务是分辨每对刺激的异同（1=肯定相同、2=可能相同、3=不确定、4=可能不同、5=肯定不同）。该测验的总体信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和重测信度系数）高于0.85，各分测验的信度在0.56—0.85之间；其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效标效度（criterion validity）与区分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也比较令人满意。其简化版本只包含旋律、重音、速度与和弦协和性，但也获得了很好的信度和效度。

从以上测验可以看出，这些音乐能力倾向测验大多侧重音乐要素方面的测验，比如，对于音高、和声以及节奏等的辨别。
 
[1]

 从本质上说，这些测验考察的是听者对音乐要素的听知觉能力。这种观点在西肖尔的测验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当然，对音乐要素的知觉能力是音乐能力的一个基本构成因素，也是其他音乐能力的发展起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强调基本的音乐听知觉能力具有一定的意义。然而，对于总的音乐能力来说，音乐要素的知觉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完全以音乐要素知觉为中心的音乐能力测验必将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无疑，这种片面性必然伴随着测验信度与效度的失衡。可喜的是，已有一些研究已经开始意识到音乐审美、音乐创造等因素的重要性（如, Révész, 1925; Wing, 1961），然而，遗憾的是，测验所采用的测量方式仍然是关于音乐偏好的听觉辨别，尚未抓住音乐审美和创造的核心要点。

可见，要设计一个合理可行的音乐能力测验，首要条件就是要对音乐能力界定及其构成进行严密的逻辑推论以及实证的考察。只有一个测验具有坚实严谨的理论基础，这个测验才有可能达到最高的信度和效度，从而实现对于音乐教育的指导作用。也许基于以上这些原因，近年来，西方许多音乐心理学专家一直关注音乐能力及其构成的理论建设。Sloboda（1985）在实证研究和逻辑推论的前提下，强调音乐结构的研究在音乐能力研究中的重要性。Hallam和Prince（2003）则运用问卷调查法，对300多名不同职业的被试进行调查，得出音乐能力涉及5个方面的内容：听觉技巧、接受性的反应、生成技能、综合技能以及个体因素。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包含许多具体的技能，它们不仅涉及到音乐的听觉、体验、理解、评价、演奏、创作等方面，而且也强调了个体的因素，诸如元认知、动机、兴趣，等等；其后续研究进一步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将音乐能力分为6个维度，按照其重要程度归纳为音乐运动技能（读谱、掌握乐器、声乐技能）、表达交流能力（与听众沟通，表达情感）、鉴赏能力（对音乐的评价、审美）、创造能力、动机（是否热爱音乐）和听辨能力等（Hallam, 2010）。

总之，音乐能力包含的范围较广，因此，对于音乐能力构成的研究应分为两个层面来讨论：音乐层面与非音乐层面。音乐层面主要关注于音乐本体的因素；而非音乐层面则涉及音乐主体的因素，如，动机、兴趣、意志，等等。这两个层面理应相互作用、相互交融，共同建构个体的音乐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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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前苏联的捷普洛夫（1990）在他的《音乐能力心理学》中将音乐天资与音乐感分开，并认为音乐天资并不能只归为一种音乐感。音乐感包含情绪方面与听觉方面。他所认为的“音乐感”其实就是狭义的音乐能力。他通过一些实验材料考察了Seashore的音乐能力因素，在此基础上，最后他提出三种基本的音乐能力：曲调感、听觉表象和节奏感。


8.3 音乐能力发展的决定因素

与其他领域不同，音乐经常被看作是一个特别需要天赋的领域。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家必然具有很好的音乐天赋，否则，他们将很难在音乐领域获得成功。然而，究竟是遗传因素决定音乐能力的发展，还是环境因素对音乐能力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下文将对此进行论述。


8.3.1 先天遗传决定论

从以上测验可以看出，大多数的音乐能力测验都是属于音乐能力倾向测验。换句话说，测验的编制者大多都是认为，音乐能力来自于遗传。这种观点尤以Seashore为代表。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主要包含两个方面：音乐神童的轶闻以及天生拥有特殊音乐技能的儿童例证（Howe et al., 1998）。

纵观音乐史，许多音乐家都来自音乐世家，比如，Bach家族在音乐艺术的成功就是典型的例子。Bach家族在300多年中共出现了52位音乐家，其中，J.S. Bach被誉为“西方音乐之父”。J.S. Bach的祖父就是一位音乐家，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音乐家，他自幼生活在良好的音乐环境中。哥哥（J.C. Bach）也是一名出色的管风琴手。其次子C.P.E. Bach长期居住于汉堡，被称为“汉堡巴赫”或“柏林巴赫”；第11个儿子J.C. Bach长期居住于伦敦，被称为“伦敦巴赫”。这些Bach家族成员在音乐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并对Haydn、Beethoven等的音乐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许多音乐家在小时侯就显露出卓越的音乐才能，被认为是音乐天才。Mozart是音乐史上的神童，他很早就显露出了在音乐方面的非凡天赋和卓绝才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音乐天赋：3岁开始弹琴，6岁开始作曲，8岁写下了第一部交响乐，11岁便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歌剧，14岁时指挥乐队演出了该歌剧。类似地，匈牙利的音乐天才Erwin Nyiregyhazi在2岁时就能背唱简单的歌曲，4岁时就能在口琴上吹奏曲调；Stravinsky在2岁时就能模仿当地歌手的演唱；Arthur Rubenstein在说话之前就能弹奏钢琴，等等。尽管如此，大多数类似的报道是建立在大众流传的轶闻上，而且这些轶闻是在事件发生多年之后才报道的，有些论述是自传性的，因此，它们的准确性值得推敲（Howe et al., 1998）。

众所周知，在音乐领域，有些音乐技巧需要练习才能获得，但是有些人可以不需要练习轻松获得这些技巧。比如，绝对音高。如上所述，绝对音高指的是在没有标准音高的参照下识别出特定音高，或说出其音名。自闭症儿童就具备绝对音高。Mottron等人（1999）针对一位低功能自闭症者进行探究。整个实验都没有出现参考音。在呈现单音后，让被试在乐谱上记下相应的音符。在随后的另一个音高测验中，被试只要口头说出所听到音符的音名。虽然该被试不能在乐谱上完全准确地标示出音高的位置，但是，她能非常准确地说出每一个音的音名。实验结果表明这位自闭症者具有绝对音高能力。研究者认为，这种绝对音高能力可能来自于自闭症者的超常听觉灵敏性。通过单音与动物图片的配对任务，Heaton等人（1998）也发现了自闭症者的绝对音高能力。在该研究中，被试需要指出与听到的音高相对应的动物图片。研究结果显示，与正常儿童不同，自闭症儿童的确拥有绝对音高能力。除了绝对音高之外，自闭症者还拥有较好的音乐记忆能力。Miller（1989）描述了一个具有心理障碍和自闭症的5岁男孩。该男孩对周围环境反应迟钝，尤其表现在语言发展方面，几乎不会说话。然而，在钢琴键盘上，他不仅能弹出一个听过的旋律，而且还能转调演奏。他即兴演奏出的音乐与欧洲调性音乐规则相吻合。Miller所观察到的这种音乐能力似乎建立在一个能快速有效地将基本单位密码化的潜能上，同时这个潜能也能在一个复杂的知识系统中显现音乐细节，在这个知识系统中，人的敏感性与和声关系、音阶或调性界定、旋律的结构，以及风格的准则合并为一（Howe et al., 1998）。

如果音乐能力是人类先天就具备的，那么，在大脑中可能存在一些脑区或神经网络专门负责音乐加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研究者可以从音乐脑机制层面上对此进行探究。研究表明，大脑对音高的加工主要发生在右半球的颞叶（Liégeois-Chauvel et al., 1998; Zatorre & Belin, 2001; Zatorre & Samson, 1991）；对音色的加工集中在颞横回后部和颞上沟（Levitin, 2012）；对速度和节奏的加工诱发小脑与基底核产生较强的激活变化（Levitin, 2012）；对调性、节奏与和声的预期激活额前叶、扣带后回等区域。句法的加工引发ERAN效应；音乐意义的加工出现了N500效应（如, Koelsch, 2012; Koelsch et al., 2000），等等。尽管这些结果已经基本成为定论，但是，由于许多研究已经表明，音乐训练或音乐经历（指非有意识地接触音乐）都可能导致音乐脑结构或功能的变化（如, Habib & Besson, 2009; Zatorre, 2005），因此，这些与音乐能力相关的脑机制是先天存在的，还是后天发展形成的？这个问题还处于争议之中。

遗传学研究表明，尽管音乐训练对音高判断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但绝对音高的确呈现出在家族成员中汇聚的趋势（Baharloo, Johnston, Service, Gitschier, & Freimer, 1998）；家庭中如果一个人拥有绝对音高能力，其兄弟姐妹拥有该能力的比例比普通人高7.8—15.1倍（Baharloo, Service, Risch, Gitschier, & Freimer, 2000）；绝对音高的遗传偏向于女性（Profita & Bidder, 1988）；同卵双生子研究也表明，8q24.21染色体能够预测绝对音高能力（Theusch, Basu, & Gitschier, 2009）。以上研究表明人类的基因与绝对音高能力的遗传可能存在密切联系。与绝对音高相反，失歌症是一种对音乐音高加工的障碍。Drayna、Manichaikul、de Lange、Snieder和Spector（2001）通过双生子探究遗传和环境对音乐音高加工能力的作用。研究者以136名同卵双生子和148名异卵双生子为被试，要求他们判断流行曲调是否包含错误的音高（即Distorted Tunes Test, DTT）。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同卵双生子来说，DTT成绩相关系数为0.67，异卵双生子的相关系数是0.44。该研究暗示了失歌症者对音乐音高知觉能力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缘于遗传的差异。类似地，Peretz、Cummings和Dubé（2007）在9名失歌症者的家庭中选取71名成员为被试，研究结果也验证了遗传因素对失歌症的影响。此外，失歌症者大脑右侧颞上回与额下回的皮层更厚（Hyde et al., 2007）、右侧颞上回的灰质和白质浓度较少（Albouy et al., 2013a）、右侧额下回的灰质浓度较高而白质浓度较低（Albouy et al., 2013a; Hyde et al., 2006）。这些结果都暗示了失歌症者的音高加工障碍可能是天生的。

遗传学研究也进一步表明，音乐能力与AVPR1A（Ukkola, Onkamo, Raijas, Karma, & Järvelä, 2009）、SLC6A4（Morley et al., 2012）、UGT8（Park et al., 2012）以及Pcdha和GALM（Ukkola-Vuoti et al., 2013）基因相关。


8.3.2 后天环境决定论

如上所述，音乐能力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概念，它既包含先天遗传下来的音乐潜能，也包括在已有潜能基础上，经过个体后天的努力、并在家庭和学校环境的影响之下获得的音乐成就。尽管有迹象表明音乐能力有可能源于先天遗传，但是，也有研究认为音乐能力由后天环境所决定（Howe et al., 1998）。下文围绕Howe等人（1998）的质疑观点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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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音乐能力是先天决定，那么，它们必然会出现早期迹象，预测个体今后的成功（Howe et al., 1998）。但是至今尚未有相关的证据支持这一点。Sosniak（1985, 1990）对21位35岁左右的杰出美国钢琴家进行详细的访谈。作为音乐会钢琴家，他们都处于职业生涯的顶峰。研究者通过与他们的父母交谈了解到，他们在小时候，并没有什么迹象能预见他们现在的音乐成功。在大多数个案中，超常快速的进步并不出现在良好机会以及充足激励之前。即便在年轻钢琴家经历了大约6年的专业训练之后，对少数个体最后成功的大胆预测仅仅是可能的。同样地，在165名波兰专业音乐家的传记研究中没有发现在学前时期不寻常能力的行为迹象（Manturzewska, 1986）。Howe、Davidson、Moore和Sloboda（1995）对257名孩子进行调查，在这些孩子中，只有部分已经获得表演上的巨大进步。调查者询问父母，孩子早期是否表现出音乐才能的某种迹象，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时候。同时，他们还询问父母小孩什么时候开始唱歌、接近音乐、表现出对音乐的热爱、注意，或积极参与音乐活动。在以上行为中，只有在“早期唱歌”这一项中，那些最后获得成功的人士比其他孩子表现得更早。

其次，如果的确存在天生的音乐才能，那么，在获得某些特定音乐技巧方面，具有音乐才能的人必然比那些不具有音乐才能的人花费更少的练习时间。然而，研究结果显示，在非常成功的年轻音乐家与其他小孩之间，他们在英国音乐委员会考试中，为获得相邻等级之间的进步所需要付出的练习时间数量上没有差异。即便在其他的音乐学习（非音乐考级）中，个体之间在取得的进步与所花练习时间的差异也不大（Sloboda, Davidson, Howe, & Moore, 1996）。所有伟大的作曲家都需要长时期的训练。优秀作曲家在26—31岁之间才创作了第一部在音乐史上具有影响的音乐作品，他们大致在9岁时开始受到音乐教育，17岁开始作曲（Simonton, 1991）。同时，个人的演奏水平与练习具有正相关（Ericsson, Tesch-Römer, & Krampe, 1990）。在21岁时，音乐学院表演班上最好的学生大约已经累计练习了10000个小时，而同一学院教育专业的学生的练习时间比他们少一半。专业钢琴家与业余钢琴家之间也出现类似的差异（Krampe, 1991）。

最后，教师与环境对个体的音乐成功具有重要作用。对所有年轻演奏者来说，即便那些被老师与父母认定为有才能的年轻演奏者也不例外，假如他们要维持获得专业技能所需的练习，外在环境的帮助与鼓励是必要的。这种鼓励主要来自父母以及教师。Sloboda和Howe（1991）的研究表明，即便在非常成功的音乐家中，大多数人承认，假如没有父母对他们练习的大力鼓励，他们不可能完成成功所需的常规练习。实际上，父母对小孩练习所给予强大和持续的鼓励是所有年轻音乐家成功的依据（Davidson, Howe, Moore, & Sloboda, 1996）。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Howe等人（1998）认为，尽管遗传对音乐才能可能具有影响，但研究并不支持不寻常音乐才能的早期征兆的存在，相反，许多研究表明，早期经验、偏好、机会、习惯、训练和练习的差异才是音乐成功的真正决定因素。同时，研究也表明，尽管同卵双生子音乐能力相关系数为0.44—0.90，异卵双生子的相关系数为0.34—0.83，但是，环境对个体音乐能力的作用大于遗传（Coon & Carey, 1989）。

如上所述，在音乐能力测验中，音乐能力倾向与音乐成就二者难以分开测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良好的音乐遗传有助于音乐环境的形成；同样地，良好的音乐环境反过来也促进了音乐遗传向现实音乐能力的转化。天生因素或环境因素不能单独造就一个音乐家，只有在这二者共同发挥作用的前提下，音乐能力才有可能出现（Colwell, 1992）。近年来音乐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胎儿在出生前3个月就开始接受外界的声音信息，这一时期有意安排的音乐刺激，将决定胎儿出生后的音乐反应以及音乐偏好（Partanen, Kujala, Tervaniemi, & Huotilainen, 2013）。这项研究进一步论证了在音乐能力测验中，遗传与环境因素决定作用难以分辨（Deliège & Sloboda, 1996）。遗传与环境因素在音乐能力发展中的作用也可以通过反应范围原则（reaction range principle）进行解释。反应范围原则认为，对于人类的大多数特征而言，遗传设定了发展潜能和环境影响的范围，个体仅在那个范围内变化（Gottesman, 1963）。换句话说，基因对任一属性设定了结果的可能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环境影响着个体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相互促进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音乐能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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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分详细内容可参见迈克尔、J.A.豪、简·W.戴维森、约翰·A.斯洛博达（2005）：天生的才能：现实还是神话（下）。蒋存梅译，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77—83。


8.4 音乐能力与其他能力的关系

音乐使人聪明，这一直是许多家长的信条（Schellenberg, 2004）。音乐由此变成开发智力的有效手段之一。研究已经表明，音乐学习可以提高智力水平（Schellenberg, 2004）。教师经常认为，智商较高的儿童学习音乐比较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能力可能与智力不可分割，二者紧密相关。

的确，儿童的音乐能力不仅与认知和创造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Doxey & Wright, 1990），也与他们的总体IQ相关（Lynn, Wilson, & Gault, 1989; Sergeant & Thatcher, 1974）。即便在成年人中，他们的音高和节奏分辨与智商也具有相关（Helmbold, Troche, & Rammsayer, 2006）。音乐能力与智商的相关性也可以从音乐学习对智商的促进作用中得到验证。Schellenberg（2004）对144个儿童进行大样本研究。通过36周的音乐训练之后，研究者发现，与非音乐训练组儿童相比，音乐训练组儿童的IQ成绩提高最快。这个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音乐能力水平直接影响他们的智商。

如上所述，Gardner（2011）的多元智力理论认为，智力至少有9种：语言能力、逻辑—数学能力、空间能力、音乐能力、身体运动能力、自知能力、人际能力、自然感知能力以及对精神和存在的思索能力。那么，音乐能力是否与智力结构中其他能力具有相关？下文将在王杭，江俊和蒋存梅（2015）研究的基础上，选取语言能力、空间能力和数学能力进行论述。


8.4.1 与语言能力的关系

语言能力不仅涉及语言知觉，还包含语言产生。在语言知觉方面，已有研究主要考察音乐能力与语音知觉和阅读能力之间的关系。比如，相关研究显示，儿童的音乐音高能力与音素意识具有正相关（Anvari, Trainor, Woodside, & Levy, 2002; Lamb & Gregory, 1993; Loui, Kroog, Zuk, Winner, & Schlaug, 2011a），同时，节奏能力与音素意识（Anvari et al., 2002）、语音意识（David, Wade-Woolley, Kirby, & Smithrim, 2007; Holliman, Wood, & Sheehy, 2010; Moritz, Yampolsky, Papadelis, Thomson, & Wolf, 2013）也存在相关。比如，Huss、Verney、Fosker、Mead和Goswami（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音乐节拍感与语音意识具有显著的相关；类似地，Norton等人（2005）使用Gordon（1979b）的《初级音乐听觉测验》（Primary Measures of Music Audiation
 ）评估被试的音乐能力。研究结果表明，音乐能力与语音意识表现出相关性。跨语言研究也验证了音乐能力与语音意识的相关。在Peynircioglu、Durgunoglu和U′ney-Küsefoglu（2002）的研究中，研究者分别以土耳其和美国儿童为被试，以他们的母语字词为材料，探究语音意识是否与音乐旋律加工具有相关。研究结果显示语音意识与旋律加工能力呈正相关。在该研究中，尽管被试都不明白这些字词的读法，但仍可以做出判断，显然，这些知觉判断建立在字词的声音加工上。

语音的加工有助于阅读（Goswami, 1990; Stanovich, 1986）。与此相似，音乐能力与阅读能力也存在相关（Barwick, Valentine, West, & Wilding, 1989; Douglas & Willatts, 1994）。那么，这种相关是否缘于语音加工？在Anvari等人（2002）的研究中，研究者探讨了音乐能力与语音意识和阅读能力之间是否存在相关。研究结果支持了音乐能力与语音意识和阅读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同时，当排除语音加工的影响时，旋律分辨能力与阅读能力仍存在显著相关。该研究结果暗示，尽管音乐和语音可能共享一个加工机制，但是这种广义上的听觉机制可能也与阅读机制相关。

有意思的是，在Anvari等人（2002）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5岁儿童的节奏能力与阅读能力不存在相关。该结果与先前研究一致。Barwick等人（1989）发现，尽管儿童对和弦的分析能力与阅读相关，但是他们的节奏能力与阅读能力不具有相关。后续研究也发现，5—9岁儿童的节奏能力与阅读能力不存在相关（Moritz et al., 2013; Tsang & Conrad, 2011）。事实上，节奏能力之所以与语音意识相关，但没有与阅读相关，可能的原因如下：从声音角度来说，不论是音乐还是语音，节奏都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二者具有相似性，但是，与言语知觉不同，节奏不是阅读中的一个关键的加工维度。

在言语产生方面，相关研究发现，言语产生能力与音高分辨（Anvari et al., 2002; Lamb & Gregory, 1993）、和弦分析（Barwick et al., 1989）、节奏分辨（Moritz et al., 2013）、节拍分辨（Huss et al., 2011）以及节奏再现（Douglas & Willatts, 1994; Strait, Hornickel, & Kraus, 2011）等能力都存在相关。音乐能力与语言加工的相关还体现在个体对第二语言的学习上。芬兰人的音乐能力与英语的发音技能具有相关性（Milovanov, Pietilä, Tervaniemi, & Esquef, 2010）；日本人的音乐能力与英语单词和句子产生能力存在相关（Slevc & Miyake, 2006; Tanaka & Nakamura, 2004）；以英语为母语的被试的音高知觉能力与西班牙语发音技能也存在显著的相关（Posedel, Emery, Souza, & Fountain, 2012）。反过来，与英语发音技能较低的被试相比，英语发音技能较高的芬兰小学生具有较好的音高与音色分辨能力、节奏感和调性感（Milovanov, Huotilainen, Välimäki, Esquef, & Tervaniemi, 2008）。此外，Milovanov等人（2010）还发现，音乐能力较高的芬兰大学生在英语单词发音技能方面好于音乐能力较低的大学生。


8.4.2 与空间和数学能力的关系

音乐能力与空间能力存在相关，体现出音乐加工与空间加工之间的关联性。相对于较低频率的声音，较高频率的声音在空间方面会被表征为更高一些（Pratt, 1930）。Rusconi、Kwan、Giordano、Umilt和Butterworth（2006）使用“内隐刺激——反应兼容程序”探讨了音高的空间表征，结果也发现空间编码和音高相关联。Nelson、Barresi和Barrett（1992）通过音乐推理（musical analogy）任务、空间推理（spatial analogy）任务以及Gordon（1979b, 1982）的《音乐听觉测验》，探讨音乐能力与空间能力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音乐推理与空间推理具有很大的相关。事实上，在失歌症的研究中也出现类似的结果。如上所述，失歌症者对音乐音高的加工具有障碍。Douglas和Bilkey（2007）的研究发现，与正常被试相比，失歌症者在视觉呈现的心理旋转任务（mental rotation task）中表现较差，该结果支持了音乐加工与空间推理的相关。

Hassler、Birbaumer和Feil（1985）考察了120名9—14岁儿童的音乐能力对空间关系加工的影响。根据Wing（1961）《标准化音乐智力测验》的成绩以及是否具有即兴创作或演奏能力的标准，研究者将被试分为3组：具有音乐天赋且能进行即兴创作或演奏的儿童、具有音乐天赋但不能进行即兴创作或演奏的儿童、不具有音乐天赋的儿童。具有音乐天赋的被试都接受过音乐训练。所有儿童都完成了空间关系测验。次年，研究者再次对其中103名被试的空间关系能力进行测量。尽管第1次实验结果没有发现组间的统计差异，但是，在第2次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具有即兴创作或演奏能力被试在空间关系测验上的分数明显高于没有音乐天赋的控制组被试；不具有即兴创作或演奏能力的青少年在空间关系测验上的分数与控制组被试相近。该结果表明，音乐创造力（是否具有创作或即兴演奏能力）影响个体的空间关系加工能力。

音乐和数学的关系由来已久。Hobbs（1985）通过Gordon（1979b）的《初级音乐听觉测验》，发现1—3年级学生的音乐能力与数学成绩呈正相关。在Lynn等人（1989）的研究中，研究者也发现，儿童的音乐能力不仅与他们的总体智商水平相关，也与他们的计数能力相关。后续研究进一步验证了音乐能力与数学能力存在相关（Anvari et al., 2002）。但是，也有一些研究结果并不支持音乐能力与数学加工能力之间的相关。早期调查发现，在音乐能力一般的人群中，12.3% 的人具有数学天赋，即便在具有非凡音乐天赋的人中，也只有15.4%的人具有数学天赋（Pannenborg & Pannenborg, 1915，引自Haimson, Swain, & Winner, 2011）。类似地，在227名具有较高音乐能力的被试中，只有2%的被试宣称自己具有较高的数学能力；在72名音乐能力较低的被试中，13%的被试认为自己具有数学天赋（Haecker & Ziehen 1922，引自Haimson et al., 2011）。 Révész（1946，引自Haimson et al., 2011）也发现，只有9%的专业音乐家具有数学天赋或兴趣。这些早期研究得到近年研究的验证。比如，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在Thurstone（1938）《基本心理能力》（Primary Mental Abilities
 ）测验之《数字运算》分量表上的分数不具有显著的差异（Brandler & Rammsayer, 2003）。已有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缘于各个研究对音乐能力高低评判标准的差异。

总之，无论对于音乐心理学还是对于音乐教育来说，音乐能力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尽管该论题在一百年前就引起学界的关注，但是由于它的复杂性，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定论。不可否认，在音乐教育活动中，的确存在一些人具有比常人更为出色的音乐能力，但是，这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环境造就的？这个问题目前尚不能得到解答。同时，音乐和智力的密切关系，个体因素在音乐活动中的作用，这些都增加了音乐能力研究的难度。未来研究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进一步深化音乐能力的遗传学研究，为确定具有较高音乐潜能的学生以及选择最有效的指导方法提供帮助；其次，尝试运用认知神经科学手段进一步探索与音乐能力相关的脑区或神经网络，为编制合理有效的音乐能力测验奠定基础；第三，注重各民族音乐文化、语言背景等方面差异，在探索音乐能力共性同时，强调不同民族群体音乐能力的特性；第四，考虑到音乐已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音乐能力的研究不应局限在专业音乐人群，而应放眼到未接受专业训练的普通人群；最后，未来的研究应更严格控制额外变量，进一步探索音乐与智力或其他认知能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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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技能的发展体现为音乐技能的获得、维持以及退化过程中的交互关系。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音乐技能的获得较为普遍，在老年期，技能的退化则占据较大的比重。但是，如果我们将音乐技能的发展纳入一般发展的框架，即包括情绪、知觉运动、社会成分等，获得和退化之间的交互关系将更为凸显。例如，老年期知觉运动能力的下降可能对器乐演奏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音乐经验和相关知识却可能增长。因此，从毕生发展来看，某些能力的退化可能持续发生，但音乐学习仍然能够对成人期之后的音乐技能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本章将系统介绍个体毕生各个阶段音乐技能的发展，内容涵盖从胎儿期到老年期的音乐知觉和产生能力，在此基础上试图勾勒出音乐能力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


9.1 胎儿期

婴儿的许多行为（或技能）可以被看作是具有音乐性的，比如，牙牙语和手舞足蹈。那么，这些音乐性的技能起源于何处？事实上，随着胎儿的逐渐发育，他们对母亲身体内在声音环境不断适应，同时，他们对特定声音样式与母亲生理、情绪状态之间联系也逐渐熟悉，由此，音乐技能（至少部分技能）在胎儿期就开始习得。


9.1.1 胎儿听觉器官的发育及对声音的反应

胎儿对声音的反应首先是基于大脑的发育情况。在胎儿期，大脑各个区域的发展速度存在差异。其中，感觉器官优先于大脑其他器官，更早得到发育，外围感觉器官和中央神经系统的连接在妊娠期第25周左右开始成熟。在这之后，胎儿开始进行知觉学习（Parncutt, 2006）。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胎儿接收来自各方面的声源信息，他们大脑的发育会受到外部感觉刺激的影响（Panicker, Wadhwa, & Roy, 2002）。

伴随着大脑的发育，相关的听力器官也开始发育。最重要的听觉器官是内耳耳蜗。在此，声音的振动被转换为神经脉冲，从而区分出频率不同的声音。在妊娠期第5—6个月，胎儿内耳的神经细胞开始工作，对中等音域的频率产生反应。随着耳蜗对频率信息反应的范围不断增大，胎儿开始有能力区分同时呈现的不同频率的声音，他们对响亮的宽频噪音的运动反应开始于第24周左右。大概在妊娠期第7个月，胎儿可以知觉到子宫外的声学刺激物（Gembris, 2006）。其中，最重要、也最常见的是来自母亲身体的声音，包括母亲的心跳、呼吸、运动（如，脚步声）以及消化的声音（如，腹鸣）。此外，胎儿还能知觉到自身的心跳或运动声音以及母体之外的声音（Lecanuet, 1996）。的确，母亲身体内部声音经由不同的通路进行传导，从而被胎儿的听觉器官所接收。例如，母亲的心跳声可以经由心脏、脐动脉、子宫动脉或子宫胎盘血流，直接到达胎儿的耳朵。根据胎儿身体方向的不同，到达羊膜腔不同部位的声音强度和清晰度有所不同。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一种类似于消声的机制，使得所有源于母亲体内或体外的声音，在到达胎儿耳朵之前被层层过滤。其中，羊水以及母亲的身体就像低通滤波器，能够衰减高频的声音（Armitage, Baldwin, & Vince, 1980; Richards, Frentzen, Gerhardt, McCann, & Abrams, 1992）。一般来说，300Hz以下的声音不会被衰减，而2 kHz以上的声音则几乎不能被胎儿所感知（Abrams et al., 1998）。值得注意的是，子宫的消声机制并不影响音高变化（旋律或语调）、音节时长（节奏）、音强变化（重音或重读），以及音区的改变（Smith, Gerhardt, Griffiths, Huang, & Abrams, 2003）。与母亲身体内部的声音相比，外部声音通过母亲身体进行传递时，强度常受到较大程度的衰减（一般估计值为30dB）。这使得它们更容易受到内部声音的掩蔽。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父亲的声音较少受到低通滤波的影响，但在暴露概率相等的情况下，母亲的声音却更容易被新生儿识别（Parncutt, 2006）。事实上，到出生时，婴儿的声音感知能力已接近成人的水平（Parncutt, 2006）。可见，胎儿对内部和外部声音的感知依赖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这种感知能力随着生长和发育而逐渐提高。

与耳蜗发育相关的是前庭。前庭系统可以帮助成年人感知和监控不同方向或速度变化。对于婴儿来说，前庭是影响平衡能力的器官，它与耳蜗在结构和生理上相连，二者平行发展。胎儿在第25周左右首次的翻正/正位反射（righting reflex），反映了前庭觉或本体感觉功能化开始运作，这可能促使胎儿在产前形成头朝下的姿态（Hepper, 1992; Hooker, 1952）。和其他感觉相似，前庭觉需要一定的外部刺激才能正常发育。

在妊娠期第6—9周左右，胎儿开始产生自发的运动。在第28—32周之前，胎儿对声音的反应常体现为心跳的加速或减速；之后，胎儿的反应趋向于稳定（Birnholz & Benacerraf, 1983; Kisilevsky, Muir, & Low, 1992）。在第38周时，胎儿对音乐的运动和心率反应比第32周时更为频繁（Wilkin, 1995）。但是，这取决于睡眠—清醒的水平。研究发现，与睡眠状态相比，胎儿清醒时对声音的反应更强烈（Parncutt, 2006）。目前，对胎儿行为进行测量的准确性仍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胎儿可能感知到某些声音，但是并不对其作出反应（Hepper, 1992）。另外，在第25—30周之前，研究者在胎儿身上几乎不能检测到稳定的听觉脑干反应（听觉诱发电位），这是胎儿期神经生理记录的局限（Lecanuet, 1996）。


9.1.2 胎儿的音乐学习和记忆

在婴儿期，人们就可以观察到一些最基本的能力表现，比如听力、运动、平衡能力等，它们与音乐技能的发展紧密相关。这些能力的发展与表现可能植根于胎儿时期，体现为胎儿期听觉、运动相关的发育。

人在出生前就可以进行音乐学习和音乐记忆。听觉的学习和记忆为胎儿期的音乐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对于胎儿来说，这个时期的音乐学习可以看成是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对音乐信息的贮存。与以语言为中介的意识性记忆不同，胎儿的记忆更多是指对听觉体验的保留。基于伦理和实验技术的限制，研究者很难直接记录或测量胎儿的音乐知觉能力，他们往往根据新生儿的音乐行为或神经表征，推测胎儿期的音乐学习和记忆能力。

的确，人在出生前已经拥有了许多声音体验。研究表明，如果在孕期第6—8个月时，给胎儿聆听为期4周的短旋律，那么，在婴儿出生后，这些旋律可以有效地制止婴儿的哭闹（Gembris, 2006）。行为研究也发现，新生儿可以识别出他们在胎儿期第9—10个月反复听过的摇篮曲，或识别他们在出生前听到的电视连续剧主题曲（Gembris, 2006; Hepper, 1991）。电生理的证据也表明，胎儿期的音乐聆听经验可以影响相应的听觉神经表征，且持续数月之久（Partanen et al., 2013）。具体来说，Partanen等人（2013）将怀孕的母亲们分为学习组和控制组，在分娩前3个月，学习组的母亲每周反复聆听《小星星》的音乐旋律，而控制组的母亲则没有接受类似的听觉刺激。在婴儿出生和4个月大的时候，研究者分别给他们播放《小星星》旋律，其中某些旋律的音符发生了变化。在聆听过程中研究者记录婴儿的听觉ERP。研究者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学习组的婴儿在两次记录中，对无变化的音符的反应都诱发了更大的正波，其波幅与其母亲在产前聆听的次数存在显著正相关。可见，胎儿期的音乐经验可以对听觉神经表征产生较长久的影响。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胎儿就已形成音乐的记忆。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研究所使用的音乐刺激均是反复呈现的。这种音乐记忆有点类近似经典的条件发射。它是一种自动化的，不需要思考的记忆。它能将时间相近且频繁发生的刺激物联系起来。可见，胎儿期的记忆与成人的音乐记忆不同，它不可能是陈述性的（外显的）或语义的（概念的）记忆，这可能是他们还未曾习得语言的缘故（Parncutt, 2006）。

胎儿期的音乐经验对其身心发展也产生影响。动物研究表明，产前的听觉剥夺将导致动物在出生后表现出弱智，然而，良好的听觉经验有助于改善动物听觉神经束的结构，并相应地提高其功能（Lecanuet, 1996）。同时，Kauser等人（2011）还发现，产前的音乐经验还能提高动物出生后的空间学习能力。事实上，胎儿对音乐反应的研究目前已经被应用于音乐工业领域，这些都将为母亲和未出生婴儿的健康带来积极的作用。


9.2 婴幼儿期

婴儿（0—1岁）和幼儿（1—3岁）音乐技能的发展是发展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针对该年龄阶段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研究方法也相对比较成熟。对于婴儿来说，由于他们不能用言语报告自己的知觉活动和经验，研究者主要根据其非言语行为（比如，头动、吮吸）以及生理反应（比如，呼吸、心率、脑电）推断其知觉的情况。近年来，学界还出现了专门适用于婴儿的眼动仪。

习惯化—去习惯化是考察婴儿音乐知觉能力的主要方法。研究者首先给婴儿反复呈现某种或某些刺激，使之对它越来越熟悉，直到对其反应消失。然后，再呈现另一个或一些不同的刺激，如果婴儿对新异刺激作出较强的反应，那就说明他们能辨别出两种不同的刺激（如, Hannon et al., 2011; Hannon & Trehub, 2005a; Trehub & Hannon, 2009）。对于幼儿来说，研究者常采用分辨测验测试他们的音乐知觉能力。在这类实验中，研究者一般呈现成对出现的音乐刺激，其中第2个刺激可能在音乐的某一维度上发生变化，要求幼儿评定这两个刺激的相似程度（如, Hannon, der Nederlanden, Christina, & Tichko, 2012a; Hannon & Trehub, 2005a, 2005b），或是判断这两个刺激是否相同（如, Goswami, Huss, Mead, Fosker, & Verney, 2013; Hannon et al., 2011; Hannon et al., 2012b）。


9.2.1 音高知觉

婴儿拥有对音高的敏感性，为了测试这种早期的音高敏感性，研究者经常采用ERP的分析方法，考察婴儿在音高加工中诱发的脑电效应。Oddball范式是考察婴儿音高知觉能力的常用范式。这种实验范式是在持续出现的相同刺激序列中，随机呈现小概率的偏差刺激。研究者通过将偏差刺激与标准刺激所诱发脑电反应相减，得到一个额中区域分布的负波，其峰值一般出现在刺激呈现后120—230ms之间，称为MMN（Picton, Alain, Otten, Ritter, & Achim, 2000）。

脑电研究表明，两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可以分辨一个半音距离的音高变化，并诱发相应的MMN（He, Hotson, & Trainor, 2009）。由于婴儿的听觉皮层并未发育成熟，这种失匹配反应常呈现为额部正向的慢波，这与成人诱发的MMN有所差别。He和Trainor（2009）进而发现，婴儿对缺失基频音高的皮层反应在3—4个月之间逐渐形成，这说明尽管婴儿在出生前就可以分辨不同的频率，但是基本的音高知觉能力可能在4个月的时候才形成。

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都属于音高维度的加工能力。研究显示，相对音高能力在早期就已得到发展。比如，Plantinga和Trainor（2005）让6个月大的婴儿在7天时间里反复聆听一个旋律，第8天进行测试时发现，即便把他们已经熟悉的旋律进行各种转调，婴儿仍然能识别出转调后的旋律。同时，婴儿对原旋律或是转调后旋律的偏好没有差别，表明6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具备相对音高的能力。由此可以推测，6个月大的婴儿可能不具有绝对音高记忆，或其绝对音高记忆不如相对音高记忆突出。Tew, Fujioka, He和Trainor（2009）采用oddball范式考察6个月大的婴儿对相对音高关系的加工能力。研究者给婴儿反复呈现4个音组成的旋律，相同的旋律分别在不同的调性上呈现，偶尔出现的偏差刺激在音程关系上有所变化。研究者发现，和成人一样，婴儿对偏差刺激的加工诱发了失匹配反应。与He和Trainor（2009）的研究相似，成人与婴儿的脑电反应存在差异，成人体现为MMN，而婴儿则是正向的慢波反应。这一结果说明，婴儿能够将不同调性上呈现的标准刺激知觉为相同的旋律，即婴儿和成人一样具备对相对音高关系加工的能力，但是其潜在的大脑皮层活动与成人存在差异。然而，有一项基于统计学习的研究发现，8个月大的婴儿对音高模式的学习主要基于绝对音高，而成人则主要基于相对音高（Saffran & Griepentrog, 2001）。以上研究结果差异可能缘于婴儿在不同声音加工任务中采用的音高加工策略存在差异。也就是说，根据声音任务中不同的音高线索，婴儿可能采用绝对音高或相对音高信息的加工策略进行加工（Plantinga & Trainor, 2005）。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的加工可能存在一个发展性的转变阶段，虽然任何年龄段的人可能同时具备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的能力（Schellenberg & Trehub, 2003），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听者对音乐样式的概念化逐渐形成，相对音高在音乐加工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加（Saffran & Griepentrog, 2001; Stalinski & Schellenberg, 2010; Trainor & Hannon, 2013）。

如果将音高知觉放在跨文化的音乐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婴儿可能拥有比成人更好的音高辨别能力。比如，6个月大的美国婴儿可以识别出西方大小调以及爪哇Pélog音阶中的调外音，而在美国长大的成人仅能识别出西方大小调的调外音（Lynch et al., 1990）。该研究结果暗示，在婴儿出生时，他们对不同文化的音乐知觉是均等的。然而，随着文化特异的音乐经验逐渐增多，儿童的文化适应性逐渐得到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们没有接受正规的音乐指导，对本音乐文化相关的音阶图式（schema）的知觉也会得到发展，对他文化的音阶知觉能力则会变得越来越弱（Lynch & Eilers, 1991）。这种情况与言语知觉发展类似（Hurford, 1991; Johnson & Newport, 1989）。


9.2.2 时长知觉

人们对节奏的知觉能力很早就得到发展，这种能力甚至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新生儿就能分辨规律与不规律的心跳。众所周知，母亲常通过歌唱的方式与婴儿进行沟通，从而达到安抚或情感交流的目的。研究表明，母亲对婴儿或儿童演唱摇篮曲和嬉游曲时，乐曲的乐句边界、节奏、分组等时长结构特征会得到强调（Longhi, 2009）；且歌唱的速度更慢、停顿的时间更长（Trainor, 1997）。时间组织的加工对于知觉或认知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音乐和语言结构的学习也特别重要（Longhi, 2009）。母亲的歌唱行为不仅促进了婴儿社会—情感的发展，而且对他们的时长知觉能力也可能产生促进作用。

为了探讨音乐时长知觉能力是否与生俱来这个问题，已有研究考察了新生儿的时长知觉能力。Winkler等人（2009）使用脑电方法检测刚出生2—3天的婴儿对时长的知觉，发现婴儿能够检测到不符合预期的节拍，并诱发出与预期违反相关的脑电反应。行为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比如，Lewkowicz（2003）发现，4个月大的婴儿可以分辨出简单的节奏变化（如，长—短、短—长）。然而，尽管婴儿已经具有一定的节奏意识，可以区分简单的节奏，但是节奏知觉的准确程度往往与年龄相关，并呈现出个体的差异。

大量研究证据显示，婴儿在出生后的第一年，就开始逐渐形成了对具有文化特异性节拍结构的偏移。比如，针对北美成人的研究显示，成人可以探测到等时节拍（如，4/4拍）音乐旋律中出现的节拍混乱，却不能发现非等时节拍（如，7/8拍）中出现的相同错误（Hannon et al., 2012b; Hannon & Trehub, 2005a）。与此不同的是，4—6个月大的北美婴儿对等时与非等时节拍旋律的加工能力不具有差异（Hannon et al., 2011; Hannon & Trehub, 2005a）。不过，该能力在7—12个月时开始逐渐下降（Hannon et al., 2011; Hannon & Trehub, 2005b）。这种变化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婴儿将逐渐失去对非文化特异节拍结构的加工敏感性。这种发展受制于听觉经验，如果经常让12个月左右的幼儿在家里聆听包含非等时节拍的音乐，那么上述的能力将会产生逆转。但是，这种情况在成人身上不会出现（Hannon & Trehub, 2005b）。

即便不同的节拍类型存在于同一音乐文化中，听觉经验也可以影响婴儿对不同节拍的加工。与三拍子相比，9个月大的美国儿童对二拍子的加工能力更好，这可能是由于西方音乐中二拍子音乐的数量比三拍子更多的缘故（Bergeson & Trehub, 2006）。这种趋势似乎可以在更早的阶段得到发展，Gerry等人（2010）考察了参加启德童音乐（Kindermusik）课程的7个月大的婴儿对音乐的偏好，研究发现，由于该音乐课程包含较多的二拍子音乐，因此，与未参加该课程的婴儿相比，参加课程的婴儿不但在测试中表现出更多的音乐偏好，而且对二拍子的偏好程度也更高。

幼儿在18个月左右时可以随着节奏变化进行同步的身体运动（Moog, 1976）；2.5岁幼儿可以保持身体运动与节奏的匹配，但是，仅能保持较短的同步运动（Gembris, 2006），或无法做到通过运动来再现知觉到的节奏（Zentner & Eerola, 2010）。这可能缘于以下事实：尽管听觉和运动系统的交互能力在早期就得到了发展，但是这个阶段的运动控制能力可能尚不成熟（Phillips-Silver & Trainor, 2005; Trainor & Hannon, 2013）。具体来说，让他们用口头再现节奏，会容易一些。如果让他们先说出（或唱出）一个给出的节奏，然后再打拍，会比让他们直接打拍容易得多。的确，研究也发现，3岁以下的幼儿很难模仿他人打拍，或与音乐同步打拍，或是根据音乐节拍走路。事实上，与他人共同参与音乐的同步运动有助于促进儿童利他行为的早期发展。Cirelli、Einarson和Trainor（2014）让一组14个月大的幼儿在成人帮助下跟随音乐节拍同步运动，让另一组同龄的幼儿随音乐节拍做异步运动，研究结果发现，同步组比异步组的幼儿在随后的测试中展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正是由于婴幼儿在音高和时长方面的知觉能力，旋律知觉能力在这个时期也已经出现。研究发现，新生儿能够根据音的高低，对连续音流中的不同乐音进行分组加工，并诱发相应的听觉脑电成分：比如MMN（Winkler et al., 2003）。Plantinga和Trainor（2009）采用注视时间方法对此进行探究。研究者发现，2个月大的婴儿可以分辨出刚刚听过的熟悉旋律。这说明人类对旋律的短时记忆很早就得到发展。在6个月时，婴儿能够把旋律轮廓作为分辨旋律的主要特征。但此时他们仍然不能辨别绝对音高距离或具体的音程（Dowling, 1999）。

值得补充的是，新生儿能够区分不同的乐器音色，这种对乐器音色的体验可以影响婴儿大脑皮层的可塑性（Trainor, Lee, & Bosnyak, 2011）。在Trainor等人（2011）的研究中，研究者让两组4个月大的婴儿分别聆听由吉他或马林巴演奏的旋律，在一周的音乐体验后，让他们聆听由这两种乐器演奏的新旋律，同时记录他们的脑电反应。结果发现，吉他组的婴儿在听到马林巴音色的旋律时，诱发了比吉他旋律更大的额部负波，而马林巴组的婴儿听到吉他旋律时诱发了比马林巴旋律更大的额部负波。该结果表明，对某种乐器音色的听觉体验，能够影响婴儿对该音色的表征。


9.2.3 歌唱能力

人的说话和歌唱都源自婴儿时期的非言语发音。父母根据婴儿发出的声音，与婴儿产生交流。这些非言语的发音称为妈妈语，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前语言阶段的产物。在这个发展阶段，儿童以相同的方式体验和加工音乐印象（musical impressions）与语言韵律（Trehub, 1993）。这种前言语发音体现出前语言和前音乐的表现方式。在3—4个月以后，婴儿发音的旋律轮廓一般包含下降的滑音（Fox, 1990）。在这个阶段，发音一般包含4种类型的旋律轮廓：下降型、上升—下降型、上升和复杂型、重复上升和下降型，发声的频率则取决于年龄和环境，一般来说，下降型轮廓在1个月大的婴儿中十分普遍，之后旋律轮廓的变化逐渐增多，其他类型轮廓出现的比例逐渐增加（Gembris, 2006）。

在1岁左右，大多数儿童能够从前言语发音中分离出歌唱和说话，开始玩“有声游戏”，尝试着语音的各种范围和可能性。这种行为主要出现在幼儿12—18个月的时候（Gembris, 2006）。事实上，这种有声游戏包含两种潜在的基本认知过程：同化和顺应。同化是指当儿童接收到新信息（如，一个新旋律）时，将其整合到已有的图式中。顺应是儿童尝试将自己的想象或口语表达适应某个给定的模型，比如，歌曲的一个乐句（Gembris, 2006）。Dowling（1999）还提到这一发展时期的另一种歌唱特征，即元音音节的发音延长，这种延长呈现在稳定的音高上。6—18个月的幼儿出现第一次的歌唱，即开始依据有点稳定的音乐样式，对音符进行序列组织（Dowling, 1999）。首先，他们会在相对窄小的音高范围内，对孤立的音节进行滑音式的即兴创作，然后，他们会依据对声音的序列组织编成可辨认的旋律。因此，18个月大幼儿的代表作常包含了一个经常重复的乐句、一个稳定的旋律轮廓以及一个不断变化的音高组合（Dowling, 1999）。在2岁左右，幼儿能够唱出歌曲的某些短小旋律，他们会自发地进行即兴创作，并不断地重复。在自发的歌唱中，微分音逐渐被更为精确的音程所取代，并最终清晰地与自然音阶相联系（Gembris, 2006）。

值得补充的是，尽管在学前期，儿童的歌唱能力还处在发展之中，比如，3—4岁的儿童会将不同的歌曲和歌曲片段组合起来，形成类似串烧的歌曲，同时通过重复歌曲，提高乐句轮廓的精确性（Gembris, 2006）；4岁儿童可以再现出歌词、骨干节奏型以及歌曲片段（Shuter-Dyson & Gabriel, 1981）；6—7岁的儿童将能够歌唱一个八度以及八度内的所有音级（Davidson, 1994a）；等等，但是目前针对歌唱早期发展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婴幼儿时期。


9.3 学前期

9.3.1 音乐知觉

从研究手段来说，针对学前期儿童（3—7岁）的研究技术更为丰富，除了脑电与脑成像技术外，还可以实施需要言语参与或判断的行为实验。从研究成果来看，学前期儿童的音乐知觉能力仍然处于发展的态势。


旋律知觉。
 婴幼儿时期主要是对旋律轮廓的知觉，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们逐渐知觉到更为具体的音乐细节（Dowling, 1999）。Lamont（1998）认为，对于6—11岁的儿童来说，就音乐文化适应性而言，非正式音乐体验可能比学习乐器更为重要。但是，在青少年阶段，旋律知觉的精确程度只能依靠音乐性的活动（比如，学习乐器）得以提高，这是因为，纯粹的文化适应（或学校音乐教育）不足以继续提高旋律知觉能力。然而，Schwarzer（1997）却得出相反的结果：儿童的知觉主要依赖非旋律特异的特征，比如音量和音色，而不是旋律轮廓，成人则是以旋律特异的轮廓特征为导向。该结果意味着儿童与成人的旋律加工策略存在差异：与成人的整体加工方式不同，儿童的旋律加工呈现出局部性特点。这些不一致的结论可能归结于不同的实验任务。另外，区分相同或不同刺激的音乐知觉能力也是这个时期的一个发展特点。这个时期的儿童可以依据格式塔知觉原则进行音乐结构的加工，比如，根据相似性、相近性和简洁性的原则对刺激进行分组（Fassbender, 1996）。这些一般性原则也构成听觉分组或切分等能力的基础。与音高同旋律轮廓的关系相似，格式塔知觉原则使得音符序列的时程关系转换为具有意义的节奏性结构。


时长知觉。
 2—5岁是儿童时长知觉能力迅速发展的时期（Rainbow, 1981）。Gembris（2006）认为，2岁左右的幼儿开始注意歌曲中的节拍；3—4岁的儿童的节奏知觉能力得到一个跳跃性的发展，而对旋律音程知觉的跳跃性发展则出现在4—5岁之间，这表明节奏知觉的发展优先于旋律知觉；在3—4岁时，速度知觉成为儿童音乐知觉的核心，4岁的儿童可以识别快和慢的速度，并通过相应的身体运动展现出来，但是，他们尚不能对速度做出更为精细的比较性判断（比如，慢和更慢）。此外，4岁的儿童更喜欢结构规律的节奏，但不喜欢包含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的节奏序列。5岁的儿童则可以加工复杂的节奏，这表明5岁以上的儿童已经习得了更为复杂的时间概念（Dowling, 1999）。随着4岁儿童身体运动与节奏同步能力的提高，5岁左右的儿童可以通过击拍与节奏同步，其准确性已经接近成人的水平（Gérard & Auxiette, 1992），同时，在这个阶段，儿童开始有了节拍的概念（Gembris, 2006）。此外，4岁左右的儿童可以参与到随音乐节拍走路的集体游戏中（Kirschner & Tomasello, 2010），该研究发现，与没有背景音乐的控制组相比，随着音乐节拍走路的体验提高了儿童在其他集体游戏中的协作精神，并使他们表现出更多自发的帮助行为。


跨通道知觉和音乐表现。
 跨通道知觉有助于他们识别来自听觉、视觉、触觉等不同感官通道刺激之间的联系，这种能力对于音乐知觉和理解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人类跨通道的能力较早得到发展，比如，婴儿能够将来自母亲声音的声学特征与自身的感知觉、视觉体验或运动相联系，这种跨通道知觉的能力发展对音乐表现性的知觉能力十分重要。

音乐除了表现自身结构的意义之外，还能表现音乐之外的对象，比如，情绪性、视觉性对象。Trainor和Trehub（1992b）让3—6岁的儿童将Prokofiev的《彼得与狼》的音乐片段与一些图画（如，狼、小鸟、猫、鸭子等）进行配对，研究者发现，3岁的儿童已经可以识别出音乐外在表现（extramusical expression）的隐喻表征。后续研究进一步发现，小学一年级学生已经可以较为准确地将音乐作品片段与音乐中描述特征相符的图片进行匹配（Gembris, 2006）。根据Trainor和Trehub（1992b）的理论，由于音乐的模仿性和隐喻性特征，音乐表现得以实现，其中，音乐的紧张和放松类似于情绪的紧张和放松；音高的高低表达了空间特征；音乐的运动映射了非音乐的运动、能量和体积。因此，跨通道的知觉图式在儿童的音乐理解中起到重要作用。总体来说，3—4岁的儿童已经具备对音乐表现的理解能力，这一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强。同时，家庭音乐环境、音乐课程以及性别并不影响儿童对音乐表现的知觉（Gembris, 2006）。

值得补充的是，4—6岁的儿童对不同乐器音色的辨别能力得到显著的提高（Gembris, 2006）；5—6岁儿童可以区分和再认音乐课程中学过的乐器音色，即使这些乐器是在管弦乐中呈现，他们也能够成功地辨别出来（Gembris, 2006）。


9.3.2 早期音乐训练的影响

早期音乐训练会对婴儿的大脑皮层以及社会行为等方面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与体验式音乐训练相比，参与主动式音乐训练的6个月大的婴儿可以更快地习得文化特异的西方调性知识（Gerry, Unrau, & Trainor, 2012）；同时，脑电研究也发现，不同的音乐训练方式能够影响婴儿对音高的神经表征（Trainor, Marie, Gerry, Whiskin, & Unrau, 2012）。尽管如此，从音乐技能发展视角来看，音乐训练存在敏感期，这个敏感期大约在3—6岁之间（Bachem, 1940; Brown, Sachs, Cammuso, & Folstein, 2002）。

在音乐知觉能力中，绝对音高的获得表现出强烈的敏感期效应。大量证据表明，音乐家普遍具有的绝对音高依赖于其音乐训练的起始年龄（Baharloo et al., 1998; Levitin & Zatorre, 2003; Sergeant, 1969）。研究结果显示，在3—4岁接受音乐训练的儿童可以准确唱出音高（Sergeant & Roche, 1973）；5岁之前接受音乐训练的儿童具有绝对音高的比例高达95%，而超过12岁才接受音乐训练的儿童获得绝对音高的比例仅为5%（Sergeant, 1969）。Baharloo等人（1998）的研究结果支持以上观点。在该研究中，研究者选取美国几所专业音乐院校和乐团的612名音乐家和学生，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和绝对音高测试。研究结果表明，72人在4岁之前开始音乐训练，其中，29人（40%）具有绝对音高感；160人在4—6岁开始音乐训练，其中，43人（27%）具有绝对音高感；161人在6—9岁开始接受音乐训练，其中，13人（8%）具有绝对音高感；104人在9—12岁开始音乐训练，其中，4人（4%）拥有绝对音高能力，然而，112人在12岁之后开始音乐训练，仅有3人（2.7%）具有绝对音高感。可见，如果儿童在6岁后才开始音乐训练，那么他/她获得绝对音高感的可能性较小（Levitin & Zatorre, 2003）。

尽管如此，这一结论也受到了不少质疑。首先，绝对音高是一种罕见的特质，这也意味着拥有绝对音高对于正常的音乐能力发展来说并不是必须的。目前几乎没有实证证据表明，拥有绝对音高的人比非绝对音高的人更具有音乐天赋，比如，在音乐创作或音乐理解上更出色。此外，有些高成就的音乐家在10岁之后才开始学习乐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音乐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George Gerschwin直到13岁才开始学钢琴。值得补充的是，语言习得的敏感期正好是6—7岁左右，10岁以后还没有言语输出的儿童基本不可能再拥有正常水平的语言能力（Patel, 2008）。这说明，音乐能力的敏感期具有其特殊性，该领域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在整个学前期发展阶段，音乐训练都能够影响早期大脑皮层的发展。Fujioka、Ross、Kakigi、Pantev和Trainor（2006）使用MEG技术比较了4—6岁儿童在接受1年铃木音乐教学法前后聆听一个小提琴声音和噪音所诱发的脑电反应。他们发现，与训练前相比，训练后的儿童在加工小提琴声音时诱发的N250m波幅更大，峰值出现更早，未受训练的儿童则没有出现这种效应，这表明训练组儿童在加工特定音乐声音时具有更高的敏感性。

Shahin、Roberts和Trainor（2004）考察了4—5岁儿童对孤立乐音加工诱发的脑电反应，被试分为受过铃木音乐训练的实验组和未受过音乐训练的控制组。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受过音乐训练的儿童诱发了更大的N1反应，而且接受特定乐器（钢琴或小提琴）训练的儿童在加工相应音色时诱发了更大的P2波幅。研究者还发现，受过音乐训练的儿童在加工声音时所诱发的ERP反应，与比他们大3岁左右的控制组儿童的反应相似。在此基础上，为了考察自上而下的加工以及与注意和记忆相关的执行功能，Shahin、Roberts、Chau、Trainor和Miller（2008）进一步采用时频分析方法考察诱发的非锁相γ频段（40—100Hz）的反应，研究结果发现，只有参与了音乐训练的儿童才呈现出γ频段的反应。此外，参与音乐训练的儿童是在接受1年的训练后才被观察到这一反应的。该结果与Fujioka等人（2006）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早期的音乐训练能够影响儿童对单个音高的听觉加工。

为了考察音乐训练是否会对儿童的大脑可塑性产生影响，Schlaug等人（2009a）选取了5—7岁的儿童，并对其进行音乐训练。根据练习时间的长短，这些儿童被分为高训练组、低训练组以及控制组（即未训练组）。研究者发现，在音乐训练前，各组儿童的胼胝体大小无明显差异，但是在接受29个月的音乐训练后，高训练组儿童的胼胝体前部中间体明显大于其他两组儿童，说明早期的音乐技能训练能够促进与音乐加工有关的大脑结构发育。Hyde等人（2009）的研究也验证了以上结果，即，在经过15个月的音乐训练后，6—7岁儿童的大脑结构就发生了变化。


9.4 青少年期

青少年期跨度较长，从7岁始，延续到17岁。尽管Jean Piaget的认知发展理论是否适用于音乐领域的问题是未知的（Hargreaves, 1986），但是基于该理论的研究仍将加深对音乐发展的理解。根据Piaget的理论，7岁以后儿童的认知水平处于具体运算阶段，他们能够注意到事物的多个方面。类似地，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应该能够同时注意到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变化，并加以整合。的确，研究发现，当节奏、旋律或调性信息被改变时，8岁的儿童可以将不同旋律视为同一旋律的变奏（Pflederer, 1964; Pflederer & Sechrest, 1968）。可见，儿童能协调音乐中各方面信息，并使之守恒。这种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是该能力在不同领域发展的速度可能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儿童可能只能感知，而不能协调同时来自多个维度的信息。比如，儿童可以辨认出转调的旋律，但很难用准确的词语描述音高的关系，比如高或低（Flowers & Costa-Giomi, 1991）。青少年期音乐能力还存在另一发展特点：由于青少年时期的文化适应性能力逐渐成熟，因此音乐知觉的可塑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音乐训练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


9.4.1 音乐知觉能力的发展


音高知觉。
 研究者认为，对音高的分辨能力在儿童晚期继续得到发展（Hargreaves, 1986）。Bentley（1966b）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音高分辨能力进行测量，结果发现，7岁的儿童能够分辨与标准音（440Hz）相差四分之一音（12Hz）的音高差异，而12岁的儿童可以分辨八分之一音的音高差异。该研究还发现，与7岁的儿童相比，14岁的儿童对26、12和6Hz音高差异的分辨能力提高了30%，对3Hz音高差异的分辨则提高了10%。

Zenatti（1969）进一步考察了5岁至成人阶段的被试对音高的分辨。该研究采用包含3音、4音或6音的音高序列，与标准刺激相比，对照刺激中的某个音可能发生变化，该音符的音高可能偏离了1—2个半音，同时，刺激可能是调性或无调性的音高序列。结果发现，对于3音的音高序列来说，无论是调性或无调性音高序列，5岁的儿童的分辨成绩都处于随机水平，6—10岁的儿童对调性旋律音高的分辨比无调性旋律更好，12岁的儿童对调性和无调性音高的分辨不存在差异。对于4音和6音的音高序列来说，不同年龄段被试的分辨能力与3音列的分辨能力相似，但是，除了5岁的儿童以外，其他年龄段的儿童对无调性音高的分辨都逊于对调性音高的分辨，这种差异一直持续到成人期。这些结果表明，与学前期相比，青少年期的音高分辨能力进一步得到发展，同时，这种音高分辨能力受益于音乐的调性感。

尽管如此，在青少年时期，绝对音高能力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Crozier（1997）针对4—5岁的学前期儿童以及13—15岁的青少年进行了6周的绝对音高训练，训练后发现，与学前期儿童相比，青少年的绝对音高能力较差，同时，青少年的绝对音高能力在训练前与训练后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在青少年期欲获取绝对音高已经较为困难。


旋律知觉。
 Trainor和Trehub（1994）考察了5岁、7岁的儿童和成人对调性旋律的加工。该研究将标准旋律的某个音符改变，由此构成3种旋律变体：一是调外音，二是符合潜在和声的调内音，三是不符合潜在和声的调内音。结果发现，与成人一样，7岁的儿童对调外音、不符合潜在和声的调内音的检测均好于符合潜在和声的调内音条件，而5岁的儿童仅能检测到调外音变化。研究者认为，与5岁的儿童不同，7岁的儿童已经具备对旋律中潜在调性和声的内隐知识。与此相似，很多研究也验证了青少年时期儿童对旋律调性的知觉能力，比如，7岁的儿童可以报告出熟悉的旋律是否存在转调；8岁的儿童可以探测到大小调的变化（Imberty, 1969），区分完全终止的旋律以及结束音不稳定的旋律（Teplov, 1966）；9岁的儿童可以自主地选择主音作为最合适的结束音（Hargreaves, 1986）。

Schellenberg、Adachi、Purdy和McKinnon（2002）考察了5—11岁的儿童以及成人对旋律的预期。该研究包含知觉和歌唱任务，在知觉任务中，被试需要判断孤立呈现的音符是否很好地延续了之前出现的旋律片段；在歌唱任务中，被试需要在由两个音构成的刺激呈现后，唱出一个他们认为合适的后续音符。研究结果发现，5—11岁的儿童都认为最佳搭配的音符应该是与前面音调最相近的音高，此外，11岁的儿童还能预期音高方向的反转，尤其当旋律音调具有对称性模式，或是存在音高方向变化的时候，这种能力尤为突出。


时长知觉。
 与婴儿不同，成人对他文化的音乐时长特征的知觉能力较差（Hannon & Trehub, 2005a, 2005b），那么，这种与文化适应性有关的时长知觉能力在何时开始下降？Hannon等人（2012a）选取了5—11岁的儿童和成人为被试，考察他们对音乐节拍的加工。研究者给这些不同年龄段的被试呈现等时节拍的熟悉性节奏（西方音乐）和非等时节拍的不熟悉节奏（巴尔干音乐），并在音乐中加入干扰性的节拍。结果发现，所有年龄段被试都表现出节拍加工的非对称性，也就是说，他们对等时节拍中出现的节拍干扰现象的探测要好于不熟悉的节奏（非等时节拍）。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让被试在家里进行为期两周的音乐听觉体验，聆听内容为非等时节拍的音乐节奏（巴尔干音乐），两周后再测，研究者发现，只有年龄较小的儿童（5岁和7岁）表现出对节拍加工非对称性探测能力的提高，而10岁以上的儿童和成人前后成绩则没有表现出

差别，即他们对等时节拍的加工仍然显著好于对非等时节拍的加工。该研究说明，音乐文化适应性程度随着儿童的年龄增长逐渐提高，可能在10岁左右的青少年阶段达到顶点。这种与社会音乐文化相关的适应性发展过程，降低了青少年期对他文化特异的音乐知觉敏感性。这一结论与绝对音高感获得的敏感期观点相吻合。


9.4.2 歌唱能力的发展

与婴幼儿时期不同，青少年期儿童的音域更为宽广。Wassum（1979）的研究发现，7岁的小学生的音域范围约为10度（16个半音），8岁和9岁的小学生约为13度（21个半音），10岁和11岁的小学生约为15度（24个半音）。同时，男女的音域范围不存在显著差异（Wassum, 1979）。随着年龄增加，个体的歌唱音域逐渐扩大：7岁时的音域为G3—B4，10岁为F3—C5（Welch et al., 2009）。同时，男女的音域范围较为接近（Welch, 1979b）。事实上，音域范围的扩大与歌唱能力具有相关，音域越宽，则为歌唱提供更好的前提条件。研究也发现，7—8岁的儿童或一年级学生的音域范围与其歌唱的歌曲（Buckton, 1977）或三音列音高的准确性（Rutkowski, 2015）具有高度的正相关。

就音质而言，随着青少年期年龄增长，歌唱音质将得到改善（Hanna, 1999）。通过使用定性描述的方法，Hanna（1999）发现，小学三年级学生的音质比一年级学生的更好。使用声学分析的方法，Sergeant和Welch（2008）发现，9—11岁的学生歌唱的音量比6—8岁的更大。研究者认为，4—12岁是身体发育的时期，肺和喉部的面积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因此，12岁以前，儿童歌唱时主要使用肺和胸腔呼吸，到12岁以后，儿童才会出现类似成人的呼吸模式（Stathopoulos, 2000），比如腹腔呼吸。

就歌唱准确性而言，测量歌唱能力的最普遍方法是使用音高匹配任务（pitch matching）考察歌唱的音准。该任务通常要求被试使用元音或音节模唱单音、音程、音列、旋律，或指定的歌曲（Berkowska & Dalla Bella, 2013; Demorest et al., 2015）。研究发现，不论是一年级（Goetze, 1985）、二年级（Hornbach & Taggart, 2005; Petzold, 1963）、四年级（Geringer, 1983）、六年级（Demorest & Pfordresher, 2015），还是八年级学生（Yarbrough, Green, Benson, & Bowers, 1991），他们歌唱的音准都比幼儿园孩子更好。另一些研究也发现，7岁和9岁的儿童在演唱歌曲旋律和模唱音程的准确性上比5岁和6岁的更好（如, Moore, Fyk, Frega, & Brotons, 1995; Welch, Sergeant, & White, 1998）。比如，Welch等（1998）让儿童每年在音乐课上学会两首歌曲，每学年快要结束时对儿童进行测试，要求他们唱出所学的两首歌曲。研究结果显示，与5岁和6岁的儿童相比，7岁的儿童演唱旋律的准确性明显提高。在小学阶段，虽然二年级与三年级学生对歌曲音准的把握差不多，但是一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学生的成绩均存在明显差异，也就是说，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对歌曲音准的把握更好（Green, 1994）。研究也发现，二年级和四年级小学生的歌唱准确性比一年级（Hornbach & Taggart, 2005; Petzold, 1963）和三年级（Cooper, 1995）小学生更好。这些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的歌唱能力逐渐提高。该结果也在后续研究中得到部分验证（Welch et al., 2011）：如表9.1所示，对于男生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歌唱成绩先提高后降低，转折点在五年级；女生也表现出类似的模式，但转折点在四年级。这种歌唱准确性的提高很可能与歌唱经验有关。的确，在欧美国家，一年级到六年级开设音乐必修课，但是到了六年级以后，音乐课变成选修课。这样，只有34%的学生参加音乐课，而继续进行歌唱练习的学生只占参加音乐课学生的17%（Keiper et al., 2009）。可以说，大部分学生在12岁以后就基本上不会接受系统的歌唱训练，这可能是歌唱能力下降的原因（Demorest & Pfordresher, 2015）。

表9.1 二年级到六年级男生和女生歌唱能力的平均分数和标准误（Welch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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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歌唱音域不同，青少年期的歌唱准确性存在性别差异。Green（1994）发现，无论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还是五年级学生，女生的音准均好于男生。一些研究也发现，在7—14岁的学生中，男女唱歌走调（poor pitch singing）的比例分别是1.9∶1和3.8∶1（Davies & Roberts, 1975; Welch, 1979a）。另一些研究也发现，在7—11岁时，女生的歌唱准确性均高于男生（Mang, 2006; Moore, Chen, & Brotons, 2004; Welch, Sergeant, & White, 1997）。但是在5岁和6岁时，男女生的成绩无明显差异（Welch et al., 1997）。

事实上，歌唱准确性的发展可能也存在敏感期。研究发现，未受过音乐训练的成人在歌唱能力方面与8—10岁的儿童没有存在明显的差异（Davidson, 1994a; Davidson & Scripp, 1989）。Gembris（2006）也发现，到了8岁左右，儿童的歌唱能力便停止了发展；除非有进一步的音乐学习和训练，否则该能力将停滞在这一水平。尽管如此，个体之间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歌唱准确性的下降也可能出现在青少年期。Green（1990）的研究发现，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小学生歌唱下行小三度旋律音程的准确性逐渐提高，然而，到了六年级，歌唱准确性反而下降。另一项研究表明，就唱歌走调者的比例而言，在7岁学生中，27.2%被音乐教师评定为唱歌走调者；在8—9岁的学生中，平均约有22.4%唱歌走调；在10—12岁的学生中，则只有18.3%唱歌走调；然而，到了13岁和14岁，唱歌走调者的比例分别回升到20.6%和27.0%（Davies & Roberts, 1975）。这些数据从侧面暗示，在青春期以前，随着年龄增长，歌唱准确性明显提高，但是歌唱准确性可能从13岁时开始下降。


9.4.3 青少年期的可塑性

尽管青少年期不属于音乐训练的敏感期，但是，这个时期仍然是音乐大脑发展的阶段。在不考虑音乐训练影响的情况下，人类听觉皮层的成熟需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历程。许多研究表明，只有经历了青少年期，听觉皮层对乐音的反应才逐渐与成人相似（Ponton, Eggermont, Kwong, & Don, 2000; Shahin et al., 2004; Trainor, Shahin, & Roberts, 2003）。在10岁左右，声音加工诱发的ERP早期成分（比如P1、N1和P2）的波幅有所增加，潜伏期变短，而到了18岁，这些脑电反应的波幅则有所下降（Trainor & Hannon, 2013）。当然，这一阶段的音乐训练可以影响或促进听觉皮层的发展。Moreno等人（2009）让两组8岁左右的儿童分别接受为期6个月的音乐或绘画课程，研究结果发现，与训练前相比，音乐训练后的儿童在语言的阅读和音高分辨能力上得到显著提高，他们对音乐或语言的偏差音高诱发的脑电波幅更大，然而，参加绘画课程的儿童则没有出现这一效应。该结果说明音乐训练能够提高8岁儿童的音乐能力，同时这种训练效应也延伸到语言能力。

与Moreno等人（2009）的研究相似，Moreno和Besson（2006）也以8岁儿童为对象进行纵向追踪研究。首先，所有儿童接受音高分辨测验。音高测验刺激包含音乐和语言的句子，研究者操纵句末的音高变化，要求儿童判断句末音符是否正常。根据测验成绩，儿童被随机分配到音乐训练组或绘画训练组。然后，儿童接受每周两次音乐或绘画训练，共接受8周的训练。最后，儿童再次接受音高分辨测验。实验结果发现，只有音乐组儿童在训练后诱发的P600波幅明显小于训练前诱发的反应。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Chobert、Franois、Velay和Besson（2014）进一步发现，8—10岁的儿童在接受12个月的音乐训练后，对语言音节时长和音节起始时间的听觉加工能力也得到提高。以上研究不仅说明短期的音乐训练能够提高青少年在音乐和非音乐领域的认知能力，同时也进一步验证了青少年期大脑的可塑性。


9.5 成人期

事实上，本书其他章节的论述主要围绕成人的音乐加工。这些论述已经涉及成人的音乐技能水平，在此不再赘述。本章将从发展的视角，对成人期（18—60岁）音乐技能发展特点进行阐述。

人类的基本音乐能力的发展主要集中在18岁以前，这种发展不一定依赖于音乐教育。然而，18岁以后个体的音乐发展更多依赖于专业的音乐学习和训练。可以说，音乐训练仍然对成年人的音乐能力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成人期音乐能力发展的另一特点是，个体间音乐能力的差异越来越凸显。其中，既包含职业音乐家令人瞩目的音乐能力，也包括由于缺乏练习和兴趣而导致的音乐能力的停滞和退化。


9.5.1 成人期音乐训练的影响

近年来，许多研究通过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探讨非音乐家成人在接受音乐训练后听觉加工的变化（如, Bosnyak, Eaton, & Roberts, 2004; Lappe, Herholz, Trainor, & Pantev, 2008; Trainor et al., 2003）。在脑电研究中，P2可以反映音乐经验的效应，它在个体发展的早期就可以被观察到，因此也被看作神经可塑性的特定指标之一（如, Bosnyak et al., 2004; Shahin, Bosnyak, Trainor, & Roberts, 2003; Tremblay, Kraus, McGee, Ponton, & Otis, 2001）。Trainor等人（2003）比较了音乐家和非音乐家、具有音乐经验的儿童和未接受过音乐训练的儿童对乐音的分辨能力。结果发现，音乐家和具有音乐经验的儿童都比未受过音乐训练的成人和儿童诱发了更大的P2波幅。同时，该研究还发现，非音乐家在进行了音乐训练后，所诱发的P2波幅比训练前显著增大。因此，尽管早期音乐训练能够较大程度上影响儿童听觉皮层的可塑性，但是成人的大脑也能受益于音乐训练（Trainor et al., 2003）。Bosnyak等人（2004）进一步发现，音乐训练效应可以反映成人在接受听觉训练后次级听觉皮层神经元的某些变化，这说明成人期的音乐训练仍然可以影响神经可塑性。同时，与纯粹的听觉训练相比，多感觉通道的知觉训练可能对成人的听觉能力产生更大的影响，这表明音乐训练不仅可以影响成人的听觉皮层可塑性，而且这种影响还受到不同训练方式的调节（Lappe et al., 2008）。

值得一提的是，Dowling、Bartlett、Halpern和Andrews（2008）考察了成人早期（17—30岁）、成人中期（31—59岁）以及老年期（60岁以上）的被试对旋律的加工，为了进一步研究音乐训练的作用，研究者根据正式音乐训练的年限，将各个年龄组进一步划分为高（10年以上）、中（2—10年）、低（2年以下）三个水平，要求被试判断先后呈现的成对旋律刺激是否相同。结果显示，无论是哪一个年龄阶段，音乐训练都具有显著的效应。对于任一组别来说，被试接受音乐训练的时间越久，他们的旋律加工成绩就越好，这说明音乐训练对各个年龄阶段个体的音乐加工能力都能起到调节作用。


9.5.2 音乐能力的退化

许多与年龄相关的认知、感觉、知觉以及生理变化都发生在成人期。同时，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突显，最终影响音乐技能的发展。从30岁开始，人们的生理功能每年将失去1%的效能（Gembris, 2006）；在成人早期，认知加工以及辨别刺激的速度也开始下降（Baltes, Lindenberger, & Staudinger, 2006; Swartz et al., 1994）。衰老所带来最普遍的影响是听力的下降。除此之外，感知运动能力也处在退化状态，比如，随着年纪的增大，人们感知运动的速度与灵巧性相应下降、触感出现退化、其他微动力也会显得僵化，这就可能导致器乐演奏过程中的某些障碍（Gembris, 2006）。然而，这些能力的下降在早期较为缓慢。同时，成年人身体的巨大能量也能够使这些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补偿，并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隐藏这些变化，只有当能力的退化到了一个关键的水平时，这些变化才会日益凸显（Gembris, 2006）。

对于歌唱者来说，最严峻的问题是随年龄增长带来的嗓音变化。嗓音变化主要与生理年龄有关。它将带来诸多影响，比如胸音的丧失，音色的变化和音准的下降、音强和共鸣的缺失以及歌唱过程中控制诸多参数能力的降低，当然，这些变化特征不会在同一时间内出现（Moore, Staum, & Brotons, 1992; Sataloff, 1992）。最近，Demorest和Pfordresher（2015）发现，美国成人（21—23岁的大学生）在歌唱单音、旋律音程和音列等任务上的平均错误率（分别为26.15%、39.62%和53.65%）以及总的错误率（41.76%）与幼儿园5—6岁的儿童很接近，而且明显高于11—12岁的学生。此外，音高变异也呈现出相似的模式。研究者认为，歌唱准确性能力的发展轨迹是非线性的，它在青少年期达到顶峰，然后逐渐下降。

事实上，年龄增大导致生理功能退化的开始时间存在个体差异，无法归结到某一个具体的年龄，同时，这种变化的量以及对音乐能力的影响在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这可能归因于其他因素，比如音乐训练水平（Gembris, 2006）。研究表明，与未受过训练的业余爱好者相比，同年龄的专业钢琴演奏家较少受到手指运动能力下降的影响（Krampe & Ericsson, 1996）。作曲家的创造力在40岁左右时快速地到达顶峰，随后平稳地下降，然而，根据音乐创作的不同类型，变化的时间节点会有所不同（Dennis, 1966; Lehman & Ingerham, 1939）。例如，歌剧创作的顶峰一般晚于器乐创作。当然，这里也存在个体差异，这种差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大；另一方面，作曲家创造力顶峰出现的时间也因人而异（Gembris, 2006）。


9.6 老年期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全世界的老年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目前，老年人的心理生理状况已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音乐涉及人的感知觉、注意、学习、记忆、思维、社会认知、情绪等多个方面。老年人的音乐行为和音乐心理不仅从各个方面影响该群体的心理生理状态，而且与老年期的幸福感密切相关。老年期的音乐技能发展研究体现出当今社会的需求，它不仅具有理论深化的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然而，与儿童期的音乐发展研究相比，目前针对老年期（60岁以后）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


9.6.1 老年期音乐训练的影响

人类的老龄化常伴随着听觉能力以及诸多认知功能的退化过程。然而，某些生活经历（比如音乐训练）可能练就了敏锐的听觉系统，由此提高了相应的认知储备，进而缓解了某些与老龄化相关的听觉加工能力（比如，在嘈杂环境中交谈的能力）的退化。需要指出的是，音乐训练并不仅仅参与了听觉系统，它也涉及听觉—运动的协调、视听整合，乃至支配着音乐系统的各种内隐或外显规则的学习过程（Herholz & Zatorre, 2012）。在探讨与老龄化相关的听觉加工能力下降的问题时，研究者常把音乐家和非音乐家进行对比，以此探究音乐训练对老年人的影响（Wan & Schlaug, 2010）。

如上所述，Dowling等人（2008）考察了青年人（17—30岁）、中年人（31—59岁）以及老年人（60岁以上）对旋律的加工，结果显示，老年组被试对旋律的加工能力稍逊于其他两组。尽管如此，对于老年人来说，音乐训练事实上可以促进他们的执行功能和工作记忆（Bugos, Perlstein, McCrae, Brophy, & Bedenbaugh, 2007; Hanna-Pladdy & MacKay, 2011）。除此之外，毕生的音乐演奏也可以减缓与老龄化相关的听觉加工能力的退化，比如在嘈杂环境中言语知觉能力的退化得到减缓（Parbery-Clark, Anderson, Hittner, & Kraus, 2012a; Parbery-Clark, Strait, Anderson, Hittner, & Kraus, 2011a; Zendel & Alain, 2012）。

目前老年人音乐训练的研究都认为，毕生的音乐训练（比如，职业音乐家）能够对与老龄化相关的认知和神经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Fauvel et al., 2014b; Hanna-Pladdy & MacKay, 2011; Parbery-Clark et al., 2011a）。然而，许多受过音乐训练的人在青少年期或成人早期就中断了常规的音乐训练。那么，在多年缺乏音乐练习的情况下，早期的音乐训练是否仍可以对他们老年期的认知和神经功能产生影响？White-Schwoch、Carr、Anderson、Strait和Kraus（2013）选取了65岁左右的老年人为被试，根据他们早期音乐学习的年限，将老年人分为无音乐训练组、音乐训练较短组（1—3年）和音乐训练较长组（4—14年）。对有音乐训练经验的老年人来说，他们都是在早期接受音乐训练，且停止音乐训练的年限均已达到40年以上。研究者发现，与其他两组被试相比，音乐训练较长组的老年人对言语进行神经编码的速度（neural timing）最快，该研究结果表明，即使中断音乐训练多年，但足够的音乐训练仍可以对神经可塑性产生长久的影响，也就是说，早期的音乐经验仍然对老年期的认知能力具有益处。

从音乐专业角度上说，持续的音乐练习可以维持专业的表演能力，防止其退化。研究发现，持续的音乐练习可以抵消老年期音乐演奏技能的下降（Krampe & Ericsson, 1996）。其中经典的案例是，著名的钢琴家Artur Rubinstein（1887—1982）和Vladimir Horowitz（1903—1989）在80岁以上的高龄仍然举办音乐会、灌录唱片等活动。这些现象表明，即使是老年人，也可以在器乐上维持杰出的成就。换句话说，通过某些特殊的训练，或是经过某些精心的策划，这种技能退化的状况可能得到改善或掩盖，最优法、选择法和补偿法可能是防止技能退化的有效方法（Gembris, 2006）。Baltes、Staudinger和Lindenberger（1999）发现，Rubinstein在晚年时期的练习方式与这3种方法一致：

首先，演奏的作品更少了（选择法）；第二，练习作品的次数更多了（最优法）；第三，为了抵消自己生理机能速度的下降，Rubinstein使用一种印象操纵的方法，比如，放慢快速段落之前的部分，这样会使后面的段落显得更快（补偿法）。

同样地，对于歌唱者来说，尽管嗓音的生理变化不可避免，但通过练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种变化（Sataloff, 1992）。比如，无论对于年老或年轻的歌唱者，规律性的技术性训练都可以消除不理想的颤音，从而提高嗓音的流畅性、准确度和耐力（Sataloff, 1992）。事实上，嗓音的许多功能可以超乎想象地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由此可以推论，歌唱生涯很可以延伸到60—70岁（Sataloff, 1992）。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音乐表演大师晚年期间的出色表演可能只是个案，演奏水平不可避免地会随着年龄的下降而降低，尤其对于木管乐器、铜管乐器以及弦乐的演奏者来说，保持高水平的表演水平似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感觉运动功能的下降势必影响吹奏乐手和弦乐手，比如，随着皮肤敏感性和敏捷性的变化以及速度的下降，他们的音准和运弓都会变得更差（Gembris, 2006）。


9.6.2 毕生发展理论

早期的发展观点可能认为，老年属于认知发展的衰退期，各种心理机能处于衰退阶段，不能再提高。不过，有些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其中最为典型的是Cattell（1963）的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学说。如上所述，流体智力指信息加工和问题解决能力等学习新事物的能力，它在成年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晶体智力指后天习得的能力，与文化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有关，它随着年龄增长而平缓上升。Baltes等人（1999）对Cattell的理论进行整合，形成了毕生发展观，其基本观点认为，发展是毕生过程，它是一个多维度、多功能的动态系统；发展具有高度的可塑性，所有年龄的人都能发展某些技能以补偿其正在降低的某种能力。Baltes和Baltes（1990）提出具有补偿性的选择最优（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模型，该模型可以用来解释毕生发展的理论。具体说来，个体的毕生发展实际上是选择、优化和补偿，三者相互作用，贯穿一生。前文提及钢琴家Rubinstein的老龄化正是同时实现“获得”的最大化和“丧失”的最小化的结果。

尽管某些音乐技能及其相关的认知加工能力（如工作记忆、反应速度等）会随着老龄化而日益退化。然而，目前针对老年人的音乐技能发展研究仍比较乐观。一方面，如前所述，音乐训练对老年人的音乐与认知能力具有促进或补偿作用（如, Bugos et al., 2007; Dowling et al., 2008; Fauvel et al., 2014b; Hanna-Pladdy & MacKay, 2011）。另一方面，通过特定的训练方法和策略，音乐技能仍有可能在老年期维持在较高的水准（Gembris, 2006; Krampe & Ericsson, 1996）。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音乐训练作用于老年人的心理生理机制，特别是音乐对老年人神经机制可塑性的影响，由此厘清老年期音乐技能的发展以及认知老化的规律。

尤其要补充的是，探索音乐对老年期认知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因为音乐已开始应用于老年的一些精神和神经障碍疾病，比如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主要发生在老年期，经常表现为一般语义记忆的损伤（Hodges & Patterson, 1995; Xie et al., 2010）以及与个人相关知识的丧失（Hodges, Salmon, & Butters, 1993; Joubert et al., 2010）。然而，阿尔茨海默症病人对音乐信息的记忆却几乎完好无损，尤其是对那些熟悉的、流行曲调的记忆（Cuddy et al., 2012; Hsieh, Hornberger, Piguet, & Hodges, 2011; Vanstone et al., 2012）。研究者发现，与无旋律的词汇训练方法相比，伴随旋律的训练方式可以提高阿尔茨海默症病人对词汇的记忆（Moussard, Bigand, Belleville, & Peretz, 2012）。同时，音乐可以帮助阿尔茨海默症病人降低他们的焦虑水平（Koelsch, 2014）。由于音乐对情绪的唤起能够激活海马体（hippocampal formation），而海马体与记忆以及情绪的功能有关，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探究音乐对阿尔茨海默症病人的治疗机理（Koelsch, 2014）。此外，研究也表明，与阿尔茨海默症病人相比，颞额痴呆（frontotemporal dementia）患者对音乐情绪的识别能力严重受损（Downey et al., 2013; Omar et al., 2011）。因此，除了治疗的应用以外，在痴呆的早期阶段，音乐还可以作为一种区分颞额痴呆与阿尔茨海默症的诊断工具（Koelsch, 2014）。

综上所述，个体的音乐技能发展始于胎儿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其音乐技能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然而，到了成年之后，某些技能随着个体生理技能的下降而退化。同时，应该指出的是，音乐技能发展存在敏感期，音乐技能的退化也存在个体差异。从毕生发展的视角来看，与文化知识和经验积累相关的音乐技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持续上升。尽管已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音乐技能发展的研究进程，但是，就已有研究成果来看，欲完整地勾勒出各个时期的音乐技能发展的特点，目前仍有难度。未来的研究需在这些方面加以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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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家与非音乐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接受系统的专业音乐训练。从以上各章的论述可以看到，无论在音高加工，还是在音乐情绪与意义加工方面，与非音乐家相比，音乐家都显示出更高的加工水平，这些都体现出音乐训练（music training）的效应。本章在此不再赘述。音乐训练（尤其是乐器演奏训练）是一种由多个感官参与的强化活动，涉及听觉、视觉、躯体感觉、运动系统，乃至与注意和记忆相关的认知系统，音乐训练由此导致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变化。考察音乐家与非音乐家脑结构和功能的差异成为一种探索大脑可塑性的有效方式（Münte, Altenmüller, & Jäncke, 2002; Moreno & Bidelman, 2014; Schlaug, 2003; Strait & Kraus, 2014; Wan & Schlaug, 2013）。其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揭示大脑的奥秘，为音乐教育和临床治疗提供借鉴。本章将主要围绕脑成像的研究成果，集中探讨音乐训练诱发的脑结构和功能变化，进而探究影响音乐脑结构和功能变化的因素。

另一方面，在当今中国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儿童接受音乐训练，加入业余学习音乐的队伍，比如参加合唱团、钢琴培训班或小提琴培训班。许多家长认为，孩子长大以后不一定要成为专业音乐家，但是音乐学习可以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使他们变得更加聪明（Lynn et al., 1989; Schellenberg, 2004; Sergeant & Thatcher, 1974）。音乐训练由此变成提升认知能力的有效手段之一。问题是，音乐训练是否与认知能力相关，并可能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或者说，音乐训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提高认知能力？为了厘清音乐训练的效应，本章的最后将从认知能力的视角论述音乐训练的效应。


10.1 音乐训练诱发的脑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大脑可分为左右两半球，由灰质和白质组成（见图10.1）。灰质位于大脑表面，也叫大脑皮层，按照功能可分为感觉区（sensory areas）、运动区（motor areas）和联合区（association areas）。感觉区包括听觉皮层（auditory cortex）、视觉皮层（visual cortex）和躯体感觉皮层（somatosensory cortex），分别接收和加工来自耳朵、眼睛以及躯体等感官的信息。白质在灰质下面，可分为投射纤维束（projection tracts）、连合纤维束（commissural tracts）与联合纤维束（association tracts），分别连接着大脑皮层与皮下结构、两半球间相同的皮层、同一半球内的不同皮层。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经验的增加或减少可以引发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变化。音乐训练经历诱发了大脑灰质与白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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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大脑结构（Bear, Connors, & Paradiso, 2015）

图中灰色部分为灰质，白色部分为白质。


10.1.1 灰质

灰质具有信息处理的功能。测量音乐训练对灰质影响的一般方法是利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定法比较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在灰质上的差异。研究者一般都是通过比较受过音乐训练和未受过音乐训练的人在灰质的大小、体积、厚薄和浓度等方面的差异来探讨音乐训练对大脑结构的影响。根据已有研究文献，下文围绕听觉皮层、运动皮层和躯体感觉皮层展开论述。

10.1.1.1 听觉皮层

听觉皮层位于颞叶的颞横回处，属于BA 41和BA 42，可分为中部颞沟（medial Heschl's sulcus）、外侧（lateral）颞横回和颞上回前部3个部分（Schneider et al., 2005）。研究表明，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在颞横回的灰质体积、浓度或皮层厚度方面存在差异。比如，在灰质体积方面，Schneider等人（2002）的研究表明，专业音乐家双侧颞横回的灰质体积均大于非音乐家。其他研究进一步发现，专业音乐家双侧颞横回各个部分的灰质体积均大于非音乐家（Schneider et al., 2005）；或只有左侧颞横回（BA 41）的体积比较大（Gaser & Schlaug, 2003）；或业余音乐家仅在颞横回前部的灰质体积上大于非音乐家（Schneider et al., 2002）。就灰质浓度而言，Bermudez和Zatorre（2005b）发现，音乐家右侧颞上回外侧面与颞横回后部（颞平面或听觉带皮层）的灰质浓度大于非音乐家。Bermudez、Lerch、Evans和Zatorre（2009）的研究进一步显示，与非音乐家相比，音乐家右侧颞横回后外侧部分的灰质浓度较高。就皮层厚度而言，音乐家双侧颞上区（特别是右侧初级听觉皮层与颞平面）的皮层比非音乐家更厚（Bermudez et al., 2009）。

以上研究大多数是横断研究，只有个别研究从纵向追踪视角考察短期音乐训练对大脑结构的影响。在Hyde等人（2009）的研究中，研究者以31名5—7岁的儿童为被试，将其分配到乐器组或控制组。乐器组每周接受半个小时的键盘乐器演奏训练，控制组每周接受40分钟的小组音乐课训练。所有被试在实验前都进行了大脑结构扫描。训练持续15个月后，再次对被试的大脑结构进行扫描。结果表明，在实验前，两组被试的大脑结构没有显著差异；在实验后，乐器组被试右侧颞横回侧面的相对立体像素比控制组大。

音乐训练对听觉皮层的可塑性也体现在与任务相关的功能可塑性方面。比如，Bosnyak等人（2004）考察了未受过音乐训练的成人在7周内接受15次听觉训练课程（每次30分钟）后对音高的分辨能力。研究结果发现，听觉训练提高了被试在加工音高变化时的大脑反应。其中，双侧分布的P2以及右侧分布的N1的波幅比训练前显著增大。研究者认为，这种效应可能反映了成人在接受听觉训练后次级听觉皮层神经元的某些变化，说明音乐训练可以影响旋律的加工及其神经机制。Tervaniemi、Just、Koelsch、Widmann和Schröger（2005）进一步比较了音乐家和非音乐家对旋律音高的加工。该研究向专业音乐家和未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成人呈现标准音高和偏差音高。研究者首先让被试挑选书籍进行阅读，记录被试在阅读过程中的听觉脑电反应，然后要求被试对音高变化进行外显判断。研究结果发现，在音高判断任务中，与非音乐家相比，音乐家对音高的加工诱发了更大的N2b和P3效应。然而，在阅读任务中，音乐家和非音乐家诱发的MMN和P3a效应没有区别。该研究表明，音乐训练对旋律音高加工的影响可能发生在注意水平（attentive level），它可能不足以对前注意水平（preattentive level）的加工产生影响。然而，Fujioka等人（2005）人两个声部的音乐为实验刺激进行研究，却得出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在该研究中，两个声部中的一个声部产生调外的音高偏离。音乐家和非音乐家两组被试观看无声影片。研究者发现，音乐家对音高偏离所诱发的MMN效应大于非音乐家，表明音乐训练对旋律音高加工的影响可以发生在前注意阶段。上述内隐加工的差异可能缘于实验刺激的不同，由于Fujioka等人采用的是同时呈现的多声部旋律，这种刺激复杂性的增强可能有利于发挥音乐家的旋律加工优势。

通过MEG技术，Pantev等人（1998）考察了音乐训练对不同类型音高加工的影响。在该研究中，音高包含纯音与钢琴音两类。研究者发现，音乐专业大学生听觉皮层对钢琴音所产生的等价偶极矩（偶极矩越大则该脑区激活程度越高）比纯音大了25％左右，而非音乐专业大学生对纯音和钢琴音产生的偶极矩不存在差异。该研究证明，音乐训练与听觉皮层的功能表征之间存在联系。类似地，Schneider等人（2002）也使用MEG技术考察了专业音乐家、业余音乐家和非音乐家听觉皮层对纯音的加工。研究结果表明，专业音乐家对所有纯音（特别是500Hz）所诱发的早期电位（19—30ms）波幅上均明显大于非音乐家，其平均波幅是非音乐家的1.02倍。但是，业余音乐家仅仅在低频范围（<1000Hz）内的波幅高于非音乐家（见图10.2a）。对于晚期电位（100ms）波幅来说，三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见图1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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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纯音诱发的早期电位（N19m-P30m）和晚期电位（N100m）的偶极矩（Schneider et al., 2002）

值得补充的是，缘上回也参与旋律音高的记忆任务。这类研究主要采用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技术。比如，针对正常人的tDCS研究发现，左侧的缘上回与旋律音高的记忆存在相关：对左侧缘上回进行阴极tDCS会导致音高记忆能力下降（Vines, Schnider, & Schlaug, 2006），进行阳极tDCS则会促进音高记忆（Schaal, Williamson, & Banissy, 2013）。然而，后续研究（Schaal et al., 2015）发现，对非音乐家的左侧缘上回进行阴极tDCS会导致音高记忆能力的降低，而同样的操作对音乐家的音高记忆却没有影响，相反，对音乐家的右侧缘上回进行阴极tDCS会导致音高记忆能力降低。该研究结果表明，音乐训练因素对旋律音高记忆的神经机制会产生调节作用，音乐家和非音乐家的旋律音高知觉所依赖的脑区体现出不同的偏侧化特点。另外，与纯粹的听觉训练相比，多感觉通道的知觉训练可能对成人的听觉能力产生更大的影响。Lappe等人（2008）比较了两组非音乐家成人（24—38岁）在分别接受多通道和单通道的短期音乐训练（两周）后对旋律音高的加工。其中，一组被试在钢琴上练习弹奏单声部的音高序列，而另一组被试则只是聆听并判断相同的音高序列。在训练后，研究者让被试聆听训练过的这些音高序列以及小概率出现的偏差刺激，同时记录他们的大脑反应。结果发现，接受多通道音乐训练的被试在加工偏差刺激时，比接受单通道训练的被试诱发出更大的MMN效应，说明音乐训练不仅可以影响成人对旋律音高的皮层反应，而且这种影响还受到不同训练方式的调节。

此外，崔恒武等人（2005）使用fMRI技术对比了音乐家和非音乐家在聆听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片段时大脑激活程度的差异。他们发现，音乐家左侧颞横回的激活体积大于右侧颞横回，但是，非音乐家右侧颞横回的激活体积大于左侧颞磺回。该结果表明，当加工音乐时，音乐家左侧听觉皮层具有优势，非音乐家右侧听觉皮层具有优势。这说明，音乐训练与脑功能的变化有关。

10.1.1.2 运动皮层

运动皮层位于额叶的后部，主要包括初级运动皮层（primary motor cortex, BA 4）、前运动区和辅助运动区等。初级运动皮层位于中央前回处。前运动区位于中央前回与额上回和额中回的尾部部分。研究显示，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在运动皮层结构上也存在差异，比如，与非音乐家相比，专业音乐家初级运动皮层的体积比较大（Gaser & Schlaug, 2003）；键盘乐器演奏家右侧初级运动皮层（特别是后部）的体积大于非音乐家（Gärtner et al., 2013）。值得一提的是，Amunts等人（1997）发现，虽然音乐家和非音乐家的左侧中央前回内沟长度（intrasulcal length of the precentral gyrus, BA 4）不具有显著差异，但是，键盘乐器和弦乐器演奏家的右侧中央前回内沟长度明显长于非音乐家。换句话说，非音乐家的中央前回内沟长度显示出更为突出的不对称性，即左侧大于右侧，而键盘乐器和弦乐器演奏家的中央前回内沟长度更加对称。

研究还表明，与非音乐家相比，专业音乐家前运动区的体积比较大（Gaser & Schlaug, 2003）；音乐家右脑腹侧前运动区更厚，且右侧额上回（BA 6）的灰质浓度较高（Bermudez et al., 2009）；钢琴演奏家左侧前运动区和辅助运动区的灰质密度更高（Han et al., 2009）。该结果与先前研究结果（Gaser & Schlaug, 2003）一致，表明长期的钢琴练习可能导致与运动有关脑区灰质的增加。在静息态脑功能研究中，Fauvel等人（2014a）发现，音乐家左侧前运动区与左侧颞极和颞上回之间显示了较强的功能连通性。此外，短期音乐训练结果也显示，5—7岁的儿童仅仅在15个月的键盘乐器演奏训练（每周半个小时）后，其右侧中央前回（motor hand area, BA 4/6）的体积便明显增大了（Hyde et al., 2009）。

在任务相关条件下，音乐家与非音乐家的大脑也显示出激活的差异。Landau和D'Esposito（2006）发现，在学习视觉序列时，钢琴家右侧初级运动皮层的激活程度高于非音乐家。Kleber、Veit、Birbaumer、Gruzelier和Lotze（2010）的研究显示，当演唱《我亲爱的》时，专业歌唱家右侧初级运动皮层（BA 4p）的激活程度高于医学专业学生；与医学专业学生相比，声乐专业学生辅助运动区的激活程度更高。

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在加工听觉和运动信息方面也存在差异。具体说来，Limb等人（2006）向音乐家和非音乐家呈现有规律和无规律的节奏型，结果发现，具有规律的节奏型激活所有被试的右侧额上回（BA 6），但是，非音乐家双侧中央前回（BA 4/6）的激活程度明显高于音乐家。Bangert等人（2006）也发现，当被动地聆听钢琴旋律时，钢琴家左侧中央前回（BA 6）和右侧额上回的激活程度高于非音乐家。当随意按压钢琴琴键（钢琴不发出声音）时，钢琴家双侧中央前回与右侧额中回（BA 6）的激活程度也高于非音乐家。

10.1.1.3 躯体感觉皮层

躯体感觉皮层位于中央后回处，属于BA 3、BA 2和BA 1，主要处理来自各种触觉感受器的信息，比如肢体位置、运动、疼痛、温度和压力。这方面研究主要针对音乐表演者与未受过表演训练的普通人进行比较。研究显示，音乐表演者的躯体感觉皮层的体积和厚度等方面与普通人都存在差异。比如，与非音乐家相比，专业键盘乐器演奏家双侧初级躯体感觉皮层的体积更大（Gaab & Schlaug, 2003b）；键盘乐器演奏家右侧大部分躯体感觉皮层（BA 3a, BA 3b, BA 2）的体积大于非音乐家（Gärtner et al., 2013）。对于弦乐器演奏家来说，尽管弦乐器演奏家右手手指的躯体感觉皮层表征与非音乐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其左手手指（除了拇指外）的躯体感觉皮层表征却大于非音乐家（Elbert, Pantev, Wienbruch, Rockstroh, & Taub, 1995）。此外，与非音乐家相比，音乐家双侧中央沟（BA 3, BA 2, BA 1）的灰质皮层更厚，其左侧中央沟的灰质浓度也更高（Bermudez et al., 2009）。

为了考察音乐训练对躯体感觉皮层功能的影响，Kleber等人（2010）招募了49名右利手被试，其中专业歌唱家10名、声乐专业学生21名、医学专业学生18名。在进行fMRI扫描时，被试需要根据视觉线索的提示演唱意大利歌曲《我亲爱的》前6个乐句。研究结果显示，与医学专业学生相比，专业歌唱家双侧初级躯体感觉皮层（左侧BA 1与右侧BA 3a）的激活程度更高，声乐专业学生双侧初级躯体感觉皮层（BA 1）的激活程度也比与医学专业学生更高，且专业歌唱家与声乐专业学生激活程度存在差异。该研究也表明，歌唱训练经历与躯体感觉皮层激活程度相关。Lv等人（2008）以钢琴家与非音乐家为研究被试，研究者发现，钢琴家与非音乐家左侧与右侧初级感觉运动皮层的激活程度均存在显著相关，但是组间差异不显著。结构MRI的分析结果表明，钢琴家与非音乐家左侧或右侧初级感觉运动皮层的灰质密度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尽管钢琴家左侧与右侧初级感觉运动皮层的灰质密度不存在显著相关，但是非音乐家在二者之间的灰质密度上存在高度相关。研究者认为，钢琴家左侧与右侧初级运动皮层的灰质密度不具有相关的结果可能是由于钢琴家左右手长期配合训练的结果。


10.1.2 白质

与灰质相似，白质也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组成元素。尽管它不具有信息处理功能，但可以传递信息。音乐训练对白质的影响效应主要体现在胼胝体、内囊（internal capsule）、上纵束以及弓状束（arcuate fasciculus）等区域。

胼胝体是一种重要的连合纤维束，如图10.3所示，它可分为7个部分，从前到后依次是喙部、膝部、喙体部、前中体部、后中体部、狭部和压部（Witelson, 1989）。胼胝体的喙部（rostrum）连接两半球的眶额皮层、下部前运动区，膝部（genu）连接两半球的前额皮层，喙体部（rostral body）连接两半球的前运动区和辅助运动区，前中体部（anterior midbody）连接初级运动皮层，后中体部（posterior midbody）连接初级躯体感觉皮层，狭部（isthmus）连接两半球的颞上皮层、后顶皮层，压部（splenium）连接两半球的枕叶皮层和颞下皮层（Witelson, 1989）。因此，胼胝体对大脑两半球间信息的整合与交流起着重要作用（Fagard, Hardy-Léger, Kervella, & Mark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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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胼胝体结构的划分（Witelson, 1989）

许多研究通过比较音乐家与非音乐家的胼胝体差异探究音乐训练对大脑结构的影响。研究主要使用脑成像技术考察音乐家与非音乐家胼胝体体积和厚度等方面的差异。比如，在Schlaug等人（1995b）的研究中，研究者考察了30名专业演奏家和30名非音乐家的胼胝体的大小。其中，21名演奏家在7岁之前开始接受正规音乐训练，9名在7岁或7岁以后开始接受音乐训练。脑成像结果显示，音乐家的胼胝体前半部分（喙部、膝部、喙体部与前中体部）大于非音乐家，但是后半部分（后中体部、狭部与压部）与非音乐家没有显著差异。然而，Gärtner等人（2013）针对键盘乐器演奏家的研究发现，键盘乐器演奏家只有狭部和压部的体积大于非音乐家。ztürk、Tascioglu、Aktekin、Kurtoglu和Erden（2002）选取20名专业的弦乐音乐家以及20名非音乐家为被试，所有音乐家都在9岁之前接受音乐训练。研究者认为在大脑发育还未成熟的时期（9岁）进行训练可能影响胼胝体的结构。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将胼胝体二等分还是三等分，音乐家胼胝体在二等分和三等分线上的厚度都显著大于非音乐家，但是其胼胝体总体长度与非音乐家并没有存在显著差异。

有些研究使用弥散张量成像技术考察音乐家与非音乐家胼胝体的差异。弥散张量成像技术可以构建脑内的纤维通路，更准确地表征胼胝体的连接性（Doron & Gazzaniga, 2008）。其最主要的指标是各向异性，这是一种敏感且可靠的白质结构测量的指标（Steele, Bailey, Zatorre, & Penhune, 2013）。它表示水分子沿胼胝体纤维扩散的方向一致性，其值在0—1之间变化，值越大说明半球间的连接性越强、半球功能的偏侧化也越弱。

Schmithorst和Wilke（2002）对比了5个音乐家与7个非音乐家的大脑白质结构，他们发现音乐家胼胝体膝部的各向异性值高于非音乐家。但是，Imfeld、Oechslin、Meyer、Loenneker和Jäncke（2009）的研究结果显示，演奏家与非音乐家胼胝体的各向异性值没有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的矛盾可能由于两个研究所关注的胼胝体部位的不同。前者主要关注胼胝体膝部，而后者则关注整个胼胝体，由此可能忽视了局部具有显著差异的结果。Steele等人（2013）的研究进一步表明，音乐训练起始的时间与胼胝体的可塑性有关。研究者发现，7岁以前开始音乐训练的音乐家胼胝体后中体部与狭部前部的各向异性值明显高于非音乐家。但是，对于7岁以后开始音乐训练的音乐家来说，其胼胝体后中体部与狭部前部的各向异性值与非音乐家没有明显差异。特别值得提及的是，Hyde等人（2009）通过追踪研究对此进行考察。研究者发现，5—7岁的儿童仅仅在15个月的键盘乐器演奏训练之后，胼胝体前中体部与后中体部的体积就明显变大了。音乐训练对胼胝体的影响可能基于一些音乐表演要求双手技能的练习，由此更加强调大脑两半球之间的相互交流（Steele et al., 2013），最终增强了胼胝体的连接。

除了胼胝体以外，还有研究探讨了音乐训练对内囊和上纵束的影响。内囊也包括皮层脊髓束（corticospinal tract），因为它位于内囊后肢（Kim et al., 2008）。研究表明，内囊与音乐训练有关。在一项弥散张量成像研究中，Schmithorst和Wilke（2002）选取5个音乐家和7个非音乐家为被试，研究者发现音乐家双侧内囊的各向异性值较低。的确，Imfeld等人（2009）的研究也证实，音乐家双侧皮层脊髓束的各向异性值都低于非音乐家（见图10.4）。研究者认为，长期的感觉运动练习会引发轴突膜产生变化，进而增强膜对水的通透性；增强的通透性会降低各向异性值。然而，由于音乐家专业的差异，研究结果也略有不同：键盘乐器演奏家右侧皮层脊髓束的体积大于非音乐家（Gärtner et al., 2013）；钢琴演奏家右侧内囊后部的各向异性值高于非音乐家（Bengtsson et al., 2005; Han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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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音乐家和控制组双侧皮层脊髓束的各向异性值（Imfeld et al., 2009）

弓状束是连接同一半球内颞叶与额叶的联合纤维束，它是上纵束的一部分（Oechslin et al., 2010）。Halwani、Loui、Rüber和Schlaug（2011）发现，歌唱家与演奏家弓状束的体积大于非音乐家，且各向异性值也明显高于非音乐家。的确，无论是针对专业音乐家（Imfeld et al., 2009）还是针对钢琴家（Bengtsson et al., 2005）的研究，研究者都发现音乐训练对白质可塑性的影响。


10.2 影响音乐脑结构与功能变化的因素

音乐训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自身涉及许多因素，因此，在论及音乐训练效应时，有必要对这些因素逐一进行分析。下文将围绕音乐训练类型、音乐训练起始的年龄、音乐训练年限/音乐训练强度，论述其对大脑可塑性的影响。


10.2.1 音乐训练类型

根据音乐表演类型的差异，广义上可将音乐训练分为演唱与演奏两大类型。Halwani等人（2011）探讨了演唱与演奏训练对大脑结构的影响。他们对比了歌唱家与演奏家弓状束的差异。结果发现，歌唱家左侧背部和腹部弓状束的体积都比较大，其右侧背部和腹部弓状束的体积与演奏家无明显差异，同时，歌唱家左侧背部弓状束的各向异性值较低，但右侧背部弓状束的各向异性值与演奏家没有显著不同（见图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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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歌唱家、演奏家和非音乐家双侧背部和腹部弓状束的平均体积（上图）和平均各向异性值（下图）（Halwani et al., 2011）

就演奏而言，不同乐器的演奏涉及人体不同的运动器官，由此造成音乐训练类型的差异。Rüber、Lindenberg和Schlaug（2015）使用弥散张量成像技术比较了10个键盘乐器演奏家、10个弓弦乐器演奏家和10个非音乐家皮层脊髓束的差异。研究表明，键盘乐器演奏家两半球皮层脊髓束的各向异性值都高于非音乐家，而弓弦乐器演奏家只有右半球皮层脊髓束的各向异性值高于非音乐家。这可能由于键盘乐器（如钢琴）演奏涉及双手手指运动技能的运用，而弓弦乐器（如提琴）演奏强调左手手指的技能，因此导致大脑结构重塑的差异。Vollmann等人（2014）使用双脉冲TMS技术验证了弓弦乐器演奏家从左到右的初级运动皮层的两半球之间的抑制（interhemispheric inhibition, IHI）大于非音乐家。类似地，Gebel、Braun、Kaza、Altenmüller和Lotze（2013）发现，当演奏小号旋律时，小号演奏家左侧颞横回、初级运动皮层、躯体感觉皮层和右侧小脑的激活程度明显高于钢琴演奏家。不同类型演奏训练的差异也能导致键盘乐器与弓弦乐器演奏家的初级运动皮层存在差异——键盘乐器演奏家显示了左半球的优势，而弓弦乐器演奏家右半球具有优势（Bangert & Schlaug, 2006）。以上研究表明，音乐训练类型影响大脑结构—功能的关系，且异步性的双侧训练（比如小提琴演奏，更注重左手技能）似乎比同步性的双侧训练（比如钢琴演奏，需要双手紧密配合）对大脑可塑性的影响更加凸显。


10.2.2 音乐训练的起始年龄

音乐训练的起始年龄与大脑可塑性具有相关。对于听觉皮层来说，尽管Keenan等人（2001）没有发现音乐训练的起始年龄与颞平面的相关，但是，其他的脑电研究（Pantev et al., 1998）和脑成像研究（Ohnishi et al., 2001）都发现，听觉皮层反应与音乐训练起始的年龄显著相关。就运动皮层而言，Amunts等人（1997）的研究显示，键盘乐器和弦乐器演奏家音乐训练起始的年龄与左侧和右侧中央前回内沟长度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在此基础上，Bailey、Zatorre和Penhune（2014）进一步对比了7岁以前（早期开始训练组）与7岁以后（晚期开始训练组）开始音乐训练的音乐家在大脑灰质结构上的差异。研究者将这些音乐家在音乐经验年限、音乐训练年限、音乐训练强度上进行了匹配。研究结果显示，早期开始训练组的音乐家右腹侧前运动区的表面积大于晚期开始训练组，但皮层厚度、平均曲率或灰质体积没有差异，同时，音乐训练起始的年龄与右腹侧前运动区的厚度和表面积呈负相关。

此外，研究也发现，弦乐器训练开始的时间与左手小指偶极矩变化幅度呈显著的负相关（Elbert et al., 1995）。

然而，Han等人（2009）却发现，钢琴演奏训练起始时间与左侧前运动区的灰质密度无关。这可能缘于该研究中大多数被试开始钢琴演奏训练的年龄较大，平均起始年龄为12岁，由此可能导致相关不显著。

除了灰质以外，还有许多研究考察了音乐训练起始的年龄与白质可塑性的关系。就胼胝体而言，Imfeld等人（2009）发现，音乐训练起始的年龄与胼胝体前部与后部的平均扩散值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即使在音乐训练年限作为协变量被控制后，Steele等人（2013）的相关分析也表明，音乐训练起始的年龄与胼胝体的各向异性值呈显著负相关。然而，胼胝体的不同位置（比如前部、中部和后部）似乎也影响音乐训练起始年龄的影响效应，比如，音乐训练起始的年龄与胼胝体后中体部的各向异性值没有显著的相关（Vollmann et al., 2014）；早期开始训练组胼胝体前半部分大于晚期开始训练组与非音乐家，而晚期开始训练组与非音乐家的差异不显著（Schlaug, Jäncke, Huang, Staiger, & Steinmetz, 1995a）。即便在控制了音乐训练年限和音乐训练强度影响的情况下，Steele等人也发现，与晚期开始训练组相比，早期开始训练组的胼胝体后中体部与狭部前部的各向异性值更大。

就内囊而言，当被试在7岁前开始接受音乐训练，音乐训练起始的年龄与左侧或右侧皮层脊髓束的平均扩散值呈负相关（Imfeld et al., 2009），但是，对于7岁以后开始钢琴演奏训练的被试来说，其音乐训练开始的年龄与右侧内囊后部的各向异性值无关（Han et al., 2009）。Imfeld等人（2009）进一步将音乐家分为早期开始训练组与晚期开始训练组，研究者发现，早期开始训练组右侧皮层脊髓束的平均扩散值明显高于晚期开始训练组，而左侧皮层脊髓束的平均扩散值呈现出高于晚期开始训练组的趋势（见图10.6）。就上纵束而言，研究结果显示，左侧弓状束（连接听觉皮层与运动皮层和顶叶皮层）的各向异性值与音乐训练起始的年龄具有负相关（Steele et al., 2013），但音乐训练起始的年龄与左侧或右侧上纵束的平均扩散值不存在显著的相关（Imfeld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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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 早期组、晚期组和控制组双侧皮层脊髓束的平均扩散值（Imfeld et al., 2009）

综上所述，音乐训练起始的年龄与大脑灰质以及胼胝体和内囊的可塑性有关。同时，音乐训练起始的时间越早，大脑结构越容易发生改变。比如，在儿童期，白质纤维束尚未完全成熟，此时的音乐训练将在很大程度上促成白质的变化，但是，成年时期的音乐训练对白质的影响比较有限。总之，儿童时期是音乐训练的关键期，它对大脑可塑性起着重要的作用。


10.2.3 音乐训练年限与训练强度

音乐训练强度指的是个体每天或每周练习音乐的时间（小时数）。音乐训练年限涉及个体接受音乐训练时间的长短问题。音乐训练年限长，则意味着个体总体音乐练习的量较大；音乐训练年限短，则个体总体音乐练习的量较少。因此，音乐训练年限和音乐训练强度之间存在相关。

对于听觉皮层来说，音乐训练强度与左侧颞横回的体积具有显著正相关（Gaser & Schlaug, 2003）；即便在年龄、性别和瑞文推理测验分数匹配的情况下，随着音乐训练强度的增加，被试左侧颞横回的密度仍不断增加（James et al., 2014）。对于运动皮层来说，尽管钢琴演奏训练年限与左侧前运动区和辅助运动区的密度无关（Han et al., 2009），但是，键盘乐器练习量与初级运动皮层和前运动区的体积具有显著正相关（Gaser & Schlaug, 2003）；音乐训练年限与左侧辅助运动区的激活变化呈显著负相关（Grahn & Schuit, 2012）。为了进一步考察了音乐训练强度对大脑结构的影响，Gärtner等人（2013）对男性键盘和非键盘乐器演奏家进行了研究。所有被试都会演奏钢琴，但前者经常练习，后者练习时间较少。研究结果显示，经常演奏钢琴的音乐家的双侧初级运动皮层和双侧前运动区的体积大于极少演奏钢琴的音乐家。对于躯体感觉皮层来说，不仅歌唱练习量与双侧初级躯体感觉皮层（左侧BA 3b与双侧BA 1）的激活程度具有正相关（Kleber et al., 2010），而且乐器练习量与双侧躯体感觉皮层的体积也具有显著正相关（Gaser & Schlaug, 2003）。的确，那些经常演奏钢琴的音乐家，其右侧躯体感觉皮层的体积大于极少演奏钢琴的音乐家（Gärtner et al., 2013）。

此外，还有研究探讨了音乐训练年限和音乐训练强度与白质可塑性的关系。就胼胝体而言，Vollmann等人（2014）发现，无论是音乐训练年限，还是音乐训练强度，它们与胼胝体后中体部的各向异性值都不具有显著的相关。但是，音乐训练强度与胼胝体压部的各向异性值具有正相关。该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经常演奏钢琴的音乐家胼胝体狭部和压部的体积大于极少演奏钢琴的音乐家（Gärtner et al., 2013）。值得一提的是，在Schlaug、Marchina和Norton（2009b）的追踪研究中，研究者将31名5—7岁的儿童分为3组：高强度练习组每周接受2—5个小时的演奏训练；低强度练习组每周接受1—2个小时的演奏训练，训练时间为30个月；控制组不接受音乐训练。研究结果显示，高强度练习组在胼胝体喙体部的变化大于低强度练习组和控制组，低强度练习组和控制组在喙体部的变化程度近似。回归分析也表明，音乐训练强度能够预测喙体部的变化。该研究结果说明，音乐训练强度影响胼胝体的可塑性，同时，这种可塑性也受到儿童音乐训练敏感期的影响。类似地，Bengtsson等人（2005）也发现，儿童期的钢琴练习量（11岁以前累计练习的小时数）与双侧狭部和压部、右侧中体部的各向异性值均呈显著的正相关，青春期（12—16岁）的练习量与右侧压部和右侧中体部的各向异性值也显著相关，而成人期（17岁以后）的练习量与胼胝体的各向异性值没有相关。

就内囊而言，Gärtner等人（2013）的研究显示，经常演奏钢琴的音乐家，其皮层脊髓束的体积大于极少演奏钢琴的音乐家。然而，Han等人（2009）发现，钢琴演奏训练年限与右侧内囊后部的各向异性值无关。这种矛盾可能缘于两个研究被试音乐训练起始年龄的差异。的确，儿童期钢琴练习量与双侧内囊后部的各向异性值呈正相关，但青春期与成人期的钢琴练习量都与该结构的各向异性值无关（Bengtsson et al., 2005）。该结果暗示，内囊后部的可塑性可能存在敏感期，该敏感期出现在11岁之前。由于Gärtner等人招募的被试是在11岁以前开始接受音乐训练的，而Han等人所用被试大约是在12岁开始接受音乐训练的，因此影响了音乐训练的效果。就上纵束而言，Halwani等人（2011）发现，歌唱家声乐训练年限能够预测其左侧弓状束背部分支的各向异性值。

音乐训练年限与音乐训练强度是音乐训练中的重要因素。如上所述，即便对于音乐年限而言，其年限长短的最终体现也是在音乐练习量上的变化。可以说，音乐练习或训练的量影响着大脑的可塑性，同时，这种可塑性还受到关键期的影响。

值得补充的是，性别也影响音乐脑的可塑性。Lee、Chen和Schlaug（2003）的研究表明，对于男性音乐家来说，他们胼胝体前部的面积显著大于非音乐家，胼胝体后部的面积具有大于非音乐家的趋势。对于女性音乐家来说，无论是胼胝体的前部，还是后部的面积，女性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十分接近。在具有绝对音高感的音乐家群体中，Luders、Gaser、Jäncke和Schlaug（2004）发现，具有绝对音高感的男性音乐家颞横回前部的表面积大于没有绝对音高感的音乐家；对于女性音乐家来说，是否具有绝对音高感并不导致颞横回表面积的差异；对于没有绝对音高感的音乐家来说，男性音乐家左侧中央后回的灰质密度大于女性音乐家。事实上，在小脑体积方面，男性音乐家也比非音乐家的小脑体积更大，但是，对于女性来说，是否是音乐家并不影响其小脑的体积（Hutchinson, Lee, Gaab, & Schlaug, 2003）。以上结果暗示，音乐训练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男性大脑的可塑性。这可能是由于性激素与音乐训练之间的交互作用造成的，从而从根本上影响大脑的结构和功能（Joel, 2011）。


10.3 音乐训练对认知能力的迁移效应

早在1993年，Nature杂志就报道了音乐聆听与空间认知能力的关系（Rauscher, Shaw, & Ky, 1993），研究发现，大学生在聆听10分钟Mozart的《D大调双钢琴奏鸣曲》（K448）第一乐章后，其空间推理能力得到短暂的提高。这种现象被称为“莫扎特效应”。尽管后续的一些研究验证了“莫扎特效应”的存在（如, Gilleta, Vrbancic, Elias, & Saucier, 2003; Jones & Estell, 2007; Wilson & Brown, 1997），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并没有发现聆听音乐与空间认知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如, Chabris, 1999; Steele, Bass, & Crook, 1999a; Steele et al., 1999b）。最近，Pietschnig、Voracek和Formann（2010）使用元分析方法对已有相关研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莫扎特效应”基本不存在。

也许音乐聆听的时间过于短暂，导致音乐聆听与空间能力的关系不够稳定，那么，较长时间的音乐训练是否可以影响认知能力？王杭等人（2015）围绕语言能力、空间能力和数学能力，探究音乐训练与认知能力关系。尽管音乐训练与音乐能力可能具有相关，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二者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比如，由于某些原因，一些学生尽管受到较长时间的音乐训练，但是他们的音乐能力还不及另一些音乐训练时间较短的学生。因此，下文将紧扣音乐训练对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应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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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音乐训练与认知能力关系的详细论述参见王杭等人（2015）的研究。


10.3.1 音乐训练对语言能力的影响

由于音乐和语言存在一些相似的构成要素和组织原则（Patel, 2008），因此，许多学者关注于音乐训练与语言能力相关的问题。下文将从语言知觉和产生两个方面论述音乐训练对语言能力的影响。

语言知觉能力不仅涉及语音知觉，而且还包括个体对词汇和段落的理解。Escalda、Lemos和Frana（2011）发现，与未受过音乐训练的儿童相比，受过音乐训练的儿童对语音意识任务的加工更好。音乐训练形成的语音知觉优势也得到了认知神经研究的支持（Chobert, Marie, Franois, Schön, & Besson, 2011; Parbery-Clark, Tierney, Strait, & Kraus, 2012c; Strait, O'Connell, Parbery-Clark, & Kraus, 2014; White-Schwoch et al., 2013）。例如，与未受过音乐训练的儿童相比，受过音乐训练的儿童对元音/a/时长和起始时间变异的加工诱发了更大的MMN波幅（Chobert et al., 2011）；学前儿童音乐训练的时间与脑干语音编码具有显著的正相关（Strait et al., 2014）；同时，White-Schwoch等人（2013）发现，音乐训练年限较长组被试的听觉脑干诱发电位的潜伏期比无音乐训练组和音乐训练年限较短组的被试更短，而无音乐训练组和音乐训练年限较短组的潜伏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者认为，早期较长时间的音乐训练将逐渐改变皮层下听觉功能，而且这种变化可能会持续一生。即便在噪音背景下，音乐训练对脑干语音编码的促进作用也能在学前儿童（Strait, Parbery-Clark, O'Connell, & Kraus, 2013）、学龄儿童（Strait, Parbery-Clark, Hittner, & Kraus, 2012）、青年人（Parbery-Clark et al., 2012a; Parbery-Clark, Strait, & Kraus, 2011b; Parbery-Clark et al., 2012c）以及中老年人（Parbery-Clark et al., 2012a; Parbery-Clark, Anderson, Hittner, & Kraus, 2012b; Parbery-Clark, Anderson, & Kraus, 2013）身上得到验证。

追踪研究进一步表明音乐训练对语言知觉有促进作用。Overy（2003）发现，通过15周的音乐学习，阅读障碍儿童的语音意识能力显著得到提高。类似地，在 Degé和Schwarzer（2011）的研究中，研究者将41名学前儿童随机分配到音乐、语音或运动训练3个小组中。经过20周的训练后，接受音乐和语音训练的儿童在语音意识测验上的成绩都得到明显提高，而接受运动训练儿童的成绩没有提高，同时，音乐训练组与语音训练组的分数不存在差异。该研究结果表明，与语音训练一样，音乐训练可以促进语音知觉能力的提高。其他研究进一步验证，音乐训练对语言知觉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Bowles, 2003; Chobert et al., 2014; Gromko, 2005; Herrera, Lorenzo, Defior, Fernandez-Smith, & Costa-Giomi, 2011; Moritz et al., 2013; Tierney, Krizman, & Kraus, 2015）。

另一方面，音乐训练与语言理解也存在联系。Schellenberg（2004）发现，通过36周的音乐训练，144名儿童在类同分测验上的分数显著高于未受过音乐训练的儿童。该结果得到后续研究的验证（Schellenberg, 2011）。在词汇分测验上，相关研究表明，音乐训练年限能够预测词汇测验的成绩（Forgeard, Winner, Norton, & Schlaug, 2008）。的确，受过音乐训练的儿童比未受过音乐训练的儿童具有更好的词汇理解能力（Forgeard et al., 2008; Schellenberg, 2011; Swaminathan & Gopinath, 2013）。追踪研究验证了音乐训练对儿童词汇理解的影响：无论是接受36周的音乐表演（键盘或声乐）训练（Schellenberg, 2004），还是接受4周的音乐听觉训练（Moreno et al., 2011），受过音乐训练儿童的词汇理解能力都高于未受过音乐训练的儿童。以上研究进一步表明，音乐训练对词汇理解具有促进作用。

在段落理解方面，Corrigall和Trainor（2011）发现，在控制了音乐听知觉分数、单词解码分数、IQ以及每周阅读时间影响的情况下，音乐训练年限与阅读理解能力仍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另外，对语言障碍儿童的追踪研究表明，通过6周的音乐节奏训练，阅读障碍儿童的段落理解成绩得到显著提高（Long, 2014）；通过4周的音乐训练，言语产生能力较差的被试在阅读上的成绩也得到提高（Register, Darrow, Swedberg, & Standley, 2007）。但是，针对正常人段落理解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尽管8周（Lowe, 1995）或4周的音乐训练（Register et al., 2007）都不能提高儿童的段落理解能力，但是Schellenberg（2004）发现，一年的音乐训练可以对儿童的段落理解能力产生促进作用。以上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缘于音乐训练时间的差异。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对于正常儿童来说，短暂的音乐训练可能无法提高他们的段落理解能力，至少一年的音乐训练才有可能对段落理解产生促进作用。

在言语产生方面，研究发现，受过音乐训练的本科生在言语产生测验上的成绩比未受过音乐训练的被试更好（Bugos & Mostafa, 2011; Jakobson, Lewycky, Kilgour, & Stoesz, 2008; Stoesz, Jakobson, Kilgour, & Lewycky, 2007），然而，另一些研究表明，是否受过音乐训练对5—9岁的儿童的言语产生能力（Tsang & Conrad, 2011）、8—9岁的小学生言语产生成绩和速度（Hille, Gust, Bitz, & Kammer, 2011）以及老年人的言语产生能力（Hanna-Pladdy & MacKay, 2011）都不存在影响。以上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缘于被试年龄的差异。与本科生相比，儿童的音乐训练时间总体上较短，短暂的音乐训练可能无法影响儿童的言语产生能力，而对于老年人来说，由于他们拥有较为成熟、稳定的言语产生能力，因此，音乐训练可能对他们不产生作用。

追踪研究验证了音乐训练对言语产生能力的促进作用。无论是阅读能力较差的儿童（Bhide, Power, & Goswami, 2013; Long, 2014），还是具有阅读障碍的儿童（Register et al., 2007），他们在经过音乐训练之后，言语产生能力都能得到明显提高。Cogo-Moreira、de vila、Ploubidis和Mari（2013）进一步验证了该研究结果。在该研究中，阅读能力较差的被试接受5个月的音乐课程学习。控制组被试不参加音乐课。5个月之后，实验组被试的言语产生测验成绩显著高于控制组被试。针对正常被试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比如，Fisher（2001）发现，通过19个月的音乐训练，接受音乐训练儿童的言语产生测验分数高于未接受音乐训练儿童。后续研究发现，经过一年的音乐表演训练，6岁的儿童的言语产生能力明显高于未接受音乐训练的儿童（Schellenberg, 2004）。

在书面语言产生方面，Schellenberg（2006）的研究显示，音乐学习年限与拼写成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该结果得到Hille等人（2011）研究的验证。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受过乐器训练的小学生在拼写测验上的成绩比未受过乐器训练的学生更好。尽管非言语IQ与拼写错误具有显著的负相关，但是在控制了非言语IQ的影响后，受过乐器训练的学生在拼写测验中仍显示出优势。追踪研究结果也表明，受过8周音乐训练的特殊儿童在写作测验上的成绩明显好于未受过音乐训练的特殊儿童（Standley & Hughes, 1997）。类似地，在接受15周的音乐训练后，阅读障碍儿童的拼写测验成绩也得到明显提高（Overy, 2003）。

由上可见，音乐训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个体母语的言语和书面语产生能力。音乐训练之所以对语言产生能力具有积极的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音乐训练改善了个体的注意力和言语记忆力（Bidelman et al., 2013; Chan, Ho, & Cheung, 1998; Jakobson et al., 2008; Rodrigues, Loureiro, & Caramelli, 2013; Seinfeld, Figueroa, Ortiz-Gil, & Sanchez-Vives, 2013; Strait, Kraus, Parbery-Clark, & Ashley, 2010），进而提高了他们的语言产生能力。另一方面，音乐训练的促进效应也可能缘于音乐和语言加工共享认知资源或神经机制（Patel, 2003, 2008, 2012, 2013），使得音乐技能容易迁移到语言领域。


10.3.2 音乐训练对空间能力的影响

空间能力指的是人们产生、保持、提取和转换视觉表象的能力。它由空间定位（spatial orientation）能力和空间视觉化（spatial visualization）能力组成（McGee, 1979）。空间定位涉及对视觉刺激模式内部元素组合的理解能力、把握空间构型的方位关系以及确定事物的空间位置等能力，评估该能力的测验主要包括空间关系（Space/Spatial Relations）测验、镶嵌/隐蔽图形（Embedded/Hidden Figures）或闭合（Closure）测验以及与方向感（Sense of Direction）相关的测验（McGee, 1979）；等等。

Brochard、Dufour和Després（2004）通过直线与圆点的关系考察空间构型方位关系的加工。在该研究中，首先，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一条水平或垂直的直线，呈现时间为500ms。然后，一个小圆点快速闪现（200ms）在直线的一侧。被试需要判断圆点出现在直线的哪一侧。结果表明，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在所有任务中的准确率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反应时方面，音乐家在水平线条件下的反应时比非音乐家短，而在垂线条件下的反应时与非音乐家接近。这可能缘于水平线条件下的任务与读谱之间的相似性。的确，五线谱上音符的高低与空间高低存在对应关系（Pratt, 1930; Rusconi et al., 2006），在读谱过程中，音乐家需要快速地判断音符符头在五线谱上的位置，由此可能潜在地影响了音乐家在水平线条件下的点线关系加工。Patston、Hogg和Tippett（2007）进一步探究音乐训练与点线方位的关系。他们发现，当圆点出现于垂线左侧时，音乐家与非音乐家的判断准确率都比较高；当圆点出现于垂线右侧时，二者的判断准确率都较低，但是，音乐家的判断准确率高于非音乐家。在反应时方面，当圆点距离垂线较远时，音乐家的反应时短于非音乐家；反之，二者的差异不显著。研究者认为，音乐家可能具有更强的视觉空间注意力。这种注意力有助于钢琴演奏时双手的配合。即便在纯粹由直线构成的空间方位关系上，音乐训练的效应仍然存在。音乐家在空间构型方位关系方面的优势可能缘于他们大脑布洛卡区的灰质体积大于非音乐家的缘故（Sluming et al., 2002）。

Burton、Morton和Abbess（1989）发现，非音乐家、音乐专业学生、专业音乐家在镶嵌图形测验上的成绩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但是，后续研究（Helmbold, Rammsayer, & Altenmüller, 2005; Stoesz et al., 2007）得出相反的结果：受过音乐训练的学生或音乐家在镶嵌图形或闭合测验上的成绩比未受过音乐训练的控制组被试或非音乐家的成绩更好。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以上研究中受过音乐训练的被试在音高能力存在差异。比如，Stoesz等人（2007）研究中受过音乐训练的学生具备绝对音高感，而Burton等人的研究没有考察音乐家是否具有绝对音高或相对音高的能力。事实上，具有绝对音高感的音乐家在隐蔽图形测验上的成绩比具有相对音高感的音乐家和非音乐家更好，但是，具有相对音高感的音乐家和非音乐家对隐蔽图形的加工却不存在差异（Costa-Giomi, Gilmour, Siddell, & Lefebvre, 2001）。

对于方向感来说，它不仅包含视觉空间的定位，也包含听觉空间的方位定向。在听觉空间方位定向方面，Escalda等人（2011）发现，受过与未受过音乐训练的5岁的儿童在声音定位测验中的分数没有显著差异。该结果暗示，声音的方位定向能力与音乐经验无关。这可能是由于声音方位定向能力在婴儿期就已发展至成人水平（Bower, 1982），因此听觉经验的增加并不能使这种能力产生太大的变化。

空间视觉化也是空间加工能力中的一种类型，它涉及在头脑中对图形或物体进行旋转、操作或翻转的能力（McGee, 1979）。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使用物体拼凑（Object Assembly）测验、积木图案（Block Design）测验与心理旋转（Mental Rotation）测验评估个体的空间视觉化能力（McGee, 1979）。

在物体拼凑测验方面，追踪研究表明，音乐训练可以提高物体拼凑测验的分数。Rauscher等人（1997）发现，经过两年的钢琴演奏训练，3—5岁儿童在物体拼凑测验上的得分高于未受过钢琴演奏训练的儿童。后续研究（Rauscher & Zupan, 2000; Schellenberg, 2004）也验证了音乐训练对儿童物体拼凑测验成绩的积极影响。在心理旋转测验方面，Sluming、Brooks、Howard、Downes和Roberts（2007）发现，交响乐团演奏家对三维图形心理旋转的加工能力比非音乐家更好，同时，随着图形旋转角度的增加，音乐家的反应时没有明显变化，而非音乐家的反应时逐渐增长；fMRI的研究结果与之一致：在心理旋转加工中，音乐家在布洛卡区、右角回和左侧前扣带回的激活程度比非音乐家更强。Pietsch和Jansen（2012）的研究也验证了音乐专业学生在心理旋转加工任务中的优势。这种优势可能缘于音乐家在执行心理旋转任务时，额叶皮层与右顶叶皮层之间的同步化程度更高（Bhattacharya, Petsche, Feldmann, & Rescher, 2001）。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音乐家具有较好的乐谱视奏能力，而乐谱视奏与空间加工涉及共同的大脑区域，比如包括布洛卡区的左额下回（Ng et al., 2000; Sergent, Zuck, Terriah, & MacDonald, 1992; Sluming et al., 2002; Sluming et al., 2007）。

在积木图案测验方面，Schellenberg（2011）和Stoesz等人（2007）发现，受过音乐训练的学生在积木图案测验上的得分高于未受过音乐训练的学生。然而，Forgeard等人的研究（2008）得出相反的结果，即受过演奏训练的儿童在积木图案测验上的成绩与未受过演奏训练的儿童没有显著差异。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缘于被试的家庭因素。在Schellenberg（2011）和Stoesz等人的研究中，音乐训练组被试的父母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明显高于控制组，然而，在Forgeard等人的研究中，音乐训练组与控制组被试的父母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没有显著差异，因此，音乐训练组被试在积木图案测验上的优势可能受家庭教育的影响。追踪研究结果也表明，音乐训练可以提高个体的积木图案测验成绩。Schellenberg（2004）发现，在经过一年的音乐表演训练后，6岁的儿童在积木图案测验上的成绩明显高于未受过音乐表演训练的儿童；即便仅仅接受4周（每周45分钟）的音乐表演训练，4—7岁的儿童的积木图案测验分数也能得到显著提高（Tai, 2010）。但是，Moreno等人（2011）的研究发现，通过20天（每天45分钟）的音乐训练，4—6岁的儿童的积木图案测验分数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这种差异可能缘于音乐训练的差异。在Schellenberg（2004）和Tai（2010）的研究中，音乐训练由专业音乐教师执行，且音乐训练旨在提高儿童演奏或演唱技能。然而，Moreno等人研究中的音乐训练是由计算机程序提供的，其主要目的是提高音乐聆听的技能，因此，训练性质的差异可能导致产生不一致的结果。

综上所述，音乐训练可以提高个体在物体拼凑与积木图案测验的成绩。尽管心理旋转加工与音乐训练存在相关，但是，未来需要追踪研究进一步探究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10.3.3 音乐训练对数学能力的影响

早在古希腊时期，Pythagoras就提出音程的和谐性与琴弦比率存在关系。音乐的音高组合与节拍节奏无不体现出数理逻辑关系（Vaughn, 2000）。比如，一个全音符等于2个二分音符、等于4个四分音符、16个八分音符，等等。但是，对于个体来说，音乐训练是否可以提高数学能力？音乐训练与个体数学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至今尚未明了。

通过对比接受和未接受音乐训练学生的数学加工能力，已有研究表明，接受音乐训练的学生不仅对数概念的理解能力更强（Geoghegan & Mitchelmore, 1996），而且在数学成就测试上的分数也更高（如, Baker, 2011; Cabanac, Perlovsky, Bonniot-Cabanac, & Cabanac, 2013; Cheek & Smith, 1999; Gouzouasis, Guhn, & Kishor, 2007; Haley, 2001）。这些结果也得到脑成像研究的支持。当被试进行分数的加减心算时，音乐家左侧梭状回与前额皮层（BA 46）的激活程度高于非音乐家，而视觉联合区与左侧顶下小叶的激活程度明显低于非音乐家（Schmithorst & Holland, 2004）。追踪研究验证了音乐训练对数学能力的促进作用。在Zafranas（2004）的研究中，61名儿童接受7个月的钢琴演奏训练，研究者发现，音乐训练之后，被试的算术测验分数显著提高；通过对6岁的儿童进行一年的键盘或声乐训练，Schellenberg（2004）也发现，受过键盘或声乐训练的儿童在数学测验上的成绩高于未受过音乐训练的儿童；通过11个学期的音乐训练，Yang、Ma、Gong、Hu和Yao（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受过音乐训练学生的数学成绩高于未受过音乐训练的学生。

然而，另一些研究并不支持音乐训练对数学加工能力的积极影响。比如，受过音乐演奏训练的8—11岁的儿童在数学概念、运算和数学应用上的成绩与未受过演奏训练的儿童不存在差异（Forgeard et al., 2008）；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在数字运算能力上不存在差异（Brandler & Rammsayer, 2003）。在纵向追踪研究中，Mehr、Schachner、Katz和Spelke（2013）也发现，即便通过6周的音乐训练，接受音乐训练的儿童在计数能力方面仍然没有高于未接受音乐训练的儿童。类似地，Rickard、Bambrick和Gill（2012）对实验组被试进行一个学期的音乐训练，研究结果表明，接受音乐训练的被试在数学能力方面与未接受音乐训练的被试不存在差异。

可见，尽管许多研究关注于音乐训练与数学能力关系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有关该问题的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可能缘于二者关系的复杂性。的确，已有研究已经表明，许多因素影响音乐训练对数学加工能力的效应。第一，音乐训练年限与个体的数学能力有关。研究表明，音乐训练年限与数学成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Schellenberg, 2006; Vaughn, 2000）。Vaughn（2000）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元分析，探究音乐学习年限与数学成绩的关系。结果表明，音乐学习时间与数学成绩具有显著相关。Schellenberg（2006）使用Kaufman教育成就测验中的数学分测验计算了音乐学习时间与数学成绩的相关系数。研究者发现，二者具有显著的相关。即使在排除了IQ的影响后，二者的相关关系仍然显著。第二，音乐训练的强度与个体的数学能力也存在联系。Yang等人（2014）的相关分析表明，儿童每周音乐练习的时间（小时数）与数学成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Spelke（2008）的研究表明，与未受过音乐训练的儿童和青少年相比，受过中等强度音乐训练的儿童和青少年并没有表现出较好的表征几何图形性质与关系的能力。然而，与受过较少音乐训练或高强度非音乐艺术（比如舞蹈、戏剧和视觉艺术）训练的被试相比，那些受过高强度音乐训练的被试具有较高的几何图形分辨能力。研究者认为，前者组间差异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样本容量太小造成的。这也有可能因为音乐训练时间尚未达到一定年限，因此无法对认知能力产生影响。的确,已有研究发现，那些课外音乐学习时间超过2年的学生的数学测试成绩高于没有学习音乐的学生（Cheek & Smith, 1999）。第三，数学刺激类型也影响到音乐训练与数学能力的关系。Bahr和Christiansen（2000）的研究发现，在音乐和数学深层结构相似的项目任务中（比如模式识别和符号用法），受过音乐训练学生的加工比未受过音乐训练的学生更好。然而，在结构不相似的项目任务中，两组学生的加工没有显著不同。这说明音乐训练效应取决于任务的相似性。因此。数学刺激类型是探究音乐训练与数学能力关系应考虑的一个潜在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使用脑成像技术，主要通过对比音乐家与非音乐家的大脑差异来探究音乐训练对大脑可塑性的影响。尽管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音乐训练与大脑听觉皮层、运动皮层、躯体感觉皮层以及胼胝体、内囊和上纵束的可塑性有关，并且音乐训练类型、音乐训练起始的年龄、音乐训练年限/音乐训练强度以及性别等因素也与音乐训练效应有关。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数都是横断研究，因此难以得出确定的因果关系。类似地，已有研究在探索音乐训练与认知能力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我们理解音乐训练对认知能力的效应提供了基础。然而，如前所述，许多研究都属于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只能说明音乐训练与认知能力存在联系，无法阐明二者的因果关系。今后的纵向研究将有可能进一步确定音乐训练与大脑可塑性的因果关系。


11 音乐与进化

11.1 音乐进化理论/220

11.1.1 音乐适应论/220

11.1.2 音乐非适应论/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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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存在于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群体之中。然而，从进化的视角来看，音乐进化的起源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定论。Science在创刊125周年之际，将其列为未来最具挑战的科学问题之一。自Darwin始，学界对语言进化问题的讨论较多，但对音乐进化的探究较少。如果音乐是人类社会独有的，对其进化起源的探究无疑将为理解人类的进化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11.1 音乐进化理论

尽管在Darwin的时代，音乐适应论就已经引发了争议（Patel, 2008），但是，直到20世纪，音乐进化的问题才重新引起学界的关注，尤其在近10年间，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音乐进化问题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Roederer, 1984）。对于音乐进化，学界存在许多观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音乐适应论。还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对于后者来说，这些观点之间还存在一些差异。为了行文方便，下文将不同于适应论的观点归结为非适应论。


11.1.1 音乐适应论

Darwin（1871）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论述了音乐的起源问题。在Darwin看来，人类的音乐能力是被赋予的最神秘的能力之一。这是因为，人类所有的种族（即使是最野蛮的种族）都拥有一定程度的音乐能力。音乐的生物学意义可能也在于吸引异性而获得交配，由此，音乐起源于性选择。音乐适应论者支持Darwin音乐行为的生物学起源观点（Balter, 2004; Mithen, 2005; Wallin, Merker, & Brown, 2000）。该理论认为，音乐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它对我们物种的生存具有适应的意义。该理论主要建立在如下假说之上：性选择、社会凝聚力、母婴交流（Fitch, 2006; Kleinman, 2015; Patel, 2008）以及节奏适应（Wang, 2015）。

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假说认为，在鸟类中，如果具有婉转鸣叫和优美的舞蹈，这些鸟便可以得到异性的垂青并获得交配权，其基因就得以遗传。人类的音乐类似于鸟类的鸣唱，它也是性选择（对增强成功获得配偶能力的选择）的产物（Charlton, 2014; Darwin, 1871; Miller, 2000）。换言之，音乐可以帮助人们吸引异性，从而在求偶中获胜。虽然现实生活中能歌善舞的男女更容易得到异性的青睐，同时，在青年期，男性音乐家的确比女性音乐家创作出更多的音乐作品（Miller, 2000），但是，这一假设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择偶的标准很多，在15种择偶因素重要性的调查中，与音乐相关的音质被男性排在倒数第二位，女性则将其排在最后一位（Daniel, O'Brien, McCabe, & Quinter, 1985）。的确，Patel（2008）也发现，目前尚未有证据表明，具备音乐能力是成功求偶的必要或充分条件，另一方面，男性音乐家之所以比女性音乐家灌制了更多的唱片，这是因为男性在唱片业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

Roederer（1984）提出了音乐起源的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假说。该假说认为，音乐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从而增强了家庭、部落、氏族等族群成员间的凝聚力（Brown, 2000; Dissanayake, 2000; Dunbar, Kaskatis, MacDonald, & Barra, 2012; Freeman, 2000）。该假说得到一些研究结果的支持：大量的音乐活动都具有社会意义（Morley, 2003）；音乐在情绪调节方面具有强大的作用（Thoma, Ryf, Mohiyeddini, Ehlert, & Nater, 2011），说明音乐可以诱发出共同的情绪状态，共同的情绪状态进而增强群体间的交流合作（Mithen, 2005），也正基于此，音乐小组活动也能够促进群组成员在非音乐任务上的合作（Kirschner & Tomasello, 2010; Wiltermuth & Heath, 2009）。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该假说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音乐能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社会凝聚力的奖赏似乎还没有强大到这种程度；另一方面，该假说不能解释音乐对其他物种生理和行为的影响（Wang, 2015）。

Dissanayake（2000）提出音乐起源的母婴交流假说。事实上，该假说是社会凝聚力假说的一个变体。母婴交流假说认为，音乐在母婴关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建立了母婴之间的情感联结（Trehub, 2003）。的确，许多研究发现，母亲的摇篮曲能够安抚婴儿（如, Shenfield, Trehub, & Nakata, 2003; Trehub et al., 1993; Unyk et al., 1992）。同时，与母亲的言语相比，婴儿更喜欢母亲的歌唱（Nakata & Trehub, 2004）。基于这些证据，Trehub（2000, 2003）认为，母亲的歌唱具有适应功能，它能让母亲无需身体接触就能抚慰自己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可以在寻找食物时把孩子放下，同时还能抚慰他们。虽然该假说很有说服力，但它也面临着一些挑战：该学说的对象仅限于灵长类动物和人类，并不能扩展到其他的物种，如鹦鹉和海狮（Wang, 2015）；同时，Patel（2008）也认为，目前尚未有数据支持歌唱对正常的社会或情感的发展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如果音乐能够促进社会联结，那么，我们似乎可以预测社会性的障碍将削弱个体对音乐的反应，但是，在社会认知上有缺陷的自闭症儿童对音乐情绪的知觉却是敏感的。

Wang（2015）提出节奏适应（rhythm adaptation）假说解释音乐的起源。研究者认为，性选择、社会凝聚力和母婴交流只是音乐起源后推动音乐进化的次级压力，音乐的生物基础是与节奏相关的奖赏和情绪系统。具体来说，动物在对内外环境节奏的适应过程中，进化出一套“节奏相关的奖赏和情绪系统”。该系统使得动物能够对内外节奏事件进行知觉、产生和同步化，这一系列活动也给动物带来快感，并影响动物的情绪。因为生物对节奏的把握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比食物和性更关键（人类的树栖祖先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树的节奏和自身节奏运动，根本无法完成觅食和求偶，高超的节奏把握能力是获得食物和性的前提），所以由节奏事件唤起的奖赏很可能跟食物和性一样属于初级奖赏（Sescousse, Caldú, Segura, & Dreher, 2013），而不像金钱和权力唤起的次级奖赏。


11.1.2 音乐非适应论

如上所述，Darwin（1871）基于音乐能力的普遍性，认为音乐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但是，普遍性并不一定源于进化过程（Bickerton, 2000; Patel, 2008），它们可能是由于历史意外事件（historical accident）或只是由于世界构成方式引起的（Bickerton, 2000）。与适应论者的观点相反，一些非适应论者认为，音乐是语言或听觉加工的附属品或副产品（如, Livingstone & Thompson, 2009; Panksepp, 2009; Pinker, 1997, 2007）。

与Darwin同时代的Spencer（1857）提出，音乐起源于声音（vocal），而声音是通过某些肌肉运动产生的。这些肌肉运动又是由高兴和痛苦的情感体验引起的。因此，音乐是情绪外部表现（physical expression）的结果。James（1890）进而提出，音乐只不过是神经系统的一个附属性特质，并没有生物学的意义。

Pinker（1997）秉承了James（1890）的观点，认为音乐是人类的一项发明，从生物学角度说，它是没有用处的，它仅仅是令人愉悦的听觉附属品。在他看来，即便是音乐从人类中消失，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Pinker（2007）进而详细阐述了这种观点：与许多其他人类艺术一样，音乐是另外两种特质的副产品——动机系统及其产生净化剂信号（比如，风景画、色情故事等）的技术秘诀。对于动机系统来说，当我们体验与适应结果（如安全感、性）相关的信号时，动机系统给我们带来快乐。Patel（2010）认为Pinker“音乐无用”的观点是不合理的，因为他没有区分音乐的生物学意义是在进化时间尺度上，还是在个体时间尺度的水平上。在讨论音乐的生物学意义时，这种区分是十分必要的（Patel, 2010）。

与Pinker（1997, 2007）观点不同，Patel（2008, 2010）以火的发明为例，认为音乐就像火的发明与使用一样，它是一种具有变革意义的发明，对人类的文化和生物学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Patel看来，火的发明和控制在人类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具有深远的价值，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比如，通过使用火，人类可以煮食、取暖、照明。一旦一种文化掌握了生火技术，就不可能回头。当然不可否认，没有了这一能力，人类也可以生活。同样地，音乐在人类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它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比如，情绪、审美体验和身份形成。因此，尽管大脑没有存在特定的“音乐脑区”，但是音乐仍具有生物学的意义，这是因为，音乐行为在个体毕生内能够持久地影响大脑非音乐的功能（例如，语言、注意和执行功能）。

Altenmüller、Kopiez和Grewe（2013）提出音乐的混合起源说，认为音乐源自于强烈的情绪和审美的情绪。在研究者看来，从进化视角上说，音乐早期的根源可能在于它是人类与社会性群居哺乳动物共有的一种情感信号或声音交流（acoustic communication）系统。这种古老的强烈情绪（如寒栗和恐惧）可以诱发出生理反应，通过心理生理指标进行测量。音乐随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诱发出主观的、审美的情绪（如怀旧和超越）。按照这种观点，审美并不出现在进化的早期，而是在较晚阶段出现。

此外，还有一些非适应论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比如，Livingstone和Thompson（2009）主张音乐起源于较晚进化的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情感投入（affective engagement）；Panksepp（2009）强调音乐与进化上远古的社会情绪大脑回路之间的连接。时至今日，音乐适应论与非适应论之争尚未结束。


11.2 音乐进化论的判断标准

音乐加工包含低层级和高层级加工两个方面。前者包括音乐要素（比如，音高、节奏等）的加工，后者则指音乐调性、句法、情绪以及意义等方面的加工（Jiang et al., 2016; Koelsch, 2012）。相应地，当论及人类音乐能力时，必然包含不同层面的加工能力。按照Seashore（1919）的观点，音乐能力各个构成成分是独立的、互不相关的。如果这种看法成立，那么，是否可能出现音乐能力各成分在进化方面存在差异的现象？下文将从音乐低层级与高层级加工视角，围绕种系进化、遗传与个体发展两个方面对音乐进化的人类特殊性、能力先天性以及脑机制的特异性等问题对音乐进化问题进行论述。

如果音乐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音乐能力必然是人类独有的，且先天具备的。相应地，大脑必然存在专门的“音乐脑区”（Patel, 2008）。值得补充的是，尽管人类特殊性强调音乐能力是人类独有的，并不出现在动物身上，但是，也有观点认为，人类特殊性意味着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类人猿（主要有长臂猿科和猩猩科两类）应该也具有音乐能力（Fitch, 2006; Fritz & Koelsch, 2013）。


11.2.1 人类特殊性

在音高方面，如上所述，绝对音高与相对音高被认为是音高知觉的两种模式。绝对音高能力较少出现在普通人身上（Takeuchi & Hulse, 1993），而相对音高感普遍存在于普通人之间。研究表明，婴儿能以相对音高策略加工旋律（Plantinga & Trainor, 2005; Trehub et al., 1984）。

然而，对动物的研究表明，鸟类（如, Hulse & Page, 1988; Weisman, Njegovan, Williams, Cohen, & Sturdy, 2004）和猴子（如, Brosch, Oshurkova, Bucks, & Scheich, 2006; D'Amato & Salmon, 1984; Izumi, 2001, 2003）具有绝对音高能力，但是它们缺乏相对音高能力（Bregman, Patel, & Gentner, 2012; D'Amato, 1988; McDermott & Hauser, 2005）。虽然动物经过大量的训练也能够学会使用相对音高策略判断音高序列的进行方向，但是，当目标刺激是新的刺激时，它们就不能使用相对音高策略进行加工（Brosch, Selezneva, Bucks, & Scheich, 2004; Hulse & Cynx, 1985, 1986）。比如，Hulse和Cynx（1985）训练八哥和小嘲鸫学习使用相对音高策略分辨四音列的音高方向。四音列的音高在一个八度内变化。研究者发现，当音高不在训练的音高范围时，动物就不能分辨音高方向。如果想要让动物能够分辨新的刺激，需要进行大量的训练。尽管如此，也有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结果（Ralston & Herman, 1995; Yin, Fritz, & Shamma, 2010）。比如，在Yin等人（2010）的研究中，研究者训练雪貂使用相对音高策略分辨两音的音高方向，即两个音的进行是上升的，还是下降的。研究结果显示，雪貂不仅能够学会使用相对音高策略，而且能将这种策略运用于新的刺激。研究结果的矛盾可能是刺激的差异造成的。研究发现，当音高方向分辨只能依赖于相对音高信息时，八哥不能分辨音高方向，但是，在训练之后，当音高方向分辨可以同时依赖于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信息时，八哥能够使用相对音高策略完成任务（Page, Hulse, & Cynx, 1989）。

在节奏节拍方面，人们可以容易地随着音乐打拍子或跟着听觉刺激进行同步运动，即便个体没有受过任何音乐训练（Repp, 2005; Repp & Su, 2013）。这种现象被称为拍子同步化（Large & Palmer, 2002）。拍子同步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于人类身上（Wallin et al., 2000; Zentner & Eerola, 2010），甚至在具有听力障碍的人群中也能发现（Phillips-Silver et al., 2015）。Patel（2014）认为，人类的拍子同步化具有3个主要特征：预测性、速度灵活性和跨感觉通道。就预测性来说，当人们用手指跟着节拍器的拍子敲击时，他们的敲击很合拍，误差仅仅在几十毫秒以内。这说明人们对拍子的正确预测指引着他们的敲击行为，即时间的心理模型指引着行为。事实上，成人的同步化是十分灵活的：只要拍子间隔在300—900ms之间（比如每分钟有67—200个拍子），人们就能够快速而准确地实现同步化（Repp, 2005）。就跨感觉通道而言，人们能够很容易通过无声移动（比如摆动头部），而不是通过自己发出声音（比如鼓掌）的方式进行同步运动（Toiviainen, Luck, & Thompson, 2010）。研究表明，一些动物呈现出同步化的节律性行为：比如，萤火虫能够一起发光（Hanson, Case, Buck, & Buck, 1971），青蛙能够一起呱呱叫（Gerhardt & Huber, 2002），蝈蝈能够一起鸣叫（Greenfield & Schul, 2008）。但是，动物的节奏同步性缺乏人类拍子同步化的核心特征——预测性（Patel, 2008, 2014）或者速度灵活性（Fitch, 2009; Large, 2000）。

也有研究发现，部分动物（如鹦鹉）表现出与音乐拍子同步运动的能力，而且具有预测性、速度灵活性和跨感觉通道等特点（Hasegawa, Okanoya, Hasegawa, & Seki, 2011; Patel, Iversen, Bregman, & Schulz, 2009; Schachner, Brady, Pepperberg, & Hauser, 2009）。比如，Patel等人（2009）考察了一只凤头鹦鹉与音乐同步运动的能力。他们将鹦鹉熟悉的一首歌曲选段（时长78s）在速度上进行变化，产生10种不同速度的版本：±2.5%、±5%、±10%、±15%与±20%。鹦鹉跟着播放的音乐跳舞。研究者记录鹦鹉头部摆动的时间。研究结果显示，鹦鹉能够自发地调整它的节律运动，使之合乎音乐的拍子。该结果表明，与音乐拍子同步化的能力并不是人类独有的。类似地，亚洲象（Patel & Iversen, 2006; Schachner et al., 2009）也具备类似人类的拍子同步化能力。

如果人类以拍子为基础的加工机制也广泛存在动物身上，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当非人灵长类动物（主要指猕猴属）在接受跟着拍子进行敲击的训练后，他们应该能够表现出类似人类拍子同步化的特点。的确，一些动物在经过训练之后，确实表现出类似人类的拍子同步化能力。但是，也有研究发现不一致的结果。比如，Zarco、Merchant、Prado和Mendez（2009）训练恒河猴在按钮上产生一系列听觉时间间隔：450、550、650、850和1000ms。时间间隔或以单个的方式呈现，或以多个相同间隔连续的方式呈现。听觉刺激是一个时长为33ms、响度为65dB的纯音。当时间间隔单个呈现时，被试延迟再现；当时间间隔连续呈现时，被试同步再现。经过一年的训练之后，研究者发现，猴子延迟再现单个时间间隔的成绩与人类被试不存在差异。但是，它们同步再现多个时间间隔的成绩低于人类被试，且其敲击总是滞后刺激几百毫秒。该研究结果暗示，猴子的行为可能不具有预测性。可见，尽管猴子学会以不同速度同步敲击，但是它们是否具有自发的速度灵活性（如，以某一种速度进行训练但以另一速度进行测验）仍然未知。除了听觉时间间隔外，猴子也接受了视觉时间间隔的训练。虽然人类被试再现听觉时间间隔的变异小于视觉时间间隔，但是猴子再现听觉和视觉时间间隔的变异相似。这些结果都说明，猴子并不具有类似人类的拍子加工机制。尽管有研究表明海狮经过训练后显示出类似于人类的拍子同步化的能力（Cook, Rouse, Wilson, & Reichmuth, 2013）,但是，与人类不同，拍子违反没有诱发猴子大脑产生类似MMN的脑电成分（Honing, Merchant, Hden, Prado, & Bartolo, 2012）。脑成像研究也表明，动物声音学习激活的神经网络是前脑前运动区—基底核—听觉网络（Petkov & Jarvis, 2012），而人类激活的神经网络是顶上回—听觉连接网络（De Schotten, Dell'Acqua, Valabregue, & Catani, 2012; Lewis & Van Essen, 2000）。这说明，动物与人类声音学习的脑机制仍然存在差异。

那么，类人猿是否也具有人类的拍子同步化能力？在Hattori、Tomonaga和Matsuzawa（2013）的研究中，黑猩猩被训练敲击电子琴琴键。琴键具有发光功能。

在训练阶段，主试训练黑猩猩在C4或C5琴键上敲击，C4与C5琴键交替发光。黑猩猩被反复训练，直到它们能够连续完成30次敲击且错误不超过3次为止。随后黑猩猩进入测验阶段。在测验阶段，当黑猩猩敲击琴键时，一个干扰音连续播放，其间插入400、500或600ms的静音作为间隔。研究结果显示，在600ms间隔的条件下，黑猩猩能够自发准确地跟着干扰音进行敲击，但是，在400和500ms间隔的条件下，黑猩猩不能跟着干扰音进行敲击。Patel（2014）由此认为，尽管黑猩猩可能具有预期的同步性，但是它们不具有显著的速度灵活性。

在音乐高层级加工方面，研究发现，八哥不能分辨两个或三个音符及其八度音的区别（Cynx, 1993）。虽然猴子无法分辨单个音符及其八度音，但是猴子具备调性感（Wright, Rivera, Hulse, Shyan, & Neiworth, 2000）。Wright等人（2000）对两只恒河猴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以此考察猴子是否能将旋律与其八度移调的旋律知觉为相同的旋律。他们发现，当音乐刺激是儿歌（比如《生日快乐》）或调性旋律时，猴子确实能将旋律及其一个或两个八度旋律判断为相同旋律。但是，当刺激是无调性旋律或随机合成旋律时，猴子无法分辨出旋律原型及其八度移调。然而，研究也发现，猴子在接受训练后能够分辨出协和与不协和音程，且能将这种技能迁移到新的协和与不协和音程的分辨之中（Izumi, 2000）。此外，协和与不协和音程激活了猴子的听觉皮层，并产生了不同的神经活动模式（Fishman et al., 2001）。Izumi（2000）认为，猴子区分协和与不协和音程的能力可能反映了某种知觉组织的机制，这种机制把声音输入分解为多个声源，并成为听觉场景分析的一部分。可见，这种分辨协和与不协和音程的能力并非人类特有，而是脊椎动物听觉系统的一般属性而已。

就偏好而言，尽管一些研究显示，猴子并没有表现出对协和音程的偏好（Koda et al., 2013; McDermott & Hauser, 2004），但是也有证据表明，小鸡喜欢协和的音乐（Chiandetti & Vallortigara, 2011）。对于灵长类动物，研究也发现，黑猩猩（Sugimoto et al., 2010）和人类（Masataka, 2006; Trainor et al., 2002b; Zentner & Kagan, 1996）都显示出对协和音程或协和音乐的偏好。可见，总体来说，可以推测，对协和音程或音乐的偏好可能是人类特有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听觉系统可能受到了音乐自然选择的塑造。

在情绪交流方面，如前所述，音乐通过特定的声学线索或音乐结构要素表达情绪（如, Balkwill & Thompson, 1999; Juslin & Sloboda, 2013），并诱发情绪（如, Gomez & Danuser, 2007; Sloboda, 1991）。如果类人猿和其他动物也通过相似的声学线索交流情绪，那么人类和动物可能共享情绪交流系统（Snowdon, Zimmermann, & Altenmüller, 2015）。研究发现，人类和非人动物使用一些相似的声学线索（如基频水平、嘈杂度、光谱能量）表达情绪信号：声音高与友好和让步有关；声音嘈杂、低而大则与威胁和攻击有关（Leinonen et al., 2003; Morton, 1977）。

如果人类与动物共享情绪交流系统，那么，人类就能够识别猴子声音表达的情绪（Leinonen et al., 1991; Linnankoski et al., 1994）。然而，Belin等人（2008）却发现了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向人类被试呈现正性和负性的情绪声音，包括人、猫和猴子的声音。在第1个任务中，声音是动物声音，被试需要根据声音判断该动物是猫还是猴子。被试对猫的声音比较熟悉，但对猴子的声音不熟悉。第2个任务的声音是人声，被试需要根据声音判断该声音是由男性还是女性发出的。在大脑扫描之后，被试还要对声音的愉快程度进行评定。研究结果显示，被试在两个任务上的准确率为66.7%—77.8%，且没有明显差异。在愉快程度方面，被试对正性和负性人声的评定具有显著差异，但是对正性和负性的动物声音的评定很接近。这种矛盾可能与人类对动物声音的熟悉性有关。Scheumann、Hasting、Kotz和Zimmermann（2014）考察了人类对正性和负性的情绪声音的分辨，包括人类婴儿、狗、黑猩猩和树鼩的声音。被试需要评定声音的愉快程度，且还要判断发出该声音的物种名称。研究者发现，被试熟悉婴儿声、狗叫声以及黑猩猩负性的声音，不熟悉树鼩的声音与黑猩猩正性的声音。就愉快程度而言，被试对婴儿正性声音的评定为愉快，对负性声音的评定为不愉快；被试对狗和黑猩猩负性的声音均评定为不愉快，但是对其正性的声音都评定为中性；被试对树鼩正性和负性的声音都评定为中性。该研究结果表明，人类是否能够识别黑猩猩和树鼩声音表达的情绪与其对声音的熟悉性有关。的确，Nicastro和Owren（2003）的研究也表明，熟悉猫的听者更容易识别猫叫声表达的情绪。

脑成像研究结果似乎进一步验证了人类与动物在情绪加工系统上的共享性。在Belin等人（2008）的研究中，尽管行为结果显示，人类被试对动物声音的正负性情绪不敏感，但是该研究的fMRI结果显示，所有负性的声音使双侧颞横回的激活程度增强，而所有正性的声音使双侧前额皮层（BA 47）的激活程度增强，但是这些激活主要是由动物声音引起的；所有声音（特别是负性声音）使右侧腹外侧眶额皮层（BA 11/47）的激活程度明显增强。该研究结果表明，人类与动物可能共享情绪加工系统。

除了音乐知觉外，歌唱经常也被认为是论证人类与动物音乐相似性的主要论据。的确，一些动物具有歌唱能力，比如金丝雀和驼背鲸（Gray et al., 2001; Hauser & McDermott, 2003; Payne, 2000），其“歌声”与人类的歌声具有类似的结构（Bolhuis, Okanoya, & Scharff, 2010; Gray et al., 2001）。最新研究还发现，隐夜鸫“歌声”中基于泛音的音高结构和人类音乐的音阶结构相似（Doolittle, Gingras, Endres, & Fitch, 2014）。

那么，类人猿是否具有歌唱能力？Darwin（1871）认为，长臂猿可以歌唱，它们通过歌唱吸引异性，使物种得以繁衍。的确，后续研究（如, Geissmann, 2000; Geissmann, Bohlen-Eyring, & Heuck, 2005）支持了Darwin的观点。但是，Hauser和McDermott（2003）发现相反的结果。这种矛盾的结果可能源于对动物歌曲的定义：持肯定观点的研究（Geissmann, 2000; Geissmann et al., 2005）所使用的定义较为宽松，而持否定观点的研究（Hauser & McDermott, 2003）则对歌曲的定义更为严格。尽管如此，Patel（2008）认为，与人类相比，动物歌唱具有4个特点：1）限定在雄性动物中（Catchpole & Slater, 1995）；2）具有季节性，受到机体生物调控（Dloniak & Deviche, 2001）；3）动物学习歌曲能力受到更多的限制；4）动物歌曲的结构不够丰富。此外，神经生物学的研究结果也验证了在歌唱机制上动物与人类的差异（Konishi, 1994; Nottebohm, 1989）。

可见，在音高与节奏方面，与人类不同，动物不具备相对音高感或内隐节拍感，无法调节节奏的变化。但是，就声音情绪而言，类似人类的声音情绪加工能力至少在类人猿身上得到了体现。


11.2.2 音乐能力的先天性

音乐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特别需要天赋的领域。绝对音高感是一种特殊的音高知觉能力。拥有该能力被视作可能获得卓越音乐成就的早期征兆。行为遗传学研究表明，绝对音高者的兄弟姐妹在具有绝对音高能力的比例方面比普通人高20倍（Gregersen & Kumar, 1996）；即便在计算方法更为严格的情况下，研究也发现，绝对音高者同胞的绝对音高发生率仍比普通人高8.3—12.2倍（Gregersen, Kowalsky, Kohn, & Marvin, 1999; Gregersen et al., 2001）；类似地，在控制绝对音高者音乐训练的前提下，其同胞绝对音高的发生率也比非绝对音高者高7.5倍（Baharloo et al., 1998），甚至7.8—15.1倍（Baharloo et al., 2000）。双生子研究表明，在14对同卵双生子中，11对（78.6%）具有绝对音高能力，但是31对异卵双生子中，只有14对（45.2%）具有绝对音高能力（Theusch & Gitschier, 2011）。分离分析（segregation analysis）的结果表明，父母把绝对音高遗传给后代的分离比率（segregation ratio）处于0.24—0.37之间（Profita & Bidder, 1988），这暗示了一个可能与绝对音高有关的常染色体显性基因。这些遗传学结果表明了绝对音高与某些基因的相关。分子遗传学的研究也显示，欧洲血统家庭的8q24.21染色体上的ADCY8基因与绝对音高能力有关，同时，7q22.3、8q21.11和9p21.3染色体也可能与绝对音高有关（Theusch et al., 2009）。后续研究表明，6q14.1-16.1染色体上的EPHA7基因和2号染色体与绝对音高有关（Gregersen et al., 2013）。

与绝对音高感相反，先天失歌症是一种对音乐音高加工的障碍。为了考察失歌症是否缘于遗传，Peretz等人（2007）对失歌症者进行了家族聚集性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失歌症家族中，39%的一级亲属具有失歌症，而控制组家族中只有3%的一级亲属被诊断为失歌症。失歌症者的同胞再现风险比为10.8（95%的置信区间为［8, 13.5］，而其后代再现风险比为2.3（95%的置信区间为［0, 5］）。这些研究结果暗示了失歌症的基因基础。

Tan、McPherson、Peretz、Berkovic和Wilson（2014）在综述了大量相关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音乐知觉、音乐记忆、音乐聆听、歌唱、音乐活动参与、音乐创造力和自我报告的音乐能力可能都与相应的基因表达有关。比如，在音乐知觉能力方面，行为遗传学的研究表明，音高知觉、节奏知觉、声音模式识别的遗传率分别处于52%—68%、10%—21%和39%—46%之间，总体音乐知觉的遗传率在44%—60%之间（Oikkonen et al., 2015; Pulli et al., 2008; Ukkola et al., 2009）；分子遗传学的结果进一步显示，音高知觉不仅与4p14-13染色体上的LIMCH1基因以及4p15-q24染色体上的PCDH7基因（Oikkonen et al., 2015）有关，还可能与12q14.2染色体上的AVPR1A基因（Ukkola et al., 2009）有关；节奏知觉不仅与4p15-q24染色体上的PCDH7基因（Oikkonen et al., 2015）有关，还可能与12q14.2染色体上的AVPR1A基因相关（Ukkola et al., 2009）；声音模式识别与4p15-q24染色体上的PCDH7基因（Oikkonen et al., 2015）和12q14.2染色体上的AVPR1A基因存在关联（Ukkola et al., 2009）；音乐知觉与许多基因相关：3q21.3染色体上的GATA2基因、4p12-q12染色体上的KCTD8基因和4p15-q24染色体上的PCDH7基因（Oikkonen et al., 2015）、4q22染色体上的UNC5C基因（Pulli et al., 2008）、5q31.1染色体上的Pcdha 1-9基因和8q24.22染色体上的ADCY8基因（Ukkola-Vuoti et al., 2013）以及12q14.2染色体上的AVPR1A基因（Ukkola et al., 2009）。同时，音乐知觉还可能与8q13-21染色体上的TRPA1基因有关（Pulli et al., 2008）。就歌唱能力而言，在对蒙古73个家族共1008名成员进行了行为和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后，Park等人（2012）发现，歌唱的遗传率为40%，其遗传基础与4q26染色体上的UGT8基因和4q23染色体的D4S2986位点相关。

遗传为个体发展提供了前提。胎儿在6个月时就开始知觉声音（Lecanuet, 1996），出生时已具备音乐经验和记忆（Hepper, 1991; Partanen et al., 2013）；新生儿具备时长知觉能力（Winkler et al., 2009），并对乐音进行分组（Winkler et al., 2003）；两个月大的婴儿能分辨音高的半音变化（He et al., 2009），识别出熟悉的旋律（Plantinga & Trainor, 2009），并表现出对协和音程的偏好（McDermott & Hauser, 2004）；4个月大的婴儿能够区分乐器的音色（Trainor et al., 2011），分辨简单的节奏变化（Lewkowicz, 2003）；尽管8个月大的婴儿仍以绝对音高策略学习音高模式（Saffran & Griepentrog, 2001），但6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具备相对音高能力（Plantinga & Trainor, 2005; Tew et al., 2009），并能识别出调外音（Lynch et al., 1990）。

旋律轮廓知觉是音乐知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表明，婴儿具有与成人类似的旋律轮廓知觉能力（如, Carral et al., 2005; Chang & Trehub, 1977; Ferland & Mendelson, 1989; Trainor, Desjardins, & Rockel, 1999; Trehub, Thorpe, & Morrongiello, 1987）。比如，Trehub等人（1984）考察了婴儿对旋律轮廓的分辨。被试是85名8—10个月大的婴儿，其中男婴45名，女婴40名。标准刺激（a）是3个C大调音列，由6个时长为200ms的音符构成。每个C大调音列有5个变化版本：（b）移调版本是通过将标准音列移高小三度（3个半音）形成的；（c）轮廓保持版本将中间4个音符音高进行变化，但音高轮廓保持不变；（d）和（e）版本都将中间4个音符中的3个音符的音高移动八度（12个半音），即音符发生八度变化，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在于，在（d）版本中，轮廓保持不变；而在（e）版本中，轮廓发生了变化；（f）轮廓违反版本是通过将标准音列中间4个音符的顺序重新安排而形成的（见图11.1）。首先，研究者对婴儿进行训练，使之学会把头转向新的音列。然后，进入正式的测验。测验时，标准刺激与变化刺激之间还有3个音高为262Hz的音符作为分心或干扰。结果发现，婴儿除了不能区分（b）与（c）以及（d）与（e）的差异，其他任何两音列之间的差异都能分辨。换句话说，婴儿能够分辨不同的旋律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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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刺激例子（Trehub et al., 1984）

（a）为标准的C大调音列；（b）为移调版本；（c）为轮廓保持版本；（d）为音符八度变化但轮廓保持版本；（e）为音符八度变化但轮廓违反版本；（f）为轮廓违反版本。

以上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音乐能力的先天性。然而，如上所述，先天失歌症者对音乐音高的加工存在障碍，一些先天失歌症者还存在对节奏加工的困难（Foxton, Nandy, & Griffiths, 2006）。这些缺陷既不归因于脑损伤、听觉丧失、认知或社会情感的错乱，也不缘于缺少与音乐的接触（Peretz et al., 2002）。研究发现，先天失歌症者的音乐障碍包括：分辨音高的细微差异（Foxton et al., 2004; Jiang et al., 2011; Jiang et al., 2013）、判断旋律轮廓（Foxton et al., 2004; Jiang et al., 2010）和不协和和弦（Ayotte et al., 2002）、对调性和音乐句法（Jiang et al., 2016; Omigie, Pearce, & Stewart, 2012）进行外显加工。然而，他们可以内隐地加工和弦片段（Tillmann et al., 2012）。在未发表的一个研究中，我们发现，在伴随节奏、强度和音色等声学线索情况下，先天失歌症者具有正常的音乐意义加工能力。音乐情绪识别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结果（Gosselin, Paquette, & Peretz, 2015）。这些研究暗示着先天失歌症者对音乐情绪和意义加工可能不存在困难。

由上可见，人类对音乐低层级的要素加工（如音高、节奏等）可能生来就存在差异，但在音乐调性、句法、意义、情绪等高层级加工方面，音乐能力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后者也可以从跨文化研究中获得支持（Balkwill et al., 2004; Fritz et al., 2009）。这可能缘于音响的声学线索（比如，速度、力度、音区等）对音乐高层级加工的影响（Balkwill & Thompson, 1999）。


11.2.3 音乐脑机制的特异性

如果存在专门的音乐脑区，那么，这就为音乐适应论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这也是判断音乐进化起源的重要标准（Patel, 2008, 2013）。很多研究从绝对音高视角探究专门的“音乐脑区”。研究表明，绝对音高与颞平面（Keenan et al., 2001; Schlaug et al., 1995b; Zatorre et al., 1998）、双侧颞上回、左侧额下回和右侧缘上回（Dohn et al., 2015）以及颞叶结构的特异性连接（Jäncke et al., 2012; Loui et al., 2011b）有关。比如，Keenan等人（2001）使用脑成像技术考察了27名具有绝对音高感的音乐家、22名不具有绝对音高感的音乐家和27名非音乐家大脑颞平面的差异。除了左侧和右侧颞平面表面积的数据以外，研究者还计算了颞平面的不对称性值：δ=（右侧表面积-左侧表面积）/（右侧表面积+左侧表面积）×0.5。若δ<0，表示左侧不对称；若δ>0，表示右侧不对称。结果显示，具有绝对音高感的音乐家的颞平面不对称性值明显小于不具有绝对音高感的音乐家和非音乐家，但不具有绝对音高感的音乐家与非音乐家无明显差异。对于左侧颞平面面积，具有绝对音高感的音乐家与不具有绝对音高感的音乐家和非音乐家都没有明显不同。但是，具有绝对音高感的音乐家的右侧颞平面面积显著小于不具有绝对音高感的音乐家和非音乐家，而不具有绝对音高感的音乐家与非音乐家无明显差异。

研究也发现，这些脑区与音乐的加工密切相关。比如，颞平面与音乐句法加工有关（Koelsch et al., 2002a），双侧颞上回负责节奏的加工（Grahn & Brett, 2007; Griffiths et al., 1999），左侧额下回与音高记忆（Watanabe, Yagishita, & Kikyo, 2008）、音乐句法（Koelsch et al., 2002a; Sammler, Koelsch, & Friederici, 2011）以及音乐情绪（Koelsch et al., 2006）的加工均有密切联系，右侧缘上回负责音高记忆（Gaab & Schlaug, 2003a）和音乐句法（Koelsch, Fritz, Schulze, Alsop, & Schlaug, 2005a）的加工。以上论据似乎支持了绝对音高的相关脑区体现出音乐脑机制的特异性。

然而，一些研究发现，绝对音高感的形成与音乐训练（Vanzella & Schellenberg, 2010; Zatorre, 2003）或个体早期和当前的音乐环境（Wilson, Lusher, Martin, Rayner, & McLachlan, 2012）相关。具体来说，如果个体在关键期接受了固定音高的音乐训练（如钢琴演奏），那么该个体极可能获得绝对音高感。更为重要的是，有研究者推测绝对音高感可能与音乐加工无关（Miyazaki, 2004）。我们实验室近期的研究（未发表）也验证了这一点——我们发现，尽管绝对音高者对音阶音级的外显判断低于非绝对音高者，但是他们具有正常的调性内隐加工能力。同时，绝对音高者对音乐紧张度的知觉和体验与非绝对音高者没有差异。由此可见，绝对音高研究不能验证音乐脑机制的特异性。

由于失歌症者在音乐音高加工方面具有障碍，这种障碍可能是先天具有的（Peretz et al., 2007）。因此，许多研究者试图从先天失歌症视角探究特异性的音乐脑区。如前所述，失歌症者大脑右侧额下回与听觉皮层及其连接（Hyde et al., 2007; Hyde et al., 2006; Hyde et al., 2011）、左侧颞上沟和额下回（Mandell et al., 2007）的确表现出异常，但是，大量的行为研究发现，失歌症者在音乐和语言加工上都存在障碍（如, Jiang et al., 2012a; Jiang et al., 2010; Jiang, Hamm, Lim, Kirk, & Yang, 2012b; Liu, Jiang, Wang, Xu, & Patel, 2015; Liu et al., 2010; Nan et al., 2010）。这些脑区是音乐独有的，还是音乐与语言共享的？这个问题涉及音乐与语言的对比研究。近年学界试图从音乐与语言是否共享特定的脑机制入手，探究音乐脑区。

就音乐与语言的对比研究而言，目前存在两种观点：模块化（modularity）观点和资源共享框架（resource-sharing framework）理论。模块化观点认为，尽管在言语和歌唱方面可能涉及多重的加工成分（Peretz, 2009），但是大脑对音乐和语言的加工是分离的，因为二者存在许多差异（Peretz, 2006, 2012; Peretz & Coltheart, 2003; Peretz & Morais, 1989）。这种模块化观点的形成主要基于音高的调性编码（tonal encoding），强调音乐与语言并不共享认知和神经加工机制。相反，资源共享框架理论认为，尽管音乐和语言具有不同的表征，但是个体对这些表征的加工或操作具有领域普遍性（Patel, 2003, 2008, 2012, 2013）。

模块化理论主要建立在脑损伤病人对音乐和语言加工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从知觉层面说，最典型的莫过于失语症与失歌症的分离。研究表明，一些脑损伤病人失去了语言识别能力，但音乐知觉能力仍然完好，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音乐家身上（Basso & Capitani, 1985; Luria, Tsvetkova, & Futer, 1965; Signoret, van Eeckhout, Poncet, & Castaigne, 1987），也出现在非音乐家群体中（Godefroy et al., 1995; Mendez, 2001）。然而，另一些脑损伤病人失去了对音乐的知觉能力，但是他们仍保留正常的语言识别能力（Ayotte et al., 2000; Piccirilli, Sciarma, & Luzzi, 2000; Steinke et al., 2001）。模块化观点（Peretz, 2006; Peretz & Coltheart, 2003; Peretz & Morais, 1989）由此得出，大脑对音乐和语言的加工是分离的。换句话说，大脑存在加工音乐的独立区域。

与模块化观点的理论基础不同，资源共享框架理论则主要依赖于正常人对音乐和语言加工的研究结果。从知觉角度来说，ERP/MEG研究结果表明，在皮层水平，调性音乐的和声句法与语言句法共享神经资源，这不仅发生在受过音乐训练的个体或音乐家身上（如, Koelsch et al., 2007; Koelsch & Mulder, 2002; Patel et al., 1998），也出现在那些没有受过音乐训练的个体或非音乐家身上（如, Koelsch et al., 2000; Koelsch & Mulder, 2002; Maess, Koelsch, Gunter, & Friederici, 2001，周临舒、蒋存梅和杨玉芳，2012）。fMRI/PET研究结果（如, Koelsch et al., 2002a; Oechslin, Van De Ville, Lazeyras, Hauert, & James, 2013; Seger et al., 2013; Tillmann, Janata, & Bharucha, 2003）显示，音乐句法任务也激活了语言句法加工的脑区——布洛卡区（BA 44/45）。事实上，除了针对正常人的研究以外，一些针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表明，如果患者存在语言句法障碍，则语言句法存在障碍的人，其音乐句法加工也不正常（Jentschke et al., 2008; Patel, Iversen, Wassenaar, & Hagoort, 2008; Sammler et al., 2011）。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与非言语声音相比，聆听音乐和言语声音都激活了颞叶（Angulo-Perkins et al., 2014; Fedorenko, McDermott, Norman-Haignere, & Kanwisher, 2012; Leaver & Rauschecker, 2010; Rogalsky, Rong, Saberi, & Hickok, 2011）；音乐也显著激活了所谓的左侧颞叶后部的语言区（Fedorenko, Behr, & Kanwisher, 2011）。类似地，歌词和曲调使左侧颞上沟中部区域的激活降低（Sammler et al., 2010）。从产生角度来说，旋律和句子产生任务（将未完成的旋律或句子补充完整）都使左侧布洛卡区（BA 45）的激活程度明显增强（Brown, Martinez, & Parsons, 2006）。敲击节奏也能够激活位于额下回（BA 47）的语言理解区（Vuust, Roepstorff, Wallentin, Mouridsen, & stergaard, 2006; Vuust, Wallentin, Mouridsen, stergaard, & Roepstorff, 2011）。

以上研究结果支持了资源共享框架理论。然而，Peretz、Vuvan、Lagrois和Armony（2015）认为，音乐与语言的神经重叠并不意味着神经共享，它可能反映了整合枢纽而不是各自网络不同部分的参与，因为传统的fMRI数据分析方法不能在更加精细的水平上区分领域特异性的神经激活模式。因此，大多数脑成像研究所观测到的“音乐和语言神经重叠”的现象可能是虚假的。

综上所述，以上论据既不能完全支持音乐适应论，也不能完全论证音乐的非适应论。这可能是由于音乐结构的复杂性。正如Seashore（1919）所认为的，音乐能力构成各要素之间并不完全存在相关，人类的音乐能力由此必然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因此，音乐进化研究应该从多维度视角出发探究问题：人类的音乐能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自然选择的结果？哪些音乐能力体现出非适应论的观点？

模块化观点与资源共享框架理论的问题还在讨论之中。Patel（2010）认为，模块化观点所倡导的分离是缘于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音乐或语言的知识的特异性，但对这些知识或表征的加工共享有限的神经资源。的确，不论是基因研究（Gingras, Honing, Peretz, Trainor, & Fisher, 2015; Haesler et al., 2004），还是认知机制的研究（Koelsch et al., 2005b; Steinbeis & Koelsch, 2008），都发现音乐与语言加工的交集，由此我们很难判断究竟音乐是语言的附属品，还是语言是音乐的附属品。音乐与言语加工的共享性或许也印证了Darwin（1871）关于音乐与言语起源的原始母语（protolanguage）假说。未来研究有必要对原始母语假说进行验证（蒋存梅和张清芳，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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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人类特有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尽管审美是音乐的艺术功能，但是，在现代社会中，音乐已经超乎其艺术的审美功能，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实用的功能。本章将结合已有的实证研究成果，围绕音乐的实用功能，论述音乐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


12.1 背景音乐与语言加工

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音乐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尤其在工作与学习环境中，背景音乐（background music）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背景音乐不仅成为咖啡厅、饭店以及商场等营业场所增加营业额的手段，而且也成为学生提高学习效率的途径之一。许多人喜欢边听音乐边学习（Patton, Stinard, & Routh, 1983）。据调查，90%的人具有边听音乐边学习的习惯（Furnham & Allass, 1999）；约77%的学生相信，音乐会使他们学习更出色（Johansson, Holmqvist, Mossberg, & Lindgren, 2012）。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者就开始探究背景音乐与认知的关系（Fendrick, 1937）。在过去的20年里，背景音乐与认知关系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一些研究发现，背景音乐可以很好地促进和提升人们的认知水平（如, Day, Lin, Huang, & Chuang, 2009; Felix, 1993; Hallam, Price, & Katsarou, 2002; Schlittmeier & Hellbrück, 2009）。另一些研究表明，背景音乐抑制了人们的认知加工（如, Fogelson, 1973; Liu, Huang, Wang, & Wu, 2012a; Oakes & North, 2006; Salamé & Baddeley, 1989）。时至今日，背景音乐与认知关系的问题还处在争议之中。下文试图从语言加工入手，集中探讨背景音乐对语言加工的影响，厘清潜在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探究背景音乐与认知关系奠定基础，并为认知学习实践提供借鉴。


12.1.1 背景音乐对语言加工的促进效应

背景音乐对语言加工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语言记忆和阅读理解方面。语言记忆任务包含即时回忆（immediate recall）和延迟回忆（delayed recall），已有研究主要探索背景音乐对这两种记忆的促进作用。首先，在即时回忆方面，Felix（1993）发现背景音乐对大学生单词即时回忆任务具有积极效应，尤其是巴洛克时期或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研究者还发现，当识记与测试时播放相同的背景音乐时，被试的回忆成绩最好。Hallam等人（2002）进一步考察了背景音乐对即时回忆的影响。研究者将11—12岁的六年级学生分成3组，让他们分别在镇静音乐（愉悦平静的）、刺激音乐（兴奋激动的）或无音乐条件下识记句子，每个句子有10s的阅读与识记时间。结果发现，相对于刺激音乐或无音乐条件，被试在镇静音乐条件下的回忆成绩更好。O'Hare（2011）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器乐曲、歌曲或安静环境中进行句子记忆。结果发现，被试在器乐曲环境中的记忆成绩显著高于歌曲及安静环境，而在歌曲与安静环境中，被试的记忆成绩没有显著差异。类似地，刘玥、张裕鼎和张立春（2012）也发现，呈现古典音乐对中文文本信息的识记会产生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背景音乐对语言延迟回忆也具有积极的影响。比如，在de Groot（2006）的研究中，被试在安静环境或背景音乐条件下学习单词，单词共呈现6次，在第2、4、6次后紧接着进行一次自由回忆测试。一周后，被试再次进行自由回忆测试，所有的回忆测试均不播放背景音乐。结果发现，被试在背景音乐条件下的延迟回忆成绩显著高于安静环境。同时，第二语言研究再次验证了背景音乐对语言延迟回忆的促进作用（Kang & Williamson, 2014）。在Kang和Williamson（2014）的研究中，被试自由选取汉语或阿拉伯语作为二语实验材料，通过2周的学习，研究者发现，背景音乐对被试的语言回忆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可见，尽管上述研究采用不同的语言材料，如单词、句子以及文本信息等，但均证实了背景音乐对语言即时回忆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背景音乐能够促进个体对语言信息的保持及提取，提高人们语言延迟回忆的能力。

在阅读理解方面，背景音乐对阅读理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阅读速度与准确性两个方面。在阅读速度方面，Kallinen（2002）将被试随机分为3组，要求3组被试分别在无背景音乐、快速音乐或缓慢音乐条件下进行商业新闻阅读。结果表明，被试在快速及慢速背景音乐条件下的阅读速度均显著快于无背景音乐条件。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将实验场所安排在嘈杂的咖啡厅，这使研究更贴合生活中的真实环境，因此获得了更好的生态效度。在阅读准确性方面，Kiger（1989）根据被试语言能力的成绩，将其匹配为两组同质被试。两组被试分别在背景音乐或安静环境下完成阅读理解测验。背景音乐有两首，一首是节奏单一、音域较窄、重复性较强的简单音乐，另一首是节奏多样、音域较宽、富于变化的复杂音乐。研究结果发现，在简单背景音乐条件下，被试完成阅读理解的准确性显著高于复杂背景音乐及安静环境，而在复杂背景音乐下完成的成绩则与安静环境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简单背景音乐能够提高阅读理解的准确率。Bloor（2009）进一步证实，背景音乐对五年级或六年级小学生的阅读理解准确率具有促进作用。

在阅读过程中，读者通常会进行速度—准确性的权衡。因此，背景音乐在提高阅读速度的同时，是否会降低阅读理解的准确性？Stroupe（2005）考察了背景音乐对大学生阅读速度及准确率的影响。研究者将大学生随机分配在歌曲、器乐曲或无音乐条件下完成阅读理解任务。研究结果表明，当背景音乐为器乐曲时，被试的阅读速度及准确率均显著高于安静环境；然而，他们在歌曲背景下的阅读速度及准确率均低于安静环境。该研究不仅考察阅读准确性，而且记录阅读速度，做到速度—准确性的权衡，排除了为提高准确率而牺牲速度的可能。因此，该研究结果更有效地证实了背景音乐对阅读理解的促进效应。同时，该研究结果也暗示，与器乐曲相比，歌曲对阅读具有较大的干扰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听者对歌曲中歌词的加工占用了阅读文本加工的资源。

以上研究都表明背景音乐能够促进语言加工，可是，这种效应是如何产生的？情绪唤醒假说（mood-arousal hypothesis）可以解释背景音乐对语言加工的促进效应。该假说由Thompson、Schellenberg和Husain（2001）首次提出，认为音乐通过激发积极情感、提高唤醒水平从而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在该研究中，研究者重点探讨聆听Mozart或Albinoni音乐之后，被试的情绪与唤醒水平以及空间能力的改变。情绪与唤醒水平通过心境状态剖面图（profile of mood states）中的抑郁—沮丧（depression-dejection）分量表、活力—好动（vigor-activity）分量表以及主观情绪唤醒量表进行测量。结果发现，被试在聆听Mozart音乐后完成的空间能力测验成绩显著高于安静环境，而被试在聆听Albinoni音乐后完成的空间能力测验成绩与安静环境没有显著差异。同时，研究还发现Mozart音乐比Albinoni音乐诱发更多的积极情绪与更高的唤醒水平。由于Mozart音乐表达愉快情绪，而Albinoni音乐表达悲伤情绪，因此，研究者认为Mozart音乐是通过诱发积极情绪并提高唤醒水平的方式来促进认知加工的。

Husain、Thompson和Schellenberg（2002）进一步验证了该假说。研究者通过改变音乐的调式、速度，探讨音乐促进认知加工的内部机制。结果发现，大调音乐相较于小调音乐能够诱发更积极的情绪，被试在大调音乐条件下完成认知加工任务的水平显著优于小调音乐。同时，快速音乐相较于慢速音乐能够提高唤醒水平，被试在快速音乐条件下完成认知加工任务的水平显著优于慢速音乐。该结果说明，能够诱发积极情绪且提高唤醒水平的音乐会促进认知加工。由此可见，积极情绪与唤醒水平正是连接背景音乐与语言加工的中介变量。然而，如果乐曲诱发消极情绪且唤醒水平不足或过高，那么它难以产生促进效应（Jäncke & Sandmann, 2010; Schlittmeier & Hellbrück, 2009），甚至可能出现抑制效应（Anderson & Fuller, 2010）。


12.1.2 背景音乐对语言加工的抑制效应

尽管研究表明，背景音乐可以促进语言加工，但是还有一些研究发现，背景音乐对语言推理及阅读理解具有抑制作用。背景音乐对语言加工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语言推理及阅读理解两个方面。

语言推理任务包括理解和使用词语的能力，比如，句子完成、语法、类比、反义词识别等（Dobbs, Furnham, & McClelland, 2011）。研究表明，背景音乐的播放不利于语言推理任务的完成（Crawford & Strapp, 1994; Patston & Tippett, 2011）。Crawford和Strapp（1994）发现，不论是呈现器乐曲还是歌曲，被试完成语言推理任务的成绩均显著低于安静环境，且在歌曲背景下的成绩更差。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歌词加重了工作记忆系统中语音环的负担，与语言推理任务产生了冲突。

Patston和Tippett（2011）进一步考察音乐家或非音乐家在正确演奏或错误演奏的背景音乐下对错误语法句子的甄别能力。错误演奏的背景音乐是在原有乐曲的和声上加入错音。结果发现，音乐家在两种背景音乐下甄别错误语法句子的数量显著低于安静环境，特别是在错误演奏的背景音乐下。但是，两种背景音乐均没有干扰非音乐家的成绩。由于该研究在实验前对被试进行了IQ测试，保证每个实验组在基本认知能力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增加了该结果的可靠性。Furnham和Stephenson（2007）将所有儿童随机分配到安静环境、积极音乐、消极音乐和中性音乐4种条件下完成语言推理任务。尽管积极音乐、消极音乐和中性音乐均阻碍语言推理任务，但被试在3种背景音乐下的成绩与安静环境均没有显著差异。Dobbs、Furnham和McClelland（2011）考察了3种背景音乐对语言推理任务的影响，推理任务分别是反义词识别（选择目标词的反义词）、句子完成（选择最适合句子空缺单词的选项）和语法（选择语法正确的句子）。他们将学生随机分配到音乐、安静和噪音环境中，每个被试需要依次完成这些推理任务。结果也发现，被试在3种条件下的成绩不存在统计上的差异。值得补充的是，Furnham和Stephenson以及Dobbs等人的研究被试都是未受过音乐训练的儿童或学生。这些结果支持了Patston和Tippett研究中非音乐家的结论，但与音乐家的加工情况相反。这可能缘于音乐家在检测音乐与语言的错误时均使用左脑额叶部位，二者共用同一加工系统，产生了认知资源的冲突（Patston & Tippett, 2011）。

在阅读理解方面，早在1973年，Fogelson就探讨了背景音乐对阅读理解的影响。研究者首先按照智力测验成绩将被试分为高智商组与低智商组。然后，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器乐曲或安静环境中完成《Iowa基本技能测验》中的《阅读理解》分测验。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对于高智商还是低智商被试，背景音乐均起到阻碍作用，尤其是对于低智商的人来说，抑制效应会更加明显。该结果得到后续研究的支持（Anderson & Fuller, 2010; Avila, Furnham, & McClelland, 2012; Furnham & Strbac, 2002）。比如，Furnham和Strbac（2002）发现，车库摇滚（garage rock）类的背景音乐会阻碍阅读理解的过程；Anderson和Fuller（2010）发现，被试在背景音乐条件下的阅读理解成绩显著低于安静环境条件；Avila等人（2012）也发现，无论是在歌曲还是器乐曲条件下，被试的阅读理解成绩均显著低于安静环境条件。

背景音乐对阅读理解的消极影响也得到中国学者研究结果的支持。李洪玉、何一粟和李宁宁（2012）要求所有被试在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或安静环境3种条件下完成阅读理解测试。研究者发现，在控制年龄、背景音乐偏好的情况下，被试在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条件下的阅读理解成绩均显著低于安静环境条件，同时，他们在古典背景音乐条件下的成绩还显著低于流行背景音乐条件。此外，背景音乐对阅读理解的干扰效应还得到了眼动数据的支持。陈丹、隋雪、王小东、钱丽和姜娜（2008）采用眼动技术记录了背景音乐对阅读即时加工过程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安静环境条件相比，在背景音乐条件下阅读时，被试的瞳孔直径增大，眼跳距离缩小。这种眼动模式的改变说明背景音乐不利于阅读进程，由此进一步验证以上行为研究的结果。

背景音乐的认知干扰假说（distraction hypothesis）可以解释背景音乐对语言加工的干扰效应。该假说认为，背景音乐将分散个体的注意力，从而降低个体的认知加工水平（Shek & Schubert, 2009）。该假说实质上是Kahneman（1973）所提出的资源限制理论的延伸。Kahneman认为，虽然注意力可以同时分配给多项任务，但是注意力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如果任务所需的资源总和超过了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则任务间就可能发生相互干扰。语言推理、阅读理解不仅涉及字母辨认、语义通达等自动加工过程，还包括语义的精细化处理、语言生成等控制加工过程，因此需要占用较多的认知资源（Carretti, Borella, Cornoldi, & De Beni, 2009）。在这种情况下，对背景音乐的加工将占用有限的认知资源，造成工作记忆的超载，进而表现出对语言加工的干扰效应（Schellenberg & Weiss, 2013）。

综上所述，情绪唤醒理论（Thompson et al., 2001）与认知干扰理论（Shek & Schubert, 2009）分别可以解释背景音乐对语言加工的促进及抑制效应。背景音乐的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诱发积极情绪、提高唤醒水平，进而提高认知加工水平来实现的。然而，背景音乐的抑制效应则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背景音乐唤醒不足，或背景音乐唤醒过度，导致听者的认知水平不能正常发挥；二是个体对背景音乐加工所给予的认知资源与认知加工任务所需要的认知资源发生冲突，认知加工由此受到消极影响。


12.1.3 影响背景音乐效应的因素

如上所述，背景音乐既有可能促进听者的语言加工，也有可能对语言加工产生抑制。尽管情绪唤醒假说及认知干扰假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两种不同的效应，但是，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条件下，背景音乐与语言加工存在不同的关系（Kämpfe, Sedlmeier, & Renkewitz, 2011）。背景音乐与语言加工关系的影响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背景音乐特征，如音乐的速度、音量、风格以及乐曲类型，二是听者的个体差异，如人格特征与音乐偏好。下文将对此进行具体论述。

12.1.3.1 音乐特征对背景音乐效应的影响

首先，音乐速度影响背景音乐对语言加工的效应。Furnham和Strbac（2002）探讨背景音乐对阅读理解的影响。研究者要求被试分别在快速的背景音乐或安静环境下完成阅读理解测试，结果发现，被试在快速的背景音乐条件下的阅读理解成绩显著低于安静环境。类似地，Dobbs等人（2011）发现被试在快速背景音乐下的语言推理成绩显著低于安静环境。然而，与上述研究不同，Kallinen（2002）却发现，个体在快速背景音乐条件下阅读新闻的速度显著高于慢速背景音乐及无音乐条件。该结果说明快速背景音乐能够提高听者的阅读速度。造成上述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实验环境的不同。Kallinen的研究地点选取在咖啡厅，环境较为嘈杂，噪音及交谈声已经严重影响了个体的阅读过程。此时背景音乐所起的作用不再是干扰，而是掩蔽外界无关声音信息的干扰。同时，由于快速的背景音乐较慢速的背景音乐在单位时间内传递的信息量更多，能更好地掩蔽噪音，分散读者对原有噪音的关注，因此产生了更为积极的效应（Macken, Phelps, & Jones, 2009）。

Thompson、Schellenberg和Letnic（2012）采用Mozart的《钢琴奏鸣曲》同时考察了音量与音乐速度对阅读理解的影响。实验设置4种条件——快速高音量、快速低音量、慢速高音量、慢速低音量，每个被试均在这4种条件下完成阅读理解测试。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在快速高音量条件下的阅读理解成绩显著低于安静环境条件，而其他3种条件与安静环境条件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者认为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在于，快速音乐在单位时间内包含更多的音符，听者对其加工需要消耗较多的认知资源。当快速背景音乐的音量较大时，这种影响很难被忽略，因此对阅读理解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刘玥等人（2012）也探讨了音量大小与音乐风格对语言记忆的影响。研究者将音乐风格分为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音量分为高（70分贝左右）、低（30分贝左右）两个水平。结果发现，高音量的古典音乐对语言记忆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应，而高音量的流行歌曲则具有更为显著的抑制效应。这可能是由于被试很难忽视高音量的音乐对语言加工任务的影响，将古典背景音乐的促进及流行音乐的抑制效应扩大化，使其更加显著。

其次，背景音乐的风格影响听者对语言的加工。Kiger（1989）发现，古典音乐与简单音乐能够提高阅读理解的准确率。背景音乐风格影响听者的阅读理解。李洪玉等人（2012）探讨了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对中学生阅读理解的影响。该研究证实，古典音乐具有促进作用，而流行音乐具有干扰作用。姜小川（2014）发现与中文流行歌曲和安静环境相比，被试在古典音乐条件下完成阅读理解测试的准确率更高。曹洁和朱婷（2012）利用眼动技术进一步探讨背景音乐风格对阅读理解的效应。研究者分别比较了流行音乐、轻音乐及摇滚乐对高中生和大学生英语阅读理解的影响。结果显示，被试在轻音乐条件下的阅读理解成绩显著优于摇滚乐和流行音乐的条件。同时，眼动数据表明，被试在轻音乐条件下注视时间最短、回视距离最大、回视次数最少。眼动模式的差异说明轻音乐比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更有利于阅读理解成绩的提升。此外，Felix（1993）也发现，与摇滚乐相比，大学生在古典音乐条件下对单词的即时回忆成绩更好。

最后，乐曲的类型也影响语言加工。从总体上说，乐曲可划分为声乐曲与器乐曲，其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含有歌词。研究表明，声乐曲的歌词不仅对单词记忆具有阻碍作用（Boyle, 1996），而且不利于句子记忆（O'Hare, 2011）。O'Hare（2011）要求小学生分别在安静环境、器乐曲及声乐曲条件下完成句子回忆任务。结果发现，在器乐曲条件下，被试的语言记忆得分显著高于安静环境与声乐曲条件。Jäncke、Brügger、Brummer、Scherrer和Alahmadi（2014）发现，在单词记忆任务中，被试在歌曲条件下的记忆成绩显著低于安静环境和器乐曲条件。

声乐曲不仅不利于语言记忆，还影响阅读理解的速度及准确率。孙凌、李宁宁和周天红（2011）将中学生被试随机分配到流行歌曲、流行歌曲伴奏乐、流行歌曲清唱或安静环境条件中完成阅读理解测试。研究者发现，歌曲对阅读理解起到显著的干扰作用，而伴奏乐却没有产生干扰效应。

以上研究结果均证实歌词对语言记忆及阅读理解具有消极影响。由于语言加工需要不断地重复、保持及再加工多条语音信息（Alley & Greene, 2008; Shih, Huang, & Chiang, 2012），而对背景音乐中歌词的自动加工干扰了工作记忆中语言环的运行效率，导致语言加工任务受到干扰。

12.1.3.2 个体差异对背景音乐效应的影响

首先，听者的人格特质（比如内向或外向）会调节背景音乐对语言加工的影响效应。在阅读理解方面，Furnham和Bradley（1997）选取内向和外向被试各10名，将他们随机分为两组，分别在安静或背景音乐环境下完成阅读理解测试。结果发现，背景音乐干扰了所有被试的阅读理解成绩，但对内向被试的干扰作用显著大于外向被试。另外，Furnham等（1999）还发现，在阅读任务中，内向被试受到声乐曲的干扰作用显著大于器乐曲。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内向被试受到复杂背景音乐的干扰作用显著大于简单的背景音乐（Furnham & Allass, 1999）。这可能是由于复杂音乐及高唤醒音乐的唤醒水平高，超过了内向被试的最佳唤醒水平，干扰了其语言加工。

在语言记忆方面，Furnham和Strbac（2002）发现，无论是内向还是外向被试，他们在背景音乐条件下的短文回忆成绩均显著低于安静环境。同时，背景音乐对内向和外向被试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在后续研究中，Furnham和Stephenson（2007）要求被试在积极情感音乐、消极情感音乐、中性音乐或安静环境下完成单词记忆的任务。结果显示，内向和外向被试的成绩在所有条件下的差异均不显著。

上述研究表明，在语言回忆任务上，背景音乐对内向和外向被试的影响相同。然而，在阅读理解任务上，与外向被试相比，背景音乐对内向被试的干扰作用更强。该结果验证了Eysenck（1967）提出的情绪唤醒理论。该理论认为，不同人格类型的个体所需的唤醒水平不同，内向者的最佳唤醒水平较低，而外向者的最佳唤醒水平较高。因此，对于内向被试来说，高唤醒的音乐可能会超过其最佳唤醒水平，导致认知加工受到干扰；而对于外向被试来说，它可能刚好促使其达到最佳唤醒水平，由此促进认知的加工。

其次，听者的音乐偏好也影响背景音乐与语言加工的关系。播放听者不喜欢的音乐可能会导致听者语言加工成绩的降低（Johansson et al., 2012）。在Johansson等人（2012）的研究中，每个大学生均在喜爱的背景音乐、不喜爱的背景音乐、咖啡厅噪音或安静环境4种条件下阅读文章，之后在安静环境下完成阅读理解测试，并记录其眼动轨迹。结果发现，与安静环境相比，被试在不喜爱的背景音乐下的阅读理解成绩较差。但是，在喜爱的背景音乐与安静环境下，被试阅读理解的成绩没有显著差异。该研究还发现，被试在不同条件下阅读过程的眼动模式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者认为，虽然被试不喜爱的音乐阻碍了其阅读过程，但被试对此并不知情，因此他们没有做出必要的眼动改变以适应已经增加的认知负荷。

虽然上述研究没有证实听者偏爱的音乐对语言加工具有促进效应，但Cassidy和MacDonald（2010）却认为听者偏爱的音乐会促使其保持良好的唤醒状态，从而促进其认知加工水平的提高。Mcdonald（2013）还考察了音乐偏好与外向性对语言加工产生的影响。在该研究中，内外向被试均在偏好的音乐、给定的音乐及安静环境3种条件下完成复杂的阅读理解任务。偏好的音乐是被试根据喜好自主选择的歌曲；给定的音乐来源于iTunes排行榜的歌曲，这是研究者预先设置好的音乐。结果发现，对于外向被试来说，他们在偏好的背景音乐下的阅读理解成绩具有高于安静环境的趋势，而在聆听给定音乐下的成绩与安静环境没有显著差异。对于内向被试来说，任何一种背景音乐对其阅读理解成绩均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个体偏爱的背景音乐在短时间内更容易激发外向被试的积极情绪，提高其唤醒水平，进而促进其认知任务的完成。

可见，在现代社会，背景音乐已被广泛运用于日常工作和学习生活之中。尽管一些研究认为，背景音乐能够提高听者的唤醒水平，对语言加工具有促进作用；另一些研究则表明，背景音乐会占用认知资源，阻碍语言的加工。研究结果的差异主要缘于，背景音乐与语言加工的关系较为复杂，它不仅取决于音乐速度与音量、音乐风格及乐曲类型等音乐因素，而且还依赖于听者的人格特质与音乐偏好等个体因素。


12.2 歌唱与言语障碍

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歌唱/唱歌（singing）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类一种普遍的行为。在现代社会中，歌唱已成为普通人参与音乐的主要途径之一，从闲暇之余小曲的哼唱到歌厅的K歌或广场的合唱、从庆祝亲友生日快乐的歌唱到升旗仪式上的国歌合唱，可以说，歌唱已经渗透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这可能与歌唱具有重要的功能有关：一方面，歌唱可以调节个体的情绪；另一方面，歌唱可以促进社会群体的凝聚力（Mithen, 2005）。的确，歌唱被认为是一种提高幸福感的手段（Bungay, Clift, & Skingley, 2010）。研究表明，与专业歌唱家相比，业余音乐爱好者从歌唱中获得的幸福感更多（Grape, Sandgren, Hansson, Ericson, & Theorell, 2003），小组唱或合唱可以增强群体凝聚力（Wallin et al., 2000）。此外，歌唱可以通过改善歌唱者的心肺功能，促进他们的健康（Bonilha, Onofre, Vieira, Prado, & Martinez, 2009; Grape et al., 2003）。

研究表明，10%—20%的人抱怨自己唱歌走调（Dalla Bella & Berkowska, 2009; Pfordresher & Brown, 2007）。事实上，这种唱歌走调（poor-pitch singing）与失歌症者的唱歌走调存在根本的区别：前者唱歌走调，但可以知觉出音高的差异，而后者既唱歌走调，也不能分辨出音高之间的细微差异（因此被称为“五音不全”）。唱歌是一个复杂的活动，涉及音乐知觉、音乐记忆和运动控制等能力（Pfordresher, 2011）。研究表明，纯粹的唱歌走调（非失歌症）并不归因于音乐知觉或音乐记忆障碍，也不归因于运动的缺陷（Dalla Bella, Giguère, & Peretz, 2007; Pfordresher & Brown, 2007, 2009）。这种唱歌走调的真正原因可能在于听觉与声音系统中的“逆模型”（inverse model），换言之，对于正常人来说，唱歌时首先知觉到特定音高，并对其发声动作做出预期，最后做出相应的运动姿态（motor gestures）准备。然而，唱歌走调者可以知觉到特定的音高，也能对其发声动作做出预期，但是，他们不能做出相应的运动姿态准备，比如，按照预期的音高调整自身声带的紧张度（Pfordresher, 2011）。这种听觉与声音系统的脱节导致了唱歌走调。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唱歌走调实质上可能属于音高模唱的障碍（Pfordresher & Mantell, 2014），并与听觉表象（auditory imagery）的障碍相关（Pfordresher & Halpern, 2013）。


12.2.1 音乐与语言的关系

事实上，音乐存在许多种的表演类型，歌唱仅仅是其中一种。问题是，与乐器演奏相比，为什么歌唱更受到民众的青睐？这可能缘于歌曲既包含曲调，也包含歌词。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与器乐曲相比，带有歌词的曲调更易于理解和表达。同时，就唱歌本身而言，它涉及更强的大脑听觉—运动反馈环路（Bangert et al., 2006; Kleber et al., 2010）。也正基于此，音乐被运用在言语康复的治疗实践中。但是，在论及音乐在言语康复中的应用之前，有必要对音乐与语言的关系进行简要梳理。

作为人类社会有意识活动的产物，音乐和语言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Ayotte et al., 2002; Patel, 2008）。由于音乐和语言存在一些相似的构成要素和组织原则，关于音乐和语言的对比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上所述，模块化观点与资源共享框架理论是目前音乐与语言对比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理论。前者认为（Peretz, 2006, 2012; Peretz & Coltheart, 2003; Peretz & Morais, 1989），大脑对音乐和语言的加工是分离的，因为二者存在许多差异，尽管在言语和歌唱方面可能涉及多重的加工成分（Peretz, 2009）；相反，后者认为，尽管音乐和语言具有不同的表征，但二者共享特定的加工机制（Patel, 2003, 2008, 2012, 2013）。

从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来说，脑损伤造成病人言语能力的丧失，但是其歌唱能力仍是正常的。比如，失语症病人可以歌唱熟悉的歌曲或学习新的曲调，但是，他们无法以歌唱或说话形式表达歌词（Hébert, Racette, Gagnon, & Peretz, 2003; Peretz, Gagnon, Hébert, & Macoir, 2004; Warren, Warren, Fox, & Warrington, 2003）。这些结果表明，无论在歌唱或说话情况下，言语产生可能被一个语言输出系统所调控。类似地，另一些研究表明，脑损伤病人失去歌唱能力，但是言语产生能力却是正常的（Peretz et al., 1994; Schön et al., 2004）。事实上，对正常人的研究也表明，人们对于歌词与曲调的加工并不共享特定的脑区（Besson, Faita, Peretz, Bonnel, & Requin, 1998）。值得补充的是，对歌曲的记忆研究发现，人脑对歌词与曲调的记忆是分离的（Ayotte et al., 2002），但也有研究认为，歌词和曲调可能被整合并存在一个记忆系统中（Samson & Zatorre, 1991; Serafine, Crowder, & Repp, 1984; Serafine, Davidson, Crowder, & Repp, 1986）。

如果词曲关系不能完全论述歌唱与言语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些从音高障碍视角入手的研究对此进行进一步论证。如前所述，先天失歌症是涉及音乐音高加工的一种障碍。音高既是调性音乐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言语领域的一个重要维度，它与言语中的韵律（prosody）相关。

从知觉层面上说，失歌症者不仅对精细音高的分辨存在困难（Foxton et al., 2004; Hyde & Peretz, 2004; Jiang et al., 2011），而且对旋律轮廓的加工也会产生障碍（Foxton et al., 2004; Jiang et al., 2010; Liu et al., 2010）。那么，失歌症者的音高加工障碍是否会延伸到言语领域？对的失歌症的非声调语言（诸如英语、法语等）为母语以研究也表明，失歌症者的音乐音高加工障碍会延伸到言语语调加工中（Liu et al., 2010; Patel, Foxton, & Griffiths, 2005; Patel, Wong, Foxton, Lochy, & Peretz, 2008）。

与非声调语言不同，在声调语言中，字词的声调直接决定着语义。换言之，声调语言语义的理解依赖于声调的知觉。以汉语为母语的失歌症者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失歌症者的语言加工障碍。

研究表明，汉语失歌症者或部分汉语失歌症者

对汉语声调（Huang, Liu, Dong, & Nan, 2015a; Huang, Nan, Dong, & liu, 2015b; Jiang et al., 2012b; Liu et al., 2012b; Liu et al., 2012c; Nan et al., 2010; Nan, Huang, Huang, Liu, & Dong, 2016），语调的加工（Jiang et al., 2010; Liu et al., 2012b; Lu, Ho, Liu, Wu, & Thompson, 2015）都存在障碍。同时，与音乐加工类似，失歌症者对言语音高加工的困难也延伸到语言的理解（Jiang et al., 2012a; Liu et al., 2015）和韵律加工方面（Thompson, Marin, & Stewart, 2012）。

从产生角度论述失歌症者的歌唱与言语关系的研究较为少见。Dalla Bella、Berkowska和Sowiński（2011）以一位唱歌走调者为研究对象对此进行探究，研究者发现，唱歌走调者对言语音高的模仿能力是正常的，但是他们难以模仿歌曲曲调。遗憾的是，后续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果（Mantell & Pfordresher, 2013）。Mantell和Pfordresher（2013）以普通人为研究对象，集中探究歌唱和言语中的声音模仿，研究者发现，人们对于歌曲曲调的模仿准确性超过言语句子。该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对于声音的模仿具有整合性，且对一个领域（比如曲调）的模仿能力将预示另一个领域（比如言语）的模仿能力。Liu等人（2013）的研究以汉语失歌症者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对歌曲曲调和言语短句的模仿。研究者发现，无论是对曲调的模仿，还是对言语句子的模仿，失歌症者的模仿能力都低于正常被试，同时，与正常被试相似，失歌症者对曲调的模仿能力比对言语句子的模仿能力更强。该研究结果表明，音乐与言语的音高在产生机制上具有共享性，但二者对音高匹配准确性的要求存在不同。

因此，这可能导致在不同实验（采用不同的实验刺激）中，研究结果的差异。在Yang、Feng、Huang、Zhang和Nan（2013）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不同于Liu等研究的音乐和语言刺激，发现汉语失歌症者的产生障碍仅出现在音乐领域，并不出现语言领域。

可见，不论是以非声调语言为母语的失歌症者，还是以汉语为母语的失歌症者，他们对音乐与语言的知觉和产生都验证了音乐和言语音高的加工可能共享特定的认知神经机制。失歌症的研究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资源共享框架理论。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迄今为止，关于音乐和语言加工是否共享特定机制的问题还在争论之中。


12.2.2 音乐对言语障碍的康复效用

如上所述，无论是在知觉层面，还是在产生层面，音乐与语言加工的机制问题还未定论。然而，歌曲作为一个特殊的现象，既有语言信息，也有曲调信息，歌唱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神经系统疾病引起的言语障碍康复实践之中。在当今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言语障碍日益受到关注，言语康复治疗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下文将围绕帕金森症、自闭症和失语症（aphasia），回顾关于歌唱对言语康复作用的已有研究文献。

帕金森症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80%的帕金森症患者存在发声和言语的困难（Ramig, Fox, & Sapir, 2008）。言语理解和交流被认为是帕金森症的常见障碍（Wan, Rüber, Hohmann, & Schlaug, 2010b）。Haneishi（2001）的研究结果显示，歌唱或发声练习有助于提高帕金森症患者的发声和言语交流能力。在该研究中，研究者使用发声和歌唱练习，重点在于让被试练习发声与呼吸。在12—14次干预之后，参与实验的帕金森症患者在说话能力和声音强度方面有了明显的提高。

近年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合唱对于帕金森症患者言语能力的康复起着重要的作用（Di Benedetto et al., 2009; Elefant, Baker, Lotan, Lagesen, & Skeie, 2012）。比如，Di Benedetto等人（2009）发现，通过13次的合唱干预之后，被试在元音发音和朗读等方面均得到提高，表明歌唱可能有助于改善与帕金森症有关的言语产生问题。Ferriero、Bettoni、Picco、Massazza和Franchignoni（2013）的个案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结论。在该研究中，被试是一名患有帕金森症多年的64岁男性，具有言语功能性障碍。该被试曾参与过一项长期的言语治疗，但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之后，他加入了合唱队，每周接受一次歌唱训练，时间长达4年。研究者通过自发性言语、自发性歌唱与歌唱式言语3种途径对他的言语产生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其自发性言语的清晰度明显低于自发性歌唱与歌唱式言语。通过两个月的日常歌唱练习，该被试已经学会使用歌唱式言语与人进行简单的交流，表明歌唱对言语产生积极的影响。后续研究进一步验证，歌唱可以提高帕金森症患者与人交流的能力，并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Buetow, Talmage, McCann, Fogg, & Purdy, 2014; Evans, Canavan, Foy, Langford, & Proctor, 2012）。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性的发展障碍，它以社会互动障碍、语言交流困难以及刻板行为主要症状。除了阿斯伯格症（Asperger's disorder）者外，大多数自闭症者都显示出言语加工方面的困难（Sharp & Hillenbrand, 2008; Wan, Marchina, Norton, & Schlaug, 2012） 。由于言语和音乐加工可能共享特定的认知和神经机制（Patel, 2003, 2008, 2012），歌唱由此成为促进自闭症者言语康复的手段之一。

尽管20世纪末的个案研究就已经表明，歌唱可以提高自闭症者的言语能力（Hoelzley, 1993; Miller & Toca, 1979），但在21世纪才出现专门服务于自闭症言语康复的音乐干预方法（Wan, Demaine, Zipse, Norton, & Schlaug, 2010a）——听觉—运动计划训练（auditory-motor mapping training, AMMT）。AMMT旨在通过训练声音和发声动作的联结，促进自闭症者的言语产生能力提升。这种音乐干预方法包括3个部分：歌唱、运动活动（motor activity）以及模仿。其中，运动活动通过敲打一对鼓而实现。治疗师首先将这两个鼓调到两个音高，接着以该音高唱出目标词或短句，并同时敲打鼓，由此实现声音与动作的配合，自闭症者聆听之后，通过齐唱、部分齐唱、重复等过程，最后独立唱出目标词或短句。该干预理论以自闭症者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存在异常为理论支点（Wan et al., 2010a）。镜像神经元系统主要负责情绪调节、社会互动和交流。首先，与言语相比，歌唱涉及更多的双侧额叶—颞叶脑区网络，而这个网络与镜像神经元系统相关（Brown, Martinez, Hodges, Fox, & Parsons, 2004; zdemir, Norton, & Schlaug, 2006）；其次，通过敲击打击乐器不仅可以引起儿童的兴趣，而且能够诱发感觉运动系统的活动，由此控制口、面与发声的协调运动（Meister et al., 2003; Meister, Buelte, Staedtgen, Boroojerdi, & Sparing, 2009）；最后，打击乐器的声音可以促进听觉—运动的协调配合，这种配合对言语交流具有关键性的意义（Lahav, Saltzman, & Schlaug, 2007）。Wan等人（2011）以6名伴有语言障碍的自闭症儿童为实验对象，探究AMMT对他们言语能力的干预效用。研究结果显示，经过8周共40次的训练之后，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发声能力获得显著性提高。尽管音乐对自闭症者言语治疗的疗效还在讨论之中（Simpson & Keen, 2011），但是Wan等人的研究从一个侧面验证了AMMT对自闭症儿童语言能力的干预效用。

旋律语调疗法（melodic intonation therapy）体现了AMMT的运用。它通过慢速、旋律化的言语发声，并配合左手敲击，从而促使听觉—动作的配合以及感觉运动的反馈（Albert, Sparks, & Helm, 1973; Norton, Zipse, Marchina, & Schlaug, 2009; Sparks, Helm, & Albert, 1974）。旋律语调疗法最初的理论假设是负责音乐加工的右脑具备语言能力，由此弥补左脑语言区域的障碍（Zumbansen, Peretz, & Hébert, 2014）。该疗法最初用于非流利性失语症的治疗，目的在于引导失语症患者用简单的旋律语调吟唱相应的词语或句子。后来，它也被应用于其他言语障碍的治疗。旋律语调疗法的治疗过程是分层级、循序渐进的。它包含3个阶段，每个阶段常包含20个高频词语（如，水）或是社交词汇（如，你好、再见）。这些词汇以视觉线索的方式呈现。词语或短句通过两个音高吟诵，节奏包括两个时值：一长一短。旋律轮廓根据词语本身的自然语调决定（Norton et al., 2009）。图12.1表示旋律语调疗法的3个阶段。如图所示，在3个阶段中，言语的长度和任务难度不断增加：初级阶段包含3个音节，中级阶段为5个音节，高级阶段则包含8个音节。同时，音节的重音出现在高音。在初级阶段，治疗师让病人唱出指定的短语，同时在病人的左手轻轻敲击与之对应的节奏。随后，他们给予病人的辅助会逐渐减少，直到病人能够独立唱出短语。通过以上3个阶段，病人的言语能力可以得到提高。

在临床治疗实践中，旋律语调疗法主要运用于布洛卡失语症（Broca's aphasia）。布洛卡失语症病人的左侧额叶损伤，具体涉及左侧额下后部脑区。这类失语症病人具有相对正常的言语理解能力，但是在发音以及语音产生方面有明显的障碍（Wan et al., 2010b）。布洛卡失语症患者虽然具有严重的言语产生障碍，但是他们仍然具备着歌唱能力（Wilson, Parsons, & Reutens, 2006）。尽管少数研究发现，旋律语调疗法并不对所有失语症者的言语康复具有影响（如, Buttet & Aubert, 1980; Helm, 1978; Sparks et al., 1974; Wilson et al., 2006），但是，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旋律语调疗法能改善失语症者的语言能力（如, Baker, 2000; Carlomagno et al., 1997; Goldfarb & Bader, 1979; Hough, 2010; Springer, Willmes, & Haag, 1993）。fMRI研究发现，旋律语调疗法可以激活更多的右脑区域（Schlaug, Marchina, & Norton, 2008），同时也能再次激活失语症者布洛卡区和左侧前额区域（Belin et a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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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旋律语调疗法的3个阶段（Norton et al., 2009）

近年，旋律语调疗法效用的问题引起学界的关注。比如，van der Meulen、van de Sandt-Koenderman和Ribbers（2012）认为，旋律语调疗法的疗效缺乏团体研究的验证；究竟旋律语调哪个方面对失语症言语康复疗效的影响最大尚不明确；旋律语调疗法潜在的神经机制也不明了。通过对15篇相关研究的回顾，Hurkmans等人（2012）发现，已有旋律语调疗法研究所采用方法的科学性不足（如在实验设计、取样、被试对比等方面），同时，对康复机制的解释存在争议。通过对旋律语调疗法及其两种变体（French thérapie mélodique et rythmée和palliative versions of melodic intonation therapy）进行分析比较，Zumbansen等人（2014）进一步强调了旋律语调疗法基本原理以及核心内容，研究者认为，旋律语调疗法可能更适用于言语失用症（apraxia）的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歌唱也经常被运用于发展性的口吃治疗中，被认为是一种具有重要理疗潜能的治疗手段。比如，Healey、Mallard III和Adams（1976）发现，歌唱熟悉旋律与歌词时，被试的口吃程度得到最大程度的减弱。后续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歌唱对口吃患者言语流利度的改善作用（Andrews, Howie, Dozsa, & Guitar, 1982; Colcord & Adams, 1979; Davidow, Bothe, Andreatta, & Ye, 2009）。研究者还发现，减慢的语速、熟悉的歌唱材料以及较强的节奏都能提高口吃患者言语流利度（Davidow et al., 2009），这可能缘于口吃患者左脑得到更强的激活，这种补偿加工促进了其言语的流利性（Stager, Jeffries, & Braun, 2003）。


12.3 音乐与压力

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较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在职业人群中，因为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大，导致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过劳死”的现象越来越多，为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损失。

压力是许多疾病的诱因。过度的压力或长期的压力会导致各种情绪障碍和心身疾病，比如偏头痛、失眠、焦虑症、抑郁症、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尽管音乐具有多种功能，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聆听音乐是减缓压力的主要手段。其内在的机理可能在于，音乐不仅能够表达情绪（如, Collier, 2007; Juslin & Laukka, 2004; Vieillard et al., 2008），而且还能够影响人们的情绪（如, Koelsch, 2014; Lundqvist, Carlsson, Hilmersson, & Juslin, 2009; Russo, Vempala, & Sandstrom, 2013; Zentner et al., 2008），音乐由此帮助患者将注意力从压力本身转移到某些令人愉快的事物上（Henry, 1995; McCaffrey & Good, 2000）。因此，通过对音乐情绪的体验缓解或减少心理压力成为现代人聆听音乐的主要目的。减压一直是音乐治疗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Elliott, Polman, & McGregor, 2011）。

的确，研究表明，聆听音乐可以缓解人们身心的紧张和焦虑（如, Bradt, Dileo, & Shim, 2013; Latha, Srikanth, Sairaman, & Edmand Dity, 2014; Linnemann, Ditzen, Strahler, Doerr, & Nater, 2015; Radstaak, Geurts, Brosschot, & Kompier, 2014; Robb, Nichols, Rutan, Bishop, & Parker, 1995; Thoma et al., 2015），达到放松的目的，然而，并非所有的音乐都能减压（Chafin, Roy, Gerin, & Christenfeld, 2004; Yehuda, 2011）。音乐的减压效果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Pelletier, 2004）。


12.3.1 影响音乐减压效果的因素

首先，音乐种类或风格类型影响音乐的减压功效。Lai等人（2008）在比较了慢板音乐和静坐的减压效果后发现，慢板音乐对焦虑状态的缓解作用显著好于静坐。Yamamoto、Naga和Shimizu（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快速音乐相比，慢速音乐对焦虑的缓解效果更好。然而，Chen（2003）却发现，慢板音乐和快板音乐对焦虑的缓解效果没有显著差异。另外，他还发现音乐偏好与焦虑程度具有显著的负相关。

一些研究通过对比音乐风格差异对减压效果的影响后发现，古典音乐的减压效果要好于诸如硬摇滚和重金属之类的非古典音乐（Burns et al., 2002; Labbé, Schmidt, Babin, & Pharr, 2007）。Stratton和Zalanowski（1984）通过对比镇静的古典音乐、刺激的古典音乐、浪漫音乐、无调性音乐、轻音乐的减压效果后发现，聆听无调性音乐所达到的放松程度显著低于聆听浪漫音乐和刺激的古典音乐。然而，Chafin等人（2004）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古典音乐、爵士音乐和流行音乐以及自我选择的音乐在减压效果上没有显著差异。

根据音乐情绪的唤醒水平，人们可以将音乐分为镇静音乐（sedative music）和刺激音乐（stimulative music）。镇静音乐具有“速度慢、音量小、律动性低”等特点，而刺激音乐具有“速度快、音量大、律动性强”等特点（Gaston, 1951; Radocy & Boyle, 2012）。已有研究表明，镇静音乐缓解紧张的效果比刺激音乐更好（Iwanaga, Kobayashi, & Kawasaki, 2005; Lingham & Theorell, 2009）。类似地，与刺激音乐相比，镇静音乐在缓解焦虑方面的效果更好（Fisher & Greenberg, 1972; Gan, Lim, & Haw, 2015; Sandstrom & Russo, 2010）。但是，Stratton和Zalanowski（1984）以及Rohner和Miller（1980）并没有发现镇静音乐和刺激音乐在缓解紧张方面的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其次，听者的音乐偏好也影响音乐减压功效。音乐偏好被认为是改善心情（mood）的一个重要因素（Schäfer & Sedlmeier, 2009; Wheeler, 1985）。研究表明，聆听个体偏好的音乐不仅能够降低航空管理员（Lesiuk, 2008）和肿瘤外科病人（Chaput-McGovern & Silverman, 2012）的焦虑水平，而且也能减轻放射治疗病人的精神痛苦和负面症状（Clark et al., 2006）。在Stratton和Zalanowski（1984）的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在聆听一首音乐之后评定对该乐曲的偏好程度。研究结果显示，越偏好的音乐越让被试感觉放松。类似地，Jeong（2008）也发现，与不偏好的音乐相比，聆听偏好的音乐也会让被试体验到的焦虑减少，心情变好。该结果与fMRI和PET研究结果一致（Blood & Zatorre, 2001; Montag, Reuter, & Axmacher, 2011; Salimpoor, Benovoy, Larcher, Dagher, & Zatorre, 2011; Salimpoor et al., 2013）。与不偏好的歌曲相比，偏好的歌曲使辅助运动区、右侧前扣带回、额叶区域活动显著增强（Pereira et al., 2011）。

最后，听者对音乐的熟悉性也影响音乐减压的功效。焦虑起源于一种基本的在陌生环境里的不安全感，而熟悉的环境能使人感到安全和可控（Stevens, 1990）。类似地，熟悉的音乐也能使人感到安全和可控（McCaffrey & Good, 2000），从而达到放松的目的。

与不熟悉的音乐相比，熟悉的音乐能够引起更多积极的反应（Goodall & Etters, 2005），使人更放松和愉快（McCaffrey & Good, 2000）。这种观点得到Iwanaga、Ikeda和Iwaki（1996）实验研究的支持。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将一首乐曲反复呈现给被试4次，结果发现反复聆听不熟悉的音乐，甚至是刺激的音乐，能够降低紧张程度。这可能是因为，越熟悉的音乐，越令人感到愉快和放松（Henry, 1995; Rawlings & Leow, 2008），相对于不熟悉的歌曲，熟悉的歌曲显著激活了大脑边缘和旁边缘区域以及奖赏回路（Pereira et al., 2011）。然而，其他研究（Chafin et al., 2004; Hatta & Nakamura, 1991）却发现，熟悉音乐与不熟悉音乐在缓解压力方面没有明显差异。


12.3.2 音乐偏好在音乐减压中的重要作用

尽管已有研究从音乐种类、音乐偏好以及熟悉性角度入手探讨音乐减压的效果，但上述研究结果尚存在不一致之处。

首先，音乐的速度与节奏密度紧密相关。如果慢板音乐节奏紧密，快板音乐节奏稀疏，那么，其音响效果将很相似。因而，单纯从音乐速度入手研究考察速度快慢的音乐对音乐减压效果的影响，可能造成音乐的实际音响效果相似，从而并未真正达到分类明确的目的。其次，音乐风格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古典和非古典音乐在音乐形式方面存在一定的交叉（Meyers, 2007; Swami et al., 2013），比如，在速度方面，古典和浪漫音乐都包含快速和慢速的音乐类型。因此，纯粹从音乐风格角度入手研究有可能造成所选取音乐具体样式界定的模糊。最后，从音乐唤醒角度来说，尽管镇静和刺激的音乐都具有各自的音乐样式特征，但是，与音乐偏好和音乐熟悉性相似，镇静和刺激音乐的划分与听者的听觉经验具有一定的相关（Burns et al., 2002; Kuk & Peeters, 2008）。在上述研究中，只有Iwanaga和Moroki（1999）在控制熟悉度的前提下，考察了音乐类型（镇静音乐和刺激音乐）与音乐偏好对紧张和放松水平的影响。在该研究中，所有被试在聆听镇静音乐和刺激音乐后，评定其紧张程度、放松程度以及音乐偏好程度。研究发现，与刺激音乐相比，聆听镇静音乐在缓解紧张和增加放松方面的效果更好。同时，与不偏好的音乐相比，聆听偏好的音乐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减轻被试的心理紧张。然而，在影响放松的水平上，偏好与不偏好的音乐的影响效果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者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矛盾的原因可能在于，与放松相比，被试对紧张更加敏感。

遗憾的是，Iwanaga和Moroki（1999）没有在被试聆听音乐前，控制其压力水平。换句话说，在聆听音乐前，被试可能具有不同的紧张和焦虑水平，这会影响音乐的减压效果。这可以从Knight和Rickard（2001）的研究中得到解释。在该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在聆听音乐之前完成一个认知任务。他们发现，那些体验到压力的被试在聆听镇静音乐后，其焦虑水平显著低于没有体验到压力的被试。就这点而言，在引发压力的情况下，镇静音乐、刺激音乐和音乐偏好对被试的压力水平是否具有影响？目前为止，国际上尚未有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究。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Jiang、Zhou、Rickson和Jiang（2013b）在成功引发被试压力的情况下，考察镇静音乐、刺激音乐和音乐偏好对减压效果的影响。研究者控制了音乐的熟悉性。在减压实验之前，被试先完成一个心算测验，由此诱发他们的心理压力。只有压力引发成功的被试参与正式实验。被试被随机分配到4个实验组，分别聆听偏好的镇静音乐、偏好的刺激音乐、不偏好的镇静音乐、不偏好的刺激音乐。研究假设，在降低紧张和焦虑方面，聆听镇静音乐比刺激音乐具有更好的效果；同时，聆听偏好的音乐比聆听不偏好音乐的减压效果更好。

图12.2显示了4组被试在聆听音乐后的平均紧张和焦虑程度。如图所示，不偏好的镇静音乐在缓解紧张和焦虑方面的效果优于不偏好的刺激音乐，但是，偏好的镇静音乐与偏好的刺激音乐在缓解紧张和焦虑方面的效果没有明显差异。换句话说，当聆听不偏好音乐时，镇静音乐缓解紧张和焦虑的效果比刺激音乐更好。然而，当聆听偏好音乐时，镇静音乐与刺激音乐在缓解紧张和焦虑方面的效果不存在明显差异。该研究结果暗示，镇静音乐和刺激音乐的减压效果依赖于听者的音乐偏好，揭示了听者的音乐偏好在音乐减压机制中具有的重要调节作用。该研究结果对音乐治疗师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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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偏好的镇静音乐组、偏好的刺激音乐组、不偏好的镇静音乐组和不偏好的刺激音乐组被试的平均紧张程度（a）与焦虑程度（b）

误差线代表±1个标准误（Jiang et al., 2013b）。

为了进一步验证音乐偏好在音乐减压中的作用，Jiang、Rickson和Jiang（2016）在对被试引发压力之后，考察唤醒程度、愉快程度、音乐偏好、熟悉性和音乐训练年限对减压效果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各要素如何影响减压效果。具体说来，在成功引发压力之后，被试被随机分为8组，分别聆听熟悉的高唤醒—高愉快的音乐、熟悉的高唤醒—低愉快的音乐、熟悉的低唤醒—低愉快的音乐、熟悉的低唤醒—高愉快的音乐、不熟悉的高唤醒—高愉快的音乐、不熟悉的高唤醒—低愉快的音乐、不熟悉的低唤醒—低愉快的音乐与不熟悉的低唤醒—高愉快的音乐。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音乐的愉快程度、唤醒程度以及对音乐的偏好程度分别与紧张程度和状态焦虑均存在显著的相关。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音乐的愉快程度和唤醒程度不仅直接预测紧张程度和状态焦虑，而且还通过音乐偏好间接预测紧张程度和状态焦虑。该结果暗示，音乐的愉快度和唤醒度可以影响压力，但在影响过程中，音乐偏好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音乐在人类生活中应用的研究进程，但是，这个领域还存在巨大的研究空间，比如，背景音乐对语言加工的影响机制；音乐对于言语障碍的康复机制；等等。另外，尽管音乐不能给人类提供生存需要的必需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音乐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其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这些都将为未来研究提供有意义的研究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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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DCS/tACS2（前言）

TMS2（前言）

胎儿期 177

探测音 68

体验 115

听觉经历 19

听觉皮层 11

听觉预期 14

同步加工 13


W


外显判断 73

外在意义 137

违规和弦 145

文化适应 130

文化特异性 182

稳定性 63

稳定性层级 63

无调性音乐 70

五音不全 2


X


先天失歌症 2

线索冗余模型 130

相对音高 180

小调 64

小概率 14

小脑 31

效度 3

楔前叶 55

楔叶 12

心理机制2（前言）

心理旋转任务 174

心理压力 250

信度 3

信号检测论 5

性选择 221

旋律记忆 42

旋律 3

旋律轮廓 2

旋律音高 5

旋律语调疗法 249

旋律知觉 1

选择法 196

学前期 184

循环重复 21

训练强度 210


Y


言语康复3（前言）

遗传 159

遗传决定论 168

艺术功能3（前言）

抑制效应 239

音程 6

音高方向分辨阈限 7

音高分辨 4

音高分辨阈限 7

音高记忆 42

音高匹配 190

音高维度 22

音高障碍者 71

音高知觉能力 2

音级稳定性 64

音阶 3

音乐才能 161

音乐成就 158

音乐成就测验 165

音乐创造力 229

音乐非适应论 222

音乐风格 251

音乐记忆3（前言）

音乐技能3（前言）

音乐技巧 169

音乐加工3（前言）

音乐减压 251

音乐接触3（前言）

音乐紧张感 109

音乐紧张感模型 109

音乐进化 220

音乐经历 169

音乐句法 82

音乐聆听 229

音乐能力 159

音乐能力测验 162

音乐能力倾向 158

音乐能力倾向测验 165

音乐偏好 135

音乐起源 221

音乐情绪3（前言）

音乐审美判断 134

音乐审美情绪 132

音乐适应论 220

音乐性 161

音乐学习 178

音乐训练年限 210

音乐训练效应3（前言）

音乐意义 137

音乐预期 122

音乐障碍 71

音乐知觉2（前言）

音乐智力 161

音乐种类 251

音乐组块记忆 51

音名 7

音色 12

音色识别 14

婴幼儿期 179

影响因素 22

语言产生 173

语言环境 18

语言交流困难 8

语言知觉 173

阈限测验 7

缘上回 16


Z


早期经验 171

镇静音乐 253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1（前言）

正性情绪 122

知觉 115

知觉功能增强 9

知觉难度 59

智力 160

智商 8

中风 71

重复音 44

注意 39

转调 6

资源共享框架理论 233

自闭症 2

纵向追踪研究 192

走调 191

最优法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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